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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收集的14篇文章是我近10年来从认知的角度研究汉语语法的成果，都是发表过的，就按各篇发表年份的顺序排列。其中《“N的V”和“参照体—目标”构式》一篇是和王冬梅合作撰写并一起署名的。

这次重印这些文章，没有作什么大的改动，主要是对一些差错作了订正。有些术语的名称前后不完全一致，也还是保留了原来的样子。《说“偷”和“抢”》一篇在个别段落的表述方式上有所改动。各篇内的小标题这次统一用阿拉伯数字编号。个别篇目附注的方式有所调整，另有三篇在文首增加了“提要”，以跟其他各篇取得一致。原来缺英文提要的一并补齐，附在书后。





沈家煊　2005年12月


“有界”与“无界”

提要　本文从探究数量词对语法结构起制约作用的原因着手，论述人在认知上形成的“有界”和“无界”的对立在语法结构中的具体反映。事物在空间有“有界”和“无界”的对立，动作在时间上有“有界”和“无界”的对立，性状在程度或量上有“有界”和“无界”的对立，这些并行的对立关系不仅统一解释了与数量词起制约作用有关的一系列语法现象，而且对词类理论有很重要的意义。

1．数量词对语法结构的制约作用

数量词对语法结构的制约作用是陆俭明先生在《现代汉语中数量词的作用》一文中提出的。这种制约作用按陆文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某些句法组合没有数量词就不能成立或是不自由的，二是某些句法组合排斥数量词。

为论述方便，现将陆文中列举的主要事实归纳如下：

1．某些句法组合没有数量词就不能成立（用*标示）或是不自由的（用（*）标示）。

（1）双宾语结构，如果间接宾语是表示位移终点的处所或是表示“给予”的对象，那么直接宾语得带数量词。

　　*盛碗里鱼　　　　　盛碗里两条鱼

　　（*）送学校油画　　送学校一幅油画

　　　　（送学校油画的是五五年的毕业生）

（2）双宾语结构，如果直接宾语是结果宾语，那么这个结果宾语得带数量词。

　　*（蚊子）叮了小王大包　　叮了小王两个大包

　　*捂了孩子痱子　　　　　　捂了孩子一身痱子

（3）带结果补语或趋向补语的动补结构后面带上名词性宾语（包括施事宾语）形成的这种动宾结构，宾语得带数量词。

　　（*）打破玻璃（打破玻璃的人找到了吗？）　打破两块玻璃

　　（*）飞进来苍蝇（飞进来苍蝇就打）　　　　飞进来一个苍蝇

（4）“动词＋了＋名词”这种动宾结构，作宾语的名词得带数量词。

　　（*）吃了苹果（吃了苹果又吃梨）　　吃了一个苹果

（5）非谓形容词（状态形容词）作定语（不带“的”）的偏正结构，其中心语一定得带数量词。

　　*雪白衣服　　　雪白一件衣服

　　*白花花胡子　　白花花一大把胡子

　　*热热儿茶　　　热热儿一碗茶

　　*干干净净鞋　　干干净净一双鞋

2．某些句法组合排斥数量词。

（6）表示动态行为的处所主语句“主［处所］＋动词＋着＋宾”，其宾语成分排斥数量词。例如，“山上架着炮”如果是表示“山上正在架炮”的动态行为（而不是“山上有炮”的静态存在），那么“炮”不能带数量词。

　　*山上架着两门炮　　山上架着炮

其实不仅是处所主语句，表示动态行为的“动词＋着”后面的宾语一般都不能带数量词，例如：

　　*他正吃着三碗饭　　他正吃着饭

　　*他正写着五行字　　他正写着字

（7）性质形容词作定语（不带“的”）的偏正结构，其中心语也不能带数量词。这正好与（5）状态形容词作定语的偏正结构得有数量词的情形相反。（陆文未提及这一点）

　　*白一只孔雀　　　白孔雀

　　*干净一件衣服　　干净衣服

吕叔湘先生在《怎样学习语法》一文和石毓智（1992a）还指出两种排斥数量词的句法结构，我们把它们补充在这里：

（8）“动词重叠式＋名词”这种动宾结构，宾语不能带数量词。

　　（*）今天要谈谈两个问题
①

 　今天要谈谈问题

　　*星期天在家洗洗一件衣服　　星期天在家洗洗衣服

（9）在用“不”否定的结构里，动词即使不是重叠式，其宾语一般也排斥数量词：

　　（*）今天不谈两个问题　　　今天不谈问题

　　（*）这个月不演三场电影　　这个月不演电影

本文的目的不在罗列更多的事实，而是想对上述现象和其他有关现象作出统一的解释。有一种可能的解释，某些句法组合非有数量词不能成立或不自由，那是受名词性成分“有定”、“无定”的制约。例如：

　　*倒缸里水　　　　倒缸里一桶水　　把水倒缸里

　　（*）送学校油画　送学校一幅油画　把油画送学校

　　（*）吃了苹果　　吃了一个苹果　　把苹果吃了

左列中充当宾语的光杆普通名词“水”、“油画”、“苹果”是有定的还是无定的并不明确，前面加了数量词才明确为无定的。如果这些成分是有定的，则应用右列的“把”字句来表达。

用有定和无定来解释数量词对句法结构的制约会遇到一些困难。动词后宾语大多是无定的，但也可以是有定的。首先，有些不用数量词不能成立或不自由的句法组合，如果把动词后的宾语换成明确的有定成分反倒变成成立或自由的了，例如：

　　（*）前面走来老太太　　前面走来张老太太

　　（*）他吃了苹果　　　　他吃了那个烂苹果

　　（*）我一口气读完小说　我一口气读完王蒙那篇意识流小说

其次，有些排斥数量词的句法组合，如果把带数量词的名词性成分换成有定的，结果就能成立，例如：

　　（*）他正吃着三碗饭　　　　他正吃着你刚做的饭

　　（*）今天要谈谈两个问题　　今天要谈谈这个问题

　　（*）今天不谈两个问题　　　今天不谈这两个问题

另外，有定和无定也无法解释“*雪白衣服”和“*白一件衣服”这种不能成立的偏正式句法组合。

我们认为，数量词对句法结构的制约作用实际上体现了人类认知上“有界”（bounded）和“无界”（unbounded）这样一种基本对立。人们感知和认识事物，事物在空间有“有界”和“无界”的对立；人们感知和认识动作，动作在时间上有“有界”和“无界”的对立；人们感知和认识性状，性状在“量”或程度上也有“有界”和“无界”的对立。人类认知上的这种基本对立必定会在语法结构上有所反映，语法分析的一个任务就是要把这种反映揭示出来。

2．事物和名词的“有界”和“无界”

事物占据空间，事物在空间有“有界”和“无界”之分。例如，一张桌子要占据一定的空间，而且有一定的边界，它是一个“个体”，是有界事物。相反，水也要占据空间，但没有一定的边界，水不是一个“个体”，是无界事物。有界事物和无界事物的区别特征按Langacker（1987）主要有以下几点：

1．无界事物的内部是同质的（homogeneous），有界事物的内部是异质的（heterogeneous）。例如水，不管怎么分割，分出的任何一部分都仍然是水。相反，一张桌子是由不同的部分（桌面、桌腿等）组成的，把桌子分割的结果可能不再是一张桌子。

2．因为无界事物具有同质性，所以有伸缩性；因为有界事物具有异质性，所以没有伸缩性。水加上或减去一些水仍然还是水，一张桌子加上或减去一张桌子就不再是一张桌子。

3．有界事物具有可重复性（replicability），无界事物没有可重复性。可以有一张桌子，两张桌子，三张桌子，……，n张桌子，水没有这种可重复性。

要着重说明的是，“有界”和“无界”主要是指人的认识，不是指客观实际。例如，坑儿，实际是洼下去的一块地方，开口处并没有边界，但是人的“完形”（Gestalt）心理把坑儿看作是四周都是边界的个体，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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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边界往往是模糊的。比如说，墙角，很难说墙角有一定的边界，我们无法在墙上划出一条界线，说超过这条线就不再是墙角，但我们仍然把墙角看作有边界的个体，说“一个墙角”。再次，边界可以是抽象的。例如，主意，是抽象事物，但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有头有尾有边界的个体，说“一个主意”。同样，说“一种水”时，是认为它有跟其他种类的水区分开来的边界。总之，有界和无界的区分主要以人的感知和认识为准。

这种对事物形成的概念上“有界”和“无界”的对立在语法上的典型反映就是名词有可数和不可数的对立。世界上许多语言有“数”这个语法范畴。拿英语说，可数名词，如table（桌子），前面可以有不定冠词（a table）和数词（one table, every table），可以有复数形式（tables）；不可数名词，如water（水）一般不能用不定冠词（*a water）和数词（*one water, every water），一般也没有复数形式（*waters，除非专指矿泉水）。汉语虽然没有“数”的区分，但是有量词。可数名词有自己适用的个体量词，如：书（本）、灯（盏）、笔（枝）、马（匹）、商店（家），不可数名词没有适用的个体量词，只能使用度量词（一尺布、一斤肉）、临时量词（一桶水、一袋面粉）或不定量词（一点儿水、一些药）。（朱1982：41）普遍的语言调查发现，“数”范畴和量词是互补的。凡是有“数”的语言一般不需要量词，凡是有量词的语言一般不需要“数”。无论“数”还是量词，都是为了区分概念上有界事物和无界事物的一种语法手段。（见Lyons 1977: 227）

有界事物是个体，只有个体才是可数的，可数的事物一定是个体。事物的个体性和可数性是一回事。在句法组合里，我们把指称有界事物的名词性成分叫做“有界名词”，指称无界事物的叫做“无界名词”。凡是有数量修饰语的名词性成分都是有界名词，例如：两条鱼，四桶水，（睡）一个觉，（买）辆车，好些人。有界名词的形式最典型的是“数量名”，但不限于“数量名”。专有名词专指一个或一类事物，因此也是有界的，如：鲁迅，张大妈，电影“红高粱”。专有名词前面加“（—）个”修饰，指称的对象可以不变，例如：“张大妈就是热心肠｜这个张大妈就是热心肠”，“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带指示词“这、那”的名词性成分大多也是指称个体事物，因而是有界的，如：这个苹果，那种药，那房子，但也有一些是通指性的（generic），并不指称个体事物，因而是无界的，例如：

　　我发觉这女人全是死心眼儿。

　　这烟对身体有害是谁都知道的，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抽？

正如方梅和张伯江（1995）所指出的，“这女人”和“这烟”里的“这”已经虚化。这和英语里作通指用的定冠词相仿。（英语例子：The German is a good musician. 德国人都懂音乐）句法组合中的光杆普通名词要作具体分析，多数是通指性的，不指称个体事物，因而是无界的，作宾语时尤其如此，例如：（他不常抽）烟，（后面又来）车（了），人（离不开）水，但作主语或“把”字宾语的光杆普通名词往往专指某个个体，因而是有界的，如：书（读完了吗？），（把）苹果（吃了）。

“有界—无界”这对概念跟“有定—无定”这对概念不是一回事。“买两条鱼”和“买这两条鱼”里的名词性成分，一个无定，一个有定，但都是有界的。这就是说，虽然有定名词一般也是有界名词，但无定名词往往不是无界名词。“有界—无界”跟“专指—泛指”也不完全重合。“他在找一个会讲广东话的人”，这里的“一个会讲广东话的人”可以专指某一个人，也可以泛指任何一个会讲广东话的人，但两者都是有界的。这就是说，虽然专指名词一般也是有界名词，但泛指名词不一定是无界名词。有界名词的本质是它所指事物的个体性和可数性，无界名词的本质是它所指事物的非个体性和不可数性。

3．动作和动词的“有界”和“无界”

动作也要在空间进行，但动作的主要特征是占据时间，不占据时间的动作是不可想象的。在时间上，动作有“有界”和“无界”之分。有界动作在时间轴上有一个起始点和一个终止点，无界动作则没有起始点和终止点，或只有起始点没有终止点。例如，“我跑到学校”这个动作，开始跑是动作的起点，到学校是动作的终止点，这个动作因此是一个“个体”动作或“有界”动作。相反“我很想家”这个动作，我们不能确定一个起始点和终止点，这个动作因此是一个“非个体”动作或“无界”动作。有界动作和无界动作的对立跟有界事物和无界事物的对立具有平行性（Langacker 1987），具体说明如下。

1．无界动作的内部是同质的，有界动作的内部是异质的。把我很想家在时间上任意分割，取任一部分仍然是我很想家。相反，我跑到学校这一动作，只有在终止点才算跑到学校，其他时刻只是在跑或开始跑。

2．无界动作具有伸缩性，有界动作没有伸缩性。我很想家在延续时间上增加或减少一些仍然是我很想家，我跑到学校在时间上增加或减少一些就可能不再是我跑到学校。

3．有界动作具有可重复性，无界动作没有可重复性。我可以跑到学校一次、二次、三次……，n次，我很想家一般不能想几次。

也必须强调的是，动作的“有界”和“无界”也是以人的认识为准，和客观实际不一定完全一致。说“我想家想了好几次”时，我是把我想家“看作”一个有明确时间界线的动作。

这种对动作形成的概念上“有界”和“无界”的对立在语法上的典型反映就是动词有“持续动词”（imperfectives）和“非持续动词”（perfectives）之分。有的语法书用了其他名称，如“性质动词”和“动作动词”，“常态动词”（static verb）和“变态动词”（dynamic verb），名称不一样，本质大同小异。例如英语，动词最重要的分类就是持续动词和非持续动词。（Quirk, et al. 1972）典型的持续动词如resemble（像）、like（喜欢）、belong to（属于）、need（需要）等有简单现在时，没有进行态：

　　Harry resembles his father.

　　*Harry is resembling his father.

　　Paul likes swimming.

　　*Paul is liking swimming.

相反，典型的非持续动词如arrive（来到）、jump（跳）、eat（吃）等有进行态，没有简单现在时：

　　*The train arrives.　　The train is arriving.

　　*Tom jumps.　　　　　　Tom is jumping.

另外，非持续动词可以用表示重复进行的状语again and again修饰，持续动词则不行，例如：

　　Tom hit the target again and again.

　　*Tom resembled his father again and again.

汉语动词也有类似的分类。例如赵元任先生（1968）曾将及物动词分出“动作”动词（Vt
 ）和非动作动词（包括“性质”动词（Va
 ）、“分类”动词（Vc
 ）等）。前者可以加“着”，有重叠形式，如“吃着”、“吃吃”，后者一般不能加“着”，也没有重叠形式，如“*爱着”、“*爱爱”、“*姓姓”。马庆株（1981）也根据能不能加后缀“着”将动词分为持续动词和非持续动词两类。这两类动词的成员，汉语和英语虽然不完全对应，但各类的典型成员或基本成员是对应的。英语持续动词不能有进行态，汉语的持续动词（性质动词、分类动词）不能加表示动作持续的“着”，都是因为持续动词在时间上是无界的，本身已有持续或正在进行的意思，再加上进行态或“着”就成为多余，这叫做“同性相斥”。英语的非持续动词可以用again and again修饰，汉语的非持续动词（动作动词）可以有重叠形式，都是因为这类动词在时间上是有界的，具有“可重复性”，这叫做“同性相容”。

4．“活动”和“事件”

第一节中列举的不用数量词不能成立或不自由的句法组合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动宾式，一类是定名偏正式。我们先来分析动宾式这一类中必须要有数量词的情形。必须要有的数量词出现在宾语中，前面的“动”本身也是一些复杂的动词短语，它们包括：

（1）动词＋间接宾语组成的动宾式

盛碗里（两条鱼）｜来这儿（两个人）｜掉地上（五分钱）｜送学校（一幅油画）

其中的间接宾语有的是表示位移终点的处所宾语（碗里，这儿，地上），有的是表示“给予”对象的与事宾语（学校）。

（2）动词＋结果补语组成的动补式

打破（一块玻璃）｜飞了（一只鸽子）｜洗完（两件衣服）

（3）动词＋趋向补语组成的动趋式

走来（一个老太太）｜飞进来（一只苍蝇）｜拿来（三本书）

（4）动词＋表完成或实现的后缀“了”

吃了（一个苹果）｜写了（两封信）｜看了（两场电影）

（5）动词＋了＋间接宾语组成的动宾式

烫了他（一个大燎泡）｜叮了小王（两个大包）｜捂了孩子（一身痱子）

这些复杂的动词短语当然也是表示动作，但它们与相应的简单动词“盛、掉、送、打、飞、洗、走、吃、写”等等表示的动作有明显的区别。前者表示的动作在时间上不但有一个起始点，而且有一个内在的自然终止点，因而是“有界的”；后者表示的动作虽然有起始点，但没有一个内在的自然终止点（或者说终止点是任意的），因而是“无界的”。这里要说明一点，“有界”和“无界”是在一定范围内相对而言的。上一节说“吃”、“写”等动词是有界的，那是在整个动词范围内相对“像”、“姓”这样的持续动词而言。这里说“吃”、“写”是无界的，那是在非持续动词性成分（不限于单个动词）的范围内相对“吃了”、“写好”这样的复杂成分而言，两者并不矛盾。试比较“（把鱼）盛碗里”和“盛（鱼）”这两个动作。对前者而言，开始盛是动作的起始点，鱼到达碗里是动作的终止点。因此“盛碗里”是一个“个体”动作或“有界”动作。这一动作的内部是“异质的”：盛碗里这个过程的一部分不是盛碗里，而只是盛或开始盛。相反，“盛鱼”这个动作没有内在的终止点，它不是一个“个体”动作或“有界”动作。这一动作的内部是“同质的”，在盛鱼的过程中取任一部分仍然是盛鱼。动结式和动趋式也都含有完结的意思（参看吕叔湘1984，1987，张伯江1991），跟“动＋了”一样有一个内在的自然终止点，因而表示有界动作。下面我们把有内在终止点的有界动作称作“事件”（event），把没有内在终止点的无界动作称作“活动”（activity）。“盛碗里”跟“盛”，“打破”跟“打”，“飞进来”跟“飞”，“吃了”跟“吃”都是前者表示“事件”，后者表示“活动”。

在语法形式上，上述表示事件的动词性成分（简称“事件动词”）跟表示活动的动词性成分（简称“活动动词”）至少有以下的对立：

4.1　活动动词大多既可跟“在”连用又可跟“着”连用，事件动词有的既不能跟“在”连用又不能跟“着”连用，有的只能跟“在”连用，不能跟“着”连用。

　　在盛，盛着　　* 在盛碗里　　* 盛碗里着

　　在打，打着　　* 在打破　　　* 打破着

　　在飞，飞着　　在飞进来　　　* 飞进来着

　　在吃，吃着　　* 在吃了　　　* 吃了着

很明显，事件动词一般不能跟“着”或“在”连用是由它的有界性决定的。以盛鱼为例，“正在盛着鱼”蕴涵着“盛鱼”（前者为真，后者必为真），但并不蕴涵“鱼盛到碗里”（前者为真，后者不一定为真）。换句话说，事件动词的有界性或完结性跟“在”或“着”的进行性或持续性是矛盾的。

4.2　跟表示时段的词语连用，活动动词表示动作持续的时间，即起始点到说话时刻的时间长度，而事件动词则可以表示动作持续的时间（如果动作本身要持续一段时间的话），也可以表示动作终止后状态持续的时间。马庆株（1981）、陈平（1988）、Smith（1991）都有这方面的论述。

　　盛鱼盛半天了，还没有盛完。

　　[image: alt]


　　鱼盛碗里半天了，早就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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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碗里”、“打破”等事件的起始点跟终止点的间隔很短，短到可以忽略不计，或者说这样的事件是瞬间完成的，因此时段词语只表示事件终止后状态持续的时间。有的事件动词表示的事件本身要持续相当一段时间，时段词语还表示事件持续的时间。（见下）

4.3　活动动词和事件动词跟表示时点的词语如“马上”和“一下”连用有不同的表现（详见邓守信1986）。以“写信”（活动）和“写好信”（事件）为例，“马上”能用于活动动词和事件动词，但分别指向活动的起始点和事件的终止点。“一下”只能用于事件动词，指向事件的终止点。

　　我马上写信。（指向起始点）

　　*我一下就写信。

　　我马上写好信了。（指向终止点）

　　我一下就写好信了。（指向终止点）

4.4　活动动词只能用“不”否定，事件动词一般只能用“没”否定。

　　不盛鱼　　*没盛鱼　　（*）不盛碗里　　没盛碗里

　　不飞　　　*没飞　　　（*）不飞进来　　没飞进来

　　不打玻璃　*没打玻璃　（*）不打破玻璃　没打破玻璃

这里给“没盛鱼”、“没飞”、“没打玻璃”等打上星号，因为许多人都指出过“没V”实际否定的不是“V”而是“V了”，不是“盛鱼”、“飞”、“打玻璃”这样的活动，而是“盛了鱼”、“飞了”、“打了玻璃”这样的事件，这可以从它们相应的肯定式（盛了鱼，飞了，打了玻璃）来验证。石毓智（1992a）全面论证，汉语里“没”和“不”最基本的分工是“没”专门否定“离散性”（即有界性）成分，“不”专门否定“连续性”（即无界性）成分。

“单个动词＋宾语”的组合也有“活动”和“事件”之分。陈平（1988）根据时相结构特点将这类组合分为“活动类情状”和“结束类情状”，跟我们“活动”和“事件”的分法是一致的。宾语如果是普通光杆名词，整个组合表示“活动”；宾语如果是专有名词、这／那＋（量）＋名、数量＋名，整个结构表示“事件”。

　　活动：读书，写字，看电影

　　事件：读《红楼梦》，写几个字，看那场电影

表示事件的动宾组合跟上面考察的那些事件动词一样包含一个内在的自然终止点：《红楼梦》读完、几个字写完、那场电影的结束就意味着动作的自然终止。它们在语法表现上又跟上面那些事件动词有所差别，它们能和“在”或“着”连用，这是因为它们表示的事件不是瞬间完成的，而是要持续一段时间，也正因为如此，它们跟时段词语连用时既能表示事件终止后状态持续的时间，又能表示动作本身持续的时间：

　　他读《红楼梦》读了一年了。

（a）到现在还没有读完（动作持续时间）

（b）内容有点忘了（动作终止后状态持续时间）

正如陈平正确指出的，这里的“书”、“电影”等都是无指（nonreferential）或通指性成分，它们“并不指示具体的单个事物”，用本文的观点说，它们都表示“无界”事物。而《红楼梦》、“几个字”、“那场电影”等都“具备明确的空间……界线”，表示的是“有界”事物。

现在我们可以看出，数量词对句法结构的制约实际上是“有界”、“无界”对句法结构的制约。“盛碗里鱼”、“打破玻璃”、“飞进来苍蝇”、“吃了苹果”等句法组合之所以不成立或不自由，那是因为其中的有界动词（事件动词）跟后面的无界名词不匹配，换句话说，事件动词的后面跟上有界名词宾语，动作的自然终止点才有了着落，变成“实际的”终止点，整个组合才能表示一个完整的事件。如第二节所述，有界名词不光是数量名组合，还包括专有名词、这／那＋（量）＋名，以及一些带限制性定语的名词。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有些不用数量词不自由的句法组合将宾语换成专有名词等之后也能变成自由的。总之，事物的有界和动作的有界是相通的，两者“存在着清晰的对应关系”（陈平1988：415）。这种相通还有一个例证，那就是有界事物和有界动作可以采用相同的语言形式来表示。例如“苹果”、“水”作为类名是无界的，加上数词“一”，“一个苹果”、“一桶水”变为有界的。同样，“烧”、“坐”表示的动作是无界的，加上“一”也变为有界的，例如詹开第（1987）指出，以下例子中的“一＋动”是表示一个短暂动作的“完成或出现”，也就是表示事件：

　　把他那份儿神像一烧！

　　这位老道进到屋里，往那这么一坐。

　　……每人三十个羊肉冬瓜馅的煮饺子，吃完了一散。

英语中表现形式不一样，但同样说明问题，例如下面（a）的动词表示“事件”，将其“名词化”之后可以加不定冠词“a”，而（b）的动词表示“活动”，“名词化”之后不能加不定冠词：（Mourelatos 1981）

　　（a）Mary capsized the boat. （玛丽把船弄翻了）

　　　　→There was a capsizing of the boat by Mary.

　　（b）John pushed the cart for hours. （约翰推车推了好几个小时）

　　　　→For hours there was pushing of the cart by John.

要使有自然终止点的动作变为有实际终止点，除了用有界名词作宾语外还有其他手段，最常用的是在动词前加“已经”之类表示动作完成的时间词语，或在动词后或句末加“了”，现以“弄脏”和“响起”这两个事件动词为例：

　　（*）小张弄脏衣服　　　　（*）礼堂响起掌声

　　小张已经弄脏（了）衣服　　礼堂已经响起（了）掌声

　　小张弄脏了衣服　　　　　　礼堂响起了掌声

　　小张弄脏（了）衣服了　　　礼堂响起（了）掌声了

　　小张弄脏（了）一件衣服　　礼堂响起（了）一阵掌声

加了“已经”或“了”之后，后面的光杆普通名词有转向有界名词的倾向，如“小张已经弄脏衣服”的“衣服”要理解为某一件或某一些衣服而不是泛指的衣服。可见数量词、“已经”之类的时间副词和“了”都有共同的语法功能，能使无界概念变为有界概念。注意上面例子中动词后“了”的自由隐现，李兴亚（1989）在讨论这一现象时谈到五个因素，说其中四个因素都好理解，如动词前有“已经”之类的词语，动词后有表示结果意义的补语，句末有“了”等，唯独动词后面有数量短语这个因素“还找不到合理的解释”。现在我们明白正是数量短语的“有界性”使它成为制约动词后“了”自由隐现的一个因素。数量词和“了”有相同的作用，都能使无自然终止点的动作变为有自然终止点（如由“吃饭”变为“吃一碗饭”和“吃了饭”）或使动作的自然终止点变为实际终止点（如由“吃一碗饭”变为“吃了一碗饭”或“吃一碗饭了”，由“吃了饭”变为“吃了一碗饭”或“吃了饭了”）。
②

 动作有了实际的终止点，相应的句子才成为“事件句”。所谓事件句就是叙述一个独立的、完整的事件的句子。下面的句子都属于“非事件句”，没有实际的终止点，上述制约也就不起作用。
③



　　从属句　　飞进来苍蝇就打。　　她吃了苹果就吐。

　　惯常句　　食堂老飞进来苍蝇。　　他常送我礼物。

　　祈使句　　给我吃的！　　付她工钱！

　　疑问句　　送学校油画？谁出的主意？

　　　　　　　打碎花瓶？　那不是我干的！

　　标题句　　售货员气跑顾客。　　小厂引进外资。

“事件句”和“非事件句”的对立是人类语言的普遍现象。有人把这两种句子叫做“叙述句”和“非叙述句”，“陈述句”和“非陈述句”等等。
④

 石毓智（1992a）则把这两类句子分别叫做“现实句”和“虚拟句”，并对汉语和其他语言中两者的句法对立作了较详细的论述。这两类句子的对立也是“有界”和“无界”这对概念在语法上的反映。对连续事件的叙述总是一个事件接着一个事件，事件与事件之间要有界线，人就是这么来认识世界的，也就按这样的认识用语言来描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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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不自由的句法结构实际上都是“非事件句”，自由的句法结构有的是“事件句”，有的也是“非事件句”（如惯常句、疑问句、祈使句）。自由的句法结构和不自由的句法结构之间的对立是“有界”和“无界”在句子层面上的反映，“事件句”和“非事件句”之间的对立则是“有界”和“无界”在篇章（discourse）层面上的反映。

5．“延续动作”和“定时动作”

现在考察动宾式句法结构排斥数量词的情形。按照上面的分析，“架（炮）”是无界动词，表示活动，而“架山上”、“架好”、“架了”等是有界动词，表示事件。那么“架着（炮）”属于什么？“架着炮”有两个意思，一是表示静态的存在（山上有炮的意思），一是表示动作（正在架炮的意思）。静态的存在跟动作在时间上的有界无界没有什么关系，这里不予考虑。问题是表示动作的“架着炮”是属于活动还是事件。“架着炮”跟“架炮”一样在时间上没有一个自然的终止点，因此不是事件。但是“架着炮”又跟“架炮”这种活动有区别，“架炮”虽然没有一个自然的终止点，但还有一个“任意的”终止点，而“架着炮”连任意的终止点也没有：

　　架炮n天，架完了。

　　*架着炮n天，架完了。

“n天”给“架炮”规定了一个任意的终止点，而跟“架着炮”是不相容的，或者说，“架着炮”跟架炮动作的终止是不相容的。数量宾语恰恰跟动作的终止密切相关，这就是表示动作的“山上架着炮”排斥数量词的原因。我们可以把“动＋着”表示没有任意终止点的动作称作“延续动作”，以区别于“活动”和“事件”。

动词重叠式也排斥数量宾语，如“*洗洗一两件衣服”，“（*）谈谈两个问题”。石毓智（1992a）在分析动词重叠式排斥数量成分的原因时指出，“动词重叠式所表示的是一个程度较小的确定量”，如“看看书”、“下下棋”表示时量短，等于说“看一会儿书”、“下一会儿棋”，“伸伸舌头”、“找找老师”表示动量小，等于说“伸一下舌头”、“找一下老师”。也就是说这里包含的数量总是“一”这个短小的“确定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动词重叠式表示的动作不仅有一个终止点，而且有一个“固定的”终止点，动作有了固定的界线也会跟数量成分发生抵触，这就好比一只大小做死了的微型箱子不能随意容纳各种数量的东西。
⑤

 我们可以把动词重叠式表示的有固定终止点的动作称作“定时动作”。下面我们把“活动”、“事件”、“延续动作”和“定时动作”这四种动作跟宾语中数量词的关系归纳一下：

延续动作　架着，吃着，盛着　　　没有终止点　排斥数量词

活动　　　架，吃，盛，飞　　　　任意终止点　可带数量词

事件　　　架好，吃了，　　　　　自然终止点　要求数量词

　　　　　飞进来，盛碗里

定时动作　吃吃，架一架，盛一下　固定终止点　排斥数量词

无终止点的延续动作和有固定终止点的定时动作都排斥数量词，有自然终止点的事件必须有数量词，有任意终止点的活动可以带数量词（带上数量词后整个组合变为事件，如“架一门炮”，这个事件本身包含数量词）。

最后，用“不”否定的动宾结构，其宾语排斥数量词的原因也十分明显。上面说过，“没”专门否定有界成分，而“不”专门否定无界成分。正是由于“不”的这一性质，所以“（*）今天不谈两个问题”和“（*）上星期不上四节课”这种带数量宾语（有界名词）的句法结构是不自由的（见注①）。把“不”换成“没”，“今天没谈两个问题”和“上星期没上四节课”就都可以说了。

6．性状和形容词的“有界”和“无界”

人在感知和认识事物和动作的同时也感知和认识它们的性质和状态（简称“性状”）。事物在空间有“有界”和“无界”之分，动作在时间上有“有界”和“无界”之分，性状则在程度或量上有“有界”和“无界”之分。举例说，“白”这种颜色是事物的一种性状，“白”可以有各种程度上的差别，雪白是白，灰白也是白，“白”是对各种程度的白的概括，代表一个不定的“量幅”，或者说“白”表示的性状是“无界”的。相反，“雪白”和“灰白”则代表这个量幅上的某一段（“量段”）或某一点（“量点”）。
⑥

 虽然它们跟其他白之间的界线是模糊的，但我们总是“觉得”有界线存在，它们表示的性状是“有界”的。同样，我们感知某人走路慢，“慢”是走路这一动作的性状，但“慢”是相对“快”而言，有各种程度不等的慢，“慢”代表一个量幅，是“无界”的。相反，“慢慢地”、“慢腾腾”、“很慢”则表示一定程度（较高程度）的慢，是“慢”的一个量段或量点，因而是“有界”的。要指出的是这种量上的有界和无界也是以人的主观估价为准。

性状的“有界”和“无界”在汉语语法中的表现就是形容词有性质形容词和状态形容词之分。朱德熙先生（1956）从语法功能（分布）出发把形容词分为这样两类，并指出两者的区别在于后者总是“跟一种量的观念……发生联系”，用我们的话说就是后者总是表示一定的量段或量点。状态形容词“雪白”、“慢腾腾”等因为是量点，所以不能像性质形容词“白”和“慢”那样再加“很”、“比较”、“非常”这样的程度词修饰，没有“很雪白”、“非常慢腾腾”的说法，而“很白”、“非常慢”已由量幅变为量点。我们要着重指出的是，形容词的有界和无界跟名词和动词的有界和无界具有平行性，这在语法形式上至少有以下一些反映：

6.1　本文第一节列举的数量词对定名偏正结构的制约都可以用形容词跟中心名词在有界和无界上是否匹配来解释。

白衣服　　*白一件衣服　*雪白衣服　　雪白一件衣服

红脸　　　*红一张脸　　*红通通脸　　红通通一张脸

糊涂人　　*糊涂一个人　*稀里糊涂人　稀里糊涂一个人

干净鞋　　*干净一双鞋　*干干净净鞋　干干净净一双鞋

好车　　　*好一辆车　　*很好车　　　很好一辆车

左边的“白一件衣服”等不成立是因为无界形容词（如“白”）跟有界名词（如“一件衣服”）不匹配，右边的“雪白衣服”等不成立是因为有界形容词（如“雪白”）跟无界名词（如“衣服”）不匹配。

“*白一件衣服”和“*雪白衣服”不成立，但是加进“的”之后，“白的一件”（如“这儿有两件衣服，我要白的一件”）和“雪白的衣服”都能成立，原因何在？“的”的作用不能小看，吕叔湘先生（1979）指出，“把大的树
 和大树
 等同起来，好像有没有一个的
 字没有什么关系，这就小看了这个的
 字了。”陆丙甫（1988）从意义上区分定名偏正结构的黏合式“小牛”和组合式“小的牛”时认为，“小牛”具有称谓性，是“牛犊”的称谓方式，实际上就是泛指或通指形式，而“小的牛”具有非称谓性，可能指一条成年牛，个头较小，也就是单指或专指形式。因此一棵大的小树是“大的树”但不是“大树”。从这个意义讲，“的”的作用是可以将无界概念变为有界概念。这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证明。按朱德熙先生（1961）的分析，“白”是形容词，而“白的”则是名词性成分，我们同意这一点，但还想指出，名词和形容词相对而言，名词具有“有界性”，形容词具有“无界性”。这一点是石毓智（1992a）首先提出并加以论证的。石用了“离散”和“连续”两个名称，跟我们“有界”和“无界”的区分完全一致。名词一般可用数量词称数，形容词不行。另外，如前所述，“没”否定有界成分，“不”否定无界成分。名词具有有界性，所以一般只用“没”否定，不用“不”否定（没书／*不书，没水／*不水）；形容词具有无界性，所以一般用“不”否定，不用“没”否定（不重／*没重，不远／*没远，这里“没重”、“没远”打上星号，因为“没”实际否定的不是“重”和“远”而是“重了”和“远了”）。正因为“的”和数量词都具有使无界变为有界的功能，所以要使“干干净净衣服”变为实际能说的有界名词有两个办法，一是加数量词，使它变成“干干净净一件衣服”，一是加“的”，使它变成“干干净净的衣服”。要使“*干净一件（衣服）”变为实际能说的有界名词，也可以加“的”，使它变成“干净的一件”。值得注意的是，这跟动词后的“了”将无界动作变为有界动作十分相似，如：买票（无界），买了票（有界）。第4节讲到，有界动词后面有了数量宾语，动词后的“了”可以自由隐现，如“买回来（了）两张票”。这里我们发现有界形容词后面有了数量名词，形容词后的“的”也能自由隐现，例如“干干净净（的）一件衣服”。
⑦

 “的”跟有界和无界相关的语法功能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6.2　性质形容词因为是无界的，所以不能单独作谓语，作谓语总是含有比较或对比的意思，状态形容词因为是有界的，所以可以单独作谓语：（朱德熙1982：7.7）

　　人小心不小。　　个儿小小儿的。

　　昨儿冷今儿不冷。　今儿怪冷的。

还需指出的是，形容词作谓语时跟主语名词之间也会在有界和无界上互相影响。
⑧

 下面例子中同样是光杆普通名词“纸”作主语，性质形容词“薄”作谓语时，“纸”可以理解为泛指的无界名词，而状态形容词“薄薄的”作谓语时，“纸”必须理解为专指的有界名词：

　　（a）纸薄，（不比玻璃，）一捅就破。

　　（b）（那层）纸薄薄的，一捅就破。

6.3　作状态补语时，状态形容词可以受“早已”、“已经”、“马上”这类表示动作有界的词语修饰，性质形容词不行（朱德熙1982，9.8.4）：

　　早就想得很透彻　　*早就想得透彻

　　已经走得很远　　　*已经走得远

　　马上忘得干干净净　*马上忘得干净

7．结语

“有界—无界”的对立是人类“一般认知机制”（general cognitive mechanism）的一部分，是人类最基本的认知概念之一。人最初从自身的人体认识了什么是有界事物，又按有界和无界的对立来认知外界的事物、动作和性状。（Johnson 1987）按照“认知语法”的观点，人的语言能力是人的一般认知能力的一部分，认知上“有界—无界”的对立必然在语言结构中有所反映。我们为了探究数量词对语法结构起制约作用的原因，结果发现“有界—无界”的对立在名词、动词和形容词上都有类似的体现，这就对与上述制约有关的一系列语法现象作出了统一的解释，也说明从人的认知特点来解释语法现象是可行的。这里还要着重指出的是本文得出的结论对词类理论的意义。

传统语法从意义出发划分词类，如说名词是表示事物的名称，动词表示动作或行为，形容词表示性质和状态。根据词的意义划分词类，问题出在循环论证。例如在确定“真理”、“电”、“良心”是名词时，说它们是表示事物的名称的唯一理由就是我们事先已经确定它们是名词。Lyons（1968：4.2.9）在批判这种词类理论时指出传统语法混淆了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一个是划分词类的依据问题，一个是给划分出来的词类取名的问题。划分词类的依据是词的语法功能（分布），给划分出来的词类取个恰当的名称是凭意义。例如按分布划分出一类词X，其成员包括“男孩，女人，草，原子，树，牛，真理，电，良心”等，虽然不能说所有成员都表示事物，但可以反过来说凡是表示事物的都属于X类，因此可以把X类叫做“名词”类。

结构主义语法明确提出并实践从形式出发（即从语法功能或分布出发）划分词类，比传统语法从意义出发更加严谨，是词类理论的一大进步，应该充分加以肯定。但是任何完美的理论也有它的局限，结构主义也无法完全摆脱循环论证。石毓智（1992a：348）在批评结构主义的词类理论时说，给名词分类事先根据一个分布标准“不能用‘不’否定”，如果你问“不桌子”为什么不能说时，结构主义者又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因为桌子是名词。”总之，语法研究的目的如果只是为了描写语言结构，结构主义跟传统语法相比有很大的优越性，但如果我们的目的还要对语言结构作出解释，就还需要另辟途径。本文发现的问题也是结构主义无法作出合理解释的，具体说明如下：

按形式标准甲将词类A划分出两个小类A1
 和A2
 ，例如按能否加适用的个体量词这一标准将名词分为可数名词和不可数名词。

按形式标准乙将词类B划分出两个小类B1
 和B2
 ，例如按能否加助词“着”这一标准将动词分为持续动词和非持续动词。

按形式标准丙将词类C划分出两个小类C1
 和C2
 ，例如按直接修饰名词是否受限制等标准将形容词分为性质形容词和状态形容词。

这是结构主义划分词类的方法。要问为什么选择甲、乙、丙分别作为A、B、C三类分小类的标准，回答是用这样的标准建立起来的小类能够充分反映出词的语法分布情况。如果甲乙丙之间有什么联系或共通之处，那就只能归之于偶然的巧合了。然而我们的研究发现，甲乙丙之间的共通之处可能不是出于巧合，而是建立在人的认知特点的基础之上，例如“有界”和“无界”的对立就是一个这样的认知特点。既然名词、动词、形容词各自划分重要小类的形式标准都由“有界—无界”这对概念所统摄，这说明在划分词类的形式标准背后还隐藏着概念或意义上的理据。

“认知语法”探索从“概念”或意义出发划分词类并不完全是回到传统语法的老路子上去，而是给“意义”赋予了新的含义。“意义”不再局限于客观的意义或所谓的“真值条件”，而是把人的认知因素考虑在内。譬如说，按照以往的意义理论“椅子”一词的意义可以用一组客观的语义要素或真值条件（四条腿，有靠背，可坐的平面等）来描写，但是一把断了一条腿的椅子人们仍然“认为”它是椅子。可见“椅子”的意义是客观标准和主观认识的结合。同样，过去说名词表示事物，动词表示动作，“事物”和“动作”的意义无法确定，那也是因为我们把意义局限于客观标准。“认知语法”从认知出发来界定“事物”和“动作”已经作了一些尝试（详见Langacker 1987a，b），一些新的认知概念（“有界—无界”是其中之一）的提出超越了传统语法的研究范围，为一些过去认为没有任何联系的语法现象找出了联系，从而加强了语法理论的解释力量。这条路子能不能走通，还有待实践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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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注


①
 陆丙甫（1984）指出这个组合和下面的“今天不谈两个问题”都不是不成立而是不自由的句法组合，如“今天要谈谈两个问题：X问题和Y问题”。


②
 我们这里不强调“了1
 ”、“了2
 ”的区分，而是强调它们的共同点，即两者都能使无界概念变为有界概念。李兴亚（1989）用实例说明“了1
 ”和“了2
 ”有时可以互相替换而意思不变，这是两者相通的证据。石毓智（1992b）也持两者相通的观点。


③
 “非事件句”的种类还很多，例如陆文指出表示“给予”意义的双宾语结构，如果间接宾语是人称代词，直接宾语可以不带数量词，如“送他衣料／*送学校油画”，这里的“送他衣料”是承接问话“你说，我送他什么好呢？”说的，这种答问句也不表示独立的事件，独立的事件仍要说“送（了）他一块衣料”。在语感上“送他衣料”确比“送学校油画”显得自由，原因还可探讨。我们认为这是因为“送他”这个动作的有界性比“送学校”弱。代词指称个体事物的作用远不如一般名词，在承接上文时代词常可以省略，如对“你说，我送小王什么好呢？”的问话，可以回答“送他衣料”或“送衣料”，“送他”接近于“送”（无界）。


④
 近来有多篇文章讨论使汉语句子“自足”的条件，也都涉及这两类句子的区分，见贺阳（1994）、孔令达（1994）、黄南松（1994）。


⑤
 陆丙甫（1984）也提到“两个数量信息相重复而冲突”，但又说目前还无法很好解释其原因。


⑥
 形容词有“量幅”和“量点”的对立是石毓智（1991）首先提出的。


⑦
 跟“了”一样。我们也不强调状态形容词后的“的”（即朱德熙先生（1961）的“的2
 ”）和性质形容词后的“的”（即朱的“的3
 ”）的区别，而是强调两者的共通点。见注②。


⑧
 主语和谓语在有界和无界上互相影响，Carlson（1981）以英语为例有令人信服的论述。主语名词是有界还是无界会影响谓语动词按有界还是无界理解，例如“A guest arrived”，动词“arrived”是非持续性的，而“water came in”，动词“came in”要理解为持续性的，即水在不断地（all the time）涌进来，虽然arrive和come in属于同一类动词。


转指和转喻

提要　本文从“认知语言学”对待转喻的观点出发，论证汉语“的”字结构转指中心语的现象本质上是一种“语法转喻”。转指的规律跟认知上转喻的规律基本一致。文中提出一个转喻／转指的认知模型，“认知框架”和“显著度”是其中的两个重要概念。这种认知理论比以往关于“的”字结构转指的论述有更强的概括力和解释力。

1．转指是一种“语法转喻”

本文把“X的＋中心语”中的“X的”统称为“的”字结构，不管X是谓词性还是体词性成分。“的”字结构脱离后头的中心语独立并且指代中心语，这叫“的”字结构的“转指”（下简称“转指”），如“开车的（人）”，“小王的（书包）”（见朱德熙1983）。转指受一定的限制，例如我们可用手指着一只书包说“这是小王的”，但一般不会在家长会上指着小王的爸爸向人介绍说“这是小王的”。又如“开车的”转指开车的技术，得有较特殊的语境：

　　（1）你在技校都学会了哪些技术？开车的
 ，修车的
 ，多着呢。（袁毓林1995）

现将文献中提到的转指受限制的情形归纳如下，其中（2）—（5）的X是名词性成分，（6）—（8）的X是动词性成分，（9）的X是形容词。*号是表示相对受限制，不是绝对不成立。



	（2）经理的（外套）
	*经理的（身份）



	　　半年的（利息）
	*半年的（时间）



	　　灰姑娘的（裙子）
	*灰姑娘的（故事）



	（3）小王的（书包）
	*小王的（爸爸）



	　　塑料的（拖鞋）
	*塑料的（弹性）



	　　兔子的（窝儿）
	*兔子的（尾巴）



	（4）词典的（封皮）
	*词典的（出版）



	　　爸爸的（书桌）
	*爸爸的（赞扬）



	（5）中国的（河流）
	*中国的（长江）



	　　琉璃瓦的（建筑）
	*琉璃瓦的（天安门）



	（6）托运的（行李）
	*托运的（手续）



	　　买房的（个人）
	*买房的（问题）



	　　访美的（人员）
	*访美的（报告）



	（7）到站的（火车）
	*到站的（时间）



	　　迟到的（同学）
	*迟到的（原因）



	　　切脉的（大夫）
	*切脉的（方法）



	（8）他赞成的（意见）
	*他提出的（意见）



	　　他反对的（立场）
	*他采取的（立场）



	　　他否定的（结论）
	*他得出的（结论）



	（9）白的（衬衫）
	*雪白的（衬衫）



	　　干净的（衣服）
	*干干净净的（衣服）



	　　漂亮的（姑娘
	*美丽的（姑娘）




“转喻”（metonymy）又叫“借代”，通常认为是一种修辞手法。本文赞同认知语言学的观点：转喻不是什么特殊的修辞手段，而是一般的语言现象；转喻也不仅仅是语言现象，而是人们一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我们的思和行所依赖的概念系统从根本上说具有转喻的性质。（Lakoff & Johnson 1980）一位退休职工说：“回到单位，见到的尽是新面孔。”用新面孔指代新人，那是因为人们一般先通过观察人的脸相来辨识人。你想看我小孩长得什么样，给你看一张他的大头像，你会感到满足，如果给你看一张他躯干的相片，你不仅不满足，还会感到奇怪。可见人类辨识人的行为是受“脸相指代长相”这个转喻支配的。有语言心理学的证明，人在理解转喻、隐喻、讽刺等所谓修辞手法时的心理投入并不比理解一般语言的投入多（可参看Gibbs 1994）。

按照认知语言学的假说，语言并不是一个“独立自足”的系统，人的语言能力是人的一般认知和思维能力的一部分，两者密不可分。既然转喻是一般的认知和思维方式，头脑中的概念和概念结构本质上具有转喻的性质，那么语言中的语法概念和语法结构自然也具有转喻的性质。因此本文认为，语法中的“转指”本质上就是“转喻”，是转喻这种一般的认知方式在语法上的体现，可称之为“语法转喻”（grammatical metonymy）。

转喻有自身的规律，转指的规律也就跟转喻的规律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本文的目的就是要说明转指受一般转喻规律的制约。

2．转喻的认知模型

转喻好像没有规律，例如我们既可以用部分来指代整体，说“他想找个帮手”，“见到的尽是新面孔”，也可以用整体来指代部分，说“他瞎了”（眼睛瞎了），“电视机烧坏了”（烧坏的是零部件）。但是转喻又不完全是任意的，不是任何一样事物都可以用来指代另一样事物。“壶开了”可以说，指水开了，但是壶坏了不会说成“水坏了”；水变质了，也不会说“壶变质了”。“转喻”虽然不是可预测的，却是有理可据的（motivated），是解释得通的。要说明“的”字结构的转指规律，我们追求的不是可预测的、有强制性的规则（实际不存在这样的规则），而是可以作出解释的理据。

我们假设转喻的认知模型如下。这个模型自然也适用于“的”字结构的转指。

转喻的认知模型

1）在某个语境中，为了某种目的，需要指称一个“目标”概念B。

2）概念A指代B，A和B须同在一个“认知框架”内。

3）在同一“认知框架”内，A和B密切相关，由于A的激活，B（一般只有B）会被附带激活。

4）A附带激活B，A在认知上的“显著度”必定高于B。

5）转喻的认知模型是A和B在某一“认知框架”内相关联的模型，这种关联可叫做从A到B的函数关系。
①



以“壶开了”为例，用壶（概念A）转喻水（目标概念B），壶和水同在“容器和内容”这个认知框架内，两者密切相关，概念壶的激活会附带激活概念水。壶在认知上比水显著：壶是看得见的，水在里面看不见，水开时我们看到的是壶嘴直冒气、壶盖砰砰跳。可见的比不可见的显著，这是一般的认知规律。

3．认知框架

“认知框架”是人根据经验建立的概念与概念之间的相对固定的关联模式，对人来说，各种认知框架是“自然的”经验类型。说其“自然”，那是因为它们是人认识自身的产物，是人与外界交互作用的产物，一句话，是人类自然属性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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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容器—内容”这个认知框架就是人最初通过认识自身而建立的：人体就是一个容器，有内外之分，生活最基本的事情是呼吸、进食和排泄。壶和房屋之类的容器就是人在这种基本认识的基础上制造出来的。又例如，儿童通过体验自己的四肢跟人体的联系，建立起“整体—部分”这样一个认知框架，通过反复用手拿起玩具又松手放下的体验建立起“施事—动作—受事”这样的认知框架。人还凭这样的认知框架来给新的经验分门别类。例如，我们有一个关于辩论的认知框架，它包括交谈的双方和双方之间唇枪舌剑的攻防。遇到一次有点像辩论的交谈，就拿它跟这个认知框架相比较，然后确定是否把它归入辩论一类。认知框架是心理上的“完形”（Gestalt）结构，完形结构作为整体比它的组成部分在认知上反而简单，也就是容易识别、记忆和使用，这已经得到许多心理学实验的证明（例如Pomerantz et al. 1977）。现将一些主要的认知框架列举如下，右边是相关的转喻／转指的例子：

容器—内容（胃和胃中食，壶和壶中水）　　壶开了。

整体—组成部分（人体和四肢，一年和四季）　　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领有者—领有物（学生和书包，小孩和玩具）　　小王的（书包）

劳作者—工具（作家和笔，铁匠和锤子）　　　他是个笔杆子。

物体—性状（桌子和大小，女孩和胖瘦）　　苗条的（姑娘）

机构—所在地（美国政府和白宫）　　白宫没有表态。

当事—行为／经历（宝宝哭，他失败了）　老哭的（孩子）

施事—动作—受事／结果（老张开车，小宝写字）　　开车的（人），小宝写的（字）

施事—动作—与事／目标—受事（玲玲送老师一束花，老张把书放在箱子里）　　玲玲送老师的（花），老张放书的（箱子）

最后三个属于Lyons（1977：498）所说的“配价图式”（valency schemata），它们是人“形成一个情景概念并加以描写的最基本和最普通的方式”，也就是人建立的关于活动或事件的认知框架。作为主观的心理构造物，认知框架跟客观实际不完全一致，总是要比客观实际简单。例如实际发生的是老张深夜在公路上驾车飞跑，但是人作为认知的主体把这一情景归入“施事—动作—受事”这样一个认知框架，施事“人”和受事“车”在认知框架内，而开车的时间“深夜”、地点“公路”、方式“飞快地”一般不在这个框架内。这样的认知方式跟完形感知是一致的，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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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总是把此图看作是一个圆部分叠加在另一个圆上，尽管实际被叠加的可能是其他（较复杂的）形状。因为圆相对来说是一个“好”形状，是一个“完形”。（参看Anderson 1985：56）同样，听到或看到“开车的”，根据“施事—动作—受事”这个认知框架（完形）可推知指的是施事“人”，而不是时间、地点或方式。也就是说，“人开车”是一个完形，而“深夜开车”、“公路上开车”、“以飞快地开车”等不是完形。“时间”、“原因”、“方式”、“涉事”、“目的”等所谓的“环境格”一般不处在这样的认知框架内，也就不能成为转指的对象。这就是“*到站的（时间）”、“*迟到的（原因）”、“*切脉的（方法）”等（见（7））转指受限制的原因。

把“配价图式”看作认知框架比看作句法上的配价结构有利。有的中心语虽然不是句法上的配价成分，但却是认知框架的概念成分，因而可以是转指的对象。例如“毒蛇咬的（伤口）”，“伤口”不是句法上的配价成分，“毒蛇咬伤口”不成立（除非“伤口”是咬的对象），但“伤口”作为毒蛇咬的结果显然处在“施事—动作—结果”这个认知框架内。相反，句法上的配价成分不一定是相关认知框架的概念成分，试比较：

　　（10）这方面他最在行。　　他最在行的（方面）

　　　　　这些人他最在行。　　*他最在行的（一些人）

大主语“这方面”跟“他最在行”在同一认知框架内，说某人在行，总是跟在行的某个方面联系在一起，缺了它就不是一个完整的认知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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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说某人在行，不一定跟某些人相联系，“这些人”因此不在认知框架内。

采用认知框架还便于跟谓词的词义联系起来。对“切、捆、犁”这样一些动词而言“工具”是配价图式中的成员，对“放、堆、装”这样一些动词而言“处所”是配价图式中的成员（参看周国光1997），试比较：

　　（11）我捆书的（绳子）　　　*我借书的（绳子）

　　　　　咱们堆化肥的（屋子）　*他们卖化肥的（屋子）

用认知框架还可以解释“一价名词”未能涵盖的转指现象：

　　（12）头发稀少的（老人）

　　　　　儿子上大学的（家长）

袁毓林（1994）指出，（12）转指成立是因为“头发”和“家长”是“一价名词”，分别以“某人”和“某子女”为配价。这里实际涉及的是“复合认知框架”，由两个子框架组成，就头一例而言，一个是“整体—部分”框架（“老人”和“头发”），一个是“物体—性状”框架（“头发”和“稀少”），“头发”是这两个子框架的共有成分。然而看（13）：

　　（13）两个人合住一间的（客房）

　　　　　九十块钱一桌的（酒席）

　　　　　百年难遇一次的（地震）

“客房”等不属于袁毓林（1994）定义的“一价名词”，但是这里也存在一个复合认知框架，由一个“数量分配”（两人一间）子框架和一个“事物—数量”（一间客房）子框架构成。“一价名词”的认知基础是“认知框架”；如果还要用“一价名词”的概念来解释，“一价名词”的范围看来还得扩大。

认知框架建立在人的具体经验的基础上，因此进入认知框架的一般是具体概念而不是抽象概念，这也是中心语代表抽象概念时一般不能成为转指对象的原因。

4．显著度

A转喻B，A和B除了必须在同一认知框架内，A还必须比B显著，A能附带激活B。用显著的东西来转喻不显著的东西是一般规律。显著（salience）是知觉心理学的一个基本概念，显著的事物是容易吸引人注意的事物，是容易识别、处理和记忆的事物。转喻的显著度效应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如果你不知道素食者有什么个性，而你熟悉的某个邻居就是素食者，你就会把那位邻居的个性移到或扩展到其他素食者身上。一架DC—10飞机失事后被媒体广为宣传，于是人们都不坐这种型号的飞机，尽管这种飞机的安全纪录比其他机型可能好得多。（Lakoff 1987：89）心理语言学也证明，语词的理解过程中，显著的词义比不显著的词义优先处理。（Giora 1997）

事物显著度的差异有一些基本规律，例如，一般情形下，整体比部分显著（因为大比小显著），容器比内容显著（因为可见的比不可见的显著），有生命的比无生命的显著（因为能动的比不能动的显著），近的比远的显著，具体的比抽象的显著。

须指出的是，事物的显著度还跟人的主观因素有关，当人把注意力有意识地集中到某一事物上时，一般不显著的事物也就成了显著事物。心理学有著名的“图形／背景”倒换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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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注意黑的部分，看到的图形（figure）是花瓶，白的部分是背景（ground），图形比背景显著。如果把注意力集中于白的部分，图形和背景就发生倒换，看到的图形是两个相对的头像，黑的部分成了背景。下面具体说明转指的显著度效应。

4.1　整体和部分的相对显著度

一般情形下整体比部分显著。用整体来转喻部分司空见惯，人们几乎一点意识不到是在运用转喻。“手里拿着锤子”其实是只拿着锤子的把柄，“他戴着红领巾”是他脖子上戴着。铅笔尖折了，说“铅笔折了”，钥匙的一头断在锁眼里，说“钥匙断在锁眼里”。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讲修辞的书甚至不拿它们作为转喻的例子。在特殊的情形下部分可能比整体显著，如“见到的尽是新面孔”、“他又在敲键盘了”等；正因为比较特殊，所以我们多少意识到是在运用转喻。部分转喻整体和整体转喻部分之所以是相容的，就在于两者都遵循显著的指代不显著的这样一条规律。

在概念上，动作和事物的区别是一种比较抽象的整体和部分的区别。一个动作概念总是包含相关的事物概念在内，不可能想象一个动作而不同时联想到跟动作有关的事物；相反，事物可以在概念上独立，完全可以想象一个事物而不联想到动作。例如，驾驶这个动作不能离开人和车这两个事物概念而独立存在，而人和车的概念完全可以脱离驾驶这个动作而独立存在。同样，性状和事物的区别也是整体和部分的区别。按照Langacker（1987/1991），体词代表抽象的“事物”（thing），谓词代表抽象的“关系”（relation）。“事物”是“关系”这个整体的一部分。谓词如果体词化，如“吃”变为“吃的”，在概念上并没有增加什么成分，因为“吃”代表的“关系”已经包含吃的东西；相反，体词如果谓词化，如“奶孩子”中的“奶”，概念上肯定要增加些什么。认知上的这种不对称决定转指上的不对称：

　　（14）出版的（书）　　*书的（出版）

　　　　　建造的（桥梁）　*桥梁的（建造）

　　　　　聪敏的（孩子）　*孩子的（聪敏）

转指的中心语不仅不能是“调查、出版、讨论”这种动词（见（4）），一般也不能是“承诺、手术、战争”这种有动作义或过程义的名词，如“*小王的（承诺）”、“*妈妈的（手术）”、“*人类的（战争）”，甚至还不能是“动词＋员／者”构成的复合名词，如“*卡车的（驾驶员）”、“*产品的（推销员）”、“*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未来城市的（设计者）”等，因为这些中心语也都代表“关系”或有“关系”的含义。

在特殊情形下，部分反而比整体显著。例如，“他赞成的（意见）”转指成立，“*他提出的（意见）”受限制（见（8））。“赞成”和“提出”都是动词，代表“关系”和整体，“意见”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但是在“某人提出意见”这个具体的认知框架中，动作“提出”实际是一个默认值（default value），即使省去“提出”一词，光说“他的意见”我们也一般理解为“他提出的意见”，因此“提出”的显著度反而低。相反“赞成”不是默认值，跟“赞成”并列的还有“反对”、“补充”等等。同样，“他的立场”一般理解为“他采取的立场”，“他的结论”一般理解为“他得出的结论”。（袁毓林1995）如果“提出”一词特别重读，“他提出的（意见）”就成立，因为重读一个成分就是为了提高这个成分的显著度。

“*兔子的（尾巴）”、“*房子的（屋顶）”、“*小王的（爸爸）”等受限制（见（3）），也是因为“一价名词”作中心语时具有认知上的显著性，尽管它们代表“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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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巴

[image: alt]


屋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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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

Fillmore（1977）认为“尾巴”等概念是它所激活的“原型场景”（相当本文所说的认知框架）的“透视焦点”，显著度因此很高；Langacker（1987：183—189）则称之为“凸显”（profile），上图中用粗黑线表示，而它们激活的“动物有尾巴”、“房子有屋顶”、“某人有爸爸”等默认“关系”称为“基底”（base），图中用大方框表示。“动物”、“房子”、“某人”作为这些“关系”的一部分自然也是由它们激活的。这种默认关系，其默认程度甚至比上面“他提出意见”这个关系的默认程度还要高。在“他的意见”中我们还可以把“提出”一词补出来，而“兔子的尾巴”要是把“有”补出来会很别扭，有的根本补不出来，如“去年的夏天”、“明天的上午”。同样，重音能改变相对的显著度，“兔子的（尾巴）”（“兔子”重读）就能成立。

这样的解释还能较好地说明“的”字的功能，看以下例子：

　　（15）铅笔折了　　　*铅笔的折了

用铅笔（整体）转指铅笔尖（部分），不加“的”字转指成立，加了“的”字转指就不成立。如何解释这种对立呢？原因显然在于“的”字的功能。认知框架有具体和抽象之别。铅笔和铅笔尖，这种“整体—部分”的认知框架是具体的，涉及的是铅笔这个具体事物。而当我们说谓词代表的“关系”是整体，体词代表的“事物”是部分时，这种“整体—部分”的认知框架是抽象的，涉及的是“关系”这个抽象的概念。“铅笔尖”和“铅笔的尖”，有“的”和没有“的”不一样。关于这个“的”字的性质和功能争论很多，有的谈得很复杂。从认知的角度看很简单，结构助词“的”的作用就是把抽象的“关系”概念凸现出来：“铅笔的尖”把“铅笔有尖”这个“关系”凸现出来（姑且用“有”来表示这种关系）。
④

 这个“关系”在“铅笔尖”中也存在，但是并没有凸现出来。也就是说，当铅笔尖折了我们说“铅笔折了”时，我们是以具体的“整体—部分”作为认知框架的，铅笔是整体，尖是部分；而用“铅笔的”来转指“尖”时，我们是以抽象的“整体—部分”作为认知框架的，“铅笔有尖”这个抽象的“关系”是整体，尖是部分。这样来认识“的”字的功能十分符合我们的直觉，把“的”叫做“结构助词”就是因为“的”的作用是凸现结构关系。

范继淹（1979）曾指出以下的互补对立，问其中有什么内在的联系：

　　（16）我的（书）　　*我的（母亲）

　　　　　*我书　　　　我母亲

从转指的规律和“的”字的功能来看这就不难解释了：“我”和“母亲”之间的“关系”是个默认值，因此可以不加“的”说“我母亲”；这个默认关系又由“母亲”激活，所以“我的”不能转指“母亲”。相反，“我”和“书”之间的“关系”不是一个默认值，因此必须加“的”来凸现，说“我的书”；“书”不能激活这个关系，所以“我的”可以转指“书”。

4.2　容器和内容的相对显著度

一般情形下总是容器比内容显著。用容器转喻内容也是司空见惯，我们几乎意识不到是在运用转喻。“他喝了三瓶”，喝的是瓶里的酒；“这本书你改一改”是要你修改这本书的内容。到杂货铺买料酒，售货员问你“要瓶的还是散的”，买中华烟，你可以说“要盒的不要筒的”。相反用内容转喻容器就比较特殊，收废品的也许会说“我要啤酒的不要料酒的”，但一般说“我要啤酒瓶不要料酒瓶”。上文（2）和（6）右列各例受限制就是违背了转喻的一般规律，因为中心语代表容器，而X代表内容。过去习惯于称这两者具有同一性，但同一性并不能确切说明两者之间容器和内容的关系，例如“托运”是“手续”的内容，“访美”是“报告”的内容，“经理”是“身份”的内容，“半年”是“时间”的内容，“故事”的内容是关于“灰姑娘”的。
⑤

 过去所举的“的”字结构“自指”的例子实际有两种情形，一种是中心语不在认知框架内，如“*迟到的（原因）”，“*学外语的（目的）”，一种就是中心语代表容器，两者的区别如下（左列是前一种情形，右列是后一种情形）：

　　（17）她跟丈夫离婚的理由　缺乏共同语言的理由（站不住）

　　　　　学外语的目的　　（达到）出国的目的

　　　　　（讲究）批评的方法　　（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

　　　　　生病的原因（是着了凉）　（缺席是）生病的原因

在特殊的情形下内容反而比容器显著，这时内容就可以转喻容器。一种情形是交谈双方已经知道是在谈论某种容器，关心的是容器的内容，例如：

　　（18）说起电影，老王爱看打仗的
 ，不爱看言情的
 。

　　（19）吆喝很多，这是卖糖葫芦的
 ，还有卖果子的
 。

　　（20）我经常想起的问题很多，业务的
 、生活的
 ，大事小事。（北京人：100个普通人的自述）

还有一种情形是在谈论“有没有”装有某种内容的容器，内容也是注意的中心。句子一般有“听说”、“见过”、“有”等动词出现，表容器的一般是“事情”“情形”之类的抽象名词：

　　（21）我听说过女大夫、大学生嫁殡葬工的
 （事情），小说、故事，恐怕不是报告文学吧？（《北京人：100个普通人的自述》）

　　（22）我没听说过用鸡蛋面条当糖衣炮弹的
 （事情）。（王朔《玩的就是心跳》）

　　（23）……一般说是后来居上，但也会有例外，历史上不少见儿子比爸爸更糊涂的
 （情形）。（《读书》1989.9：80）

　　（24）哪有好人叫这种名字的
 （情形）。（《玩的就是心跳》）

有关语境或上下文如何改变显著度，下面第5节还要详谈。

4.3　恒久性状和临时性状的相对显著度

用“区别性”和“描写性”的对立来说明转指的规律只适用X为形容词（或名词）的“的”字结构，X为动词时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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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左列“白”等性质形容词是区别性的，右列“雪白”等状态形容词是描写性的。然而，这样的说明还没有说到根子上，人们还是会问，为什么X为描写性的状态形容词不能转指。从根本上讲，要用一类事物的性状来转喻这一类事物，这种性状必须是恒久的性状而不是临时的性状。如果某一类纸具有白色这种恒久性状，我们自然可以用这种性状来转指这类纸。如果某一类纸的颜色随阳光温度的变化而变化，我们自然很难用它临时呈现的颜色来转指这类纸。性状必须具有恒久性才具有区别性，而描写可以用临时的性状。在给事物定位时，我们一般以固定的事物为参照点来给流动不居的事物定位，不大会反过来。例如，说“墙上那颗钉子旁边停着一只蚊子”很自然，而“墙上那只蚊子旁边钉着一颗钉子”就不大说，因为人在知觉上很容易建立起跟墙上那颗固定钉子的联系。用事物的性状来指称事物，也是一种抽象的定位，是在头脑中以事物的性状为参照点给事物定位。（参看Langacker 1993）

沈家煊（1997：247—248）证明，性质形容词表示的性状具有恒久性，状态形容词表示的性状具有临时性，这里不再详说。可以补充的论据是“白纸／白的纸”和“*雪白纸／雪白的纸”之间的不对称。如前所述，“的”字的功能是凸现抽象的“关系”，纸和白之间的关系是恒久的，因此不必加“的”直接说“白纸”就能表达这种关系；纸和雪白之间的关系是临时的，因此必须加“的”说成“雪白的纸”才能表达这种关系。

性状的恒久性和显著度又有自然的联系：一类事物的恒久的性状才能在人脑中形成关于这类事物的显著的印象。也就是说，认知上恒久的性状显著度高，临时的性状显著度低。黄国营（1982）和陆俭明（1991）曾指出，“状态形容词＋的”转指中心名词必须前加“这／那”，如“那／这黄灿灿的是油菜花”，“你别买那水叽叽的”。那是因为指示词具有增加显著度的功能：把某样不太显著的东西指给别人看，就能使它成为注意的焦点。以上分析也适用于X为名词的“的”字结构，例如，“铁的（架子）”和“*铁的（纪律）”，后者显然是一种临时性的比喻。

4.4　名词的“可及性”和显著度

除了上面这些影响显著度的因素外，不同类型的名词还有其固有的（intrinsic）显著度差别。不同名词的所指或代表的概念，人在认知过程中跟它们建立心理联系（mental contact）的难易度是不等的，Dixon（1979：85）和Silverstein（1976）等称之为名词的“可及性等级”（accessibility hierarchy），有许多句法现象都是这种等级的体现。这种等级的背后实际是生命度（animacy）和显著度的差异，生命度越高，显著度越高，可及性就越强。越是显著的事物自然越容易建立跟它们的心理联系。本文讨论的问题涉及名词可及性等级的这一部分：

专有名词＞普通名词

专有名词的显著度高于普通名词。一个事物正因为比较显著才给它起一个专名。人们经常用专名来泛指普通概念，例如用西厢记里的红娘转指媒人，用伯乐转指善于发现人才的人。在媒人中那个红娘最显著，善于发现人才的人中伯乐最显著。我们说“在东南沿海再造几个香港”，因为在国际性大都市中香港特别显著。正因为如此，词义的演变有一种不对称：词义的泛化远远多于词义的专门化。“江”原来指“长江”，后来转指江河，因为江河中长江最显著。反过来用普通名词来转指专门事物的情形不是没有，但要少得多。这就解释了（5）和以下对立：

　　（25）北京的（老百姓）　　*老百姓的（北京）

　　　　　天安门的（琉璃瓦）　*琉璃瓦的（天安门）

5．语境的调控机制

过去说句法规则有“强制性”，又说语境有“调控性”，也就是有了足够的语境，一般不能转指的“的”字结构也能转指。（袁毓林1995）既然语境能起调控作用，“强制性的”句法规则也就等于虚设。语境究竟怎么个调控法也没有说明。从认知模型出发可以避免这种理论上的矛盾，并可对调控机制作出说明。

5.1　语境调控显著度

首先，话题可以把一般不在认知框架内的概念临时纳入认知框架内。例如，“技术”一般不在“人开车”的认知框架内，但如果当前的话题就是“技术”，这样的语境也就把“技术”临时纳入当前的认知框架里，于是有例（1）的表达。从认知上讲，话题就是一个“参照点”，通过它建立跟其他信息的心理联系。（参看Langacker1993）又例如，“钱”和“处所”一般不在“吃东西”的认知框架内，但成为话题后情形就不一样
⑦

 ：

　　（26）她说有两块钱，说是上车后到餐车吃夜宵的
 。（《北京人：100个普通人的自述》）

　　（27）大食堂是工作人员用餐的
 ，小食堂是首长进餐的
 。

在“打人”的认知框架内没有“钱”，但如果“出钱雇人打人”是当前的话题，情形也就不一样：

　　（28）王大栓：打女学生的钱，我不要！

　　　　　小二德子（另拿一块）：换换，这块是打男学生的
 ，行了吧？（《茶馆》）

话题的另一个作用是使认知框架中原来显著的概念成分变得相对不显著，从而使它可以成为转指的对象。例如：

　　（29）这里有许多种动物的尾巴——兔子的
 、狐狸的
 、还有……

　　（30）钱老人的理解是比祁老人和韵梅的
 高明得很多的。（《四世同堂》）

　　（31）青年高尔基和青年周树人——留胡子前的
 。（《玩的就是心跳》）

“尾巴”、“理解”、“周树人”等通常不能是转指对象，原因如前所述是显著度较高，但这里它们都是当前谈论的话题，显著度就相对降低。在心理上由于刺激的持续呈现，人对刺激的反应反而会变得迟钝，这种效应在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所谓“熟视无睹”和“多见不怪”。同样，话题在言谈中的持续性（topical continuity）也会降低相关成分的显著度。前面（18）—（24）各例是语境降低容器相对内容的显著度。

语境也能使认知框架内原来不显著的成分变得相对显著，从而使它不能成为转指的对象。如果中心语是语境强调的对象（一般加特殊重音增加其显著度），就都不能转指：

　　（32）这不是布兜，这是弟弟的′书包（*这是弟弟的）。

　　　　　他画人物不行，他画的′风景还不错（*他画的还不错）。

　　（33）（连）电影他都不感兴趣。　*他都不感兴趣的（电影）

　　　（连）小钱他也计较。　　　*他也计较的（小钱）

我们可以把语境的第一种作用也解释为调控显著度：处在认知框架内的成分比不处在认知框架内的成分显著，因此把原来不在认知框架内的概念临时纳入认知框架，其实也就是提高这个概念的显著度。这样，“X的”转指中心语的条件，概括起来就是：中心语代表的概念一方面要有一定的显著度（处在认知框架内），一方面其显著度又不得超过X所代表的概念。语境调控显著度时是一把双刃剑：能把原来不显著的变得相对显著，能把原来显著的变得相对不显著。这有心理学上的证据：

[image: alt]


前面那张“图形／背景”图如果注意黑的部分，显著的图形是花瓶，白的部分是背景。如果将此图置于黑色的大背景上，原来的图形就不再显著，变为背景的一部分，原来不显著的背景变得相对显著，成为图形（两个面对的头像）。

5.2　语境的调控力度

语境改变概念显著度的力度大小有一个总的倾向：两个概念的距离越近，作用力越大。黄国营（1982：104）已经注意到这一点。看例子：

　　（34）a．*我的眼睛大，她的
 不大。

　　　　　b．我的眼睛比她的
 大。

　　（35）a．*瑞宣的手很热，她的
 冰凉。

　　　　　b．瑞宣的手碰着了她的
 ，冰凉。（《四世同堂》）

　　（36）a．*开车的时间变了，到站的
 也变了。

　　　　　b．到站的
 和开车的时间都变了。

虽然都是比较对照，但是两个成分处在一个单句或一个短语中要比分处两个小句的距离近（指实际距离和心理距离）。

　　（37）a．*我毁了他的生命，但他又毁了你的
 。

　　　　　b．我毁了他的生命，但他又毁了我的
 。

　　（38）a．*我知道你的弱点，我也知道他的
 。

　　　　　b．我知道你的弱点，你也知道我的
 。

互相作用的两个概念比不是互相作用的两个概念距离近。

　　（39）a．*老王的意见明天去，我的
 今天去。

　　　　　b．老王的意见你已经知道了，我的
 你也该听听。

概念上（b）句的“意见”和谓语“听／知道”之间的联系较紧密，而（a）句“意见”和谓语的联系很松散。因此，我们虽然不能绝对预测一定的语境是否一定能允许转指，但我们可以作出较弱的预测：对（34）—（39）而言，如果（a）这样的句式允许转指，那么（b）这样的句式一定也允许转指，反之则不然。

有许多语法现象既不是可按严格的规则作出完全的预测，但也不是完全任意的、根本无法预测的，而是介于两者之间，受倾向性的原则支配，因而是可以作出解释的或是可以作出较弱的预测。“的”字结构转指中心语就属于这种语法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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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注


①
 近代数学把函数看作变换或对应。设A和B是两个集合，如果对于A中的每个元素有一个对应法则，使它与B中某一元素b对应，这个对应法则可定为A到B的函数。


②
 有人认为这种“认知框架”不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而是天赋的，或在一定程度上是天赋的，这不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


③
 张国宪（1995）把“在行”看作“双价形容词”。


④
 赵元任（1968：5.3.6.1）认为，“的”的作用跟表强调的对比重音差不多，张敏（1998：249）进一步明确中心语前带“的”的修饰语具有“述谓性”，即表示“关系”；两者结合起来，“的”的功能就是“凸现关系”。


⑤
 马真（1981：81）指出，“这种定语是用来指明中心语的具体内容的”。古川裕（1989）进一步作了论证。


⑥
 用黄国营（1982）能否加“不”的测试法（描写性的不能加“不”）也不管用，例如“*托运的（时间）”不成立，但可以说“不托运的时间”。


⑦
 过去在判别能否转指时把“是……的”句式排除在外，因为这个句式里的“的”字结构几乎都能转指（范继淹1979，袁毓林1995）。其实，原来受限制的转指在这样的句式不受限制，原因在于转指的对象是这种判断句的话题。“是……的”句式中的“的”有的是表示事态或情态的，如“我是昨天进的城”，“我是决不答应的”（参看马学良、史有为1982，李纳、安姗迪、张伯江1998），与转指无关，不在本文考察之列。


“在”字句和“给”字句

提要　本文以“在”字句和“给”字句为例，说明一个观点：不同的词类序列代表不同的句式，但是句式并不等于词类序列。一个句式是一个“完形”（Gestalt），即一个整体结构。只有把握句式的整体意义，才能解释许多分词类未能解释的语法现象，才能对许多对应的语法现象作出相应的概括。句式整体意义的把握跟心理上的“完形”感知一致，都受一些基本认知原则的支配，文中对这些原则作了阐述。

1．问题的提出

一般认为，句式是通过词类来表示的，不同的词类序列代表不同的句式。（朱德熙1980：175）例如与“在”字相关的句式：

　　（1）a．在黑板上写字（→　把字写在黑板上）

　　　　b．在飞机上看书（→　*
 把书看在飞机上）

如果把“写”和“看”划归动词的两个不同的小类Va
 和Vb
 ，（a）和（b）在是否能转换成把字句上的差别就可用两个不同的句式来表示：

　　a．在＋N'＋Va
 ＋N

　　b．在＋N'＋Vb
 ＋N

在语义上，Va
 含有“附着”义，Vb
 不含有“附着”义。类似的分析适用于与“给”字相关的句式：

　　（2）a．给校长写了一封信（→　写给校长一封信）

　　　　　b．给爸爸炒了一个菜（→　*
 炒给爸爸一个菜）

把“写”和“炒”分别划归动词的两个不同的小类V甲
 （含给予义）和V乙
 （不含给予义），也就说明了（a）和（b）的差别。（参看朱德熙1979，1990）

通过分小类来表示不同的句式确实能说明许多语法现象，如句式之间的变换。但是这种做法也有它的问题和局限。

问题一，光是分小类，还有许多相关的语法现象无从作出说明，有一些应该作出的概括也无从作出概括。先看说明不了的现象：

　　（3）a．我在黑板上写了几个字→　我写了几个字在黑板上

　　　　　b．我在黑板上写字　　→　*
 我写字在黑板上

同样是动词“写”，为什么宾语名词带数量词时句式可以转换，不带数量词就不能转换？

　　（4）a．我给她写一封信　我写一封信给她　我写给她一封信

　　　　　b．我给她写了一封信　我写了一封信给她　*
 我写了给她一封信

为什么动词后加上“了”句式转换就受限制？下面是范继淹（1982）指出的现象，“在”字后的名词一变，句式转换就受限制。

　　（5）a．在墙上写字　→　把字写在墙上

　　　　　b．在书房里写字→　*
 把字写在书房里

再说分小类概括不了的语法现象。为便于说明，本文把考察范围集中在由单音节的及物动作动词（它们是最典型的动词）构成的“在”字句（Z句）和“给”字句（G句）。可以发现“在x”和“给x”在句式中的分布有很大程度的对应：（S、V、O分别表示“施事主语、谓语动词、受事宾语”）

　　（6）　　　　“在”字句


　　　　Z1　在xSVO
 　　　在黑板上我写了几个字

　　　　Z2　S在xVO
 　　　我在黑板上写了几个字

　　　　Z3　SVO在X
 　　　我写了几个字在黑板上

　　　　Z4　SV在xO
 　　　我写在黑板上几个字

　　　　Z2'　S在VO
 　　　我在写字

　　　　Z4'　SVxO
 　　　　我放桌上一盆花

　　　　　　　　“给”字句


　　　（G1）　给xSVO
 　　给′你，我买了一所房子

　　　　G2　S给xVO
 　　　我给你买了一所房子

　　　　G3　SVO给
 X　　　我买了一所房子给你

　　　　G4　SV给xO
 　　　我卖给你一所房子

　　　　G2'　S给VO
 　　　你给来封信

　　　　G4'　SVxO
 　　　　我卖你一所房子

G1一般不存在，只有在特别强调x（加特殊重音）时才能说，所以放在括号里。Z2'和G2'可看作Z2和G2的压缩形式（我在［那儿］写字，你给［我］来封信），Z4'和G4'是Z4和G4的压缩形式（我放［在］桌上一盆花，我卖［给］你一所房子）。不仅总体上有工整的对应，局部的对应也很明显。先看受事宾语（O）带不带数量词。Z1/Z3/Z4里的O要带数量词（不带只能是黏附形式），Z2里的O可以是光杆名词；同样，G1/G3/G4里的O也要带数量词，G2里的O可以是光杆名词。（分别参看范继淹1982和朱德熙1979）

　　（7）*
 在黑板上我写字　　*
 给′你，我买房子我在黑板上写字　　我给你买房子

　　　　*
 我写字在黑板上　　*
 我买房子给你

　　　　*
 我写在黑板上字　　*
 我卖给你房子

再看动词表已然语态用的是简单形式还是复杂形式。Z1/Z2/Z3里的V要加“了／过”，Z4只能是光杆动词；同样，G1/G2/G3里的V要加“了／过”，G4只能是光杆动词，已有（6）的例句为证。
①

 动词分小类并不能对这许多对应作出相应的概括。

问题二，分小类经常跟词义搭配纠缠在一起，难以分得清。照例说，按分布分小类是句法问题，词义搭配是语义问题，两者应该分开，但事实很难做到。举例来说，

　　（8）a．写给我一封信

　　　　　b．*
 写给我一副春联

按朱德熙（1979），动词“写”（V甲
 类，含给予义）可以在V甲
 ＋给＋N'＋N句式里出现，如（8a）句。动词“沏”（V乙
 类，不含给予义）不能在这个句式里出现，即“沏给我一杯茶”不合句法。（8b）句不合格可以说只是词义搭配问题，不是句法问题（按朱先生的说法是“写”类动词的词义有“不确定性”，有时表示“给予”，有时不表示“给予”），有（8a）的存在已足以说明“写”属于V甲
 。但是看下例：

　　（9）每一回他都给我沏杯红茶，这一回他沏给我一杯龙井。

至少有一部分人认为（9）可以说，就像有一部分人认为（8b）也可以说一样。既然有（9）存在，也就没有理由不把“沏”同样划归V甲
 。问题的实质在于，词类区别和词义搭配虽然大致可以区分，但并没有明确的分界。实际上，从典型的给予动词到典型的非给予动词这两端之间是一个连续统。如果考察动词在A式V＋N＋给＋N'
 （送支笔给我）、B式V＋给＋N'＋N
 （送给我一支笔）、C式V＋N'＋N
 （送［给］我一支笔）三式（这三式的“给”都出现在动词后）中的分布，可以发现从左下到右上呈现一个斜坡：
②



[image: alt]


既然有小类分不清的情形，也就无法用不同词类序列的句式来说明（8）这样的语法现象。

问题三，根据“在”和“给”在句中出现的位置可以给动词分小类，但我们还可以选用各种各样其他的分布标准来给动词分小类，实际上这样的工作也不断有人在做。例如还可以按“到x”和“向x”出现在动词前还是动词后给动词分出不同的小类来，并赋予不同的语义特征。
③

 根据“在”和“给”的分布，动词“写”已经有了“附着”和“给予”两个语义特征，根据其他的分布标准又可以给“写”加上许许多多别的语义特征，这样做的最终结果将是一个动词一个类，因为没有两个动词的分布和语义特征会完全一样。我们不是一概反对给动词分小类，一些重要的小类是应该分的。语法研究的目的原本是想以简驭繁，用简明的规则说明繁复的现象，分小类也是出于这个动机，然而不断分小类的结果是适得其反。可以设想，儿童在短时期内习得语言，肯定不是靠掌握每个动词的全部分布特征或语义特征，而是掌握一些简单明了、适用性很普遍的原则。

2．句式是“完形”结构

本文力图说明的观点是，不同的词类序列代表不同的句式，但是句式并不等于不同的词类序列。一个句式是一个“完形”（Gestalt），即一个整体结构。只有把握句式的整体意义，才能解释许多分小类未能解释的语法现象，才能对许多对应的语法现象作出相应的概括。心理上的“完形”，有人称之为“图式”（schema, Rumelhart 1975），“框架”（frame, Fillmore 1982），“理想化的心理模型”（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 Lakoff 1987）等，名称虽异，实质相似，都是一个整体性的心理意象。对事物作“完形的”感知，是不对其组成部分作分析的感知，只要在整体特点上得以保持，部分的变异无关紧要。这在音乐的感知中最为明显，节奏或曲调是作为乐音的一定“式样”而整个被感知的。

“完形心理学”的一条重要原理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因此句式的整体意义不等于各组成部分的简单相加。整体可能有这样一些属性，它们不是从对组成部分的分析中推断出来的，因此不能通过对各部分的分析来认识整体的全部性质。举例来说：

　　（10）玲玲送老师一束花。

分析的结果，“玲玲”是名词作主语，“送”是谓语动词，“老师”是名词作间接宾语，“一束花”是名词组作直接宾语。到此为止，我们并不能得出整个句子的意思是玲玲送给老师一束花。有人会说，可以继续分析，“玲玲”是施事，“老师”是与事，“一束花”是受事，这样不就理解了整句的意思？其实这是把过程弄颠倒了，这样的语义分析实际上是在已经知道整句话所表达的意思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如果不知道（10）这样的双宾语句整体表达的意思是某人把一样东西从自己这儿转移到另一个人那儿，如何能够分析得出施事、受事、与事来呢？

从部分到整体和从整体到部分，这是思维过程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按照“完形心理学”的观点，整体往往比部分更显著，更容易引起人的注意，也更容易处理和记忆，只有把握住整体才能把握住部分。与其说句式的整体意义取决于组成部分的意义，不如说组成部分的意义取决于句式的整体意义。

3．句式整体意义的认知基础

问题是句式的整体意义又是如何产生的。为此有必要了解心理上的“完形”是如何形成的。心理“完形”的形成至少有“相邻”和“相似”的原则在起作用（Anderson 1985）。例如：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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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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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8条孤立的平行线，而是两两成对的4对平行线这样一个完形。也就是说，“4对”这个整体知觉不是8条线简单相加的结果。这是因为人在认知上倾向于把相邻的两个成分看成一个单位。图（b）虽然竖列的成分相互挨得近，但我们倾向于把此图看作5行，即O行和×行的交替，而不是看作5列。这是相似原则在起作用，行的成分相似，人倾向于把相似的成分看成一个单位。

句式的整体意义是如何形成的呢？我们认为有以下一些基本的认知原则在不同的概念域中反复地起作用。

1）顺序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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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B在A之后，C在B之后，那么A、B、C是一个序列，而不是一个无序列。在空间域是一个序列，在时间域和其他的概念域也是一个序列，例如我在画这个图时，顺序是先画A，其次B，最后C。

2）包容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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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B包容在A之内，那么A就不可能包容在B之内。“容器”和“内容”的关系是认知上最基本的关系之一，例如，如果首饰盒在衣箱内，那么衣箱就不可能在首饰盒内。

3）相邻原则

相邻的两个成分倾向于组成一个单位，如上面图（a）平行线所示。具体的距离是这样，抽象的距离也是这样：小王和他妈妈之间的距离要比小王和他同事的距离近，小王和他妈妈因此是“一”家人。

4）数量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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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数量上的多和少是人的基本认知能力之一，数量的概念在各方面都存在。三个苹果比一个苹果“多”，是因为我们拿起三个比拿起一个要付出较“多”的力气，吃下三个要比吃下一个付出较“多”的时间，甚至看到三个要比看到一个激活视网膜上更“多”的神经细胞。难怪英语一个苹果是apple，三个苹果就是apples。

根据上述认知原则，上一节列出的“在”字句和“给”字句具有如下的整体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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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序原则可以说明Z1/Z2和Z3/Z4之间的区别，同样说明（G1）/G2和G3/G4之间的区别。“给x”在动词前表示预定的目标（goal），在动词后表示达到的终点（destination）。目标总是在行动之前先行设定，理应位于动词之前；终点总是在动作之后才能达到，理应位于动词之后。对“在x”相对动词的位置可作类似说明。G1不存在的原因是：事件的发生一般不会有一个预定的目标，而动作可以有一个预定的目标（G2）。我们只会说“为一预定目标我做了一件事”，一般不会说“为一预定目标发生了一件事”；事件和动作的区别下面再说。上面（6）中的G1，“你”加特殊重音的作用就是使一般没有目标的事件也有一个目标。事件可以在某处所发生（Z1）。

包容原则可以说明Z1和Z2的区别，同时说明（G1）和G2的区别。按范继淹（1982），Z1的“在x”是外层结构，Z2的“在x”是内层结构，差别是施事主语S在不在“在x”的包容范围内。“事件”和“动作”的区别之一是：一个事件包括动作和动作的全部参与者，尤其要包括施事（S），不带S的VO只能代表一个动作，不能代表一个完整事件；例如，“他打我”是一个事件，“打我”只是一个动作。SVO能代表一个事件，在Z1里这个事件在某处所发生；在Z2里只是动作VO在某处所发生。对（G1）和G2的差别可作类似说明。包容范围引起的差别可引用范继淹（1982）中的例子：

　　（11）a．在院子里，爷爷在乘凉，妈妈在洗菜。

　　　　　b．爷爷在院子里乘凉，妈妈在洗菜。

（a）爷爷在乘凉和妈妈在洗菜都发生在院子里，（b）乘凉一定发生在院子里，妈妈洗菜不一定发生在院子里。另须说明的是，这里是指事件或动作发生的处所，与事件或动作参与者的处所无关：

　　（12）Z1在第三页上我删了两句话。

　　　　　Z2我在飞机上看见了长江大桥。

“我”不在第三页上，是“我删了两句话”整个事件发生在第三页上。长江大桥不在飞机上，是“看见长江大桥”整个动作发生在飞机上。同样，G2“对某受惠目标发生某动作”也与动作的参与者是否是惠予终点无关：“我给他赔了十块钱”是“我替他赔钱”的意思，“他”是“赔十块钱”这个动作的受惠对象，但并不是“十块钱”的实际收受者。

相邻原则可以说明Z3和Z4的区别，同时说明G3和G4的区别。G3转移和达到是两个分离的过程，所以动词V和“给x”不相邻，中间隔着一个O；G4转移和达到是一个统一的过程，所以动词V和“给x”相邻，“V给”几乎组合成一个复合动词，“给”可读轻声。对Z3和Z4的区别可作类似说明，“V在”是一个复合动词，“在”一般读轻声。其他例证：

　　（13）a．他写了一封信给我，让我转交给你。

　　　　　b．*
 他写给我一封信，让我转交给你。

　　（14）a．我曾经送一件毛衣给她，她不收。

　　　　　b．*
 我曾经送给她一件毛衣，她不收。

（14a）“一件毛衣”和“她”之间隔开，所以语义上“她”和“一件毛衣”之间不一定已有领有关系，（14b）“一件毛衣”和“她”紧挨着，语义上已有领有关系。（13）可作类似解释。

数量原则能同时说明Z4和Z4'之间、G4和G4'之间的区别，还能同时说明Z2和Z2'之间、G2和G2'之间的区别：

　　（15）G4我写给你一封信。

　　　　　G4'我卖［给］你一所房子。

“卖”是典型的给予动词，有固有的给予义，从信息传递上讲给予义是个默认值（default value），“给”字实际上是多余的，所以G4'“给”字可以不出现。“写”不是典型的给予动词，给予义不是默认值，所以必须有“给”字出现。对Z4和Z4'的区别可作类似说明，就看附着义是不是动词词义的默认值。

　　（16）Z2我在厨房做饭

　　　　　Z2'我在做饭→我在唱歌

一般说Z2的“在”是表处所的介词，Z2'的“在”是表进行语态的助词，但两者的界线并不是很明显，后者是由前者语义上进一步虚化而来的。虚化是个渐变的过程，A虚化为B，总是可以找到一些成分在演变的某个阶段既有A义又有B义。在“我在做饭”这样的句子里，“在”字实际兼有时间义和空间义，因为有数量原则的作用：做饭一般总是与特定的处所（厨房）相联系，厨房是信息传递上的默认值。当“在”的使用扩展到不跟特定处所相联系的动作时，似乎就只具有时间义了，如“我在唱歌”，但仍可在“在”后加个虚指处所“那儿”，说“我在那儿唱歌”。对G2和G2'里的“给”字可作类似的说明，G2'的给予对象是无言自明的默认值（祈使句“你给来封信”）。

4．解释面和概括力

上一节大致已经说明，从基本认知原则出发确立句式的整体意义，这种做法能对一些语法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和应有的概括。这一节进一步说明，跟光从分布出发分小类的做法相比，这种做法的解释面要宽得多，概括力要强得多。

朱德熙（1979）认为各类动词都可进入句式G3（朱文的S2），其实不然，例如“教”可以进入G4（朱文的S1），但不能进入G3（见赵元任1968：5.4.6.3）：

　　（17）教给他一课书　　*
 教一课书给他

　　　　　托付给他一件事　*
 托付一件事给他

　　　　　告诉给你一件事　　*
 告诉一件事给他

“教”等动词虽然表示“给予”，但转移和动作是一个统一的过程，因为有“相邻原则”，所以不能进入G3。
④



跟单音节动词相比，双音节动词很难进入Z4句式（范继淹1982，张赪1997），也很难进入G4句式，原因是单音动词加上“在”或“给”容易合成一个复合动词。（董秀芳1998）

范继淹（1982）指出一个现象，表示进行语态，Z1要用复杂动词形式（如加“正在”），Z2可用光杆动词：

　　（18）在楼上，他们正在开会（*
 他们开会）。

　　　　　他们在楼上开会。

原因如上一节所述，Z2里的“在”兼有空间义（表处所）和时间义（表进行），根据数量原则就没有必要再加“正在”这样的字眼。范文还指出“在x”出现在动词后的句式没有进行语态。例如一般不说“他正在种几棵花儿在院子里”（Z3）和“他正在种在院子里几棵花儿”（Z4）。原因在于，Z3和Z4都有已然的意思（见下），跟进行语态相冲突。

回到第1节提到各句式中名词宾语带不带数量词的问题。前面讲事件和动作的区分，事件不仅要包括动作和动作的相关参与者，典型的事件还要求参与者是一个个具体的人或物，“他种了几棵花儿”是个已然事件，因为带数量的名词组“几棵花儿”代表个体；“他种花儿”就不像个事件，因为光杆名词“花儿”是个抽象的类名。而动作对宾语是不是个体名词没有要求，“种花儿”和“种几棵花儿”都是动作。这也跟事件总是带有“已然性”有关。宾语带上数量词，整个动宾词组才表达一个时间上“有界”的概念，才有已然性。（参看沈家煊1995）这就解释了为什么Z1和（G1）句式的宾语要带数量词，Z2和G2的宾语可以是光杆名词。那么，为什么Z3/Z4和G3/G4的宾语也要带数量词呢？因为这些句式都是表示在动作作用下事物达到或转移到某终点这样一种结果，也都有“达成”或“已然”的意味。
⑤



再回到动词表已然语态用简单形式还是复杂形式的问题。“以动词的光杆形式表示未然，是汉语句法的通则。”（范继淹1982：74页）例如“我写个名字在上头”，“我打一件毛衣给你”。表示已然一般要用动词的复杂形式，常见的是加“了／过”。为什么唯有Z4和G4可以不加“了／过”呢？Z4和G4的整体意义是指动作作用下事物达到某终点，而且动作和达到是一个统一的过程，达到终点已经包含完成或已然这一层意思。也就是说，复合动词“V在”和“V给”已经有已然的意思，
⑥

 根据数量原则就不必再加“了／过”。如果动作和达到是两个分离的过程，如Z3和G3，那么代表动作的动词本身并没有已然的意思。

这样的解释还可以打破词类的界线，避免划类上的一些困难。例如前面（16），我们不必纠缠于“我在做饭”里的“在”究竟是助词还是省去处所词的介词。介词和动词的纠葛也是一样。朱德熙（1979）按动词在“给”字句中的分布给动词分小类时，不得不把介词的“给”排除在外。例如，说“卖”类动词（有给予义）不能在G2句式（朱文的S3）出现，就得把“我给他卖了一辆车”和“我给他送了一封信”中的“给”算作介词排除在外，不然分布模式就无法建立。问题是介词和动词的界线不容易划清楚。一般认为动词“给”表示给予，介词“给”表示服务。但是给予可以看成是服务的一种方式（朱德熙1979a：159），反过来服务也可以看成是一种抽象的给予（可以说“给予周到的服务”）。语义上给予和服务没有严格的分界，动词“给”和介词“给”也就没有严格的分界。实际上在确定“给”的词性时各家的意见很不一致。朱德熙（1979）看成是动词的“给”在《现代汉语八百词》里都算作介词。用句式的整体意义可以对“给”（不管是动词还是介词）作出统一的解释：

　　（19）a．我给他还了本书　　　　我给他递了一支笔

　　　　　b．我给他还回去一本书　我给他递过去一支笔

　　　　　c．我给他还了个礼　　　我给他递了个眼色

在我们看来，这些句子都属于G2句式，整体意义是“对某受惠目标发生某动作”。至于动作的参与者是否是事物转移的终点，句式本身并没有规定，而是由其他因素决定的。（a）里“他”是动作“还一本书”、“递一支笔”的受惠者，不是“一本书”、“一支笔”的收受者，不妨说这里的“给”是介词表服务。（b）既可以是表服务也可以是表给予，“他”可以理解为“一本书”、“一支笔”的收受者，“给”或是介词或是动词，原因在于句中多了一个趋向补语“回去”“过去”，趋向补语的作用除了表趋向，如前所说还有“达成”的含义。（c）一般只能按给予理解，“他”是“一个礼”、“一个眼色”的收受者，“给”既是介词又是动词，原因在于“还礼”和“递眼色”已成固定搭配，融为一体，“他”是“还礼”、“递眼色”的受惠目标也就同时是“礼”和“眼色”的收受者。类似的例子有：

　　（20）a．我给他寄了五十块钱

　　　　　b．我给他还了五十块钱

（a）可以理解为给予也可以理解为服务，（b）只能理解为服务，尽管“寄”和“还”都可划归“给予”类动词。可以这样来解释：动作寄和钱到达终点是两个分开的过程，因此“他”才有可能成为钱到达的终点；而还钱是一个统一的过程，而且有既定的收受者，原来跟谁借的就还给谁，所以“他”不可能成为钱到达的终点。

同样的道理，我们也可以摆脱小类区别和词义搭配有时不易区分的困难（见第1节），对两类现象作出统一的解释。

　　（21）a．把画挂在书房里

　　　　　b．*
 把字写在书房里

这样的“把”字句可看作Z3或Z4的变体，也表示动作作用下事物达到某处所。正如范继淹（1982）指出的，（b）句不成立显然不是由于动词的类别不同，“挂”和“写”都有“附着”的语义特征，关键在于室内挂画儿通常是挂在墙上，达到的处所明确，而室内写字，可以写在纸上、墙上或其他地方，达到的处所不明确。

语法研究，有人会有这样的疑惑：如果词类（不管大类还是小类）真的划不清，边界都是模糊的，还怎么讲语法？我们的回答是：讲语法光有分析是不够的，还需要综合。分析是借助整体的各组成部分的差异来把握整体的性质，但是整体的性质往往不是靠各组成部分的差异就能完全掌握的。（沈家煊1998）好在除了区分词类（大致是分得清的），人还有把握句式整体意义的能力，句式整体意义的产生又有基本的认知原则作基础，是有理可据的，两者结合起来，就能对看上去复杂无比的语法现象作出完善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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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注


①
 Z4和G4如果加“了”须加在“V在”和“V给”后，一般要把O提前，例如“我把那几个字写在了黑板上”，“我把那所房子卖给了你”。


②
 朱德熙（1979）认为“寄”类跟“写”类的分布完全相同（164页），其实不然。


③
 “到”和“在”有时能互换，如“把东西放在／到柜子里”，但不是总能互换，两者词义有区别。参看郭熙（1986）。


④
 朱德熙（1983）已注意到动词不能进入G3的情形，如：*唱个歌给我（唱个歌给我听），*讲个故事给他（讲个故事给他听）。他认为动词宾语“歌”、“故事”不是实体，是不能给予的。


⑤
 范继淹（1982）认为Z3、Z4的整体意义是指“动作达到的处所”。这个论断对不及物动词句也许适用，对及物动词句不适用。“他扔了好些脏物在院子里”，扔的动作可以发生在屋子里，只有脏物达到院子里。


⑥
 参看沈家煊（1995），复合动词“V在“V给”在时间上是“有界的”，而光杆动词V在时间上是“无界的”。


说“偷”和“抢”

提要　本文以“偷”和“抢”二字为例，通过汉语与英语的比较，说明对动词的词义描写不能只描写跟动词结合的语义角色的数量和种类，还须描写不同语义角色的“凸现”情形，这样才能对句法结构作出充分的解释。我们还说明，形式和意义之间的联系既不是完全任意的，也不是完全可以预测的，而是一种“有理据的约定俗成”。

1．“偷”和“抢”的句式

先从英语里的steal“偷”和rob“抢”说起。

　　（1）Tom stole 50 dollars from Mary.

　　　　　Tom robbed Mary of 50 dollars.

steal和rob是一对近义词，而且造句时都可以跟三个名词性成分相联系。但是，steal出现的句式里被偷的东西是近宾语（直接宾语），遭偷的人是用介词引出的远宾语（间接宾语）；rob出现的句式则相反，遭抢的人是近宾语，被抢的东西是远宾语。如果把两个格式反过来，就不合英语语法：

　　（2）*
 Tom stole Mary of 50 dollars.

　　　　　*
 Tom robbed 50 dollars from Mary.

语法研究所追求的目标，高一点的是要对哪些说法合乎语法、哪些说法不合语法作出预测（prediction），低一点的是要对合乎和不合语法的现象作出解释（explanation）。然而作这样追求的人在看到汉语（或其他语言）相应的表达式后一定会感到泄气：

　　（3）张三偷了李四50块钱。

　　　　　张三抢了李四50块钱。

　　（4）张三从李四那儿偷了50块钱。

　　　　　张三从李四那儿抢了50块钱。

汉语遭偷和遭抢的人都可以是近宾语也可以是远宾语，被偷和被抢的东西也都可以是近宾语和远宾语。
①

 另外有的英语方言说rob时也可以像steal一样说成：

　　（5）Tom robbed 50 dollars from Mary. （见Goldberg1995，ch. 2注8）

看来不同的语言或方言各有各的约定俗成的表达格式，是无法作出解释的，更谈不上预测。然而我自己学习英语时的体会，掌握steal和rob的句式并不感到丝毫困难，觉得（1）这样的句式差异是十分“自然的”。再考察汉语事实，发现“偷”和“抢”的表达也有差别：

　　（6）*
 张三偷了李四　*
 张三把李四偷了　*
 李四被张三偷了

　　张三抢了李四　　张三把李四抢了　李四被张三抢了

陆丙甫（1998）指出，英语steal和rob的差别在于充当远宾语和近宾语的角色不同（是遭偷抢的人还是被偷抢的物），汉语“偷”和“抢”的差别在于能不能只说出遭偷抢人而隐去被偷抢物：“抢”可以隐去被抢物，“偷”不可隐去被偷物。其实英语也有类似汉语的这种差别：

　　（7）They robbed the boy.

　　　　他们抢了那个男孩。

　　　　*
 They stole the boy.

　　　　*
 他们偷了那个男孩。

　　（8）The boys robbed my orchard.

　　　　　那些男孩抢了我的果园。

　　　　　*
 The boys stole my orchard.

　　　　　？
 那些男孩偷了我的果园。

　　　　　The boys stole apples from my orchard.

　　　　　那些男孩从我的果园偷了好些苹果。

不仅英语和汉语，韩国语也有类似的差别：

　　（9）*
 Jiangsam-i　Yisa-leul　humch（i）-eoss-da.

　　　　　张三-A　　　李四-O　　偷了

　　　　　“张三偷了李四。”

　　　　　Jiangsam-i　　Yisa-leul　gangtalh（a）-ass-da.

　　　　　张三-A　　　李四-O　　　　抢了

　　　　　“张三抢了李四。”

韩语是有形态标记的语言，A是主格标记，O是宾格标记；如（9）所示，被抢物可以隐去，被偷物不可隐去。

这样，我们就又增强了追求预测或解释的信心。

2．“偷”和“抢”的词义

从动词的语义配价来看，“偷”和“抢”都是三价动词，都能跟三个语义角色相联系，一个施事（偷抢人），一个受事（偷抢物），一个夺事（遭偷抢人）。这样的配价描写显然无法解释上述（1）（2）英语steal和rob的句式差异。更使各种配价理论难办的是，“偷”既然是三价动词，为什么像（6）—（9）那样联系两个语义角色反而受限制，又为什么所受的限制是不可隐去受事而不是夺事：

　　（10）*
 张三偷了李四。　　张三偷了50块钱。

　　　　　*Tom stole Mary.　　Tom stole 50 dollars.

　　　　　*Jiangsam-i Yisa-leul humch（i）-eoss-da.

Jiangsam-i 50 wen-il humch（i）-eoss-da.

按照认知语义学的观点，动词的词义不仅包括能跟几个语义角色和什么种类的语义角色相联系，而且包括相关语义角色的“凸现”（prominence）情况。从认知上讲，凸现的事物是容易引起人注意的事物，也是容易记忆、容易提取、容易作心理处理的事物。（参看Langacker1987/1991等）对偷抢事件来说，遭偷抢的人所受的损害越大也就越凸现；被偷抢的物越多越贵重也就越凸现。“偷”和“抢”虽然都跟一个施事、一个受事、一个夺事相联系，但是语义角色的凸现情形有差别：一般情形下，对“偷”而言，偷窃者和失窃物是凸现角色，遭偷者相对是非凸现角色；而对“抢”而言，抢劫者和遭抢者是凸现角色，抢劫物相对是非凸现角色。（参看Goldberg 1995：45—48）如用黑体字表示凸现角色，那么：

“偷”［偷窃者　遭偷者　失窃物］

“抢”［抢劫者　遭抢者　抢劫物］

要指出的是，这种区别首先是我们生活经验的一部分。我们的经验是：虽然都是受害者，遭抢者所受的损害要比遭偷者来得大。因此法律上抢劫罪比偷窃罪严重（不信可以查一查刑事法）。遇到偷窃事件，失窃物是注意的中心：一个人在公共汽车上被偷了钱包，人们首先问他丢了多少钱。而遇到抢劫事件，遭抢者是注意的中心。前些时候，我的一个学生在学校附近遭劫，听到这个消息后我首先关心的是这个学生有没有受到伤害，而不是被抢去多少钱。

这种经验在语言中的反映如下。可以说“他偷走我一分钱”，但不大会说“他抢走我一分钱”，因为一分钱不像是重大损失，而“他抢走了我最后一分钱”就可以说了。遭偷者不是凸现角色，“他靠偷珠宝发的财”，无需提及也提不出具体的遭偷者。

　　（11）他偷我钱了。　　他偷人钱了。

　　　　　他抢我钱了　　　？
 他抢人钱了。

如果遭偷抢者是泛指的“人”，不是具体的个人，受偷抢的损害也就不太具体，受害人也就不太凸现，所以“他抢人钱了”的说法要打个问号。同样的道理，下面“抢”句听上去不如“偷”句自然：

　　（12）张三偷了李家100块钱。

　　　　　？
 张三抢了李家100块钱。

（12）和（3）的差别在于，（12）的遭偷抢者是处所，处所不像人那样能感到所受的损害。

　　（13）你别偷我饭碗。

　　　　　你别抢我饭碗。

“你别抢我饭碗”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别把我吃饭的碗抢走，一个是别夺走我的谋生手段，显然就“我”受的损害程度（凸现程度）而言，后者要比前者严重得多。“你别偷我饭碗”只有一个意思，就是别把我吃饭的碗偷走。

我们习惯说“不偷不抢”，“又偷又抢”，“只偷不抢”，“偷抢事件”，不大说“不抢不偷”，“只抢不偷”，“又抢又偷”，“抢偷事件”。因为两个近义词连说的一般规律是把语义分量重的放在后面，轻的放在前面，例如“关而不杀”，“又哭又闹”，“又批又斗”。
②

 “失窃物”是个凝固词，专门指被偷的东西，但现代汉语找不出一个专门的词指被抢的东西。报载“五十万元劫杀案”，有“劫杀”但没有“窃杀”。

　　（14）她出门旅游期间有人偷了她一台电视。

　　　　　*
 她出门旅游期间有人抢了她一台电视。

偷窃行为发生时遭偷者不一定在场，而抢劫行为发生时遭抢者总是在场，这也是遭抢者受到的伤害比遭偷者大的原因。

3．形式和意义的关系：预测和解释

前面采用“偷窃者”、“失窃物”、“抢劫者”、“遭抢者”这样一些具体的语义角色是为了便于说明凸现情形的差异，现在可以代之以较抽象的语义角色“施事”、“受事”、“夺事”：

“抢”［施事　夺事　受事］

“偷”［施事　夺事　受事］

用语义角色凸现情形的差异能很好地解释第一节列出的“偷”和“抢”的句式差异。首先，英语（1）和（2）的情形可以这样来解释：凸现角色跟动词的关系密切，所以跟近宾语匹配；非凸现角色跟动词的关系较疏远，所以跟远宾语匹配。
③

 认知上的理据是：近的东西比远的东西显著；两样东西挨得越近，关系就越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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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汉语、英语、韩语（6）—（9）的情形可以这样来解释：非凸现角色可以隐去，即没有句法表现形式；凸现角色不一定可以隐去，要有句法表现形式。认知上的理据是：看得见的东西比看不见的显著。

[image: alt]


这种跟凸现有关的认知规律还能解释某些表面上的“例外”。有人告诉我，他曾听到这样的句子：

　　（15）你可真胆大，竟敢偷警察！

遭偷者“警察”作了唯一的宾语，与（6）不符。但这句话是抓小偷的便衣警察在公共汽车上抓到小偷后说的，警察比一般人更是偷不得，警察遭偷比一般人遭偷要严重得多，因此，在这个特定语境里，遭偷者而不是失窃物成了凸现角色。最近报纸上有一篇报道，说是有不少人“偷超市”，但这篇报道主要是想说明超市受损失严重。

　　（16）当晚，一帮年轻人连偷了三辆车，……（《盗窃专业村纪事》，《蓝盾》1999第4期）

如果不看上下文，这里的“三辆车”一般理解为失窃物，但实际是指遭偷者（处所），即有人扒车偷货物，一连扒了三辆车。那篇文章讲的是一个专门靠扒车为生的村子，汽车经过村边时“碰上什么偷什么”，偷的东西是什么倒不是最关心的（即不凸现），而路过车辆损失惨重。《法制文萃报》（1999.5.10）有一篇报道先讲一个儿子不断“偷父亲的钱财”，“把父亲偷得倾家荡产”（注意不能说“把父亲偷了”），然后才出现“偷父亲”的说法。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能对第1节列出的语法现象进一步作出预测。假定总是存在以下的对应关系：

　　　凸现角色　　非凸现角色

　　　近宾语　　　远宾语

　　　不可隐去　　可以隐去

语义角色如果是凸现的，在句法形式上总是充当近宾语，总是不可以隐去；语义角色如果是非凸现的，在句法形式上总是充当远宾语，总是可以隐去。这种形式和意义一一对应的关系是一种完全的“象似”关系（iconicity）：一种意义对应于一种形式。如果真是存在这样的象似关系，我们就可以达到“预测”的目标：有什么样的意义就有什么样的形式。

然而形式和意义之间并不都是这种一一对应的关系，而往往是一种扭曲关系。（参看赵元任1968：11，沈家煊1999a）英语（1）和（2）的例子表明：凸现角色为近宾语，非凸现角色为远宾语，体现出完全的对应。但是有的英语方言也有（5）的说法，那么在这样的英语方言里，就出现扭曲关系：

　　（17）Tom stole 50 dollars from Mary.

　　　　　*
 Tom stole Mary of 50 dollars.

　　　　　Tom robbed Mary of 50 dollars.

　　　　　Tom robbed 50 dollars from Mary.

对steal而言，凸现角色只能是近宾语，不能是远宾语；但对rob而言，凸现角色可以是近宾语也可以是远宾语。汉语（3）和（4）表明在角色的凸现／非凸现和近宾语／远宾语之间没有任何对应关系。在凸现／非凸现和角色的隐／现之间汉语表现的是扭曲关系而不是对应关系：

　　（18）张三偷了50块钱。　　*
 张三偷了李四。

　　　　　张三抢了50块钱。　　张三抢了李四。

对“偷”而言，非凸现角色可以隐去，凸现角色不可以隐去；但对“抢”而言，凸现和非凸现角色都可以隐去。
④

 （韩语也一样）

这都是在一种语言或方言内部表现出扭曲关系。跨语言的比较也会呈现出扭曲关系，可比较英语（1）（2）和汉语（3）（4）。

形式甲、乙和意义A、B之间的对应关系和扭曲关系分别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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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关系是意义A对应于形式甲，意义B对应于形式乙，都是一个意义对应一个形式。扭曲关系是一种部分对应或部分象似的关系，意义A对应于形式甲，意义B既可以是形式甲也可以是形式乙；前者是一个意义对应于一个形式，后者是一个意义对应于两个形式。
⑤



既然形式和意义之间往往是部分的对应、不完全的对应，那么我们也就往往只能对语法现象作出部分的、不完全的预测。这种部分的、不完全的预测可依靠一个单向蕴涵式（参看Croft 1990：3.2）：

X⊃Y

这个单向蕴涵式的含义是：“如果X为真，那么Y也为真，反之则不然。”就本文讨论的问题而言，可以建立如下的单向蕴涵式：

凸现角色⊃非凸现角色

这个单向蕴涵式有两个含义：

1）一种语言的句子中如果凸现角色可以作远宾语，那么非凸现角色也可以作远宾语，反之则不然。
⑥



英语（1）（2）和汉语（3）（4）以及上面提到的英语方言（17）都没有违背这个蕴涵式，因为“反之则不然”是说“如果非凸现角色可以作宾语，凸现角色不一定
 可以作远宾语”。这个蕴涵式排除的只是（19）或（20）这样的格局，即凸现角色可以作远宾语而非凸现角色却不能作远宾语：

　　（19）Tom stole Mary of 50 dollars.

　　　　　*
 Tom stole 50 dollars from Mary.

　　（20）Tom robbed 50 dollars from Mary.

　　　　　*
 Tom robbed Mary of 50 dollars.

而呈现这种格局的语言，据我们所知不存在。

2）一种语言的句子中如果凸现角色可以隐去，那么非凸现角色也可以隐去，反之则不然。

汉语（18）和韩语（9）都没有违背这个蕴含式，因为“反之则不然”是说“如果非凸现角色可以隐去，凸现角色不一定
 可以隐去”。这个蕴含式只排除（21）或（22）这样的格局，即凸现角色可以隐去而非凸现角色却不可以隐去：

　　（21）他偷我。

　　　　　*
 他抢我。

　　（22）*
 他偷了50块钱。

　　　　　他抢了50块钱。

而呈现这种格局的语言，据我们所知也不存在。

沈家煊（1999b）曾证明，形式和意义之间的关系往往既不是完全任意的，也不是完全可以预测的，而是一种“有理据的约定俗成”（motivated conventions），对语法结构因而是可以作出解释的。跟“偷”和“抢”有关的语法现象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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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注


①
 “遭偷抢的人”不限于指人，有时也指处所，如“李四那儿”；“被偷抢物”也不限于指物，有时也指人，如“抢新郎”、“偷汉子”。


②
 这种先后词序还受语音的制约，例如“烧杀抢”，平声字“烧杀”居于上声字“抢”之前，这是一般规律，但是“烧”居于“杀”之前是受语义轻重制约。


③
 陆丙甫（1997）指出，动词后紧挨的宾语代表的事物受动作的影响大。许多语言中的双宾语句式，对近宾语的语义限制是表示人而不是处所，因为人最能感受到动作的影响。见汉语例（12）。


④
 过去有人认为在“象似性”程度上汉语高于英语（见戴浩一1985），现在看来下这样的结论还为时过早。也许不同的语言象似性表现在不同的方面。


⑤
 从形式出发看，是一个形式对应于两个意义。


⑥
 也可以解释为：如果非凸现角色可以作近宾语，凸现角色也可以作近宾语，反之则不然。


句式和配价

提要　本文从评价配价系统的三个基本标准出发，以两个句式为例，说明目前动词配价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并针对性地提出一种“自上而下”跟“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处理办法，即确立句式意义和句式配价，同时用“理想认知模型”来描写动词的词义。

1．评价“配价”系统的标准

“配价”研究的目的是从谓语动词和相关名词性成分组配上的限制来说明句子的合格性。例如：

　　（1）她送我一件毛衣。　　*
 她织我一件毛衣。

　　（2）他们修筑公路。　　　*
 他们散步公路。

一句合格，一句不合格，用配价来说明：（1）“送”是三价动词，能跟三个名词性成分发生联系，而“织”是个二价动词，只能跟两个名词性成分发生联系。（2）“修筑”是二价动词，而“散步”是一价动词。如果再区分“价类”（施事、受事等），能说明的现象就更多。

评价一个配价系统的优劣，跟评价一部语法的优劣一样，应该依据三条标准：1）总括性——说明的与句子合格性相关的语法现象要尽量广泛；2）简洁性——系统要尽量简单；3）一致性——不能有循环论证和内部矛盾。目前的配价研究在确定配价系统时具体标准提得不少，例如在确定动词的价数时，有的以动词的词义为依据，有的以句法形式为依据，也有的同时以词义和句法形式为依据；以句法形式为依据的，有的以同现的名词性成分用不用介词引导为依据，有的以同现的名词性成分是不是必须出现为依据，也有的将两者同时作为依据。各人提各人的依据，但很少从上述三条基本标准出发来比较系统的优劣。配价研究要深入，似应注意这个问题。

2．以两个句式为例

下面以两个句式为例来说明建立动词配价系统时存在的问题。这两个句式一个是表示“予取”的双宾语句，一个是表示“得失”的领主属宾句。例如：

　　（3）A．他扔我一个球。

　　　　　　他斟我一盅酒。

　　　　　　他搛我一块火腿。

　　　　　　他介绍我一个朋友。

　　　　　B．他吃我一个桃儿。

　　　　　　他抽我一支烟。

　　　　　　他占我一间房间。

　　　　　　他浪费我一只信封。

　　（4）A．王冕死了父亲。

　　　　　　他烂了五筐苹果。

　　　　　　他飞了一只鸽子。

　　　　　　传达室倒了一面墙。

　　　　　B．他家来了客人。

　　　　　　他跑了一身汗。

　　　　　　他多了几分勇气。

　　　　　　他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3）是表示“予取”的双宾语句，以表“给予”的A居多，表“取夺”的B较少。（4）有人称作“领主属宾句”（郭继懋1990），这种句子的主语和宾语之间有“领有—隶属”关系，主语是“领有”一方，宾语是“隶属”一方，而动词与主语没有直接的语义关系；句子的意义以表“丧失”的A居多，表“获得”的B较少。这两个句式在动词的配价分析中引起很多争论。从词义出发主张“扔”和“吃”这样的动词是二价动词的人无法说明为什么它们在双宾语句里能直接跟三个名词性成分发生联系；如果从形式（同现的名词性成分）出发说它们就是三价动词，这又有悖于我们的直觉：从这些动词本身的词义来说不像是三价动词。有人用“兼价”或“变价”来解决，说它们既是二价动词又是三价动词，或说本来是二价动词，但在双宾语句式中是三价动词；拿“扔”来说，“作为二价动词没有给予义，作为三价动词有给予义”。（马庆株1998：284页）这样就得承认有两个“扔”，一个是二价的“扔”，一个是三价的“扔”，至少得承认“扔”有两个义项，一个表示给予，一个不表示给予。这样做的代价比较大，因为这样的动词不是一个两个，为数还不少（参看马庆株1983），一一标明有两个义项使系统的简单性受损。更重要的是这仍然违背我们的直觉，任何一部词典都不会在“扔”下另外列出一个表示给予的义项，或在“吃”下另列出一个表示取夺的义项。说“扔”这类词有两个义项还缺乏心理学上的证据，也就是没有心理现实性。
①



如果不考虑动词的词义坚持“扔”可以是三价动词，那就有循环论证之嫌：说“扔”是三价动词的唯一根据是它能在双宾语句中跟三个名词性成分发生联系，而要说明为什么“扔”能跟三个名词性成分发生联系，唯一的根据是它是个三价动词。这势必导致“词无定价，离句无价”的后果，这种后果又是大家不愿接受的。（参看陆丙甫1979等）对于领主属宾句，“死”和“来”这样的动词遇到类似的问题，不管说它们是一价动词、二价动词，还是有时是一价动词（无得失义）有时是二价动词（有得失义）。

问题还出在“内部矛盾”上。一些反对内部不一致的人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在用不同的标准对待双宾语句和领主属宾句。例如用谓词的词义来确定配价时，一方面认定“他跑了一身汗”中的“跑”只是一价动词（没有获得义），一方面又把“他占我一间房间”、“他拿我一本书”、“他扣我十块钱”中的“占、拿、扣”说成三价动词（有取夺义），尽管这三个动词在词典中都没有取夺的义项。（见周国光1995，张国宪、周国光1998）另外，将“扔”等动词分析为三价动词，有不少人反对也有不少人赞成，但是将“死”等动词分析为二价动词，好像除了朱德熙（1978）几乎都反对。反对的人中有人认为“王冕死了父亲”中的“王冕”不是“死”的配价，而是一价名词“父亲”的配价（袁毓林1994）；这样处理未尝不可，但这又如何解释“他飞了一只鸽子”，“他死了四棵桃树”，“他烂了五筐苹果”，总不能说“鸽子”、“桃树”、“苹果”也是一价名词。还有人认为“王冕死了父亲”是由深层的“王冕的父亲死了”转换而来（沈阳1995）；这样处理也未尝不可，但是这种转换说还得说明为什么“他的孩子哭了”和“他的眼睛湿润了”这样的句子不能这么转换，不能说成“他哭了孩子”，“他湿润了眼睛”，尽管“哭”、“湿润”跟“死”一样都是一价动词。这也说明只研究动词的配价对句子合格性的解释范围有限，也就是缺乏总括性。又例如：

　　（5）我写给他一封信。

　　　　　*
 我写给他一副春联。（朱德熙1979文例）

　　（6）他来了两个客户。

　　　　　*
 他来了两个推销员。

不管将“写”分析成二价还是三价，也不管将“来”分析为一价还是二价，总得说明为什么一句能说，一句不能说。再例如：

　　（7）他抢我十块钱。　他抢了十块钱。　他抢我了。

　　　　　*
 他抢人十块钱。

　　　　　他偷我十块钱。　他偷了十块钱。　*
 他偷我了。

　　　　　他偷人十块钱。

“抢”和“偷”不管是分析为三价还是二价，总得说明为什么“他抢我了”能说，“他偷我了”不能说；“他偷人十块钱”能说，“他抢人十块钱”不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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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对动词配价的分析还无法对这类现象作出相应的解释。

3．原因和对策

存在上述问题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两点，一是在研究动词的配价时没有考虑到句式自身还有其独立于动词和相关名词性成分的意义，二是没有认识到动词的词义不仅仅是一些“客观的”语义特征，更不是用目前的价数或价类分析就能充分说明的。

从动词出发，设法弄清每个动词的配价情况（价数和价类等），以此来说明句子的合格性，这种研究路向的基本假设是，整个句子的合格性是由其各组成成分（动词和相关的名词等）决定的，动词是核心成分，句子的合格性因此可以从动词的配价推导出来。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向，即通过把握组成成分的差异来把握句子之间的差异。然而，句子都是句式的体现，而句式有其自身独立于组成成分的整体意义，这个整体意义是无法完全从组成成分推导出来的。这就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组成成分的意义固然对句式整体意义的形成有很大的贡献，但是反过来句式的整体意义也制约着组成成分（包括动词）的意义。
③

 从句式出发来观察动词和相关名词的组配关系，这是自上而下的研究路向。自下而上的研究应该跟自上而下的研究结合起来才能对句子的合格性作出充分的解释。（参看Goldberg 1995，沈家煊1999a，张伯江1999）

语义特征分析法有它的长处，但也有很大的局限。例如“单身汉”一词，用语义特征分析法可以定义为［未婚］［成年］［男性］三个特征，但我们却不会把教皇、同性恋者、隐士、人猿泰山、能娶四个老婆而只娶了三个的穆斯林男子等称作“单身汉”，尽管他们都符合这三个特征。按照Lakoff（1987），词的定义都要参照一个“理想认知模型”（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简称ICM）。“单身汉”的ICM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世俗社会，一夫一妻制，有一个公认的适合结婚的年龄。跟这个ICM一致的未婚成年男子才是典型的单身汉。这样一些背景知识是不能跟“单身汉”的词义完全分离开来的。名词如此，动词也一样。跟本文讨论的问题有关，拿“死”来说，“死”不仅仅是“失去生命”，还包括诸如“幼年丧父是人生的一大不幸”等背景知识。同样，“吃”也不仅仅是“食物的咀嚼和下咽”，还包括诸如“吃是一种消耗、应该自食其力”这样一些背景知识。

为了更好地说明动词和相关名词性成分组配上的合格性，我们按照Goldberg（1995）的思路，提出如下的处理办法：将配价看作是句式的属性，
④

 另一方面，动词的词义应该用“理想认知模型”来描述。具体说明如下。

4．句式配价

“句式配价”是指抽象的句式配备的、与谓语动词同现的名词性成分的数目和类属（指施事、受事、与事、工具等）。为了与传统所说的“（动词）配价”相区别，可以改称为句式的“论元”（arguments）。按照这个定义，“他扔我一个球”属于三价句式，跟“他送我一本书”一样有三个论元，一个施事，一个受事，一个与事，尽管动词“扔”的词义只涉及两个参与角色；而“（她结婚）你送什么？”属于二价句式，含两个论元，一个施事和一个受事，尽管动词“送”的词义涉及三个参与角色。同样，“王冕死了父亲”属于二价句式，跟“他丢了一枚戒指”一样含两个论元，而“王冕的父亲死了”则属于一价句式，只包含一个论元。“他们抢新郎”属于二价句式，如果意思是抢人当女婿，“新郎”是受事，就属于“施事—动作—受事”二价句式；如果意思是抢新郎的钱财，“新郎”是夺事，就属于“施事—动作—夺事”二价句式。

要着重指出的是，不同的句式有不同的句式意义。例如“王冕死了父亲”和“王冕的父亲死了”这两个句式，前一句强调王冕因父亲去世而损失惨重，而后一句只是表明王冕的父亲去世这一事实。这可以从下面的例句中看出：

　　（8）王冕七岁上死了父亲。

　　　　？
 王冕七十岁上死了父亲。

显然这是因为古稀之年父亡不像幼年丧父那样是个重大损失。上面（6）“他来了两个客户”所属的句式，其整体意义有“获得”的成分，而动词“来（人）”的ICM告诉我们，来客户是有所得，来推销员则不是，所以不能说“他来了两个推销员”。

句式的配价或论元主要是由句式的整体意义所决定的，“王冕死了父亲”所属句式的整体意义要求这个句式有两个论元，“王冕的父亲死了”所属句式的整体意义只要求这个句式有一个论元。

5．动词词义的“理想认知模型”

动词词义的“理想认知模型”中包括与动作相关的参与角色（participant roles），但不仅仅是参与角色。参与角色和论元的区别在于，句式的论元是比较抽象的，如一般所说的施事、受事、与事等，而动词的参与角色要具体得多，例如“抢”和“偷”的参与角色分别是：

“抢”［抢劫者，被抢者，抢劫物］

“偷”［偷窃者，失窃者，失窃物］

这样具体化是为了说明“抢”和“偷”的ICM不一样。一个明显差别是参与角色“凸现”的情形不一样：

“抢”［抢劫者　被抢者　抢劫物］

“偷”［偷窃者　被偷者　失窃物］

黑体表示凸现的参与角色，对“抢”而言，抢劫者和被抢者是凸现角色，抢劫物相对是非凸现角色；而对“偷”而言，偷窃者和失窃物是凸现角色，被偷者相对是非凸现角色。这种区别是我们日常经验的一部分：虽然都是受害者，被抢者所受的损害要比被偷者来得大。例如可以说“他偷走我一分钱”，但不大会说“他抢走我一分钱”，因为一分钱不像是重大损失，而“他抢走了我最后一分钱”就可以说了。在偷窃事件中，失窃物是注意的中心：一个人在公共汽车上被偷了钱包，人们首先问他丢了多少钱。但是一个人在马路上遭抢劫，人们首先关心的是人受伤害没有，抢走的钱财倒在其次。

区分句式论元和动词的参与角色，这样处理是否增加了层次因而增加了系统的复杂性？不然。其实一般区分动词的句法价和语义价，或区分动词的直接配价和间接配价就已经有了两个层次；袁毓林（1998）还把动词的价分为四个层次（联、项、位、元）。
⑤

 我们的处理相反能使配价系统简化，因为一种语言句式的数量总是有限的，而句式的论元是确定的，论元的数目或类属不同，就成了不同的句式。至于动词的词义要作更详尽的描写，这是必然要走的一步，而且收益不小，能大大提高对句子合格性的解释力（下详）。

6．参与角色、论元、句法成分三者间的匹配

先来看动词的参与角色与句式论元之间的匹配。这种匹配遵循“语义一致原则”：如果参与角色可视为论元的一个实例（instance），则两者在语义上相一致。以表示给予的双宾语句“她送我一件毛衣”为例：

[image: alt]


送者是施事的一个实例，收者是与事的一个实例，所送物是受事的一个实例。

动词“扔”的参与角色只有两个，即扔者和被扔物，为什么能进入有三个论元的给予句式？因为动词的词义不仅仅是参与角色，而是一个ICM。只存在一个“扔”，这个“扔”的词义是一个ICM，在这个ICM中包括这样一些背景知识：人们经常扔球给别人接，扔烟给别人抽等，但不经常扔铅笔给别人写、扔收音机给别人听：

　　（9）他扔我一只球。

　　　　　他扔我一支烟。

　　　　　？
 他扔我一支铅笔。

　　　　　？？
 他扔我一台收音机。

以上（5）可以作同样的解释，“写”的ICM包括我们经常写信给人，但不包括经常写春联给人。同样，动词“死”只有一个参与角色，姑且称为“死者”，之所以能进入有两个论元的领主属宾句，是因为如前所说“死”的ICM包括幼年丧父是人生的一大不幸这样的背景知识，也就是包含一个“受损者”角色。这个“受损者”角色虽然不是“死”的参与角色，但是在语义上跟句式的论元“领有者”相匹配（受损者是受损的领有者）。这样，我们可以把“语义一致原则”的定义范围加以扩展：

如果动词的ICM中有一个角色（不一定是参与角色）可视为论元的一个实例（instance），则两者在语义上相一致。

前面说动词词义的ICM中还包括参与角色的凸现（prominence）情形，这种凸现情形由于“语义一致原则”的作用也传递给了论元结构，仍以“抢”和“偷”为例：

他抢我十块钱　［施事　夺事　受事］

他偷我十块钱　［施事　夺事　受事］

黑体表示凸现论元。要指出的是，如果不把动词的词义看作ICM，就不可能有这种论元结构的区别。

现在来看句式论元和句法成分（主语、宾语等）之间的匹配。这种匹配遵循有认知基础的“象似原则”：句法成分之间的关系对应于或“象似”论元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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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说明如下。要解释前面（7）出现的合格性差异，可以建立如下的不等式：

凸现论元＞非凸现论元

这个不等式可以解释为：（一）句式中如果凸现论元可以隐去，那么非凸现论元也可以隐去，反之则不然。（二）句式中如果非凸现论元可以作近宾语，那么凸现论元也可以作近宾语，反之则不然。具体说明如下：

（一）如果凸现论元可以隐去（他抢了十块钱），那么非凸现论元也可以隐去（他偷了十块钱），但反过来非凸现论元可以隐去（他抢我），凸现论元不一定能隐去（*他偷我）。论元隐去就是不以句法成分的形式出现，这种象似关系在认知上的理据是：看得见的东西比看不见的显著。

（二）如果非凸现论元可以作近宾语（他偷我十块钱，他偷人十块钱），那么凸现论元也可以作近宾语（他抢我十块钱），但是反过来凸现论元可以作近宾语，非凸现论元不一定能作近宾语（*他抢人十块钱）。（泛指的“人”作“抢”的夺事不如受事凸现，参看沈家煊2000。）论元跟动词的关系越密切就越凸现，相应的句法成分离动词就越近。这种象似关系在认知上的理据是：近的东西比远的东西显著；两样东西挨得越近，关系就越密切。

7．动词进入句式的条件

动词进入句式，一般的条件是动词义须是句式义的一个实例。例如动词“送”的词义是双宾语给予句式给予义的一个实例，即送是一种给予，所以能说“我送她一件毛衣”。但是动词进入句式还不限于此。当动词义和句式义之间有一种“使成”关系时动词也可以进入相应的句式，常见的有两种情形：

（一）动词表示的是使句式义表示的动作得以实现的“手段”。例如“他扔我一个球”，实际是“他用扔的手段给予我一个球”，“他抢我十块钱”是“他用抢的手段夺取我十块钱”。

（二）动词表示的是使句式义表示的动作得以实现的“原因”。例如“王冕死了父亲”，实际是“王冕由于父亲的死而受损失”，“他来了两个客户”是“他由于有客户来而有所得”。

这种使成关系如前所说也是建立在ICM之上的，如幼年丧父的ICM，来人谈生意的ICM。这种使成关系是人类认识的基本关系之一。在日常言语中，人们经常用原因转指结果，用手段转指行动，例如：

　　（10）——你今天迟到了没有？

　　　　　——路上又堵车了。

　　（11）——面对歹徒你当时怎么办？

　　　　　——我操起一把菜刀。

（10）是用原因（堵车）转指结果（迟到），（11）是用手段（操菜刀）转指行动（搏斗）。须知这类转指也是一种基本的认知操作（参看沈家煊1999b），同样是以ICM为基础的：因堵车而迟到，操菜刀而搏斗，都是I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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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注


①
 一个词如果有两个义项，就是多义词，含多义词的句子在理解过程中会出现“花园小径”效应，例如下面这个英语句子：

The horse raced past the barn fell.

race一词有歧义，一作“跑”，一作“使……跑”。被试人在听到raced时可能先按“跑”理解为谓语动词，到句子快结束时才意识到讲不通，再返回去重新按“使跑”理解为过去分词作修饰语，就像花园里沿一条小径散步，走到尽头发现不通，又原路返回重新找路走一样。这就会降低句子理解的速度，心理实验中反应时间会相对延长。然而实验证明，英语中类似“扔”这样的情形并不产生这种效应（Carlson & Tanenhaus 1988）。


②
 有人认为“他偷我了”和“他抢人十块钱”能说，但这些人肯定也认为“他抢我了”和“他偷人十块钱”能说，而认为后两句能说的人不一定认为前两句能说。


③
 马庆株（1983）曾提出“动词的意义有时要靠格式来限定”。朱德熙（1986）曾提出“高层次的语义关系”这个概念，指整个句子的语法意义。另参看范开泰（1999）。儿童语言的研究证明，儿童习得动词词义极快，那是借助动词出现的句式（有其独立的意义）来推断动词的词义（参看Landau & Gleitman 1985）。


④
 个别人提到“句式的配价”，可惜没有展开谈，主要还是在谈句式中具体动词的配价。


⑤
 分四个层次好像还不够。例如“元”是最低层次，定义为“一个动词在一个简单的基础句中所能关联的名词性成分的数量”。按这个定义“王冕死了父亲”里的“死”应该是二元动词，因为按袁文对基础句的测试方法，这个句子是基础句。（包孕测试：我听说王冕死了父亲；自指测试：王冕死了父亲的消息；删除测试：不能删略成“王冕死了”和“死了父亲”。）但袁毓林（1994）又坚持“死”是一价动词（不无道理），这样在“元”底下就还要加一个层次。


⑥
 沈家煊（2000）指出这种象似是不完全的象似。


“N的V”和“参照体—目标”构式

提要　本文考察汉语“N的V”这种领属结构成立的条件。按照“认知语法”的观点，这种结构属于“参照体—目标”构式。作为与目标建立心理联系的参照体，领有者N必须在认知上“凸现”。“凸现”的概念可以从“信息度”和“可及度”两方面来定义。

本文考察“敌人的破坏”、“母亲的回忆”、“普通话的推广”这种表达式成立的条件，这种表达式可以抽象为“N的V”格式。我们把中心语V的考察范围限定为双音节二价动词，如“破坏”、“回忆”、“推广”等，它们造句时一般带有两个相关联的名词性成分N，分别充当V的主语和宾语，如“敌人破坏桥梁”，“母亲回忆过去”，“政府推广普通话”。“N的V”中的N是这两个名词性成分中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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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构成“N的V”的四种情形

从N是V的主语还是宾语看，构成“N的V”时会出现以下四种情形：

A．N只能是V的主语，不能是V的宾语：

　　我们抵抗敌人　我们的抵抗（主）　*
 敌人的抵抗（宾）

　　中国支持你们　中国的支持（主）　*
 你们的支持（宾）

　　老师称赞小王　老师的称赞（主）　*
 小王的称赞（宾）

　　他们思念祖国　他们的思念（主）　*
 祖国的思念（宾）

如果一定要把宾语放在N的位置，那就得加个介词，一般是“对”：

　　对敌人的抵抗对　你们的支持对　小王的称赞　对祖国的思念

类似的动词还有：陷害，抗议，服从，访问，帮助，剥削，报复，表扬，抱怨，嫉妒，体贴，指导，侵略，攻击，折磨，支援，介入，热爱，理解，同情，信任，怀疑，佩服，误解等。

B．N只能是V的宾语，不能是V的主语：

　　我们消灭敌人　　*
 我们的消灭（主）　敌人的消灭（宾）

　　政府制订计划　　*
 政府的制订（主）　计划的制订（宾）

　　他们扩大影响　　*
 他们的扩大（主）　影响的扩大（宾）

　　大家消除顾虑　　*
 大家的消除（主）　顾虑的消除（宾）

类似的动词还有：召开，成立，暴露，出版，产生，刊登，巩固，加强，建立，增加，解决，缺乏，普及，讨厌等。

C．N可以是V的主语，也可以是V的宾语：

　　敌人破坏桥梁　　敌人的破坏（主）　　桥梁的破坏（宾）

　　政府保护环境　　政府的保护（主）　　环境的保护（宾）

　　工人检修设备　　工人的检修（主）　　设备的检修（宾）

　　我们建设国家　　我们的建设（主）　　国家的建设（宾）

类似的动词还有：分析，选择，研究，讨论，学习，训练，改革，处理，编写，安排，设计，布置，分配，救济，采购，推广等。

D．N不能是V的主语，也不能是V的宾语：

　　土地属于国家　　*
 土地的属于（主）　　*
 国家的属于（宾）

　　做法符合规定　　*
 做法的符合（主）　　*
 规定的符合（宾）

　　书刊好比朋友　　*
 书刊的好比（主）　　*
 朋友的好比（宾）

类似的动词还有：成为，等于，包括，类似，作为，号称，叫做，值得，相信，遇到等。

为什么会出现这四种情形？有什么规律可循？按通行的语义特征分析法似乎难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无法给上面A、B、C、D四类动词归纳出各类的语义特征来。我们发现，像“思念”这种表示心理状态的动词一般属于A类：

　　人民思念总理　　人民的思念（主）　　*
 总理的思念（宾）

　　儿女理解父母　　儿女的理解（主）　　*
 父母的理解（宾）

　　母亲回忆过去　　母亲的回忆（主）　　*
 过去的回忆（宾）

　　黑人仇恨白人　　黑人的仇恨（主）　　*
 白人的仇恨（宾）

但是，A类的动词显然不限于心理动词，大量的A类动词不是心理动词。另外，“讨厌”和“相信”虽然也是心理动词，但一个属于B类，一个属于D类：

　　我们讨厌真真　　*
 我们的讨厌（主）　　真真的讨厌（宾）

　　我们相信真理　　*
 我们的相信（主）　　*
 真理的相信（宾）

我们还发现，像“扩大”这种“动结式”动词大都属于B类动词，例如：

　　我们提高质量　　*
 我们的提高（主）　　质量的提高（宾）

　　他们打破常规　　*
 他们的打破（主）　　常规的打破（宾）

　　公司开通航线　　*
 公司的开通（主）　　航线的开通（宾）

　　农民改良稻种　　*
 农民的改良（主）　　稻种的改良（宾）

但是，B类动词显然也不限于动结式动词，大量的B类动词不是动结式动词。不仅如此，有些动结式动词属于C类，例如“推广”：

　　政府推广普通话　　政府的推广（主）　普通话的推广（宾）

D类动词大多是表示领属、等同等关系的，但还包括“相信”和“遇到”。

詹卫东（1998）认为，A类动词是施事凸现的动词，B类动词是受事凸现的动词，很有见地，但没有对“凸现”这个概念作具体说明。于是对A类是施事凸现动词的唯一解释就是格式中N是施事，对B类是受事凸现动词的唯一解释就是格式中N是受事。“N的V”成立的条件仍然没有得到说明。本文要进一步回答：（1）为什么这个格式中的N必须是凸现的？（2）N必须什么样才是凸现的？

2．“事物”和“关系”

按照Langacker（1987）“认知语法”的观点，名词指称“事物”，动词陈述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关系”。这种观点似乎跟传统语法的观点一致，但还是有区别。“认知语法”强调“事物”和“关系”的对立是人通过切身的经验而形成的最基本的概念对立，具有心理上的现实性。在人的心目中，世界就是由“事物”和“关系”组成的。语言中名词和动词的对立是建立在这种基本对立之上的。凡二价动词表达的意念都可以抽象为一个简单的认知图式（见图）：

[image: alt]


这个图式中，封闭图形圆圈和方块代表两个“事物”，连接线（粗黑横线）代表两个事物之间的“关系”。有的动词表示动作或过程，如“敌人破坏桥梁”，有的动词表示心理状态，如“女儿想念妈妈”，有的动词表示等同、领属等关系，如“时间等于金钱”，“土地属于国家”，但都可以抽象为表示“关系”。

这个图式存在两种“不对称”。较明显的是两个“事物”之间存在主次上的不对称。一个是主体，用圆圈表示，一个是宾体，用方块表示。就动作“关系”而言，主体是动作的发起者或实施者，宾体是动作的承受者或结果。还有一种不对称不很明显，但肯定存在，那就是“事物”和“关系”之间“部分和整体”的不对称。“关系”概念总是包含相关的“事物”概念，相反，“事物”概念一般不包含“关系”概念。例如我们无法想象发生了破坏而不想象破坏者（如敌人）和被破坏物（如桥梁）的存在，但是我们完全可以想象敌人和桥梁的存在而不必想象破坏的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讲，“关系”代表整体，上面的图式中用椭圆表示，“事物”是这个整体的组成部分。（另参看沈家煊1999）

3．V的指称化和事物化

动词的功能由陈述变为指称，这叫做动词的指称化；动词由表示“关系”变为表示“事物”，这叫做动词的事物化。名词用来指称“事物”，动词用来陈述“关系”，但是我们也需要指称“关系”。而在指称“关系”时，我们把“关系”视为抽象的“事物”。从这个意义上讲，动词的指称化也就是事物化。事物化了的“关系”也用封闭图形（椭圆）表示。

动词的事物化主要有三种方式，分别图示如下：

甲式

[image: alt]


乙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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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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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粗黑线是相对“凸现”的部分。“凸现”是知觉心理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同一个事物或情景，由于我们观察的视角或注意的方式不同，就会由于凸现的差别而在我们头脑中形成不同的心理图式或“意象”（imagery）。动词按甲式事物化就是由凸现“关系”变为凸现两个关联“事物”中的主体。例如动词“编辑”本来陈述“关系”，事物化后变为指称编辑行为的主体，即从事编辑的人，如“老李是这本书的编辑”。同类的例子有：指挥，跟随，领导，警卫等。

动词按乙式事物化就是由凸现“关系”变为凸现“事物”中的宾体。例如动词“发明”本来陈述“关系”，事物化后变为指称发明出来的东西或方法，如“爱迪生有许多发明”。同类的例子有：著作，建筑，抵押，欠缺等。

动词按丙式事物化就是把“关系”作为一个整体（包括“关系”所关联的“事物”）加以凸现。例如动词“破坏”本来陈述一种过程，这个过程随时间而进展变化，事物化后这个进展变化的实际过程隐退为背景，破坏过程作为一个整体凸现出来成为指称的对象，如“破坏容易建设难”。（这好比扫描仪和复印机的差别，前者是逐行扫描的过程，后者是把文件一下子整个复制下来。）

“N的”格式中的V已经指称化和事物化，可以有上述三种方式，例如：

（1）这本书的编辑是老李。（甲式）

（2）电灯是爱迪生的发明。（乙式）

（3）桥梁的破坏很严重。（丙式）

第1节列出“N的V”的四种情形主要是针对丙式的，因为甲式和乙式的V已经指称主语（主体）或宾语（宾体），也就不存在N在主语和宾语间作出选择的问题，如（1）中的“这本书”只能是宾语，（2）中的“爱迪生”只能是主语。

4．“参照体”和“目标”

我们想要指称的事物是一个指称“目标”。要确定一个目标，也就是要建立与一个目标的心理联系，我们往往要借助一个参照体。例如：

　　（1）教堂旁边的自行车　（以“教堂”为参照体确定目标“自行车”）

　　　　湖中央的小岛　（以“湖”为参照体确定目标“小岛”）

　　　　姑娘的头发（以“姑娘”为参照体确定目标“头发”）

　　　　茶壶的把儿（以“茶壶”为参照体确定目标“把儿”）

这四例可以抽象为“N1
 的N2
 ”格式（“N1
 的”是中心语“N2
 ”的修饰语），是一种“参照体一目标”构式（Langacker 1993）。“参照体”和“目标”之间是一种不对称关系。两个事物哪一个充当“参照体”哪一个充当“目标”是有一定之规的，不能随意更替：

　　（2）？
 自行车旁边的教堂　　　*
 头发的姑娘

　　　　　？
 小岛周围的湖　　　　*
 把儿的茶壶

左边两例不是不能说，但一般不说，右边两例干脆不能说。

借助“参照体”来指称“目标”遵循一定的规律。“参照体”一般是相对固定的和比较大的，是比较显眼的（用心理学术语是“凸现度”高的）。如“教堂”是固定的，“自行车”是不固定的，教堂比自行车大。同类例子有：

　　（3）衣帽钩旁边的蚊子　？
 蚊子旁边的衣帽钩

　　（4）桌子上的书　　　　？
 书下面的桌子（书比桌子容易移动）

　　（5）太阳的卫星地球　　？
 地球的恒星太阳

如果两个事物有整体和部分的关系，一般以整体为参照体，因为整体比部分显眼。例如茶壶和壶把儿。同类例子有：

　　（6）书桌的抽屉　　　　*
 抽屉的书桌

　　（7）中国的台湾省　　　*
 台湾省的中国

　　（8）上周的星期二　　　*
 星期二的上周

整体是“自然的”参照体，在人的心目中，世界不是由把儿、抽屉、头发、省份等构成的，世界是由茶壶、书桌、姑娘、国家等构成的。认知心理学发现，后者属于“基本层次范畴”（basic level categories），前者不是。什么情形下可以以部分为“参照体”来指称作为“目标”的整体？试比较：

　　（9）茶壶的把儿　　　这种茶壶的把儿

　　　　　*
 把儿的茶壶　　这种把儿的茶壶

　　（10）书桌的抽屉　　大书桌的抽屉

　　　　　*
 抽屉的书桌　　大抽屉的书桌

　　（11）住房的卫生间　　两间住房（合用）的卫生间

　　　　　*
 卫生间的住房　（带）两个卫生间的住房

“把儿”泛指各种把儿，“这种把儿”专指一类把儿。同样“大抽屉”专指一类抽屉。“卫生间”泛指各种数量的卫生间，“两个卫生间”专指一定数量的卫生间。可见，作为整体的一部分的事物要充当“参照体”必须“专指化”。从信息论的角度讲，“专指化”的目的是提高“信息度”。茶壶一般总是带把儿的，书桌一般总是带抽屉的，住房一般总是带卫生间的，这些属于常识的“整体—部分”关系已经成为“理想的心理模式”。如果告诉别人茶壶带把儿，书桌带抽屉，住房带卫生间，那等于没有提供什么信息，因为这些信息是大家默认的。然而告诉别人茶壶带某种形状的把儿，书桌带某种大小的抽屉，住房带一定数量的卫生间，提供的就不仅仅是默认信息。

5．N的“信息度”

“N的V”格式也是一种“参照体—目标”构式。前面已经说明，这个格式中的V已经事物化，指称“关系”这类抽象事物。N和V之间又存在部分和整体的关系。所以以N为参照体来指称目标时，N也必须有较高的信息度。

说话人指称一个事物是为了让听话人识别这个事物。要识别“思念”这种心理活动只能靠观察思念的主体，主体作沉思状，或不思饮食，或夜不能寐，根据这样一些信息就可以判定某人在思念。然而我们无法靠观察思念的宾体来识别思念，被思念者可能完全没有意识到有人在思念他，也就不会有任何行为上的特殊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讲，思念的主体信息度高于思念的宾体。（这里的“信息度”指的是提示信息，不要跟话语分析的“新信息”和“旧信息”相混淆。）按照Taylor（1994），参照体的信息度（informativity）可以定义为：能为目标的识别提供可靠有效的提示信息的程度。思念如此，其他心理活动也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V是心理动词时，N一般总是主语而不是宾语。A类动词中的其他动词也属于这种情形。例如“抵抗”，要识别抵抗行为，主要看抵抗主体的表现。例如电影画面上只要展现一个人倒在地上还在左挡右推，不必展现进攻者就能识别这是抵抗。相反要设计一个只展现进攻者的抵抗画面，恐怕就很难。信息度较高的N，我们可以对它作出较多的预测，例如“X喜欢Y”中，我们能对X作出较多的预测：X是有生命有情感的人，正处于一种感情或心理状态中；而对Y不能作出多少预测，Y可能是人，可能是物，可能具体，可能抽象。

B类动词的情形正相反，宾体的信息度高于主体。例如“消灭”，要判定是否已经消灭，主要得看宾体，如看敌人是否已被击毙或被俘获，看主体是没有用的。这类动词的宾语大都跟事物的消失或出现有关，或跟增加减少有关，对这样的变化人最为敏感。动结式的V大多属于B类也是这个道理：结果直接跟动作的宾体相关，例如“扩大”当然是使宾体扩大，反过来也只有参照宾体的变化才能知道是否已经扩大。

C类动词关联的两个N信息度都比较高，因此都适宜作参照体。例如“改革”，要判定改革是否真的发生，可以看宾体，如制度是否发生了变化，也可以看主体，如是否颁布了新的法规。“推广”的情形也一样。当然两个N的信息度不可能完全等同，总还是有所差别，这种情况下，哪个的信息度稍高一些，哪个充当参照体的机会就稍多一些。例如“编写”，编写的宾体从无到有，信息度较高一些，因此“教材的编写”似比“老师的编写”显得更自然些。

D类动词关联的两个N信息度都不高，因此都不适宜充当参照体。例如要判定A是否“属于”B，我们不能只看或主要看A，也不能只看或主要看B，而是必须同时看A和B。“A等于B”，“A好比B”，“A值得B”也都属于这种情形。

有些表面上的例外实际恰恰证明上述分析的正确性。比较“信任”和“相信”。虽然二者都是心理动词，“信任”属于A类而“相信”属于D类。从信息度出发就很好解释：要判定是否“A相信B”，我们无法从主体A身上找出什么提示信息来，但要判定“A信任B”可以根据A的表现（如委以重任）。动词“遇到”属于D类，因为要判定“A遇到B”必须同时观察A和B，两者的信息度因此都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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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例子进一步证明信息度不同，充当参照体的能力也不同：

　　（12）？
 制度的建立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13）？
 传统的发扬　　　革命传统的发扬

6．N的“可及度”

按照Taylor（1994），作为参照体的N除了要有较高的信息度之外，还要有较高的可及度（accessibility）。所谓“可及度”是指相关的概念从记忆或环境中提取的容易程度。道理很简单：只有已经可及的概念才可以充当参照体来建立跟相关目标的心理联系。篇章中的话题（topic）就是可及度较高的成分（参看Givón 1984）。不适宜作参照体的N一般也不适宜作话题，试比较：

　　（14）他们消灭了敌人　　他们抵抗敌人

　　　　　敌人的消灭　　　　*
 敌人的抵抗

　　　　　敌人消灭了　　　　*
 敌人抵抗了

　　（15）他们厌恶真真　　　他们讨厌真真

　　　　　*
 真真的厌恶　　　　真真的讨厌

　　　　　*
 真真厌恶　　　　　真真讨厌

不同类型的名词代表的概念有不同的可及度，它们充当话题的机会也就不等。已有的研究表明，代词的可及度高于一般名词，有生名词的可及度高于无生名词，具体名词的可及度高于抽象名词，因此前者比后者更倾向于作话题。另外，篇章中已经提及的概念可及度较高，言谈的主题可及度也较高。例如，心理动词本来不宜用宾体作参照体：

　　（16）　*
 小说的理解　　*
 事情的回忆

但如果提高宾体的可及度，或使其成为话题，情形就有变化：

　　（17）关于那本小说，它的理解需要一定的历史知识。

　　　　　那些事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它们的回忆带给我很多快乐。

　　（18）结果可能不幸也可能幸福，但不会最不幸和最幸福，在爱的过程中才会有“最”的体验。（周国平《人与永恒》）

跟V形成固定搭配的N，即便信息度不高，也可以出现在“N的V”中，原因也是这样的N已经和V在我们头脑中形成固定的心理联系，可及度较高。试比较：

　　（19）回忆往事　　往事的回忆（固定搭配）

　　　　　回忆车祸　　*
 车祸的回忆

　　（20）追求真理　　真理的追求（固定搭配）

　　　　　追求莉莉　　*
 莉莉的追求

再例如“鲁迅的研究”，一般人把“鲁迅”理解为研究的主体，因为研究的主体信息度高，但是在一定的人群内，例如在文学评论界，“鲁迅”就可以理解为被研究的对象，原因也是可及度较高。

7．N的“凸现度”

上面固定搭配和“鲁迅”的例子说明，信息度和可及度是两个概念，各有各的作用。过去中学语文课本有一篇朱德的文章，题目是“母亲的回忆”，是讲作者对母亲的回忆，“母亲”是回忆的宾语。因为标题总是概括文章的主题（话题），而“母亲”作为回忆的对象正是文章的主题。这是作者用可及度压倒了信息度。据说现在的教材编写者已经将文题改为“回忆我的母亲”，那就是编者觉得还是信息度更重要。
③

 上面提到的“讨厌”也说明问题。“我们讨厌真真”，“真真”的可及度并不比“我们”低（同样可以作话题，“真真讨厌”），但信息度高于“我们”（她的种种表现“讨”人厌），因此“真真”能放在N的位置。

然而，一般来说，信息度较高的N可及度也较高，反过来可及度较高的N信息度也较高。这是因为信息度和可及度都跟凸现度有关。从认知心理上讲，凸现度高的事物容易引起人的注意，反过来，人把注意力集中在哪个部分，哪个部分就相对凸现。提高概念的信息度也就提高了概念的“凸现度”。“把儿”前面加上指示词语“这种”，就等于用手指向一个把儿，吸引人的注意力，从而提高了把儿的凸现度。把抽屉描述成“大抽屉”，把卫生间限定为“两个”，缩小了概念的范围，是一种心理上的“聚焦”，也是提高了凸现度。提高概念的可及度也提高了概念的显著度：可及度高的概念离我们的心理“距离”近，近的比远的显著，所以凸现度高。

语境可以改变事物或概念的凸现度。“把儿的茶壶”一般不成立，但有一定的语境就可以成立。设想侦破刑警在现场发现一个茶壶把儿，就会问“把儿的茶壶在哪儿？”，这显然是因为这种情形下“把儿”的信息度和可及度都提高了。上面（18）和（19）也是语境（上下文）改变凸现度的例子。

在交际过程中，说话人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制约，一方面要让听话人准确无误地识别指称对象，一方面人又有将注意力集中于显著事物的自然倾向，采用凸现的参照体来确指目标因此是折中的也是最佳的解决办法。“N的V”只是语言中诸多“参照体—目标”构式的一种而已。
④



以上对“N的V”格式的各种表达成立与否的情形作出了解释，最后有人要问，能不能进一步对各种表达的成立与否作出预测？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只能作出如下的“弱”预测：

相对凸现的N＞相对不凸现的N

这个不等式表示这样的单向蕴涵关系：跟V相关联的两个N，如果相对不凸现的N能出现在“N的”格式里，那么相对凸现的N也一定能出现。反过来说就是，如果相对凸现的N能出现在这个格式里，相对不凸现的N不一定能出现。前提是两个N的凸现度多少总有些差别。如果有人发现相对凸现的N和相对不凸现的N都能出现在这个格式（如“政府推广普通话”），或者发现相对凸现的N和相对不凸现的N都不能出现在这个格式里（如“我们相信真理”），这两种情形并没有违背上述的不等式，因为这种单向蕴涵关系排除的只是这样的情形：相对不凸现的N能出现在这个格式里，相对凸现的N反而不能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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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注


①
 一价动词情况简单，只涉及一个名词性成分，基本都可以出现在N的位置。三价动词比较复杂，需另行研究。


②
 信息度虽然都不高，但A作为话题的“可及度”略高于B。“可及度”的概念见下一节。


③
 关于标题语言的特点，参看尹世超（1993）。


④
 关于各种“参照体—目标”构式，参看Langacker（1993）。


跟副词“还”有关的两个句式

提要　本文集中讨论跟副词“还”有关的两个句式，说明其中的“还”具有“主观”和“元语”的性质，说话人用它表明自己对一个已知命题的态度，即认为这个命题提供的信息量不足，同时增补一个信息量充足的命题。理解“还”的这种功能有助于解释“还”和近似副词“更、又、也、再”在句法和语义上的异同。元语和非元语用法、主观和客观表达的区别在语言中具有普遍性。

1．从“还”和“更”的异同说起

副词“还”和“更”的异同，陆俭明（1980）有详尽的描写，有一点是，两者都能表示比较，但是只有“还”能表示比拟：

　　比较：小王比小李′更高。　　　小王比小李′还高。

　　比拟：那条蛇比′碗口还粗。　　*
 那条蛇比′碗口更粗。

用作比较时，“还”和“更”都能重读，用作比拟的“还”不能重读。又例如：

　　a．小三儿比书架′更（′还）高。　b．小三儿比′书架还高呢。

陆先生敏锐地指出这两句的语义差别，a是拿小三儿跟书架比较高矮，b是拿书架作为衡量标准来“比拟”说明小三儿的高度。

陆先生还指出，“更”可以用于三项比较，“还”不能用于三项比较，例如：

　　a．长江比黄河长，比淮河就更长了。

　　b．*
 长江比黄河长，比淮河就还长了。

如果说“还”和“更”都是表示数量程度增加的“增量副词”，那么这两个副词表示的“增量”究竟有什么性质的差别？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将集中讨论跟“还”有关的两个句式。

2．跟副词“还”有关的两个句式

下面要讨论的两个句式中，“还”字通常和语气词“呢”合用，例子分别如（1）和（2）：

　　（1）小车还通不过呢，就别提大车了。

　　　　　连平面几何还没学过呢，何况解析几何？

　　　　　连五千米还跑不了呢，一万米就更不行了。

　　（2）连这个字也不认得，亏你还上过大学呢。

　　　　　英语都不会说，还在美国待了五年呢。

　　　　　居然五千米都跑不了，还是运动健将呢。

《现代汉语八百词》分别用“抑”和“扬”两种语气来说明“还”在（1）和（2）中的用法。（1）中的“还”表示“抑”的语气，意思相当于“尚且”，前一小句用“还”作为陪衬，后一小句作出推论。（2）中的“还”是“表示感情为主”，前一小句表示责备或讥讽，后一小句用“还”进一步提供理由来加强责备或讥讽的含意，因此带有“扬”的语气。其实（2）也有“尚且”的意思，只是这一意思隐含在前一小句中，如“这个字尚且不认识，还上过大学呢”。

例（1）各句的前一小句都是否定句，“还”字前的词语都是往小里说，但是这些句子也都可以变为相应的肯定句，“还”字前的词语往大里说，而“尚且”义保持不变：

　　（1'）大车还通过了呢，就别提小车了。

　　　　　连解析几何还学过呢，何况平面几何？

　　　　　连一万米还能跑呢，五千米就更行了。

例（2）各句的前一句也都是否定句，表示责备或讥讽，后一小句“还”字后的词语都是往大里说，但是前一小句也都可以变为相应的肯定句，表示赞叹或表扬，后一小句“还”字后的词语变为往小里说，进一步加强赞叹或表扬的含意：

　　（2'）连这个字都认得，你还只上过小学呢。

　　　　　英语说得这么好，还从来没有出过国呢。

　　　　　居然五千米跑第一，还从来没练过长跑呢。

下面将证明这两个句式中“还”的用法可以用一个“元语增量”的概念来作出统一的说明。

3．量级模型

“量级模型”（scalar model）是Fillmore，Kay & O'Conner（1988）和Kay（1990）在说明英语even和let alone的用法时提出的。这个量级模型对汉语“还”在上述两个句式中的用法也是适用的。
①

 汉语和英语不一样的地方将在注文中附带说明。

（1）和（2）都是由前后两个小句组成的复合句，我们把带“还……呢”的小句称作“主表小句”，把不带“还……呢”的小句称作“语境小句”。这样取名是因为主表小句可以脱离语境小句单独说出，而语境小句表达的意思隐藏在上下文或语境中，例如：

　　（3）亏你还上过大学呢！（对陈述“这个字我不认得”的评论）

　　　　连解析几何还学过呢！（对提问“你学过平面几何吗？”的回答）

　　　　小车还通不过呢！（对命令“把大车开过桥洞！”的回应）

主表小句和语境小句可以交换位置，而整个句子的意思基本不变。
②

 例如：

　　（4）小车还通不过呢，就别提大车了。＝就别提大车了，小车还通不过呢。

　　　　连这个字也不认得，亏你还上过大学呢。＝亏你还上过大学呢，连这个字也不认得。

先来看第一种句式。从（1）可以看出，主表小句和语境小句各有一个互相配对的语义焦点成分，例如“小车—大车”，“五千米—一万米”，“平面几何—解析几何”。
③

 句中焦点成分重读，“还”不能重读，例如：

　　（5）′小车还通不过呢！　　　*
 小车′还通不过呢！

这两个焦点成分所在的命题构成一种单向衍推关系（用符号[image: alt]
 表示）：

～（xAy）[image: alt]
 ～（xBy）

A代表主表小句的焦点成分，B代表语境小句的焦点成分；x和y分别代表焦点成分前后的成分；～是否定符号。衍推（entailment）关系的定义是：两个命题p和q，当且仅当p为真q也为真时，p衍推q。（1）各句都是主表小句的否定命题衍推语境小句的否定命题：

　　（6）小车通不过[image: alt]
 大车通不过

　　　　　平面几何没学过[image: alt]
 解析几何没学过

　　　　　跑不了五千米[image: alt]
 跑不了一万米

这种衍推关系是单向的，因为反方向的衍推关系不成立，～（xBy）并不衍推～（xAy），例如“大车通不过”并不衍推“小车通不过”。

要着重指出的是，这种单向衍推关系的建立必须预先按某个维度建立一个“语义量级”，A和B是这个语义量级上的两个点。要理解整个句子，说话人和听话人必须共同建立这样的语义量级后方有可能。就（6）而言，相关的语义量级是：

　　（6'）车的大小维度：一定大小的桥洞，小车比大车容易通过

　　　　　课程深浅维度：学习几何，平面几何先于解析几何

　　　　　跑步长短维度：一定的体力，五千米比一万米容易跑完

语义量级的维度是可以改变的，比如（1）的第一例，如果把句子改为“大桥洞还通不过呢，更别提小桥洞了”，就要按桥洞大小的维度来建立语义量级：一定大小的汽车，大桥洞比小桥洞容易通过。值得注意的是，“还”如果和“连”合用，紧接“连”后面的成分就代表语义量级的维度：

　　（7）你连五千米还跑不了呢，一万米就更不行了。

　　　　连你还跑不了五千米呢，我就更不行了。

第一句的维度是跑步的长短，第二句的维度是“你我”的体力大小。

语义量级的建立，有的不需要特定的语境知识，只需要一般知识，例如：

　　（8）这水洗澡还不够热呢，更别提沏茶了。（沏茶的水比洗澡的水要热）

　　这只箱子大人还拿不动呢，何况小孩。（大人比小孩要容易拿得动）

　　连教授还教不了呢，讲师就更不行了。（教授要比讲师的学识高）

有的则需要特定的语境知识，例如：

　　（9）开封还没有到呢，就别提洛阳了。

　　　　　洛阳还没有到呢，就别提开封了。

要建立这两句的语义量级，第一句必须要有“旅行方向由东向西”的语境知识，第二句必须要有“旅行方向由西向东”的语境知识。
④



无须赘述，理解（1'）中各句的条件（即建立的语义量级）其实跟（1）是一样的，只是有衍推关系的两个命题都是肯定命题而已，即“xAy[image: alt]
 xBy”，例如，大车能通过[image: alt]
 小车能通过，学过解析几何[image: alt]
 学过平面几何。

关于语义量级还要特别说明两点。第一点是，语义量级是前提，衍推关系是建立在语义量级之上的。例如：

　　（10）姑妈还没来呢，就别提亲戚都没来了。

表面上看“亲戚都没有来”衍推“姑妈没有来”，这成了语境小句的命题衍推主表小句的命题，似乎跟前面的规定相反。其实这里相关的语义量级是“亲戚中姑妈来的可能性比其他人来的可能性大”，姑妈没有来，其他亲戚就更不可能来。还是主表小句的命题衍推语境小句的命题。

要说明的第二点是，根据语义量级确立的衍推关系不一定跟客观情形相一致。例如，由于桥洞形状和车载物等原因，可能出现小车通不过而大车反而能通过的情形。但是这种衍推关系又确实是我们根据经验建立的对客观世界一般认识的一部分，预设的语义量级可以说是一种认知上的“理想模型”，所以称为“量级模型”。

4．量级命题的信息度

如前所述，量级模型是按维度建立的。现以一个简单的二维度量级为例：

　　（11）这门课连教授还教不了呢，何况讲师。

　　　　　他连初级课程还教不了呢，何况高级课程。

维度1
 　教职：教授（A），讲师（B），助教（C）

维度2
 　课程：初级（D），中级（E），高级（F）

每个维度各分三等的话，可以建立“某教职能教某课程”类型的肯定命题共9个，再加上这些命题的否定命题9个。在量级模型中，这些命题之间存在一系列衍推关系：同一门课程，助教能教，那么讲师和教授也能教，讲师能教，那么教授也能教；同一个教职，教不了初级课程，那么也教不了中级和高级课程，教不了中级课程，那么也教不了高级课程。这些与量级模型有关的命题称作“量级命题”（scalar propositions），它们的真假值可以用一个矩阵来推导：

[image: alt]


左上角的1表示，如果肯定命题中只有一个为真，那就一定是AD（教授能教初级课程）；右下角的0表示，如果否定命题中只有一个为真，那就一定是CF（助教教不了高级课程）。1朝右朝下的箭头表示，如果知道矩阵中某一位置为1（某肯定命题为真），那么这个位置上方和左方的位置也为1。例如，如果知道BE为，即“讲师能教中级课程”为真，那么可以推知AD（教授能教初级课程），BD（讲师能教初级课程），AE（教授能教中级课程）也为真。0朝上朝左的箭头表示，如果知道矩阵中某一位置为0（某否定命题为真），那么这个位置下方和右方的位置也为0，不再举例。

现在可以引入量级命题的“相对信息度”（relative informativeness）这一概念。两个量级命题的相对信息度高低：就某一量级模型中两个量级命题p和q而言，如果p衍推q，也就是从p可以推知q，而从q不能推知p，那么p的信息度相对高于q。

根据上述定义，上述量级模型中“助教能教高级课程”这个命题的信息度最高，因为由此可以推知任何教职能教任何课程；同样，“教授教不了初级课程”这个命题的信息度也最高，因为由此可以推知任何教职教不了任何课程。反过来，“教授能教初级课程”和“助教教不了高级课程”这两个命题的信息度最低。

两个量级命题的相对信息度高低是决定（1）和（1'）这类句子是否成立的关键。现将句式1概括为如下形式：

句式1：还p呢，别提／何况／更q。

　　　（主表小句）　　（语境小句）

如前所述，主表小句和语境小句的前后位置可以交换。其中p和q代表同一量级模型中的两个量级命题，下面分别称作“主表命题”和“语境命题”。q经常省去和p相同的部分，只保留焦点成分。这两个命题同为肯定命题，或同为否定命题；主表命题p的信息度相对高于语境命题q的信息度。

句式1使用的语用条件如下：在特定的说话环境中，按照会话“合作原则”中的“适量准则”（Grice 1967），说话人认为，已经被交谈双方所接受的语境命题q提供的信息量不足，因而提供一个信息度较高和足量的主表命题p。在提供p之后，就没有必要再表述q（“别提q了”）；在接受p之后，接受q就更不在话下（“何况／更q”）。

从量级模型的角度讲，这个句式里的“还”是一个“量级算子”（scalar operator），它的功能是表示，它所在的小句表达的一个命题（主表命题）的信息度要比语境中已经存在的一个命题（语境命题）的信息度高。

“还”的这种用法跟表示数量程度增加的一般用法（以下简称“一般增量”，如“今天比昨天还冷”，“除了开会，还要备课”）一样都是表示“增量”，但这是“还”作为“元语”的用法。所谓元语（metalanguage）是指用来指称或描述语言的语言。（参看Lyons 1977：10）语言可以用来指称或描述语言自身，这是人类语言区别于动物“语言”和其他非语言传讯系统的特点之一，叫做语言的“反射性”。（参看Hockett 1958）语言的主要功能是传递信息，如果一个语词传递的信息是关于语言本身传递信息的情况的，那么这个语词的这一用法就是它的元语用法。句式1中“还”所传递的信息就是关于语境小句传递信息的情况的，因此是“还”的元语用法。为了跟“一般增量”相区分，我们把“还”的这种用法称作“元语增量”。试比较：

　　（12）a．这辆车比那辆车还小。（一般增量）

　　　　　b．小车还通不过呢，就别提大车了。（元语增量）

　　（13）a．这辆车比那辆车还大。（一般增量）

　　　　　b．大车还通过了呢，就别提小车了。（元语增量）

一般增量的“还”可以重读，能用“更”替换；元语增量的“还”不能重读，也不能用“更”替换：

　　（14）a．这辆车比那辆车′还／′更小。

　　　　　b．′小车还／*
 更通不过呢，就别提大车了。

　　（15）a．这辆车比那辆车′还／′更大。

　　　　　b．′大车还／*
 更通过了呢，就别提小车了。

表示一般增量的“还”字句是客观地陈述一个命题，表示元语增量的“还”字句是对陈述的命题表明说话人的主观态度，即认为语境命题提供的信息量不足，主表命题才提供足量的信息，因此表示元语增量的“还”带有“主观性”（subjectivity）。说话人在说出一段话的同时表明自己对这段话的立场、态度和感情，从而在话语中留下自我的印记，这就是语言的“主观性”。（参看Lyons 1977：739，Langacker 1990，Stein & Wright 1995）另外，从语义辖域（semantic scope）上看，一般增量的“还”的辖域限于它后面的成分，如（12a）的“小”；元语增量的“还”的辖域是主表小句表达的整个命题，如（12b）的“小车通不过”。在口语中，元语增量的“还”可以移到句外，例如“小车通不过呢还”，一般增量的“还”不能这么外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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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式1的整体效果是，由于有了主表小句的支持，语境命题得到加强：你想知道大车是不是真的通不过？好吧，我告诉你小车还通不过，所以大车肯定通不过。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现代汉语八百词》说“还”字小句只是“陪衬”，语境小句是加强性的“推论”。然而从信息度的角度看，主表小句是针对语境小句加强了信息度。这两种“加强”一个指效果，一个指手段，互相联系但不要混淆。

5．复合量级命题

现在来看第二个句式。（2）和（2'）也是由前后两个小句组成的复合句，带“还……呢”的小句（仍称“主表小句”）通常在后，不带“还……呢”的小句（仍称“语境小句”）通常在前，但前后也可以交换位置。这类句子跟（1）和（1'）的区别在于，前后两个小句没有配对的焦点语义成分，例如：

　　（16）五千米还跑不了呢，更别提一万米了。（同（1），“五千米”与“一万米”配对）

　　（17）五千米都跑不了，还是运动健将呢。（同（2），“五千米”与“运动健将”不配对）

然而“还”的性质和功能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还”仍然是一个量级算子。这里同样要建立一个量级模型：运动健将比一般人容易跑完五千米。“还”字后面的词语跟量级的维度有关。（2）各例涉及的量级如下：

　　（18）连这个字也不认得，亏你还上过大学呢。

　　　　　（学历高低维度：大学生比学历较低的人认识的字多）

　　　　　英语都不会说，还在美国待了五年呢。

　　　　　（学习环境维度：在美国待过的比待在国内的英语好）

　　　　　居然五千米都跑不了，还是运动健将呢。

　　　　　（训练程度维度：运动健将比一般人容易跑完五千米）

说“这个字不认识而上过大学”比光说“这个字不认识”的信息度高，说“不会说英语而在美国待过五年”比光说“不会说英语”的信息度高，说“五千米跑不了而又是运动健将”比光说“五千米跑不了”的信息度高。信息度越高，越是出乎意料。这里涉及的单向衍推关系是p和q组成的复合命题衍推p，即（p & q）[image: alt]
 p。现将句式2概括为如下形式：

句式2：居然p，亏你／想不到还q呢。

　　　（语境小句）　　（主表小句）

“居然”也可以用在主表小句代替“亏你（亏他）”或“想不到”，两个小句的前后位置可以交换。句式2跟句式1的差别只在于：在句式1中，语境命题p和主表命题q是量级模型中的两个命题，后者的信息度高于前者；而在句式2中，语境命题p和复合命题p& q（语境命题＋主表命题）是量级模型中的两个命题，后者的信息度高于前者。因此句式2中“还”仍然是一个“量级算子”，使用它的语用条件仍然跟“适量准则”有关：在特定的说话环境中，说话人认为，已经被交谈双方所接受的语境命题p提供的信息量不足，因而又表述一个命题q，p&q这个复合命题信息度较高，能提供足量的信息。这仍然是“还”的“元语增量”用法，带有“主观性”，仍然有别于“一般增量”的用法。跟句式1一样，元语增量的“还”不能用“更”替换，一般也不能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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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a．你的学历比中学′还／′更高。（一般增量）

　　　　　b．连这个字也不认得，亏你还／*
 更上过′大学呢。（元语增量）

　　（20）a．你的学历比中学′还／′更低。（一般增量）

　　　　　b．连这个字都认得，你还／*
 更只上过′小学呢。（元语增量）

6．两个句式的变式

上面讨论的两个句式都有各自的变式。先来看句式2的变式。以（2）和（2'）的头一句为例，它们可以分别变化为（21）和（21'）：

　　（21）亏你上过大学，连这个字还不认得呢。

　　（21'）你只上过小学，连这个字还认得呢。

由于“还……呢”位置的改变，原式的语境命题变成了主表命题，而原式的主表命题变成了语境命题。变式和原式的主要区别在于说话人所着眼的量级模型的“维度”不同，比较：

　　（22）a．连这个字都不认得，亏你还上过大学呢。（原式）

　　　　　b．亏你上过大学，连这个字还不认得呢。（变式）

这里的量级模型涉及“学历”和“学识”两个维度，学历越高，识字越多，反之亦然。两句的差别在于，原式是针对“这个字不认得”这个信息度较低的命题提供一个信息度较高的复合命题“这个字不认得而你上过大学”，所取的维度是学历。变式是针对“你上过大学”这个信息度较低的命题提供一个信息度较高的复合命题“你上过大学而这个字不认得”，所取的维度是学识。选择不同的维度也就是对同一情景选取不同的观察角度，因而“凸现”同一情景的不同部分。实际上原式和变式的语境小句也都可以有“还”出现，形成整句有两个“还”的情形：

　　（23）a．连这个字还不认得，亏你还上过大学呢。

　　　　　b．亏你还上过大学，连这个字还不认得呢。

这就好似两架摄像机同时从不同的角度拍摄同一情景，只能证明“还”的作用是表达两个命题之间的关系，它出现在哪一个小句中关系不大。

变式中的“还”除了表示“元语增量”，有时也有“状态持续不变”的含义，但应该跟纯粹表示状态持续的“还”区分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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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a．你只上过小学，这个字还不认得。（状态持续）

　　　　　b．亏你上过大学，这个字还不认得呢。（元语增量＋状态持续）

再来看句式1的变式。以（1）和（1'）的头一句为例，可以分别变化为（25）和（25'）：

　　（25）小车都通不过，还提大车呢。

　　（25'）大车都通过了，还提小车呢。

按照前面对“语境小句”和“主表小句”的形式定义，也是原式的语境小句成了主表小句，而原式的主表小句成了语境小句。比较：

　　（26）a．小车还通不过呢，别提大车了。（原式）

　　　　　b．小车都通不过，还提大车呢。（变式）

然而从量级命题的信息度来看，变式的主表命题还是“小车通不过”，语境命题还是“大车通不过”，因为前者的信息度高于后者。变式的后一小句“还提大车呢”只是改用一种方式来表达“别提大车了”，带有讥讽和强调的意味，这里的“还”有“持续”的含义。实际上变式的前一小句也可以带“还”，形成含有两个“还”字的句式：

　　b'．小车还通不过，还提大车呢。

这样看来，变式和原式的差别只在“呢”的位置不同。这一差别只是表明说话人想要“凸现”的命题不同：原式凸现的是主表命题，变式凸现的是语境命题。原式要表达的是：信息不足，需要增补；变式要表达的是：信息已足，无需增补。这也只是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来看待两个量级命题的关系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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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还”和其他增量副词

跟“还”语义上近似的增量副词有“又、更、再、也”等，这里不想对它们的异同作全面的比较，这样的比较十分复杂（参看陆俭明、马真1999等）。这一节将说明，理解“还”的元语用法和主观性有助于解释“还”跟这些近似副词在句法和语义上的某些差别。

1）“还”和“更”

“还”有比拟用法是因为“还”有元语增量的用法，“更”没有比拟用法是因为“更”没有“还”这样的元语增量用法。可以把“小三比′书架还高呢”这种比拟句看作本文讨论的句式1的主表小句，并把语境小句补说出来：

　　（27）小三儿高，小三儿比′书架还高呢！

说话人认为语境小句“小三儿高”提供的信息量不足，因而用“还……呢”所在的主表小句增补一个信息度更高的足量命题“小三儿比书架高”。全句可以翻译成：你说“小三儿高”，我还要告诉你“他比书架高”。既然说话人是想用“他比书架高”来表明他不是一般的高，那么“书架”就必然是用来比拟高，而不是用作一般的比较标准。

“更”可以用于三项比较，“还”不能用于三项比较，这也是因为“还”有“元语增量”的用法。重复例句如下：

　　（28）a．长江比黄河长，比淮河就更长了。

　　　　　b．*
 长江比黄河长，比淮河就还长了。

a是根据已知命题“长江比黄河长”和“黄河比淮河长”作纯逻辑的推导（用“就更……了”的形式），得出“长江比淮河更长”的结论，正好符合“更”表示“一般增量”的用法。三项比较都是复合句，用了“还”的复合句会引发“还”的“元语增量”用法，使前后小句形成语境小句和主表小句的关系。b不成立是因为命题“长江比淮河长”并不比命题“长江比黄河长”的信息度高，相反还要低。如果把b句改为b'（长江、黄河、淮河三者之间的长短关系保持不变），句子就能成立：

　　　　b'．长江比淮河长，比′黄河还长呢。

b'属于本文讨论的句式1，它不是在作纯逻辑的推导，而是说话人对一个语境命题“长江比淮河长”表态，认为它提供的信息量不足，同时增补一个主表命题“长江比黄河长”（用的是“还……呢”的形式），这个主表命题提供了关于长江之长的足量信息，全句可以翻译成：你说“长江比淮河长”，我还要告诉你“长江比黄河长”。注意b'中的“还”反而是不能用“更”来替换的，“长江比淮河长，比黄河就更长了”的说法违背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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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还”和“又”

《现代汉语八百词》说“还”和“又”的区别是“还”主要表示未实现的动作，“又”主要表示已实现的动作：

　　（29）a．他昨天来过，明天还来。（未实现）

　　　　　b．他昨天来过，今天又来了。（已实现）

说“又”主要表示已实现的动作没有错，但是“还”不是主要表示未实现的动作，像b'这样的句子是经常见到的：

　　b'．他昨天来过，′今天还来了呢。（已实现；“今天”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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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表示“未实现”倒经常受限制，例如祈使句只能说“再唱一个！”（未实现），却不能说“还唱一个！”。问题在于说明b和b'的语义差别。b用“又”只是客观地报道他来的动作重复发生，而b'属于本文讨论的句式2。说b'时，说话人认为“他昨天来过”这个命题（语境命题）提供的信息量不足，因而增补一个“他今天来了”的命题（主表命题），语境命题和主表命题组成的复合命题“他昨天来过＆他今天来过”是信息度高的足量命题。b'也可以按句式1来理解，涉及的语义量级是“他今天来的可能性不如昨天来的可能性大”，因此主表命题的信息度高于语境命题。

3）“还”和“也”

有人认为“还”和“也”都能表示动作的重复或接续，区别是“还”必须指同一个施事者，“也”没有这个限制（吴葆棠1991：108）：

　　（30）a．我白天想，晚上也／还想。

　　　　　b．你想去，我也／*
 还想去。

a句的“白天想”和“晚上想”的施事相同，“也”和“还”都可以用；b句“想去”的施事不同，就只能用“也”不能用“还”。其实不是不能用“还”，而是用了“还”会多一层“递进”的含义（吴文也已指出这一点）：

　　b'．你想去，我还想去呢。

问题在于说明为什么b'会多一层递进的意思？显然也是因为这里的“还”是元语增量的用法，句子重音在“我”不在“还”。b'可以按句式1理解，也可以按句式2理解。按句式1理解，相关的语义量级是我想去比你想去的可能性要小，因此说“我想去”比说“你想去”提供的信息度高；按句式2理解，说话人是要表达“你想去＆我想去”这个复合命题比“你想去”这个命题的信息度高。

4）“还”和“再”

无论是表示重复还是增补，祈使句能用“再”不能用“还”，例如：

　　（31）唱了一个，再唱一个！

　　　　　*
 唱了一个，还唱一个！（重复）

　　　　　跳了一个舞，再唱一首歌！

　　　　　*
 跳了一个舞，还唱一首歌！（增补）

既然是祈使，就不可能同时对命题的信息量表态。然而这样的“还”字句用在祈使句的“回声句”（echoing sentence）中倒是再自然不过，因为“还”有元语增量的性质：

　　（32）（什么？唱了一个）还唱一个？

　　　　　（什么？跳了一个舞）还唱一首歌？

用“再”的祈使句只是说话人要求重复或增补一个动作，（32）则是说话人对这种要求表态，认为动作的重复和增补没有必要。要求重复或增补一个动作跟主观上认为重复或增补一个动作有无必要，两者虽然有联系，但毕竟不是一回事儿。

8．结语

上面着重说明了副词“还”的元语增量用法，把它跟一般增量的用法区别开来。一般增量是客观的陈述，元语增量是主观的表态。那么这种区分在语言中是否具有普遍性呢？回答是肯定的。就副词而言，我们过去已经说明否定副词“不”和程度副词“好”有元语和非元语两种用法，可参看沈家煊（1993，1994）。除了副词，助动词和连词也经常有元语和非元语两种用法，这里各举一例如下：

　　（33）a．他能帮你一把。　　b．他能不帮你一把吗？

助动词“能”有两种用法，a是客观地陈述一个命题，表达他有帮你一把的能力，b则是对命题“他不帮你一把”的真假作主观的推测，这是“能”的元语用法。

　　（34）a．张刚回来了，因为他还爱小丽。

　　　　　b．张刚还爱小丽，因为他回来了。

“因为”也有两种用法，a表述一种客观的因果关系：张刚还爱小丽是他回来的原因。b看上去像是颠倒了a中的因果关系，其实不是。b的意思不是“张刚回来是他还爱小丽的原因”，而是“说话人知道张刚回来了，这是说话人推断张刚还爱小丽的原因”，这是“因为”的元语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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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注


①
 这个量级模型在Liu（2000）中已有说明，该文试图用它来说明副词“还”的各种用法，反而模糊了“还”的元语用法（见以下注③⑩）。


②
 “语境小句”和“主表小句”这两个名称在Fillmore，Kay & O'Conner（1988）和Kay（1990）中分别称为Context Proposition和Text Proposition。相比之下，英语中两个小句交换位置不像汉语这么自由：

John didn't even make the finals, let alone win the tournament.

约翰还没能进决赛呢，别提得冠亚军了。

*Let alone win the tournament, John didn't even make the finals.

别提得冠亚军了，约翰还没能进决赛呢。


③
 Liu（2000）认为配对的焦点成分不能是主语，不能说“老王去了学校，老张还去了”。其实只要在句末加上“呢”，“老王去了学校，老张还去了呢”完全能说。下面要说明“还”管辖的范围是整个命题，自然包括主语在内。


④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语境知识是根据整个句式的意义和常识（洛阳在开封的西面）推导出来的，而不是事先就有的。有人一定要把语义和语用区分开来，认为句子有自身固有的语义，放到一定的语境中才生发出语境意义。这两个例子证明这种区分不完全正确，因为语境意义也和句子的格式分不开。


⑤
 感谢张伯江先生提供这一例证。


⑥
 只有当“还”直接修饰一个“引述语”时才可以重读：

　五千米都跑不了，′还运动健将呢。

这句中的“运动健将”是“还”直接修饰的引述成分，书写时可以加引号，“还运动健将呢”相当于“还说什么运动健将呢”，“还”有“持续”的意思。


⑦
 “还”用在句式2的变式中相当于英语的still：

　The boss wasn't there and still we worked hard.

　老板不在，我们干活还卖力着呢。

这个英语句子不能改用even：

* The boss wasn't there and we even worked hard.

英语still一词的基本意思是“持续”。“增量”和“持续”是两个相通的概念，状态的持续往往伴随数量或程度的增加，两者有时难以分开，例如：

下午三四点钟还来了些拜寿的，老头子已觉得索然无味。（《骆驼祥子》）来拜寿的状态持续，拜寿的人数也在增加。


⑧
 李宇明（2000：128）也认为“还”可以表示主观量，既可以表示主观大量，又可以表示主观小量，例如：

a．百把块钱还想买两条牛仔裤。　b．百把块钱还买不了两条牛仔裤。

a的“百把块”表示主观小量，“两条”表示主观大量，b相反，“百把块”是主观大量，“两条”是主观小量。按本文的分析，两句中的“还”都是表示“元语增量”，只需把语境小句补出来：

a．百把块钱一条都买不了，还想买两条呢。

b．百把块钱买不了三条，还买不了两条呢。


⑨
 陆文和Paris（1988）还都指出，“还”后头可以带各种数量结构，“更”后头只能带“一些”“一点儿”：

　　小王比小李还高三公分。　　小王比小李还高些。

　　*小王比小李更高三公分。　　小王比小李更高些。

这也可以用“更”只限于纯粹的比较和逻辑推导来作出部分的解释。从“b比c高”和“a比b高”这两个前提就已经可以进行逻辑推导得出“a比c更高”的结论，具体说明高几公分是多余的，反而会妨碍这样的推导。相反，“还”表示元语增量是要提供一个信息量充足的命题，说话人在知道小王比小李高三公分的情形下如果只说小王比小李高就会违背会话的“适量准则”。


⑩
 Liu（2000）也认为“还”不能表示已实现的动作，因此“老王昨天去游泳，今天还去游了一次”不能说，只能说“老王昨天去游泳，今天还要去。”但是如果用“还……呢”句式就不成问题：“老王昨天去游泳，′今天还去游了一次呢！”这是本文讨论的句式2的典型例子。


如何处置“处置式”？

——论把字句的主观性

提要　本文主要通过把字句和一般动宾句的比较，论证把字句的语法意义是表示“主观处置”，即说话人主观认定主语甲对宾语乙作了某种处置。把字句的这种主观性跟语言一般具有的主观性一样，主要表现在互有联系的三个方面：1）说话人的情感；2）说话人的视角；3）说话人的认识。只有从整体上把握把字句的这种语法意义，才能对过去分别列举的把字句的种种语法语义特点作出统一的解释。

1．把字句的语法意义

把字句的语法意义是表示“处置”，把字句可以称为“处置式”，这最早是王力（1943）提出来的。“处置式”的名称虽然已经叫开，但是一直有人对把字句的语法意义是表示“处置”提出质疑。吕叔湘（1948）认为把字句并不是都表示处置，例如“把日子误了”、“把机会错过”、“你把这句话再想想看”等。梅广（1978）认为，处置是动词的性质，不是把字句的功能。“我把他打了一顿”与“我打了他一顿”两句，不仅把字句有处置意味，而且动宾句也具有处置意味，因为“打”这一动词具有处置意味；“我把大门的钥匙丢了”与“我丢了大门的钥匙”两句都没有处置意味，因为“丢”这一动词没有处置意味。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把字句的语法意义是处置。现在许多人认为把字句是对处置义加以强调，但是什么算强调，哪些情形需要强调，不明确也不好掌握，对学汉语的外国学生来说更是这样。

薛凤生（1989）和戴浩一（1989）等将把字句的语法意义重新归纳为“致使”，然而这一论断也只适用于一部分把字句，例如“你把这句话再想想看”就不能用“致使”来解释。蒋绍愚（1997，1999）表达了跟梅广类似的观点：致使是动结式的性质，不是把字句的功能。因为“把花姑娘急疯了”和“急疯了花姑娘”都表示致使。这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把字句的语法意义是致使。

宋玉柱（1981）和马真（1981）等人认为不能狭隘地理解“处置”，“他把东西丢了”也是施事“他”对受事“东西”的一种处置。但是这样一来，“处置”的含义过于宽泛，成了一个空洞的名称。

另一种观点不是放宽而是缩小“处置”的含义。戴浩一（Tai 1984）和孙朝奋（Sun 1996）认为，跟相应的动宾句比较，把字句的语法意义是表示“高及物性”（high transitivity），也就是受事“完全受影响”（total affectedness），例如：

　　（1）他喝了汤了，可是没喝完。

　　　　*
 他把汤喝了，可是没喝完。

“他喝了汤了”，汤不一定已经喝完，“他把汤喝了”要理解为汤已经喝完。张伯江（2000）进一步论证了这一看法的合理性。但是有一些把字句动词后可以带吕叔湘（1948）所说的“偏称宾语”，如“把一盏酒淹一半在阶基上”，“怎肯把军情泄露了一些儿”，淹的显然不是全部的酒，泄露的也不是全部军情。吕先生还指出，有些带偏称宾语的把字句换成动宾句反而不自然，如“砍了你的一根竹子”就不如“把你的竹子砍了一根”自然。因此把字句的语法意义究竟是什么，这还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2．“客观处置”和“主观处置”

虽然一直有人想取消“处置式”这个名称，但始终没有能取消得了。这说明把字句有“处置”意味的判断还是基本符合我们的直觉。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区分两种互有联系又性质不同的“处置”，一种是“客观处置”，一种是“主观处置”：

客观处置：甲（施事）有意识地对乙（受事）作某种实在的处置。

主观处置：说话人认定甲（不一定是施事）对乙（不一定是受事）作某种处置（不一定是有意识的和实在的）。

本文要论证的就是，把字句的语法意义是表达“主观处置”。客观地叙述甲对乙进行了处置是一回事，主观上认定甲对乙进行了处置又是另一回事，虽然两者之间不是没有联系。主观与客观之间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就把字句而言一共有四种情形：

a．客观上甲处置乙，说话人只是客观地报道这一处置。

　　例如：他喝了一碗酒。他打了她一顿。

b．客观上甲处置乙，说话人主观上也认定甲处置乙。

　　例如：他把那碗酒喝了。他把她打了一顿。

c．客观上甲未处置乙，而说话人主观上认定甲处置乙。

　　例如：他把大门的钥匙丢了。他把这句话又想了想。这可把花姑娘急疯了。

d．客观上甲未处置乙，说话人主观上也未认定甲处置乙。

　　例如：他丢了大门的钥匙。他又想了想这句话。这可急疯了花姑娘。

b和d是主客观一致的情形，a和c是主客观不一致或不完全一致的情形。不管客观上甲是否处置乙，只要说话人是这么认定的，就用把字句（b和c），说话人不这么认定，就用动宾句（a和d）。“主观处置”的概念不同于“宽泛意义上的处置”，“主观处置”的核心是“说话人认定”，即便是“狭义的处置”，说话人仍然可以不认定有处置（如a）。也可以认为主观性是个程度问题，不可能有不带任何主观性的语句。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动宾句a和d的主观性弱于对应的把字句b和c。

按照Lyons（1977:739），“主观性”（subjectivity）是指语言的这样一种特性，即在话语中多多少少总是带有说话人“自我”的表现成分，也就是说话人在说出一段话的同时还表明自己对这段话的立场、态度和感情，从而在话语中留下自我的印记。已有的研究表明，语言的“主观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说话人的情感，说话人的视角，说话人的认识。这三个方面互相联系，经常交织在一起。（参看Finegan 1995）把字句的主观性在这三个方面都有体现，下面主要通过把字句与动宾句的比较来加以说明。
①



3．把字句如何表达说话人的情感？

把字句的“主观性”首先体现在说话人的“情感”上，这就是所谓的“移情”（empathy）现象。Kuno（1987:26）对“移情”的定义是“说话人将自己认同于……他用句子所描写的事件或状态中的一个参与者”。汤廷池（Tang 1986）按照这一思路，曾用一系列句子说明汉语中存在的“移情等级”（speaker's empathy hierarchy），张洪明（Zhang 1994）则从历时的角度证明汉语的“被”字句是“移情”过程的产物。

就把字句而言，说话人移情于一个处置事件的参与者，常见的结果是，在说话人的心目中，施事成了责任者，受事成了受损者。先看下面一个例子：

　　（2）秦亦不以城予赵，赵亦终不予秦壁。

这是《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完璧归赵”这一段的结束语。先秦的“以”字句是汉语处置式的滥觞，陈初生（1983）认为，这里前一句用以字句，后一句用动宾句，可能是为了避免句式重复。他又说“处置式的产生是汉语施受关系表达方式多样化的结果，是修辞的因素刺激了这一句法的发展”。究竟是什么“修辞因素”在起作用？如果只是为了避免句式重复，为什么不反过来说成（2'）：

　　（2'）秦亦不予赵城，赵亦终不以壁予秦。

有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篇章衔接”。吕叔湘（1983）和金立鑫（1997）都认为篇章衔接是选用把字句的一个因素。像“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庙里有个和尚……”这种名词首尾相接的表达方式是“篇章衔接”的最佳方式之一（参看陈平1987），因此（2）的表达顺序“秦……赵，赵……”显然比（2'）衔接得好。但是篇章衔接并不能解释为什么不说成（2”），尽管（2”）的篇章衔接跟（2）同样的好：

　　（2”）秦亦不以城予赵，赵亦终不以壁予秦。

写史要客观，但实际上不可能不带有写史人的主观立场和态度。（2）前后句式的变换用主观“移情”的概念就很好解释：在司马迁看来，秦不以城予赵，责任在秦，所以用以字句为宜；赵终不予秦壁，责任不在赵，所以用动宾句为宜。再看以下例子：

　　（3）这是书误了他，可惜他也把书糟蹋了。

这是《红楼梦》42回宝钗在婉言劝戒黛玉，说起男人读了书反倒变得更坏。前半句是动宾句，后半句是把字句。问题还是为什么（3）没有反过来说成（3'）：

　　（3'）这是书把他误了，可惜他也糟蹋了书。

在上述语境里（3'）听上去很别扭，因为说话人（宝钗）“可惜”的是“书”，“书”在说话人的心目中是受损者，“他”是使“书”受损的责任者。有的本子（3）作“这并不是书误了他，可惜他把书糟蹋了”，说话人同情“书”的意味就更加明显。

　　（4）你拆了我们楼也罢了，怎么将这御书牌额也打碎了？（《元曲选》）

这一句如果说成（4'）听上去也很别扭：

　　（4'）你将我们楼拆了也罢了，怎么也打碎了这御书牌额？

“也罢了”（表示无所谓）和“怎么”（表示责怪）这样的词语明显地表现出说话人对事件参与者的情感，在“楼”和“御书牌额”两者之间，说话人更同情后者。

　　（5）我的（行李）烧去也还罢了，总是你瞎倒乱，平白的把翠环的一卷行李也烧在里头，你说冤不冤呢？（《老残游记》）

这个例子开头用的虽然不是动宾句而是受事主语句，但是和后面的把字句相比，说话人移情于两件行李的差别是十分明显的。

　　（6）割了你穷耳朵，剜了你穷眼睛，把你皮也剥了。（《元曲选》）

第三分句不顺着前面的动宾句式而独用把字句，显然是因为（6）是个语义上递进的句子，处置对象“你皮”成了说话人的移情重点，第三分句相当于“连你皮也把它剥了”（“连……也”是焦点标记）。
②



报载一劳改释放人员恶习不改，因为在路上被人看了一眼就上去大打出手。记者报道这个事件用的是（7），如果改用（7'）就很别扭：

　　（7）她看了他一眼，他居然就上去打她。

　　（7'）？
 她把他看了一眼，他居然就上去打她。

客观上看人一眼，被看的人并没有受任何损害，但主观上就不一定。用了把字句“她把他看了一眼”就有了“他”是受损者的意味，与后面的“居然”不匹配。

　　（8）意大利队把德国队赢了

此例是报载体育新闻的标题，用的是把字句，而标题一般都用动宾句“意大利队赢（了）德国队”。看了详细报道才知道，原来意大利队本来想踢假球，跟德国队踢平，或输给德国队，结果不小心却赢了德国队。于是在这位记者的眼中意大利队成了责任者，德国队成了受损者，因此用了把字句。把字句有“追究责任”的意味，张伯江（2000）也有说明。

正因为有一个参与者（受事）在说话人心目中是受损者，所以把字句常常有不如意的含义。但是必须明确，所谓“不如意”是对说话人来说不如意。汉语中的被字句有较强的不如意含义，王力（1943）认为被字句表达的不如意是“对主语而言”的，但是李临定（1980）指出，“不是针对主语的，也不是针对句子里其他成分的，而是对说话人（未进入句子）说来是这样的”，例如：

　　（9）好的（姑娘）都叫人家挑完了。（赵树理）

　　　　你进去，把小缸儿藏起来，省得（小缸儿）教四嫂看见又得哭一场。（老舍）

客观上“被人挑完”对“好姑娘”来说是好事，“被人看见”对“小缸儿”来说无所谓如意不如意，不如意都是对说话人而言的。第二个例句“小缸儿”同时是把字的宾语，正好说明把字宾语也是说话人的移情对象。

吴葆棠（1987）收集“把NV了”（V为光杆单纯动词）句式的例句62个，其中61个的动词是表示违愿或丧失义的，例如：把首饰当了／*
 把首饰赎了，把书还了／*
 把书借了，把钢笔丢了／*
 把钢笔拾了。对把字句的这种语义倾向性必须作出解释。合理的解释仍然是说话人把受事看作同情的对象：人一般寄情于想得到而没有得到、得到了而又失去的东西。完全失去的东西又比部分失去的东西更容易获得同情，因此有“他把汤喝了”和“他喝了汤了”语义上的差别。可见，把字宾语“完全受影响”并不是使用把字句的根本动因，根本动因是受事成为说话人的移情对象。受事完全受影响比部分受影响更容易成为移情对象，但是部分受影响的受事如果是移情对象也可以用把字句。意义上受“都”字管辖的受事必须作把字句的宾语（他把汤都喝了／*
 他都喝了汤了），这应看作是主观移情这个动因最终“语法化”的结果。“移情”还能解释吴葆棠（1987）指出的如下现象：

　　（10）扔了手榴弹了　　把手榴弹扔了

“扔了手榴弹了”中的“扔”主要作抛掷解，而“把手榴弹扔了”中的“扔”主要作抛弃解。这种语义差别显然也在于把字句的主观性：“抛弃”的对象容易被视为受损者，“抛掷”的对象不容易被视为受损者。

移情对象主要是说话人“同情”的对象，此外，还可以是“钟情”的对象，例如：

　　（11）先把这个派了我罢，果然这个办得好，再派我那个。

这是《红楼梦》24回中贾芸对凤姐说的话。贾芸想方设法求凤姐，想得到在园子里种花种树的“这个”差事，凤姐却拿明年还有烟火灯烛的“那个”差事来搪塞他。贾芸知道那个烟火灯烛虽是个大宗，却可望而不可即，因此一心想得到的还是眼前“这个”差使。“这个”是说话人贾芸钟情的对象，因此用作把字句的宾语，“那个”不是钟情的对象，因此用作动宾句的宾语。如果把这样的配置掉个个儿，情形就大不一样：

　　（11'）先派我这个罢，果然这个办得好，再把那个派我。

这种说法的意味是，贾芸好像是无可奈何接受“这个”，一心想得到的是“那个”。

刘一之（2000）比较“你去遛遛马”和“你去把马遛遛”两句的语义，认为前一句的含义是“你的精神就好了”，后一句的含义是“马的精神就好了”，十分正确，把字句里的“马”显然是说话人钟情的对象。“别把书乱扔”可以说，因为说话人钟情于书；不说“别把书乱看”，因为乱看书的结果是看书人会受影响，书不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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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你把火盆里多添点炭。（《老残游记》）

　　　　　这地方人起乳名，常把前边加个“小”字，像小顺，小保……等。（《李有才板话》）

这两句里的“把”字都可以换用“在”字，但是换用“在”字后“火盆里”和“（乳名）前边”就只是表示处所，而用“把”字时它们不仅是处所，还是说话人钟情的对象。

最后，处置对象还可以成为说话人“厌恶”的对象，但多见于祈使句。例如：“把他杀了！”“把这些旧衣服赶快卖了吧！”。同情、钟情、厌恶这三种情感都跟主观认定的“受损”有关：同情于X是说话人认为X已经受损，钟情于X是说话人不愿意X受损，厌恶X是说话人愿意X受损。情感上的爱和恨是很容易转换的，爱恨交集的情形也不少见。（参看孙德宣1983关于“美恶同辞”的语言现象）

4．把字句如何表达说话人的视角？

说话人对客观事件和状态的观察角度或是加以叙说的出发点叫做“视角”（perspective）。“横看成岭侧成峰”，对同一事物由于视角的变化就会形成不同的心理意象。同样是半瓶酒，乐观者说还有半瓶，悲观者说少了半瓶，这是对同一客观“量”由于不同的视角形成不同的主观体验。把字句经常体现说话人对受事量的主观判断：

　　（13）将些衣服金珠首饰一掳精空。（《儒林外史》）

　　　　　把几个零钱使完了。（《儿女英雄传》）

　　　　　后来他丈人家没了人啦，把几块地也归他种啦。（《白话聊斋》）

吕叔湘（1948）指出，这几句中把字宾语里的“些”和“几”不是偏称性的，而是描写性的，可以说是跟英语the little和the few相当。同样是“一些”或“几个”，在英语里说话人主观上觉得少就用little或few，主观上觉得量还不少就用a little或a few。可见（13）中的把字宾语都表示一种主观上的小量。下例不说“拉长一句话”而说“把一句话拉长”，也是说话人主观上觉得“一句话”量小：

　　（14）我就怕和别人说话：他们必定把一句话拉长了，作两三截儿，咬文嚼字，拿着腔儿，哼哼唧唧的，急得我冒火……（《红楼梦》）

“一”是个特殊的数词，主要表示小量，但也能表示大量。“这个星期他一天活没干”中的“一天”是小量；“他从早睡到晚，一天没干活”中的“一天”是大量（一整天），差别显然也是因为视角的不同。带“一”的把字宾语表示主观大量的例子如下：

　　（15）知道了她的情况，就把一群马扔在草场上，挨家挨户地为她寻找出路。（《灵与肉》）

　　　　　有一个四川同学家里寄来一件棉袍子，……然后，几个馋人，一顿就把一件新棉袍吃掉了。（汪增祺《落魄》）

口语中还经常有如下的表达，把字宾语前的“大”和“小”显然是主观认定的：

　　（16）看把个大小伙子伤心得！

　　　　　看把个大礼拜天搅得！

　　　　　把个小处长乐得屁颠屁颠的。

主观量经常跟移情交织在一起，因为一般的心理是同情弱小的，钟情强大的：

　　（17）把我搞成这样，可我总想，共产党不可能总把一个老老实实的人这么搞。（《一百个人的十年》）

　　　　　到七日上，把个白白胖胖的孩子跑掉了。（《儒林外史》）

把字句对量的主观判断还可以是针对动作或性状的。朱德熙（1956）指出，状态形容词“表示的属性都跟一种量的观念或是说话的人对于这种属性的主观估价作用发生联系”。比较状态形容词和性质形容词用在把字句的情形：

　　（18）把嘴张得大大的　　　　把嘴张大

　　　　　把东西抢得精光　　　　把东西抢光

　　　　　把马路照得又光又亮　　把马路照亮

　　　　　把那件东西抱得紧紧的　把那件东西抱紧

尽管谓语动词都是复杂形式，但左列的句子是自由的，右列的句子是黏着的，不能独立使用。这显然是因为状态形容词的主观性比性质形容词强。右列的句子如用作祈使句就没有问题，这是为什么？祈使句主语施事要做的事正是说话人想要他做的事，或者是说话人自己也想做的事，因此祈使句表现出说话人和主语施事之间的某种“认同”，祈使句的主语也常叫做“言者主语”（speaker 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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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祈使句跟陈述句相比带有较强的主观性，下面二例中把字句都是祈使句，而对应的动宾句都是陈述句：

　　（19）麝月笑道：“……你把那穿衣镜的套子放下来，上头的划子划上。”……（宝玉）便自己起身出去，放下镜套，划上消息。（《红楼梦》）

　　　　　他说：“你就把它给我吧！”……我给他折扇时，他握了握我的手，握得好使劲。（《一百个人的十年》）

除了主观量，把字句的视角主观性还表现在动词的“体”（aspect）上。过去说把字句的动词须是复杂形式的，这并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18）和（19）的例子已经说明这一点。同样，“了”和“过”都是体标记，单纯的动词能加“了”构成把字句，但不能加“过”构成把字句，尽管“V了”和“V过”都是复杂形式。（参看马真1985）相反，动宾句用“V过”能独立成句，用“V了”不能独立成句，形成“互补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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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我吃了野菜。　　我吃过野菜。

　　　　　我把野菜吃了。　　*
 我把野菜吃过。

我们的解释是，用“V了”比“V过”的主观性强。《现代汉语八百词》在比较“过”和“了”时指出，“V了”总是和“现在”相联系，“V过”不一定和“现在”相联系：

　　（21）这本书我只看过一半。（现在不在看）

　　　　　这本书我看了一半了。（现在还在看）

　　（22）他学过英语。（现在不一定会英语）

　　　　　他学了英语。（含有现在会英语的意思）

因此“V过”只是客观地报道曾经发生一个事件（我吃过野菜），用了完成体的“了”，在叙述一个过去事件的同时还表示出说话人的视角：说话人从“现在”（即说这句话的时刻）出发来看待这个事件，把它跟“现在”联系起来，比如说，因为吃了野菜，现在肚子不舒服。正因为如此，“我吃了野菜”给人以话还没有说完的感觉。　“V了”后面可以用状态形容词作补语（加“个”），“V过”不行，这也证明“V了”的主观性比“V过”强：

　　（23）输了个精光　　　　*
 输过个精光

　　　　　打了个落花流水　　*
 打过个落花流水

王军虎（1988）指出，不能用“过”的把字句，如果动词后加上结果补语，或“过”后加上动量词语，或前面有全称量词语，就可以用把字句，例如：

　　（24）*
 他没把饭做过　　　　他没把饭做煳过

　　　　　*
 我把这种菜吃过　　　我把这种菜吃过多少次

　　　　　*
 又把两件东西试过　　又把两件东西一一试过

这是因为这些手段都能起增强动量的作用，从而增强说话人对动量的主观感受。

5．把字句如何表达说话人的认识？

语言的“主观性”还表现在说话人对客观事件的“认识”上。这种“认识”主要跟语言中的情态范畴有关，所以叫“认识情态”（epistemic modality）。例如：

　　（25）a．小王应该回家。

　　　　　b．小王该到家了。

虽然都用了情态动词“（应）该”，a叙述的是客观上“小王”有采取某项行动（回家）的必要，“应该”表示的是一种“义务情态”（deontic modality），而b中的“该”表示的是“认识情态”，是说话人根据自己的知识对命题“他到家了”为真的可能性所作出的推测。

和对应的动宾句比较，把字句往往有动作或事件出乎意料的含义。所谓“出乎意料”，是说话人觉得出乎意料，或是说话人认为听话人会觉得出乎意料，从认识上讲就是说话人认为句子表达的命题为真的可能性很小。

马真（1985）和王还（1985）都指出，把字宾语为无定名词的句子“都含有出乎意外的意思”，表示一种“意外的行动”，尤其当把字宾语前只带量词“个”而“一”不出现时（王惠1997，衫村博文2002），例如：

　　（26）我要向他借支钢笔，他却把一支铅笔递给了我。

　　　　　忽然，哐当一声，不知是谁把个凳子给撞翻了。

　　　　　倒把个亲女儿叫弟夫人拐了去了。（《儿女英雄传》）

　　　　　怎么公公乐的把个烟袋递给婆婆了？（同上）

　　　　　谁听说过把个抱来的闺女娇惯得像个娘娘似的。（《四世同堂》）

“忽然”、“倒”、“却”、“怎么”、“谁听说过”等字眼都带有出乎意料的意思。动作前不存在、通过动作而后存在的所指对象不能成为把字宾语，如“生了个孩子”、“盖了一间屋”、“织了件毛衣”等，因为从客观上讲，我们不可能对还不存在的事物进行某种处置。但是如果动词带上后附成分，使动作成为一种“意外的行动”，客观处置因而变为主观处置，那就可以用把字句了，例如：

　　（27）小张把个孩子生在火车上了。

　　　　　你总不能把房子盖到别人家去吧。

　　　　　小林把一件毛背心织得又肥又长。

　　　　　不想把话又说造次了。

“总不能”、“不想”等字眼也带有出乎意料的意思。如果说定指的把字宾语主要体现说话人的情感，那么不定指的把字宾语主要体现说话人的认识。

　　（28）至其时，西门豹往会之河上。……有顷，曰：“巫妪何久也？弟子趣之！”复以弟子一人投河
 。有顷，曰：“弟子何久也？复使一人趣之！”复投一弟子河中
 。凡投三弟子
 。（《史记·滑稽列传》）

第一次投弟子入水一定比第二次投弟子入水更出乎意料，所以第一次用处置式、第二次用动宾句是正常的。如果把两个句式换个个儿，读上去就十分别扭。“凡投三弟子”纯粹是对量的客观陈述，因此决不能说成“凡以三弟子投”。

当把字宾语是专名（明显是定指成分）时，前面却经常加上“（一）个”（不定指的标记），这跟把字宾语应该是定指成分的说法是矛盾的：

　　（29）偏偏又把个老王病倒了。

　　　　　怎么忽然把个晴雯姐姐也没了。

朱德熙（1982:187）的解释是：老王虽然是一个确定的人，可是说话人没有想到生病的会是老王，而不是别人。从这一点说，老王又不是已知的，所以前面要加“一个”。可见关键在于“说话人没有想到”，是主观性决定了“（一）个”的增添。

“出乎意料”和“不如意”经常是联系在一起的：按照人的正常期待心理，应该发生的事情是如意的事情，出乎意料的是不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了。（沈家煊1999：185）下面这样的例子（詹开第1983）中，把字宾语“腿”和“嘴”都是泛指的，而动宾句的宾语“你的腿”和“她的嘴”倒是定指的，也只有从“移情”的角度才能解释：

　　（30）再闹，看不把腿打断了你的！（比较：看不打断了你的腿！）

　　　　　再撒谎，看不把嘴撕烂了她的！（比较：看不撕烂了她的嘴！）

显然是把字句表达的威胁和警告的语气更重，对处置对象的移情程度也更高，因此是说话人的移情程度决定了句式的选择。

总之，说把字宾语一般是定指的，这并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实质是，定指成分代表说话人认定
 听话人可以识别的事物，也就是说，“定指”跟“指示”（deixis）有关。而“指示”本质上具有主观性，跟说话人的视角有关。

不少人指出把字句的宾语具有话题性，曹逢甫（Tsao 1987）称之为“次要话题”。话题应该是定指的，但是经常遇到把字宾语不定指的情形，遇到专名前加“一个”的情形。前文也说明，用篇章衔接（主要是话题的转换和接续）不能完全解释把字句和动宾句的选择。问题的实质是，话题代表说话人要对其作出说明的那个事物，是说话人叙说的出发点，同时话题也容易成为说话人移情的对象。一个事物因为是叙说的出发点和移情的对象所以才成为话题。不定指成分虽然不像话题，但只要是移情的对象就也可以充当把字宾语。叙述文中的“主角”是叙述者移情的对象，“主角”因而在语篇中最容易成为主要的话题，而且是经常被跟踪的话题，跟踪的常见手段就是用第三人称来回指。已有人指出，第三人称代词很少做动词宾语，但是却适宜做把字宾语，例如：

　　（31）造出原子弹来，并不像有些人想象得那么神秘。……但要把它从无到有，实实在在制造出来，需要许许多多人的献身拼搏。（《一百个人的十年》）

　　　　　鲁侍萍接过支票，把它撕了。（《雷雨》）

这二例中的“它”分别回指“原子弹”和“支票”，如果将把字句换说成动宾句“制造它出来”和“撕了它”就很不自然。

就论述文而言，论述的“主题”是论述者移情的对象。王还（1985）指出，虽然把字宾语通常是定指的，但是泛指成分也可以充当把字宾语。王文中列出这样的例子共5个，其中4个都是文章的主题（另一个表示全称量，与“都”有关）：

　　（32）我们平常把大豆拿去榨油，主要目的是为了提取它所含的脂肪……（《大豆是个宝》）

　　　　　那末，应该怎样努力才能把字写好呢？（《大胆练写字》）

　　　　　他们正好可以把自学与家传相结合。（《自学与家传》）

　　　　　最近苏联也有人把意义看做是语言以外的范畴。（《语言理论》）

把字句的认识主观性还表现在说话人对目的或因果关系的认定。当我们说主语为某一目的而处置某一宾语时，除非主语就是“我”，实际上都是说话人推断主语为某一目的而处置宾语。例如：

　　（33）现在，他把眼瞪圆了，自己摸着算盘子儿，没用。（《牛天赐传》）

　　　　　他把汗湿的手掌紧紧捏成拳头，仍然克制不住周身簌簌地颤抖。（《人到中年》）

詹开第（1983）说，第一例是“眼”自己“瞪圆了”还是被他“瞪圆了”，说不清，如是前者，就没有处置义。我们说，正是因为说话人认为是后者（瞪圆的目的是摸算盘子儿）所以才用的把字句；如果去掉把字说成“他眼睛瞪圆了”就没有主观处置义了。同样，第二例客观上他紧捏拳头是无意识无目的的，是说话人眼中他紧捏拳头的目的是想克制颤抖。张旺熹（1991）在比较“我开汽车到语言学院”和“我把汽车开到语言学院”两句意义上的差别时认为，当人们“强调”目的关系时，便使用把字句，把字句最自然的使用环境是带一个目的状语，如“我把汽车开到语言学院门口等朋友”。“解这崔宁到临安府”和“把崔宁解去临安府断治”（《京本通俗小说》）是同样的例子。按本文的观点，所谓“强调”，确切地说应该是“说话人主观上认定”。孙朝奋（Sun 1996:75）认为，历史上连动式向处置式转化，目的构式的出现是个关键阶段，他说目的构式是“突出事件施事的意图”。与其说是“突出事件施事的意图”，不如说是“说话人推断施事有这样的意图”。

对因果关系的判定也具有主观性，例如“他吃了这种药以后死了”，听话人一般会推断他吃了这种药是导致他死亡的原因，虽然客观上不一定如此。要表现这种主观的推断，把字句是适宜的表达方式，如“这种药把他吃死了”。说话人的主观判断如果与一般人的判断相同，也就带有了客观性。以动补结构表达的因果关系为例，郭继懋、王红旗（2001）将这种因果关系分为“规约性的”和“偶发性的”两类，前者如“睡着”、“杀死”，“睡”和“着”、“杀”和“死”之间的因果关系已成为一种固定的认知模式，因此客观性较强；后者如“老王在公园里睡得不会说话了”，“在公园睡觉”和“不会说话”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偶发的，是说话人根据经验推断的，带有较强的主观性。有意思的是，前者可以用动宾句也可以用把字句，而后者只能用把字句：

　　（34）吓破胆子　　　把胆子吓破

　　　　　*
 吓回去胆子　　　把胆子吓回去

　　（35）说急了宝玉　　把宝玉说急了

　　　　　*
 说没了话贾琏　　把贾琏说没了话

前者用在动宾句和把字句在结构上仍然有差别，例如“说急”，用在动宾句像个复合词，中间不能插入“得”，不能说“*说得急了宝玉”，用在把字句则像个词组，中间能插入“得”，能说“把宝玉说得急了”。这种结构上的差别也体现意义上的差别，例如：

　　（36）这才提醒大家　这才把大家提醒

动宾句的“提醒”接近于一个词，句子的意思是“提醒的动作晚了”；把字句的“提醒”接近于一个词组，句子的意思是“大家醒悟得晚了”（“大家”是受损者）。

还有一个过去注意不够的现象，单独成句倾向于用把字句，充当句子成分倾向于用动宾句，例如：（下划线的是句子成分，充当主语、宾语、状语等）

　　（37）把他杀了！不杀他
 不足以平民愤。

　　　　　史湘云笑道：“……明儿倘或把印也丢了，难道也罢了不成？”宝玉笑道：“倒是丢了印
 平常……”（《红楼梦》）

　　　　　不知那里来的一个庄家老子，把那先生放的去了。我问是谁放了这先生来
 ？（《元曲选》）

　　　（刘二公云）他做了官呵，来把你怎的？（张云）他敢怎的你？（同上）

　　　（公子云）先把这厮刖了双足。……（孙膑云）将铜铡来先刖了这厮双足者
 。（同上）

　　　（搽旦云）今日务要把家私分另了罢。（正抹云）不争分另了这家私
 ，不违背了父母的遗言。（同上）

这样的现象也只有用把字句的“主观处置”义才能解释：一个独立的句子能充分表达说话人的主观感受，句子嵌入句子充当句子成分后主观性就大为减弱。

　　（38）他把信看完了。　　　　　　他把信销毁了。

　　　　　？
 这是他把信看完的地方。　这是他把信销毁的地方。

“他把信看完”作定语不合适，“他把信销毁”作定语没有问题，原因显然是“信”被销毁而受损的程度比较高，说话人对它的移情程度也高一些。

总之，说明把字句表示“主观处置”的语法意义，这可以将把字句种种看上去互不关联的句法语义特征联系起来，这些句法语义特征包括：1）把字宾语通常是有定的；2）动词须是复杂形式的；3）把字宾语具有话题性；4）把字宾语受动作的完全影响；5）有不如意的含义；6）有出乎意料的含义；7）和因果关系和目的相联系；8）意义上受“都”字管辖的宾语要作把字的宾语；9）充当句子成分受限制。违背这些特征的一些“反例”也因此得到合理的解释。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把字句至今是一个难点，这跟学生只知孤立地记取上述一个个特征而缺乏对把字句语法意义的整体把握不无关系。

6．关于处置介词的兴替

从历史上看，语词或结构式的主观义都是从客观义虚化而来的，这是语言演变或语义引申的一个共性。例如，情态动词表示主观认识的意思都是从表示客观义务的意思虚化而来的（参看Bybee 1994），完成体标记和构式大多是从表示动作“完结”的语词和构式虚化而来的（参看Carey 1995）。这种虚化过程因此是一种“主观化”（subjectivisation）的过程。同样，“把”字由动词虚化为介词，连动式演变为处置式，这个过程也是一种“主观化”的过程。

除了方言之间的相互影响（魏培泉1997），处置式的主观性和主观化也许是近代汉语史上“捉、取、将、把”等处置介词兴替的原因之一。首先要把这一时期处置式的产生和发展区分开来。处置式产生时，动词多为简单形式，多表示不如意，大都能和动宾句转换。这一点是多人的研究结果。（参看祝敏彻1957；王力1958；钱学烈1992；蒋绍愚1997、1999；曹广顺、遇笑容2000等）
⑥

 既然处置式产生之初都是简单形式，这说明处置式的产生不是由于动词复杂化而造成的。可以推测，处置式产生的动因是说话人在表述客观处置事件的同时还要表达自己对事件的主观情感和态度，不然无法解释为什么处置式产生之初多表示不如意的事情。

处置式的发展与动词的复杂化有关。动词复杂化后，由于结构或韵律的原因，有些动宾句不得不用处置介词将宾语提前（董秀芳1998，Feng 2001），处置句变得多样化，结果是有的处置句不再能还原到动宾句。失去了对应的动宾句，处置式表达的主观性因此而减弱，具体情形如下：

　　（39）把饭菜吃净　　　　　吃净饭菜

　　　　　把饭菜吃干净　　　　？
 吃干净饭菜

　　　　　把饭菜吃得干干净净　*
 吃得干干净净饭菜

“把饭菜吃干净”和“把饭菜吃得干干净净”已失去对应的动宾句，但是由于还有表示客观处置的“吃净饭菜”存在，因此仍然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不过这种主观性是由“把”字和动词的复杂形式共同表达的，“把”字表达主观性的作用还是相对降低了。

“都”管辖宾语时近代汉语用把字句和动宾句都可以，而现代汉语只能用把字句（吕叔湘1948）：

　　（40）近代：把渔船都赶散了　都赶散了渔船（《水浒》）

　　　　　现代：把渔船都赶散了　*
 都赶散了渔船

近代把字句和动宾句并存时，显然是把字句的主观性强于动宾句；现代只能用把字句，说明原来作客观叙述的现在也要用把字句来表达，因此说把字句的主观性减弱了。如果说“把酒都喝了”还是比“喝了酒了”的主观性强，那么这种主观性是由“把”字和“都”字共同表达的，“把”字表达的主观性相对还是减弱了。这也说明从近代汉语到现代汉语，“把”字表示处置的主观性已有所减弱。

以上论述可以归纳为：表达主观处置是把字句产生的动因，而把字句的发展一方面适应了主观表达的需要，一方面又会导致主观性的减弱。这跟被字句的发展情形相似。被字句最初也都是表示不如意的，后来中性义甚至如意义也能表达，其主观性大为削弱。然而主观性的表达仍然是说话的需要，某一个处置介词的主观性减弱后，新的处置介词的产生正好能适应这种需要，这也许是历史上处置介词不断消长兴替的原因。
⑦

 这就像表示程度高的副词用多了会逐渐减弱甚至失去程度高的意义，由此造成历史上程度副词的不断兴替。这一设想也意味着，如果在一种语言的共时平面上有数个处置介词并存，它们的使用频率和主观性程度肯定是不一样的。我们统计了《老残游记》中的处置句，用介词“将”的152句，用“把”字的214句，后者是前者的1.4倍。而这些处置句中的祈使句，用“将”字的仅3句，用“把”字的高达21句，是1∶7。下面是“把”和“将”共现的例子，祈使句都用“把”字，陈述句都用“将”字：

　　（41）只听堂上惊堂一拍，大嚷道：“人赃现获，还喊冤枉！把他站起来！去！”……众人没法，只好将于家父子站起，……（四、五回）

　　　　　玉大人凝了一凝神，说道：“……你们去把大前天站的四个放下，拉来我看。”差人去将那四人放下，拉上堂来。（五回）

　　　　　玉大人说：“……你还想狡强吗？拉下去站起来！——把布匹交还金四完案。”……话说店夥说到将他妹夫扯去站了站笼，布匹交金四完案。（五、六回）

　　　　　黄人瑞站在院心里，大叫道：“赶先把那帐箱搬出，别的却还在后！”说时，黄升已将帐箱搬出。（十五回）

祈使句的主观性比陈述句强，这在前面已经说明，可见在《老残游记》中“将”字的主观处置义已经比“把”字弱得多。现代汉语“将”字的使用范围进一步缩小，菜谱的操作说明多用将字句（如“将盐一勺放入锅内”），主观性的程度已经变得十分微弱。可以推想，处置介词“把”也会面临同样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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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注


①
 特别是动宾句和把字句并用的例子，这类例子蒋绍愚（1997,1999）二文列举最多。


②
 吕叔湘（1948）认为原因在于第三分句有个“也”字，“也”字跟“都”字一样只能放在意义上受它管辖的名词或代词之后。我们认为“也”在句中的位置固定，这是“移情”这一动因最终“语法化”的结果。见下文关于“都”字的说明。


③
 戴浩一（1989）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动宾句“张三卖了车子”是中性句，没有施事也没有受事，只有参与者，句子的中心意思是表达“What has happened”，把字句“张三把车子卖了”和被字句“车子被张三卖了”才是回答“who did what to whom”，有施事和受事。从主观性的角度讲，所谓“没有施事和受事”就是客观叙述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了施事和受事才有了说话人主观移情的对象。


④
 “言者主语”也叫“言说主语”（utterance subject），区别于“语法主语”（syntactic subject）或“句子主语”（sentence subject）。


⑤
 Liu（1997）用动作的“有界性”来概括把字句的语义特点也不能解决这一问题，“V了”和“V过”都是有界动作。


⑥
 关于上古的“以”字处置式（或叫“广义处置式”），一般接受梅祖麟（1990）的见解，当时未见有简单形式的。陈初生（1983）举出的几个简单形式的例子未被普遍接受，见叶友文（1988）和魏培泉（1997）。


⑦
 这种兴替不是简单的“词汇替代”，由实变虚，每个处置介词可以有自己的形成过程，参看马贝加（2000）。


复句三域“行、知、言”

提要　“行、知、言”三个概念域的区分有利于系统而又概括地说明各种类型的复句所表达的语义关系。以往对复句语义关系的研究缺乏这三个域的观念，或是不能明确区分并一以贯之，因此存在一些问题。本文澄清这些问题，特别对复句在知域和言域的语义关系作了深入的阐述。

1．释题

“行”指行为、行状，“知”指知识、认识，“言”指言语、言说。语言中有许多表示这三个概念之间关系的词语：在知行关系上，有“不行而知”，“知先行后”，“知易行难”，“知行合一”，“知之不若行之”等；在言行关系上，有“言行一致”，“言行相顾”，“言行不一”，“行胜于言”，“听其言而观其行”等；在知言关系上，有“知而不言”，“知无不言”，“言不尽意”等。这些词语的存在证明我们的概念系统中存在三个不同的概念域，即行域、知域、言域。反过来，这三个概念域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在语言的许多方面都有反映。语法中最能说明这三个域的是情态动词，以“能”字为例：

　　（1）小王能
 说法语。

　　（2）我能
 骗你吗？

　　（3）能
 把笔记借我一阅！

（1）是说小王有说法语的能力，能力跟行为直接相关，这个“能1
 ”属于行域。（2）不是问我有没有能力骗你，而是问你认为我有没有可能骗你；根据所知对行为的可能性作出推断，这个“能2
 ”属于知域。（3）既不是问你有没有能力出借笔记，也不是对你借笔记给我的可能性的推断，而是请求你把笔记借给我，这里的“能”能用“请”字来替代。这个“能3
 ”的功用是表示这句话是个请求的“言语行为”，属于言域。言语本身是一种行为，例如说出一个祈使句就是以“言”行命令或请求之事。（参看Searle 1969）本文的“言”就是指这个意义上的“言语行为”。

除了情态动词，一些动词的用法也有这三个域的区分，例如“保证”：

　　（1）他向我保证
 三周内完成任务。［行域］

　　（2）我保证
 他已经完成任务。［知域］

　　（3）（你必须三周内完成任务！）好，我保证
 。［言域］

（1）里的“保证1
 ”是“担保做到”的意思，担保是一个行为，属于行域；（2）里的“保证2
 ”是“肯定”的意思，说话人根据所知担保的是“他已经完成任务”这个命题为真，因此属于知域；（3）里的“保证3
 ”一经出口，说话人就同时作出了担保这一“言语行为”，因此属于言域。

语词的行域义是基本的，知域义和言域义都是从这个基本义引申出来的，引申途径之一是“隐喻”（参看Bybee，et al. 1994，Lakoff & Johnson 1980，Sweetser 1990，王伟1998），这里不予详说。本文参照Sweetser（1990）论述“行、知、言”三域在汉语复句语义关系上的反映。
①



2．复句三域举例

“行、知、言”三域的区分有利于说明复句中由关联词表达的语义关系，这种区分适用于各种类型的复句，包括因果类、转折类、并列类等等，因此具有概括性。先看因果类复句：（下文行、知、言三域的例句都分别用（1）（2）（3）来编号）

　　（1）张刚回来了，因为他还爱小丽。［行域］

　　（2）张刚还爱小丽，因为他回来了。［知域］

　　（3）晚上还开会吗？因为礼堂里有电影。［言域］

这三句都表示因果关系。（1）是说明一种事理上的因果关系：张刚还爱小丽是他回来的原因。事理是行为的准则，因此这个“因为1
 ”属于行域。（2）好像是颠倒了（1）中的因果关系，其实不是。这句话通常的理解不是“张刚回来是他还爱小丽的原因”，而是“说话人知道张刚回来了，这是说话人得出张刚还爱小丽这一结论的原因”。换言之，（2）是说明一种推理上的因果关系，因此这里的“因为2”不是行域，而是知域。至于（3），主句是个问句，而不是陈述句，因此不可能按事理上或推理上的因果关系来理解。（3）的意思其实是“我问你晚上还开不开会是因为礼堂里有电影”，原因从句是说明做出“提问”这一言语行为的原因，因此这里的“因为3
 ”属于言域。

从形式上看，行域可以在两个分句之间加一“是”字使复句变为单句，知域义和言域义都不能这么变：

　　（1）张刚回来了，因为他还爱小丽。

　　　　→张刚回来了是因为他还爱小丽。

　　（2）张刚还爱小丽，因为他回来了。

　　　　→*
 张刚还爱小丽是因为他回来了。

　　（3）晚上还开会吗？因为礼堂里有电影。

　　　　→*
 晚上还开会吗是因为礼堂里有电影。

英语相应的句子是行域可以在主句后不加逗号，知域和言域则必须加逗号：

　　（1）John came back because he loved Anna.

　　（2）John loved Anna, because he came back.

　　（3）What are you doing tonight, because there's a good movie on.

英汉的表现形式虽然有区别，但背后的理据是一致的。行域义的主句代表说话人和听话人共同预设的命题，知域义和言域义的主句则是说话人的推断或言语行为。跟前者不一样，后者必须独立成句，有完整的语调。法语里有两个“因为”，行域的“因为”是parce que，知域和言域的“因为”是puisque。（Ducrot 1984）

因果关系三个域的区别可以从小句的不同性质来说明：

（1）行域：小句是句法语义单位

（2）知域：小句是逻辑推理单位（前提和结论）

（3）言域：小句是言语行为单位（请求、提问等）

这样的区别也适用于其他类型的复句，以充分条件假言复句“如果p就q”为例：

　　（1）如果明天下雨，比赛就取消。［行域］

　　（2）如果比赛取消了，昨天就下雨来着。［知域］

　　（3）如果比赛真的取消，太阳就从西边出来了。［言域］

上面三句“如果”一词引出的充分条件在三个域中的性质可以这样来表述：

　　（1）行域：p的发生是q发生的充分条件。（如果p，那么q）

　　（2）知域：知道p是我得出结论q的充分条件。（如果知道p，那么我推断q）

　　（3）言域：状态p是我声称q的充分条件。（如果p，那么我声称q）

言域内，条件分句所表达的充分条件实际是言语行为的“适宜条件”（felicity conditions）。试比较：

　　（1）只要我讲个故事，你就感兴趣。［行域］

　　（3）只要你感兴趣，我就讲个故事。［言域］

“只要”引出的是最低限度的充分条件。讲故事会引起人的兴趣，这是一般事理，（1）顺应这个事理。为什么（3）“你感兴趣”会成为“我讲个故事”的充分条件？原因在于（3）的主句“我讲个故事”代表“提议”这种言语行为，而提议的“适宜条件”之一是提议的内容于对方有利，“你感兴趣”正是这样一个适宜条件。这种条件—结果关系实际是：只要X是一个适宜的提议，那么我就提议X。

再看转折类复句，以“虽然p但是q”为例：

　　（1）虽然他没有被录取，但是他很高兴。［行域］

　　　　（按事理没有录取会不高兴，但是他却相反。）

　　（2）虽然他很高兴，但是他没有被录取。［知域］

　　　　（虽然他很高兴，但我还是推测他没有被录取。）

　　（3）虽然你没有被录取，但是为什么这么不高兴？［言域］

　　　　（虽然你没有被录取，但我还是要问你为什么这么不高兴。）

有一些转折复句必须在言域内才可以理解，比较以下两句：

　　（1）钱少，可是需要快跑。

　　（3）钱少，可是无需快跑呢。（《骆驼祥子》）

（1）“钱少”按事理“无需快跑”，可是事实上“需要快跑”，前后形成逆转，属于行域。（3）“钱少”而“无需快跑”，按事理是顺接而不是逆转，如何解释这一矛盾？（3）应该按言域理解为：

　　（3'）有人说
 钱少，可是我说
 无需快跑。

说“钱少”隐含着“这活儿别干”，说“无需快跑”隐含着“这活儿干”。说了才有言外之意，不说不产生言外之意；不同的说法有不同的言外之意或“语力”（illocutionary force）。因此这一句是“干！”与“别干！”之间存在逆转关系。这种属于言域的转折句实际上是：虽说p，但我（不说p）说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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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类的例子有：

　　（3）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

此例出自《毛选》，意思是：中国革命的胜利值得骄傲，但是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前后小句按事理也无法理解，事理上“剧必须从序幕开始”跟“序幕还不是高潮”并无逆转关系。这一句也应该按言域来理解：虽说“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我不这么说，我说“序幕还不是高潮”。前一种说法的语力是“骄傲吧！”，后一种说法的语力是“别骄傲！”。

再来看并列类复句，以表示选择的并列复句“要么p要么q”为例：

　　（1）她上班要么坐地铁，要么打的。［行域］

　　　　（她去上班的行为，要么p“坐地铁”，要么q“打的”）

　　（2）要么路上挤，要么他不想来了。［知域］

　　　　（根据我的知识，我推断：要么p“路上挤”，要么q“他不想来了”。）

　　（3）要么留下，要么赶快走！［言域］

　　　　（根据目前状况，要么你按我的命令做p“留下”，要么你按我的命令做q“赶快走”。）

邢福义（2001:260—262）在讨论选择性并列复句时分出两类，一类是“析实”，一类是“意欲”：

　　她的成绩要么
 第一，要么
 第二。（析实）

　　她的成绩不是
 第一，就是
 第二。（析实）

　　*
 这一向他要不
 满不在乎，要不
 斤斤计较。（析实）

　　要
 么把我排第一，要么
 干脆别排。（意欲）

　　*
 不是
 把我排第一，就是
 干脆别排。（意欲）

　　要不
 你留下，要不
 你赶快走。（意欲）

“要么……要么”既能用于析实，又能用于意欲；“不是……就是”只能用于析实，不能用于意欲；“要不……要不”只能用于意欲，不能用于析实。从所举的例子看，邢先生的析实包括我们的行域和知域，他的意欲相当于我们的言域。我们认为析实还要进一步区分行域和知域，区分后才能说明邢先生提到的以下差别：

　　他不是编辑，就是记者。

　　*
 他要么编辑，要么记者。（他要么是编辑，要么是记者。）

“不是……就是”后面可以直接跟名词，“要么……要么”后面不能直接跟名词，必须加“是”字才行。这是因为用“不是……就是”的句子是判断句，判断属于知域，而“要么……要么”用于知域要受限制，后面跟名词时必须加“是”才行，原因显然是“是”字表示判断，跟知域关系密切。还需指出，“他要么编辑，要么记者”放在行域里理解是成立的，不用加“是”，如在回答“他打算挑选什么职业？”这样的问题时。

3．有歧解的情形

上面我们分析了多种类型的复句，它们都有三个域的区分。至于联系两个小句的关联词，如“因为”、“虽然”、“要么……要么”等，我们不必将它们一一作为多义词对待，因为用语言中普遍存在的三个概念域就可以作出统一的说明。此外，有些句子究竟属于哪个域要视具体语境而定，例如：

　　（1/2）张刚爱小丽，因为他娶了她。

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事理。当代社会的婚恋事理是先恋爱后结婚，因此这句话只能按知域理解为“知道张刚娶了小丽是我推断他爱她的原因”。但是如果有人按封建社会的观念认为婚恋的事理是先结婚后恋爱，这句话就得按行域理解为“他娶了她所以爱上她”。

　　（1/2）老王回来了，因为他的包在这儿。

这句话按行域理解是“老王的包没拿走是他回来取的原因”，顺应的事理是东西落在某处总要回去取。这句话按知域理解是“知道老王的包在这儿是我推断他回来了的原因”，这一推断所依据的事理是人到了哪儿随身携带的东西也跟到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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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他会挣钱，但是他很懒。

这句话可以按知域理解，也可以按言域理解：

知域：会挣钱的人一般可以推断是勤快人，但据我所知他并不勤快。

言域：虽说他会挣钱（嫁给他！），但是我说他很懒（别嫁给他！）。

按知域理解时两个分句不能交换位置，交换后意思不一样，“他很懒，但是他会挣钱”不再属于知域，而是属于行域或言域；按言域理解时两个分句可以交换，交换后意思基本不变。

4．澄清一些问题

以往对复句语义关系的研究，由于缺乏三个概念域的观念，或者不能明确三个域的区分并一以贯之，因此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1）只是按事理在行域内判断复句是否成立，被判为不成立的句子在知域或言域内其实都是成立的；2）有时分出两个域，但忽视了第三个域的存在；分两个域也是很朦胧的，采用的名称很不统一，因复句的类型而异；3）简单地将一类复句归入一个域，另一类归入另一个域，认识不到几乎每类复句都能跨三个域。

有人认为下面三个复句都是关联词语“虽然……但是”用错了（王维贤等1994:73，180）：

　　a．他虽然日夜操劳，但是影响了嗓子。

　　b．虽然他是中国人，但是他的头发是黑的。

　　c．虽然刮风了，但是下雨了。

前两句在内容上只能构成因果关系，应该用“因为……所以”，后一句在内容上也没有转折关系。但是这样的断言是只在行域内考虑问题，从言域来看这三个句子都不成问题，a句相当于“虽说他日夜操劳（表扬他！），但是我说他影响了嗓子（批评他！）”；b句可以设想某导演要找一个不是黑头发的中国人当演员：“虽说他是中国人（雇佣他！），但是我说他头发是黑的（别雇佣他！）”；c句可设想要等一个刮风而不下雨的天气拍电影：“虽说刮风了（拍吧！），但是我说下雨了（别拍！）”。

　　a．虽然他父亲是研究科学的，他却读了文科。

　　b．*
 虽然他读了文科，他父亲却是研究科学的。

上面两句，有人认为a句成立，因为一般的预设是子承父业，b句是病句，因为父承子业不合情理（见文炼2002）。其实这也是只在行域内考虑问题，如果进入知域，b句是成立的：

　　b'．虽然他读了文科，他父亲（我）却（推断）是研究科学的。

邢福义（2001:70）将“既p就q”这类复句归入因果关系（p因q果），细分为“据因断果”和“据果断因”两种：

　　a．查档案既无结果，还得作调查。（据因断果）

　　b．既然党组织叫他联系，一定没有问题。（据果断因）

a句“查档案无结果”是因，“还得作调查”是果，这跟说这一句式是“p因q果”的关系没有矛盾。然而b句变成了“他没有问题”是因，“党组织叫他联系”是果，这就跟这个句式是“p因q果”的说法发生了矛盾，因为句式表达的因果关系“党组织叫他联系”是因，“他没有问题”是果。出现这样的矛盾是因为没有区分行域和知域，邢先生的“据因断果”和“据果断因”都是从事理上讲的，都属于行域。如果引入知域，将b句分析为“知道
 党组织叫他联系”是因，“推断
 他没有问题”是果，上述矛盾就解决了。

行域和知域可以交叉，有的复句兼属行域和知域，例如：

　　（1）既然他反对，会议也就没有开成。［行域］

　　（1/2）既然他反对，会议就开不成。［行域／知域］

　　（2）既然会议没开成，就是他反对来着。［知域］

（1）纯粹是顺应事理的述说，属于行域；（2）纯粹是根据知识的推断，属于知域；（1/2）是推断，属于知域，但是这种推断是顺应事理的，又属于行域，因此兼属两个域。三个域之间的联系问题还可作深入研究，参看沈家煊、王伟（2002）。

邢福义（2001:316）将“因为p，否则q”复句称为“释因式”，将“想来p，否则q”称为“推因式”：

　　（1）他们俩因为化了装，不然，进城难出城也难。（释因式）

　　（2）想来他们俩化了装，不然，进城难出城也难。（推因式）

这两句都是反证句式，是用非q“没有进城难出城也难”来反证p“他们俩化了装”。（1）反证已然的原因，是释因式；（2）反证推测的原因，是推因式。这种分析无疑正确，释因式就是我们所说的行域，推因式就是我们所说的知域。不足之处是忽略了一个事实，“因为p，否则q”也可以是推因式，属于知域：

　　（2）因为进城难出城也难，不然，他们俩不会化装。

这句话的意思是：想来是因为进城难出城也难，不然，他们俩不会化装。“进城难出城也难”显然也是推测的原因。下文第6节和第7节还要澄清一些存在的问题。

5．关联词的辖域

复句中关联词在语义上的管辖范围大小（称作“辖域”）会因复句所处的概念域不同而有差别。现以“如果……就”为例，比较主句的关联词“就”在三个域内的辖域：

　　（1）如果明天下雨，比赛就取消了。［行域］

　　　　比赛［就VP
 ［取消了］］

　　（2）如果比赛取消了，昨天就下雨来着了。［知域］

　　　　就［（推断）s
 ［昨天下雨来着］了］

　　（3）如果比赛真的取消，太阳就从西边出来了。［言域］

　　　　就［（说）s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行域内“就”的辖域只限于谓语VP；知域内“就”的辖域扩大到整个命题，实际是管辖“推断S”（S表示句子），尽管句中没有出现“推断”一词；言域内“就”的辖域也扩大到整个命题，实际是管辖“说S”，尽管句中没有出现“说”一词。行域的“就”移到小句主语头上受限制，但知域和言域的“就”都可以移到小句的开头，差别是知域的“就”可以（有时还必须）说成“就是”：

　　（1）*
 如果明天下雨，就比赛取消了。［行域］

　　（2）如果他没有去，就（是）昨天下雨来着了。［知域］

　　（3）如果比赛真的取消，就太阳从西边出来了。［言域］

从小句末尾的“了”也可以看出辖域大小的差别：行域的“了”附着于谓语VP，知域的“了”附着于“推断S”，言域的“了”附着于“说S”。

再看关联词“因为”。行域的“因为”可以移到主语后头，言域的“因为”一定条件下才可以这么移，而知域的“因为”只能位于小句头上，道理同上：

　　（1）张刚回来了，因为他还爱小丽。

　　　　　→张刚因为还爱小丽而回来了。［行域］

　　（2）张刚还爱小丽，因为他回来了。

　　　　　→*
 张刚因为回来了而还爱小丽。［知域］

　　（3）晚上还开会吗？因为礼堂里有电影。

　　　　　→礼堂里因为有电影晚上还开会吗？［言域］

　　　　　（条件：放电影和开会都要占用礼堂）

6．演绎推理和回溯推理

知域涉及知识和推理。这一节要对自然语言中推理的特点作一阐述。形式逻辑的推理主要是两种，归纳推理（induction）和演绎推理（deduction），自然语言还经常用到第三种推理方式，即回溯推理（abduction）。下面主要要说明演绎推理和回溯推理的区别。

演绎推理的三段论是根据大前提和小前提推导出结论，如：

大前提：人都有一死。

小前提：苏格拉底是人。

结　论：苏格拉底会死。

回溯推理则是从结果出发，根据大前提推导出小前提，例如，知道苏格拉底死了，联想到人都有一死，于是推测苏格拉底（很可能）是人。注意，回溯推理法推导出的命题不一定为真，苏格拉底可能不是人，但这个推导出的命题又是跟“苏格拉底死了”和“人都有一死”两个命题相容不悖的（compatible）。

演绎推理规则明确规定，充分条件的假言推理，不得从肯定后件得到肯定前件。例如“如果物体受到摩擦，它就生热”这个假言推理，肯定物体生热并不能就此肯定它受到摩擦，因为可能有其他原因导致它生热。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却经常有这样的推导，例如在一个作案现场发现某甲的足迹，公安人员很容易产生联想，可能某甲是作案的人。这种推理就是回溯推理（陈宗明1984:259）：

前提：如果是某甲作案，那么现场有某甲足迹。

结果：现场有某甲足迹

推论：很可能是某甲作案

现在来看一些复句的语义关系：

　　a．既然大风浪经得住，小风浪当然也经得住！

　　b．既然小风浪经得住，大风浪当然也经得住！

邢福义（2001:235）认为b这样的推断句不成立，这显然是从纯逻辑的演绎推理做出的断言。其实在日常生活中为了鼓励对方经常可以听到类似b的话。b句的推理就是回溯推理：前提是“如果大风浪经得住，那么小风浪也经得住”，结果是“小风浪经得住”，由此推导出“大风浪很可能经得住”（用“当然”一词只是对推测的可能性加以强调而已）。之所以会认为b句不成立，是因为未能将知域和行域区分开来。b句在行域固然不成立，因为这样的推导不合事理，而在知域是完全成立的。知域的推导分为两种，以“既然……就”为例：

　　既然没有问题，党组织就会叫他联系。（据因断果）

　　既然党组织叫他联系，就（一定）没有问题。（据果断因）

实际上“据因断果”属于演绎推理，而“据果断因”属于回溯推理，推理过程是：

前提：如果没有问题，那么党组织叫他联系

结果：党组织叫他联系

推论：很可能没有问题
④



演绎推理是“顺应事理”的推理，回溯推理虽然不是“顺应事理”的推理，但是也要以事理为依据（前提），这里的事理就是：如果某人没有问题，党组织就叫他联系。

7．有“说”和没“说”

这一节对言域作进一步阐述。言语行为除了常见的提问和命令，还有请求、建议、许诺、提醒、断言等。虽然疑问句常用来提问，祈使句常用来命令或请求，陈述句常用来断言，但是交叉使用的情形并不少见，例如下面a和b是用疑问句分别提出请求和作出断言，c和d是用陈述句分别提出建议和作出提醒：

a．如果你不在意，你家里的电话号码是多少？（如果你不在意［我提出以下请求］，我请求你提供你家里的电话号码。）

b．如果我没有认错的话，您就是著名记者陆琴方同志吧？（如果我没有认错，我就断言您是著名记者陆琴方同志。）

c．如果你喜欢旧家具，那儿有一个旧货市场。（如果你喜欢旧家具，我就建议你去那个旧货市场。）

d．答案在第三版上，既然你想了半天也想不出来。（既然你想不出来，我提醒你答案在第三版上。）

这些复句按上面的分析都属于言域。属于言域的复句，关联词后面往往可以加“说”字，有时还必须加“说”字。
⑤

 先看“如果p就q”：

　　如果［说］你是牛郎，我就是织女。

　　如果［说］你是老虎，我就是武松。

正如邢福义（2001:90）指出的那样，“如果”后面可以加“说”，表示说法上的假设与结论之间的关系。我们已经说明，这样的句子即使没有“说”字，实际也不是表示p是q的充分条件，而是表示“说p”是“说q”的充分条件。问题是为什么一种说法能成为另一种说法的充分条件？这类句子大多是隐喻，按照“认知语言学”的观点，隐喻是两个概念域之间的投射。隐喻的规律（隐喻的事理）是：投射过程中两个概念域内部成分之间的关系保持对应。（参看Sweetser 1996）上面头一例就是从现世域投射到神话域，现实世界中你和我之间的关系对应于神话世界中牛郎和织女之间的关系。正因为有这种“关系的对应”，所以“你是牛郎”这种隐喻说法就成为“我是织女”这种隐喻说法的充分条件。

言域内复句的语义关系可以不顺应事理或一般的逻辑，先看以下两个句子：

　　如果说这是问题的话，这是最根本的问题。

　　如果说小居里夫妇从居里夫妇那里继承了什么遗产，那就是继承了为科学而献身的精神遗产。

逻辑上的单向蕴涵关系“p→q”在自然语言一般用“如果p就q”来表示，例如“白马→马”：如果这是一匹白马，这就是一匹马。同样，“根本问题→问题”：如果这是一个根本问题，这就是一个问题。然而上面两个复句p和q正好倒了个个儿，成了“问题→根本问题”和“遗产→精神遗产”。原因在于自然语言可以在言域这个层面上表达“p→q”。拿头一句来说，这个复句表达的不是命题“这是一个问题”是命题“这是一个根本问题”的充分条件，而是表达“说这是一个问题”是“说这是一个根本问题”的充分条件。为什么前一种说法可以是后一种说法的充分条件？这是会话的事理在起作用。按照Grice（1975）提出的会话“合作原则”中的“适量准则”，说话人提供的信息要足量。上面二例都是后一小句相对前一小句提供了足量的信息，而说出一个信息量不足的命题显然是说出一个信息足量的命题的充分条件。

另一个例子是“不但……而且”构成的复句，这类复句的前后项之间有范围上的递进关系，按事理后项应该比前项的范围大，如下面的a句。邢福义（2001:225）因此认为b那样的句子不成立：

　　a．他……仿佛向我证明：他不仅是个人，而且是个很大的人。

　　b．*
 他不仅是个很大的人，而且是个人。

然而这样的限制只适用于行域，进入言域则不受此限，例如b'是与b同类的句子：

　　b'．毛泽东不仅是个伟人，而且是个人。

这句话的意思是：你说“毛泽东是个伟人”，这样说还不够，我还要说（因而提醒你）“他是个人”，言下之意是，你不能只看到他的特殊性而忽略了他的一般性。

再看“与其p不如q”这类复句，这是一种择优句式，待选择的两个命题p和q按一般的事理应该是q优于p：

　　a．与其治标，不如治本。

　　b．*
 与其治本，不如治标。

　　c．与其今日爱不成，真不如当初不爱！

　　d．*
 与其当初不爱，不如今日爱不成！

邢福义（2001:136—137）认为b不成立，因为不合“治本优于治标”的一般事理，d也不成立，因为也不合一般事理，事理上如果当初不爱，就不会有今日的爱得成爱不成的选择。但是这两句如果加上“说”字，就都可以成立，“与其说……不如说”也是择优句式，但待选择的不是两个命题，而是两种说法：

　　b'．与其说是治本，不如说是治标。

　　d'．与其说当初不爱，不如说今日爱不成！

这种对说法的否定是我们曾经论说过的“语用否定”的一种（参看沈家煊1993）。

再看“或者p或者q”这类复句。用“或者”待选的两项p和q在概念上或是互相独立的，如a；或是互相交叉的，如b；但不能是一个包容另一个，如c：

　　a．或者吃米饭，或者吃面条。　（米饭和面条互相独立）

　　b．或者吃炸酱面，或者吃肉丝面。　（炸酱面和肉丝面互相交叉）

　　c．*
 或者吃面，或者吃炸酱面。　（面包容炸酱面）

但如果在“或者”后加上“说”字，在两种说法或措辞之间进行选择，那就不受上述限制：

　　c'．吃面，或者说吃炸酱面。

　　　　这个人对党还是有意见，或者说，有不少意见。

说“吃炸酱面”比光说“吃面”提供的信息多，说“有不少意见”比说“有意见”提供的信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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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注


①
 本文所说的“行、知、言”三域在Sweetser（1990）里分别是content，epistemic modality，speech acts三个层次。


②
 王维贤（1991）把行域的转折称作“语义上”的转折，把言域的转折称作“语用上”的转折。邢福义（2001:303）也针对“这种衣料虽然很贵，但质量是上乘的”指出“质量上乘”不是“很贵”的逆结果，但是“质量上乘”隐含着“值得买”或“我想买”。


③
 “顺应事理”和“依据事理”不同，见第6节的说明。


④
 推理是“很可能没有问题”，但句中是“一定没有问题”，看似矛盾，其实句中用了“一定”语气反而不如不用“一定”来得肯定，Lyons（1977:595）中有说明。


⑤
 什么时候必须加“说”，什么时候可以加“说”，问题复杂，有待研究。


再谈“有界”与“无界”
*



提要　本文强调“有界”和“无界”的对立是在一定的“认知域”或一定的语言层次上相对而言的。澄清的问题是，“有界”和“无界”的对立主要是主观“识解”和概念上的对立，不是客观的、物理上的对立；不同的观察视角可以产生不同的“识解”。补充的内容是，“有界／无界的匹配原则”不仅在名词和动词之间、名词和形容词之间起作用，还在动词和形容词之间起作用。本文还指出一些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拙文《“有界”与“无界”》（载《中国语文》1995年第5期）发表后，经常有人提出一些疑问，要求澄清一些问题。近来新看到一些有关的文献，针对读者提出的问题，将思绪再整理一番，原来考虑不周没有说清的现在进一步加以说明，原来提到但没有强调的现在加以强调。本文还提出有待深入研究的几个问题。为便于理解，前文的内容有不少不得不加以重复。

0．事物的有界和无界

要强调的是，“有界”和“无界”首先是概念上的区分，概念的确立和区分都必须在一定的“认知域”（cognitive domain）内进行。脱离一定的认知域我们无法判定名词苹果
 究竟是代表有界还是无界事物。所谓“认知域”是指人在确立一个概念时要凭借的涵盖这一概念的一个较宽泛的概念领域。例如“弧”的认知域是“圆”，“斜边”的认知域是“直角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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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圆的概念就没有弧的概念，没有直角三角形的概念就没有斜边的概念。同一个事物，由于认知域的不同，意象就会发生变化，就会形成不同的概念。如果“弧”的直接认知域不是圆，而是二维空间，那就不是“弧”而是“弧形曲线”。（Langacker 1987/1991:vol. 1:184）

在“可数和不可数”这个认知域内，我们说英语的apple代表有界事物，而water代表无界事物。apple是可数名词，前面可以有不定冠词（an apple）和数词（one apple, every apple），可以有复数形式（apples）；而water是不可数名词，一般不能加不定冠词（*
 a water）和数词（*
 one water, *
 every water），一般也没有复数形式（*
 waters）。汉语虽然没有“数”的区分，但是有量词的类别。苹果
 是可数名词，跟书
 、笔
 、马
 一样有专用的个体量词，如：一只
 苹果、一本
 书、一盏
 灯、一支
 笔、一匹
 马；而水
 是不可数名词，跟面粉
 、氧气
 、油
 、药
 一样没有专用的个体量词，只能使用临时量词（一桶
 水、一袋
 面粉）、度量词（一斤
 油、一立升
 氧气）或不定量词（一点儿
 水、一些
 药）。

在“个体和集合”这个认知域内，英语an apple变为apples（不带数量词），例如She likes apples，或者变为apple，例如There is apple all over the ground（满地都是苹果），就由专指个体变为泛指集合，指称的事物就由有界变为无界（Talmy 2000 vol. 1:52）汉语名词没有单复数的区别，但是光杆名词，尤其是作动词宾语的光杆名词，如吃苹果
 中的苹果
 、来车
 中的车
 、喝水
 中的水
 ，都是泛指的类名，因此代表无界事物；而吃三个苹果
 、来一辆车
 、喝一杯水
 中的宾语名词都带数量词语，专指个体，因此代表有界事物。

这就是说，在“可数和不可数”这个认知域内，苹果
 相对水
 而言代表有界事物；在“个体和集合”这个认知域内，苹果
 相对三个苹果
 而言代表无界事物。认知域不同，两种判断并不矛盾。

事物的“可数性”和“个体性”有联系又有区别。个体事物一定是可数的，但是可数的事物不一定以个体的形态呈现。

事物的“可数性”和“个体性”都与事物固有的客观属性有关，但最终以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为准。对同一个事物可以有不同的认识，例如：

　　I'd like a cake.

　　I'd like some cake.

英语a cake 和some cake的区别体现了对同一事物“糕饼”不同的主观认识：可数的和不可数的。同样，“消息”这一抽象事物，英语用information是把它看作不可数的，用a message是把它看作可数的；后者可比照汉语消息
 一词有专用量词条
 （一条消息
 ）。

1．动作的有界和无界

同样要强调的是，区分动作的“有界”和“无界”也必须在一定的“认知域”内进行。脱离一定的认知域我们无法判定动词吃究竟是代表有界还是无界动作。在“动作是否持续”这个认知域内，我们说英语动词eat代表有界动作，而resemble代表无界动作（状态）。resemble（像）跟like（喜欢）、belong to（属于）、need（需要）一样属于“持续动词”，它们有简单现在时，没有进行态：

　　Harry resembles his father.

　　*
 Harry is resembling his father.

　　Paul likes swimming.

　　*
 Paul is liking swimming.

而eat（吃）跟jump（跳）、arrive（来到）、hit（击中）一样属于“非持续动词”，有进行态，没有简单现在时：

　　*
 John eats.　　　John is eating.

　　*
 Tom jumps.　　　　Tom is jumping.

另外，非持续动词可以用表示重复进行的状语again and again修饰，持续动词则不行，例如：

　　John ate the fish again and again.

　　*
 Tom resembled his father again and again.

汉语动词也有类似的区分。“非持续动词”可以加着
 ，有重叠形式，如吃着
 、吃吃
 、跳着
 、跳跳
 ，持续动词一般不能加着
 ，也没有重叠形式，如*
 爱着
 、*
 爱爱
 、*
 姓着
 、*
 姓姓
 。

英语持续动词不能有进行态，汉语的持续动词不能加表示动作持续的着，都是因为持续动词代表的动作在时间上是无界的，本身已有持续或正在进行的意思，再加上进行态或着就成为多余，这叫做“同性相斥”。英语的非持续动词可以用again and again修饰，汉语的非持续动词可以有重叠形式，都是因为这类动词代表的动作在时间上是有界的，具有“可重复性”，这叫做“同性相容”。

在“动作有无终止点”这个认知域内，简单动词吃
 、盛
 、打
 、飞
 等代表的动作在时间上没有内在的终止点，因此代表无界动作；而复杂的动词词组吃了
 、盛碗里
 、打破
 、飞进来
 等，代表的动作有内在的终止点，例如盛的东西到了碗里，“盛碗里”的动作就结束，因此这些动作代表有界动作。同样，英语不能说*John eats，改为John has eaten后就能说，也是因为动词词组have eaten代表的动作有内在的终止点，代表有界动作。

这就是说，在“动作是否持续”这个认知域内，动词吃
 相对爱
 而言是有界动作；在“动作有无终止点”这个认知域内，吃
 相对吃了
 或吃一碗
 而言是无界动作。两种判断的认知域不同，所以并不矛盾。

动作的“持续性”和“终止性”有联系也有区别，有内在终止点的动作一定是非持续的，但是非持续的动作不一定有内在的终止点。动作的“持续性”和“终止性”也与动作固有的客观属性有关，但最终以人对客观动作的认识为准。例如“怀孕”，一般视其为持续的状态，说成be pregnant；如果视其为非持续的过程，就可以说成be getting pregnant。（可比较汉语她怀着孕呢
 和她快怀上孕了
 。）

2．“动作”和“事件”

汉语里不仅语素有“自由”和“黏着”的区分，句法结构式也有“自由”和“黏着”的区分。

　　*
 他吃了苹果。（他吃了苹果又吃梨）

　　他吃了苹果了。

　　他吃了一个苹果。

头一个结构式是“黏着”的，后两个才是“自由”的。结构式的自由／黏着和语素的自由／黏着不在同一个层面上。结构式“自由”和“黏着”的对立其实也是“有界”和“无界”的对立，自由的结构式代表有界的完整事件，黏着的结构式代表无界的不完整事件。“他吃了苹果”不成立是因为有界动作“吃了”和无界事物“苹果”不匹配。动作“吃了”虽然有一个内在的终止点，但后面必须跟上有界事物“一个苹果”，或者在句末再加上一个了，这个终止点才有了着落，变为实际的终止点，整个结构式才能表达一个完整的事件。词组只表示动作或不完整事件，句子才表示完整的事件。

要强调的是，在“动作”这个认知域内，或在词组这个层面上，我们说吃了苹果
 相对吃苹果
 而言是代表有界动作；在“事件”这个认知域内，或在句子这个层面上，我们说吃了苹果
 相对吃了苹果了
 或吃了一个苹果
 而言是代表无界的事件。这也是在两个不同认知域内对同一个吃了苹果
 作出的不同判断，并不矛盾。

“动作”和“事件”有联系也有区别，事件一定包含动作，但动作不一定成为事件。

3．事物和动作在有界／无界上的对应和匹配

先说对应。事物的有无界和动作的有无界是相通的，两者存在着明显的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关系Langacker（1987）已作出论证。例如英语的动词，如果表示有界动作，名词化之后可以加不定冠词a，如果表示无界动作，名词化之后不能加不定冠词：

　　a．Mary capsized the boat.

　　　　→There was a capsizing of the boat by Mary.

　　b．John pushed the cart for hours.

　　　　→For hours there was （*a） pushing of the cart by John.

汉语里动词和名词一样可以在前面加数词一
 使原来表示的无界动作变为有界动作。名词水
 和药
 代表无界事物，而一桶水
 和一点儿药
 就变为有界的；同样，动词烧
 、坐
 、散
 表示的动作是无界的，加上一
 也变为有界的，如以下例子中的“一＋动”是表示一个短暂动作的“完成或出现”（詹开第1987），也就是表示有界动作：

　　把他那份儿神像一烧
 ！愣说他“上天言好事”去啦。

　　这位老道进到屋里，往那这么一坐
 。

　　每人三十个羊肉冬瓜馅的煮饺子，吃完了一散
 。

再说匹配。汉语里某些句法组合没有数量词就不能成立。“不成立”主要是指不能以自由形式存在，只能是黏附形式。例如：

　　*
 盛碗里鱼

　　盛碗里两条鱼

　　*
 打破玻璃（打破玻璃的人找到了吗？）

　　打破两块玻璃

　　*
 飞进来苍蝇（飞进来苍蝇就打）

　　飞进来一个苍蝇

　　*
 吃了苹果（吃了苹果又吃梨）

　　吃了一个苹果

　　*
 捂了孩子痱子

　　捂了孩子一身痱子

在“动作有无终止点”这个认知域内，简单动词盛
 、打
 、飞
 、吃
 、捂
 等表示的动作是无界的，而盛碗里
 、打破
 、飞进来
 、吃了
 、捂了孩子
 这些复杂的动词词组表示的动作是有界的。在“个体和集合”这个认知域内，光杆名词鱼
 、玻璃
 、苍蝇
 、苹果
 、痱子
 都代表无界事物，而两条鱼
 、两块玻璃
 、一个苍蝇
 、一个苹果
 、一身痱子
 都代表有界事物。

我们可以看出，数量词对句法结构的制约实际上是概念上“有界／无界”的对立在语法上的反映。盛碗里鱼
 、打破玻璃
 、飞进来苍蝇
 、吃了苹果
 等句法组合之所以不成立或不自由，那是因为其中的有界动作跟后面的无界事物不匹配。

另一方面，某些句法组合排斥数量词，例如：

　　山上架着炮
①



　　*
 山上架着两门炮

　　他正吃着饭

　　*
 他正吃着三碗饭


架着
 、吃着
 代表无界动作，而两门炮
 、三碗饭
 代表有界事物，加*号的两个句子不成立显然也是因为其中的无界动作跟后面的有界事物不匹配。

拙文（1995）得出的“有界／无界匹配原则”是：

动作是有界的，受动作支配的事物也是有界的，动作是无界的，受动作支配的事物也是无界的。
②



4．对“匹配原则”的进一步说明

上面这种“匹配说”引起一些问题，存在一些误解，有必要加以澄清。看英语的例子：

　　I walked across the street slowly.

　　I walked along the shore slowly.

　　I ate up the popcorn in 10 minutes.

　　I ate popcorn for 10 minutes.

在一定的认知域内，动作walk across（走到对面）和eat up（吃完）是有界的，相关的事物the street（那条街）和the popcorn（那堆爆米花）也是有界的；动作walk along（沿着走）和eat（吃）是无界的，相关的事物the shore（海岸）和popcorn（爆米花）也是无界的。这样的解释符合“匹配说”。但是，“吃10分钟”（英语是eat for 10minutes）相对“吃”（eat）而言是有界动作，但是最后一句与这个有界动作相关的事物popcorn（爆米花）却是无界的。另外，动作walk along是无界的，而相关的事物却可以是有界的，例如：

　　I walked along the street slowly.

为了维持动作和事物在有界／无界上的匹配关系，Talmy（2000 vol. 1:55）提出“界段重合原则”（Principle of Boundary Coincidence）作为判定动作有界还是无界的依据。他说，区分动作的有界和无界还要考虑到受动作支配的事物，动作的界限须和受动作支配的事物的界限“重合”，动作才是有界的。例如：

　　I walked through the tunnel in 10 minutes.

　　I walked through the tunnel for 10 minutes.

虽然动作“穿行10分钟”是有界的，但是如果把这个动作和受动作支配的事物“隧道”联系起来看，前一句运动路径正好与隧道的长度重合，而后一句不相重合（运动路径要短于隧道的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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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界段重合原则”，可以判定前一句的动作“穿行10分钟”（in 10 minutes）为有界动作，而后一句的动作“穿行10分钟”（for 10 minutes）为无界动作。

用“认知语义学”的术语来说，“穿行10分钟”在客观上是有界动作，但是如果这个动作没有完全影响它所支配的有界事物，它就被“识解”为（construed as）
③

 无界动作。为什么会有这样“识解”？因为人们心目中的有界动作总是和一个有界的事物相联系，随着动作的进展，事物受影响的范围增加，至动作结束时事物已受完全的影响。例如：

　　The log burned up in 10 minutes.

　　I ate the popcorn up in 10 minutes.

　　Water filled the tub in 10 minutes.

　　I dressed in 10 minutes.

　　I walked through a portion of the tunnel in 10 minutes.

这种识解在英语里已经“语法化”，表现在谓语部分用介词in来区别于for。汉语也有相应的语法表现，只是表现方式不一样：

　　我10分钟穿过隧道。

　　隧道我穿行10分钟。

动补结构穿过
 代表有界动作，而单纯动词穿行
 代表无界动作，穿过隧道
 和穿行隧道
 在英语里都是walk through；至于动作“穿行10分钟”，当时间数量词10分钟
 置于谓语之前时识解为有界动作，而置于谓语之后时则识解为无界动作。可见，汉语的区别手段是语序加词汇（穿行
 ／穿过
 ）而不是介词。再例如：

　　*
 我10分钟穿行隧道。

　　我10分钟穿行隧道，10分钟吃爆米花。

头一句单说不成立（不是自由形式），原因是10分钟穿行
 的语序相对穿行10分钟
 是表示有界动作，而穿行隧道
 相对穿过隧道
 是表示无界动作，两者不匹配。下一句对举着说成立，可以理解为“10分钟穿过隧道，10分钟吃完爆米花，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规定的项目”。在这种对举的情形下，通常表示无界动作的穿行
 和吃
 要向10分钟
 的前置语序让步，被识解为有界的“穿过”和“吃完”。

同样的道理，当动作是无界动作时，受动作支配的客观上有界的事物也被“识解”为无界事物，如英语I walked along the street for 10 minutes和I walked through the tunnel for 10 minutes两句中的the street和the tunnel。同样一个事物，由于“视角”（perspective）的原因可以有不同的维度（点、段、线）识解，有Talmy（2000 vol. 1:61）的例子如下：

She climbed up the fire ladder in five minutes. （段，有界）

Moving along on the training course, she climbed the fire ladder at exactly midday. （点）

She kept climbing higher and higher up the fire ladder. （线，无界）

梯子当然是两头有界的事物，但是近看为段，远看为点，特近看为线，这是“远视／近视”（distal perspective）作用的结果，好比拍照推远和拉近镜头得到不同的效果。特近看时，观察者的注意力只集中在梯子的中间部分上，梯子于是被识解为无界事物。只是这一识解的“语法化”没有体现在名词the fire ladder上，而是体现在谓语部分（持续体keep climbing）。同样，汉语10分钟吃完爆米花
 里的爆米花
 尽管是光杆名词，但要识解为有界的“一堆爆米花”。当然也有体现在名词上的情形，如eat popcorn和eat up the popcorn的区别。对有界／无界的“识解”，什么情形下已经语法化，什么情形下没有语法化，有没有规律可循，这是个可以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动作和事物之间“有界／无界的匹配原则”应该重新表述如下：

动作有界，受动作支配的事物相应地也按有界识解；动作无界，受动作支配的事物相应地也按无界识解。反之亦然。

我们强调和澄清的是，“有界”和“无界”的对立是主观识解和概念上的对立，不是客观的、物理上的对立。主观的识解当然要以客观事实为依据，在大多数情形下两者是一致的，但是主观识解不是非得跟客观事实一致，当两者发生矛盾时以主观识解为准。

5．性状的有界和无界

拙文（1995）用汉语的事实论证，不仅在事物和动作两个认知域有对应的有界／无界对立，而且在性状这个认知域也有相应的有界／无界对立。人在感知和认识事物和动作的同时也感知和认识它们的性质和状态（简称“性状”）。性状在程度或量上有“有界”“无界”之分，这种区分体现在汉语形容词的形态变化上。汉语的形容词明显地区分为两个小类，一类是白
 、慢
 、干净
 这种简单形态的性质形容词，一类是雪白
 、慢腾腾
 、干干净净
 这种复杂形态的状态形容词。举例说，“白”这种颜色是事物的一种性状，“白”可以有各种程度上的差别，雪白是白，灰白也是白，白
 一词是对各种程度的白的概括，从程度不受限制这点上讲，白
 所表示的性状是无界的。相反，雪白
 、煞白
 等则代表某一特定程度的“白”，从程度受限制讲，它们所表示的性状是有界的。同样，我们感知某人走路慢，“慢”是走路这一动作的性状，但“慢”是相对“快”而言，有各种程度不等的慢，慢
 代表的程度不受限制，因此是无界的。相反，慢慢地
 、慢腾腾
 、非常慢
 则表示一定程度的慢，因此是有界的。这两类形容词在句法表现上有一系列的差异，朱德熙（1956）有详细的论述。

性状的有界／无界对立在其他语言的形容词中也有表现，但是形态总体上比汉语发达的语言在这方面反而不像汉语表现得这么明显。

性状和事物在有界／无界上的匹配，拙文（1995）已有论证如下：

　　白衣服　*
 白一件衣服　*
 雪白衣服　雪白一件衣服

　　糊涂人　*
 糊涂一个人　*
 稀里糊涂人　稀里糊涂一个人

　　干净鞋　*
 干净一双鞋　*
 干干净净鞋　干干净净一双鞋

　　好车　*
 好一辆车　*
 很好车　　很好一辆车

左边的白一件衣服
 等不成立是因为无界形容词（如白
 ）跟有界名词（如一件衣服
 ）不匹配，右边的雪白衣服
 等不成立是因为有界形容词（如雪白
 ）跟无界名词（如衣服
 ）不匹配。

以上是形容词作定语的情形。形容词作谓语时跟主语名词之间也会在有界／无界上互相影响。下面例子中同样是光杆普通名词纸
 作主语，性质形容词薄
 作谓语时，纸
 可以识解为泛指的无界名词，而状态形容词薄薄的
 作谓语时，纸
 必须识解为指个体的有界名词：

　　纸薄，（不比玻璃，）一捅就破。

　　（那层）纸薄薄的，一捅就破。

同样是状态形容词干干净净
 ，作谓语时主语名词衣服
 要识解为有界的个体名词，而作定语时中心名词衣服
 可以识解为无界的泛指类名：

　　（这件）衣服干干净净的，穿着舒服。

　　干干净净的衣服穿着舒服。

按照“有界／无界的匹配原则”，这等于是说，状态形容词干干净净
 作定语时可以识解为指称无界性状，而作谓语时不能这么识解。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状态形容词的主要句法功能是作谓语，而作定语主要是性质形容词的功能。（参看沈家煊1997）有界／无界的识解跟词语充当的句法成分之间有什么联系，这也是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6．动作和性状在有界／无界上的匹配

这是本文补充的内容。事物有性状，动作也有性状，动作的性状主要和动作的方式和动作的结果有关。先看动作的方式：

　　高举　*
 高举起／*
 高一举　*
 高高举　高高举起／高高一举

　　轻放　*
 轻放下／*
 轻一放　*
 轻轻放　轻轻放下／轻轻一放

　　粗看　*
 粗看完／*
 粗一看　*
 粗粗看　粗粗看完／粗粗一看

　　紧握　*
 紧握住／*
 紧一握　*
 紧紧握　紧紧握住／紧紧一握


举
 、放
 、看
 、握
 等光杆动词代表无界动作，举起
 、放下
 、看完
 、握住
 等动结式和动趋式代表有界动作。无界动作和高
 、轻
 、粗
 、紧
 等代表的无界性状匹配，有界动作和高高
 、轻轻
 、粗粗
 、紧紧
 等代表的有界性状匹配。高举起
 、高高举
 等不成立（不是自由形式），原因是不是与音节组合的韵律有关？是不是“1＋2”和“2＋1”这样的三音节组合构成的状中结构不是好的韵律组合？不见得是。因为同样是“1＋2”的格式，白担心
 、老打架
 、穷折腾
 、乱打听
 、干着急
 都可以说；同样是“2＋1”的格式，使劲举
 、小心放
 、仔细看
 也都可以说。


养一段
 和看一遍
 显然都代表有界动作，为什么可以说静养一段
 和粗看一遍
 ？其实静
 不是修饰养一段
 ，粗
 也不是修饰看一遍
 ，而是静养
 和粗看
 已经成为凝固的双音复合词（朱德熙1956）：

　　静养／一段　　　粗看／一遍

　　*
 静／养一段　　*
 粗／看一遍

如果认为高举起
 能说（高举起革命的大旗
 ），那也要分析为高举／起
 而不是高／举起
 。慢慢走
 、慢慢说
 似乎是例外，其实也不是。慢慢走
 和慢慢说
 这样的说法或者是祈使句（祈使句的动作是未实现的），或者是不自由的，要对举才能说：他慢慢说，我慢慢记
 。陈述一个完整事件一般要说成他慢慢地走过来
 和他慢慢地说完
 。

再看动作的结果状态：

把嘴张得大大的　　*
 把嘴张大大的　　*
 把嘴张得大　　把嘴张大

把东西抢得精光　　*
 把东西抢精光　　*
 把东西抢得光　把东西抢光

把包裹抱得紧紧的　*
 把包裹抱紧紧的　*
 把包裹抱得紧　把包裹抱紧


张
 、抢
 、抱
 等简单动词代表无界动作，只能跟大
 、光
 、紧
 等性质形容词匹配，张得
 、抢得
 、抱得
 等复杂的动补结构代表有界动作，只能跟大大的
 、精光
 、紧紧的
 等状态形容词匹配。

“V得＋性质形容词”不是绝对不说，而是只能对举着说，因此不是自由形式：

　　攀得高，跌得重。

　　站得高，看得远。

如果动词前有早已
 、已经
 、马上
 这类强调动作有界的词语修饰，性质形容词就更难出现（朱德熙1982：9.8.4）：

　　已经走得远远的　　*
 已经走得远

　　早就想得很透彻　　*
 早就想得透彻

　　马上忘得干干净净　*
 马上忘得干净

将静养一段
 分析为静养／一段
 ，粗看一遍
 分析为粗看／一遍
 ，这确实跟韵律结构有关（参看冯胜利1997）。动作和性状的有界／无界匹配跟韵律结构有什么关系，这也是可以研究的问题。

7．的
 和了
 的对应关系

　　*
 白一件衣服　　　白的一件

　　*
 雪白衣服　　　　雪白的衣服


*
 白一件衣服
 和*
 雪白衣服
 不成立，但是加进一个的
 之后，白的一件
 （如这儿有两件衣服
 ，我要白的一件
 ）和雪白的衣服
 都能成立，原因何在？在于的
 字的作用。陆丙甫先生从意义上区分定名偏正结构的黏合式小牛
 和组合式小的牛
 时认为，小牛
 具有称谓性，是“牛犊”的称谓方式，实际上就是泛指或通指形式，而小的牛
 具有非称谓性，可能指一条成年牛，个头较小，也就是单指或专指形式。因此一棵大的小树是大的树
 但不是大树
 。从这个意义讲，的
 字的作用是可以将无界的集合事物概念变为有界的个体事物概念。正因为的
 和数量词都具有使无界变为有界的功能，所以要使*
 雪白衣服
 能指称有界事物有两个办法，一是加数量词，使它变成雪白一件衣服
 ，一是加的
 ，使它变成雪白的衣服
 。要使*
 白一件（衣服
 ）能指称有界事物，也可以加的
 ，使它变成白的一件
 。

值得注意的是，动词后的了
 字不仅能使无界的动作变为有界，如买票
 （无界）和买了票
 （有界），还能将其支配的事物由无界变为有界，这跟在名词前加数量词的作用是一样的，例如：

　　*
 小张弄脏衣服　小张弄脏了衣服　小张弄脏一件衣服

　　*
 礼堂响起掌声　礼堂响起了掌声　礼堂响起一阵掌声

左列两句不成立，因为代表有界动作的弄脏
 、响起
 和代表无界事物的衣服
 、掌声
 （光杆类名）不匹配。加上了
 之后，衣服
 和掌声
 就能识解为指称有界的个体事物，如小张弄脏了衣服
 中的衣服
 要理解为某一件或某一些衣服而不是泛指的衣服，句子因此而成立。

有界的状态形容词后面有了数量名词，形容词后的的
 能自由隐现；同样，有界的动词短语后面有了数量名词，动词后面的了
 也能自由隐现：

　　雪白（的）一件衣服

　　别弄脏（了）一件衣服


的
 和了
 功能上的对应关系，以及的／了
 和数量词的功能对应，这也是可以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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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注


*
 　感谢匿名审稿人对初稿提供的意见，本人已吸取部分意见并作相应修改。文中存留的错误有本人负责。


①
 这里表示“山上正在架炮”的动态行为，不是“山上有炮”的静态存在。


②
 动词的重叠式似乎是例外：

　　　我星期天在家洗洗衣服。

　　　他星期天找我来说说话。


洗洗
 这样的动词重叠式是表示“惯常”动作，即表示一个无界动作“洗（衣服）”的“反复进行”，因此不是例外。说说话
 、点点头
 中的说说
 和点点
 倒是表示动作的量有限，因而代表有界动作，不过可以把“说话”和“点头”看作一个整体概念，如英语的chat和nod，不必分析为“动作＋事物”。


③
 “识解”已经成为“认知语义学”的一个重要术语，指人根据自己的视角和注意强度在一定的概念域内对客观事物和情状的认识和解释。参看Langacker（1987/1991 vol.1:128）和Crystal（1997）Cognitive Semantics条。


动结式“追累”的语法和语义

提要　本文论证，“追累”这样的动结式构成的句子，仅仅从动词和补语的论元结构和题元结构出发是无法对其语法和语义作出充分解释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动结式的意义不能完全靠动词和补语的意义推导出来，二是动词和补语各自的词汇选择限制起重要作用。本文借用“认知语义学”的理论，从概念结构出发来解决问题，同时还说明为什么对这样的语法语义现象我们能够作出充分的解释，但只能作出不充分的预测。

1．“张三追累了李四了”的语法和语义


追累
 是一个动结式，张三追累了李四了
 这句话的释义，谁追谁，谁累，逻辑上有四种可能，但是实际只有三种成立：

（1）张三追累了李四了。

　　a．张三追李四，李四累了（有使成义）

　　b．张三追李四，张三累了（无使成义）

　　c．*
 李四追张三，张三累了

　　d．李四追张三，李四累了（有使成义）

排除的是（1c）的释义。（1a）还有使成义，张三“使得”李四累，（1d）也有使成义，张三“使得”李四追和累；（1b）没有使成义。换个角度说，句子（1）表达a、b、d三种意思时都合乎语法，而表达c这种意思时不合语法。要补充的一点是，按有些人的语感，表达b的意思时句子也不太合乎语法，尤其当句末去掉了
 字时，张三追累了李四
 不能独立成句，须有后继小句才合格，如说成张三追累了李四，停下来歇一歇
 。语法研究必须对动结式的这种语法语义现象尽可能作出解释和预测。

为阐述的方便，下面将追累
 这种动结式中的前动词称作“动词”，后动词称作“补词”。

2．GB理论的解释

李亚非（Li 1995）在“管辖与约束理论”（GB理论）的框架内解释和预测上述语法语义现象。他先设定两个等级，一个是语义上的题元等级，一个是句法上的论元等级：

题元等级：施事＞受事

论元等级：主语＞宾语

题元等级中施事的级别高于受事，论元等级中主语的级别高于宾语。题元指派给论元的规则简称指派规则或系连规则，其中心思想是两个等级要互相匹配，具体说就是：

题元指派规则：施事→主语

　　　　　　　受事→宾语

级别高的题元施事指派给级别高的论元主语，级别低的题元受事指派给级别低的论元宾语。

用（1）来验证这一指派规则可以发现，（1a）和（1b）都符合指派规则，而（1c）不符合，因为施事李四
 指派给了宾语，受事张三
 指派给了主语，所以（1c）被排除。但是（1d）跟（1c）一样也不符合指派规则，（1d）却是成立的。

为了解释（1d），李文在题元等级和论元等级之外又设定一个使役等级，由使事（Cause）和役事（Affectee）两个角色组成：

使役等级：使事＞役事

使事的级别高于役事。（1a）和（1d）有使成义，张三
 是使事，李四
 是役事；（1b）没有使成义，张三
 不是使事，李四
 也不是役事。使役角色指派给论元的规则如下：

使役角色指派规则：使事→主语

　　　　　　　　　役事→宾语

级别高的使事指派给级别高的主语，级别低的役事指派给级别低的宾语。按照这一指派规则，（1d）成立得到了解释，但是（1c）被排除却得不到解释：既然（1d）可以是张三
 使李四
 追结果李四
 累，为什么（1c）就不能是张三
 使李四
 追结果自己累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李文进一步假设使役角色的指派要满足一定的条件：（Li 1995:267—268）

使役角色指派条件：

i．只有当主语不从补词接受题元时，主语才能接受动结式的使事角色；

ii．如果宾语至少从补词接受一个题元，宾语就能接受动结式的役事角色。

李文还假设，当使役角色指派规则与题元指派规则两者发生矛盾时以前者为准。两种规则操作的次序因此是：

规则操作次序：使役角色的指派优先于题元角色的指派。

有了使役角色的指派条件和优先指派的规定，（1c）不成立就得到解释：主语张三
 从补词累
 那儿接受了一个题元客事，根据条件i，主语不能再接受使事角色；宾语李四
 未从补词累
 那儿接受一个题元，根据条件ii，宾语不能接受役事角色。（1c）违背题元指派规则，而使役角色指派规则又不起作用，所以不成立。

（1d）成立并且有使成义的解释是：（1d）虽然违背题元指派规则，但是符合优先起作用的使役角色指派规则。具体说，主语张三
 未从补词累
 那儿接受题元（累
 的题元是客事李四
 ），所以能接受使事角色；
①

 宾语李四
 从补词那儿接受了一个题元（累
 的题元就是李四
 ），所以能接受役事角色。（1a）成立并且有使成义也得到解释：主语张三
 是追
 的题元施事，同时也是使李四
 累的使事；宾语李四
 是追
 的题元受事，同时也是使人累的役事。题元指派与使役角色指派相一致。（1b）成立但没有使成义也得到解释：主语张三
 和宾语李四
 分别是动词追
 的施事和受事，符合题元指派规则，所以释义成立；但是（1b）不符合使役角色指派条件（主语从补词累
 那儿接受了一个题元客事，宾语未从补词累
 那儿接受一个题元），不接受使役角色的指派，所以没有使成义。

3．以上解释的问题

首先，有些动结式好像违背使役角色指派条件，句子的主语却能接受使事角色。这些动结式的补词包括丢
 、断
 、瞎
 、死
 、跑
 、去
 等（有“丢失”义）和起
 、出
 、来
 、满
 等（有“得到”义）两类，例如：

　　（2）a．我跑丢了一双鞋。　我浇死了四棵桃树。

　　　　　　我摔断了一条腿。　我看跑了一个俘虏。

　　　　　　我哭瞎了一只眼睛。　我除去了一块心病。

　　　　　b．我跑出了一身汗。　我请来了两个亲戚。

　　　　　　我烫起了一个水泡。　人都坐满了会场。

这些句子的主语好像都从补词那儿获得题元，如我丢了一双鞋
 、我瞎了一只眼睛
 、我出了一身汗
 、我来了两个亲戚
 等，因此都违背了使役角色指派条件，但是句子仍然有使成义，主语我
 是使事，如，我因为跑而使一双鞋丢了，因为请而使两个亲戚来了。有人会说，我跑丢了一双鞋
 是“鞋丢了”不是“我丢了”，我请来了两个亲戚
 是“亲戚来了”不是“我来了”，所以主语我
 不能算是动词丢
 和来
 的题元。但是，我哭瞎了一只眼睛
 既是“眼睛瞎了”也是“我瞎了”，人都坐满了会场
 既是“会场都满了”又是“人都满了”。因此使役角色指派条件至少不能完全解决这类问题。

抛开（2）不谈，有些句子虽然符合使役角色指派条件，但是主语却不能接受使事角色：

　　（3）*
 教练跑累了李四了。

　　　　　*
 艰苦的工作病倒了李四了。

　　　　　*
 无休止的排练唱烦了李四了。

这些句子都符合使役角色指派条件，主语未从补词获得题元，而宾语李四
 从补词获得一个题元，按照使役角色指派规则，它们都应该成立而且有使成义。

Li（1995:261）认为（3）各句不成立的原因在于违背了“题元准则”（Chomsky 1981）。

题元准则：每个论元都必须被指派题元。

具体说：

　　（4）a．那首歌唱烦了李四了。

　　　　　b．*
 无休止的排练唱烦了李四了。

　　（5）a．李四唱那首歌。

　　　　　b．*
 李四唱无休止的排练。

（5）说明（4a）的主语那首歌
 从动词唱
 那儿获得了题元，而（4b）的无休止的排练
 未能从唱
 那儿获得题元，违背了题元准则。对（3）的另外两句可以作同样的解释。

因此，为了解释（4a）和（4b）的对立，李文实际贯彻如下的原则：

如果违背题元准则，即使主语（因满足使役角色指派条件）能获得使役角色，句子也不合格。

但是这样的解释遇到以下的句子又有了问题：

　　（6）张三的故事笑死我了。

　　　　　那场饥荒饿死了很多人。

这样的句子看上去都违背题元准则，主语既不是补词的也不是动词的题元，但是都能够接受使役角色的指派，句子合格。于是李文又不得不说，第一句成立是因为动词笑
 有使动用法（如他的故事最笑人
 ），所以能给主语张三的故事
 指派题元。至于第二句成立的原因，他说那场饥荒
 是时间状语，可由动结式饿死
 指派题元。抛开第二句不谈，
②

 这儿的逻辑是，凡有使动用法的动词都能给主语使事指派题元。但是这个逻辑却是跟他原先贯彻的原则直接矛盾的，看以下例子：

　　（7）张三的故事最笑人。

　　　　　艰苦的工作最累人。

　　　　　无休止的排练最烦人。

尽管累
 、烦
 跟笑
 一样有使动用法，李文却并不认为累
 和烦
 能给使事指派题元。按他对（1d）张三追累了李四了
 的分析，如果主语张三
 是补词累
 的题元的话，（1d）就不符合使役角色指派条件，句子就应该不合格（见注①）。按他对（4a）那首歌唱烦了李四了
 的分析，如果烦
 能给主语那首歌
 指派题元的话，（4a）也就违背使役角色指派条件，句子也应该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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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进一步说明使役角色指派条件和题元准则的不合理性。先比较下面两句：

　　（8）a．*
 艰苦的工作病倒了李四了。

　　　　　b.艰苦的工作累病了李四了。

这两句都满足使役角色指派条件，因为主语艰苦的工作
 没有从补词倒
 和病
 获得题元，宾语李四
 从补词获得了题元。那么为什么（8b）合格而（8a）不合格呢？可能的解释是（8b）符合题元准则，即主语从动词累
 获得了题元，而（8a）违背题元准则，即主语未从动词病
 获得题元，比较：

　　（9）a．*
 艰苦的工作很病。

　　　　　b．艰苦的工作很累。

但是比较下面两句就会发现这种解释有问题：

　　（10）a．*
 这小宝宝病倒了李四了。

　　　　　b．这小宝宝累病了李四了。

（10）跟（8）一样b句成立a句不成立，只是主语由无生名词换成了有生名词。但是我们不能说（10b）成立是因为符合题元准则，因为有（11a）而没有对应的（11b）：

　　（11）a．艰苦的工作很累。

　　　　　b．*
 这小宝宝很累。

（11b）如果按“小宝宝自己累”而不是“小宝宝累人”理解是成立的，但是“小宝宝自己累”的意思显然跟（10b）的意思不一致。这说明词汇的“选择限制”（selectional restriction）在这儿起作用，题元指派对有生名词和无生名词作出了不同的选择。工作很累人
 也可以说成工作很累
 ，而小宝宝很累人
 却不能说成小宝宝很累
 。经分析，（10a）和（10b）的对立只能归因于（12）的对立：

　　（12）a．*
 这小宝宝很病人。

　　　　　b．这小宝宝很累人。

即（10b）动词累
 能给小宝宝
 指派使事，而（10a）动词病
 不能给小宝宝
 指派使事。因此根据（10a）和（10b）的对立，我们不能不得出以下的原则：

如果违背题元准则，只要主语能获得使役角色，句子就合格。显然，这条原则跟原先贯彻的原则（如果违背题元准则，即使主语能获得使役角色，句子也不合格）是互相矛盾的。我们陷入了这样的困境：如果坚持现在的原则，那么（4a）和（4b）的对立得不到解释；如果坚持原先的原则，那么（10a）和（10b）的对立得不到解释。

总之，根据（6）和（10b）这类句子合格的事实和论证的逻辑，我们只能得出没有获得任何题元的主语也能充当使事的结论。事实还说明，词汇的选择限制对句子的合格与否起重要作用，除了前面提到的有生名词和无生名词的区别，还有更严格的选择限制：

　　（13）a．*
 教练跑累了李四了。

　　　　　b．训练员跑累了那匹马了。


李四
 和那匹马
 都是有生名词，但是生命度的高低不一样，受役使的程度不一样。对于词汇的选择限制，光用李文提出的那些句法和语义性质的规则、条件和准则是无法解释的。

4．LFG的解释及问题

何万顺（1997）用“词汇函项语法”（LFG）的理论来解决“追累”问题，他不另设使役等级，只设立一个多项题元等级。题元在题元等级上的高低，论元在论元等级上的高低，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他设定的题元指派规则因此是：

题元指派规则：

级别较高的题元指派给级别较高的论元；级别较低的题元指派给级别较低的论元。

现在来看这样的指派规则如何解释句子（1）的释义。按何文的分析，动词追
 的两个题元分别是施事和受事，补词累
 的唯一题元是客事。受事和客事在他的题元等级上不分上下，级别平等。我们用符号“＝”表示“级别平等”，用“＞”表示“级别高于”，用“〈sub〉”表示“指派给”。

　　（1）张三追累了李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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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中的李四
 和（1c）中的张三
 都是兼作受事和客事的复合题元，由于受事和客事在题元等级上级别相等，记作［受事＝客事］。（1b）中的张三
 和（1d）中的李四
 都是兼作施事和客事的复合题元，（1b）由于施事的题元级别高于客事，应该是［施事＞客事］，但是在（1d）中情况特殊，变成了［施事＜客事］。（1a）成立，因为级别高的施事指派给了主语，级别低的［受事＝客事］指派给了宾语，符合题元指派规则。（1b）也成立，因为复合题元［施事＞客事］的级别仍然高于［受事］。（1c）不成立，因为违背了题元指派规则，级别低的复合题元［受事＝客事］指派给了主语，而级别高的题元［施事］指派给了宾语。

问题在于对（1d）成立的解释。跟（1b）张三
 的题元［施事＞客事］相比较，（1d）李四
 的题元是［施事＜客事］，出现了客事反而比施事级别高或凸显的特殊情形，按何文的理论这种客事属于“次要客事”，其级别不如一般客事的级别高，因此李四
 的级别不如张三
 的级别高（一般客事和受事级别相同）。按这样的分析，（1d）仍然符合题元指派规则。

然而，有待回答的是，为什么（1d）李四
 的题元是特殊的［施事＜客事］，即客事反而比施事级别高或凸显？何文的解释是，相对（1b）而言，（1d）发生了句法上的“主宾语颠倒”操作：（1b）是［施事］指派给主语，［受事］指派给宾语；而（1d）是［施事］指派给宾语，［受事］指派给主语。这就是所谓的“主宾语颠倒”，何文认为，它类似于张三坐在主席台上
 和主席台上坐着张三
 之间的颠倒。这一颠倒引起题元内在的句法特征的变化（这里从略），是这些句法特征的变化造成客事和施事级别的颠倒。

但是，何文所说明的“颠倒”其实并不是主宾语的颠倒，（1b）张三
 是主语，李四
 是宾语，（1d）仍然张三
 是主语，李四
 是宾语，主宾语事实上并没有颠倒。（1d）实际颠倒的不是主语和宾语，而是指派给主宾语的题元：应该指派给主语的施事变成了受事，应该指派给宾语的受事变成了施事。这里显然出现了循环论证：所谓的“主宾语颠倒”实际上就是题元等级的颠倒，这等于是说，是题元等级的颠倒最终造成题元等级的颠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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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循环论证，何文的解释也不能解决上一节提到的由词汇的选择限制造成的对立。

5．“认知语义学”的解释

以上论证说明，动结式“追累”有没有使成的释义，分别从“追”和“累”的语法和语义出发是解释不了的，使成义是动结式这个整体结构式的意义。此外追
 和累
 的词汇选择限制也起重要作用。按照Talmy（2000）“认知语义学”的理论框架，我们的解释如下：表层句子的底层是概念结构，它建立在人对世界认识的基础上，具有来自语言之外的理据，因此基于概念结构的解释可以避免循环论证和内部矛盾。跟传统的语义结构相比，概念结构一方面更抽象更概括，着眼于整个句式的意义，另一方面又更具体更细致，可以解决词汇选择限制的问题。下面先说明与动结式有关的概念结构的组成。先以动趋式滚进
 为例：

　　（14）油桶滚进了仓库。

这个句子表达一个运动事件，运动事件的概念结构由四个概念要素组成：

凸体（Figure）：指一个运动物体（“油桶”），它相对于另一个物体（衬体）而运动。

衬体（Ground）：指一个参照物体（“仓库”），另一个物体（凸体）相对它而运动。

运动（Motion）：指凸体的空间移动（用MOVE表示）。

路径（Path）：指凸体相对衬体而运动的路径（“进”）。

至于“滚”，它是运动的方式（Manner）。实际上动趋式表达的是一个复杂事件，它由一个主事件和一个副事件复合而成：

复杂事件＝主事件＋副事件

［凸体　运动　路径　衬体］主事件
 ＋［运动事件］副事件


［油桶MOVE进　仓库］主事件
 ＋方式
 ［油桶滚］副事件


主事件是构架事件，代表运动事件的基本结构。副事件本身也是一个运动事件（这里不细加分析），依附于主事件，其中的方式概念“滚”与运动概念MOVE合并，显现为动词滚
 ；路径概念“进”显现为趋向补词进
 。副事件和主事件有联系，除了表示主事件运动的方式外，还经常表示主事件运动的原因，例如下句中刮风是衣服移动到阳台下的原因：

　　（15）衣服刮下了阳台。

　　　　　［衣服MOVE下阳台］主事件
 ＋原因
 ［刮风］副事件


运动事件的概念结构中还可以有一个致使者，称作使事，如下例中的“我”：

　　（16）我把油桶滚进了仓库。

　　　　　［我　AMOVE油桶　进　仓库］主事件
 ＋原因
 ［我滚油桶］副事件


不含使事的运动事件是“自动事件”（标为“MOVE”），含有使事的运动事件是“致动事件”（标为“AMOVE”）。

现在来看动结式。像花瓶打碎了
 和张三打碎了花瓶
 这样的句子表达的是较抽象的运动事件，凸体花瓶进入到碎的状态，“碎（状态）”是衬体，显现为打碎
 的补词碎
 ，抽象的路径“进”因为不凸现而与衬体合并，没有独立的显现形式，抽象路径“进”用INTO表示：

自动事件：［花瓶　MOVE INTO　碎（状态）］主事件
 ＋［花瓶被打］副事件


致动事件：［我　AMOVE　花瓶　INTO　碎（状态）］主事件
 ＋［我打花瓶］副事件


注意，自动和致动的区分主要是主观认识上而不是客观物理上的区分。物理上油桶不会自行滚动，滚动是外力或地心引力作用的结果，但是它可以被人“识解”为（be construed as）自动事件。同样，客观上无生命的故事不会施加物理的作用力，但是“张三的故事笑死我了”可以被“识解”为一个致动事件。

凸体和衬体再加上使事，三个运动事件的概念涵盖了传统语义结构分析的一系列语义角色（施事、受事、与事、客事、处所、使事、役事等），所以说概念结构比语义结构的概括性更强，同时也克服了过去设立语义角色时的随意性。另一方面概念结构又比语义结构更加具体，还包含概念成分的凸显状况，概念之间结合的紧密程度等，例如：

　　（17）a．跑一跑那匹马。

　　　　　b．让那匹马跑一跑。

例（17）中a和b的语义结构是一样的，“那匹马”都是役事兼施事，但是两句的概念结构不一样，a的“那匹马”比b的“那匹马”受使役的程度高，因此更加凸显。

　　（18）a．张三送给李四一朵花。

　　　　　b．张三送一朵花给李四。

这两句的语义结构也一样，但概念结构有差别。a中“送”和“给”两个概念的结合紧密，代表一个复合过程，而b中这两个概念的结合松散，代表两个分离的过程。（沈家煊1999a）

下面把概念结构中的凸体、衬体、使事称作事件角色（Roles），简称角色（R），它们将取代传统语义结构中的题元。事件角色也构成一个凸显度由高到低的等级。现将句法结构和概念结构中存在的等级一并列出如下，其中论元的等级还细分不同主语的凸显等级和不同宾语的凸显等级：

句法结构（由论元组成）：

　　主语＞宾语＞旁语

　　被
 字句主语＞一般主语（不同主语的凸显等级）

　　把
 字宾语＞一般宾语＞拷贝动词宾语（不同宾语的凸显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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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结构（由角色组成）：

　　主事件角色＞副事件角色

　　使事＞凸体＞衬体

概念结构成立的唯一条件如下：

主事件和副事件之间必须有足够的概念上的联系。

“足够的概念上的联系”是以人对运动事件的相关“理想认知模型”为衡量标准的。例如：

　　（19）a．张三打累了李四了。

　　　　　b．张三打哭了李四了。

a句只能理解为张三
 累，不能理解为李四
 累，而b句只能理解为李四
 哭，不能理解为张三
 哭。至于张三追累了李四了
 ，既能理解为张三
 累也能理解为李四
 累。这种现象李文和何文都没有能作出解释。现将这两句的概念结构列出如下：

a．［张三MOVE INTO累］主事件
 ＋原因
 ［张三打李四］副事件


　　*
 ［张三AMOVE李四INTO累］主事件
 ＋原因
 ［张三打李四］副事件


b．［张三AMOVE李四INTO哭］主事件
 ＋原因
 ［张三打李四］副事件


　　*
 ［张三MOVE INTO哭］主事件
 ＋原因
 ［张三打李四］副事件


这里副事件表示主事件运动的原因。我们关于打人事件的“理想认知模型”告诉我们，打人者会累，被打者一般不会累；被打者会哭，打人者一般不会哭。追人事件的“理想认知模型”告诉我们，追人者和被追者都会累。所以上面不加“*”号的概念结构成立，因为副事件和主事件之间有足够的因果联系，而加“*”号的概念结构因为缺乏这样的联系而不成立。第7节将进一步说明概念结构成立的条件是相对的，因此只能对动结式的句法和语义作出充分的解释，无法做到完全的预测。

在概念结构成立的前提下，事件角色指派给论元的规则设定如下：

角色指派规则：

　　1）每个论元都必须被指派角色。

　　2）一角色不能同时指派给两个不同的论元。

　　3）凸显的角色比不凸显的角色优先指派。

　　4）角色的级别和论元的级别要互相匹配：级别较高的角　　色指派给级别较高的论元，级别较低的角色指派给级别较低的论元。

现将张三追累了李四了
 这个句子的四种释义分别用概念结构表示如下。（下标字母A表示使事，F表示凸体，G表示衬体）

　　（1）张三追累了李四了。

　　a．［张三A
 AMOVE李四F
 INTO累G
 ］主事件
 ＋［张三F
 追李四G
 ］副事件


　　b．［张三F
 MOVE INTO累G
 ］主事件
 ＋［张三F
 追李四G
 ］副事件


　　c．*
 ［李四A
 AMOVE张三F
 INTO 累G
 ］主事件
 ＋［李四F
 追张三G
 ］副事件


　　d．［张三A
 AMOVE李四F
 INTO累G
 ］主事件
 ＋［李四F
 追张三G
 ］副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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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主事件是构架事件，主事件的角色比副事件的角色凸显，根据规则3，主事件的角色要优先指派。（1a）和（1d）显然都符合角色指派规则，主事件级别较高的角色“张三”指派给主语，级别较低的角色“李四”指派给宾语，因此都成立。（1c）违背角色指派规则，主事件级别较高的角色指派给了宾语，而级别较低的角色指派给了主语，所以不成立。（1b）的主事件中角色G“累”要显现为补词，能指派给论元的角色只有F“张三”，它不能同时指派给两个不同的论元（规则2），而每个论元又必须被指派角色（规则1），所以主事件只负责将F“张三”指派给主语，宾语只能由副事件中的角色G“李四”来指派。不过，根据规则3的精神，副事件的角色指派要受额外的限制，具体说（1b）的成立是有条件的，如第1节开头所指出的，句末必须有了
 ，没有了
 必须有后继小句。

现在来考察句子（1）的三种句式变体：把
 字句，被
 字句，动词拷贝句。先看把字句：

　　（20）张三把李四追累了。

　　a．［张三A
 AMOVE李四F
 INTO累G
 ］主事件
 ＋［张三F
 追李四G
 ］副事件


　　b．*
 ［张三F
 MOVE INTO累G
 ］主事件
 ＋［张三F
 追李四G
 ］副事件


　　c．*
 ［李四A
 AMOVE张三F
 INTO 累G
 ］主事件
 ＋［李四F
 追张三G
 ］副事件


　　d．［张三A
 AMOVE李四F
 INTO 累G
 ］主事件
 ＋［李四F
 追张三G
 ］副事件


变为把
 字句后，（20b）的释义也被排除，这是为什么？（20b）跟（1b）一样宾语要由副事件的G来指派，但是如前所述要受一定的限制，角色G只能有条件地指派给一般宾语。在论元等级上，把
 字宾语的级别即凸显度要比一般宾语高，根据规则4，指派给一般宾语都要受限制的角色要指派给级别较高的把
 字宾语就更不能接受了。再看被
 字句：

　　（21）李四被张三追累了。

　　a．［张三A
 AMOVE李四F
 INTO累G
 ］主事件
 ＋［张三F
 追李四G
 ］副事件


　　b．*
 ［张三F
 MOVE INTO累G
 ］主事件
 ＋［张三F
 追李四G
 ］副事件


　　c．*
 ［李四A
 AMOVE张三F
 INTO累G
 ］主事件
 ＋［李四F
 追张三G
 ］副事件


　　d．*
 ［张三A
 AMOVE李四F
 INTO累G
 ］主事件
 ＋［李四F
 追张三G
 ］副事件


变为“被”字句后，又有（21d）的释义被排除，这是为什么？先看（21a）为什么成立。“被”字句的概念结构和一般主动宾句的概念结构有差别，“张三”和“李四”两个角色的凸显情况正好相反，拿（1a）和（21a）来比较：（凸显的角色用粗体字表示）

　　（1a）［张三A
 AMOVE李四F
 INTO累G
 ］主事件
 ＋［张三F
 追李四G
 ］副事件


　　（21a）［张三A
 AMOVE李四F
 INTO 累G
 ］主事件
 ＋［张三F
 追李四G
 ］副事件


（1a）中“张三”比“李四”凸显，这是一般情形，而（21a）中是“李四”比“张三”凸显，这是特殊情形。这种凸显颠倒的情形具有认知心理的基础。
⑦

 所以（21a）仍然符合规则4，释义成立。（21b）跟（20b）一样有一个论元要由副事件的G来指派。由于G“李四”反而比F“张三”凸显，应指派给主语，但是副事件的角色指派要受一定的限制，这里的限制是，G只能指派给一般主语，不能指派给被
 字句的主语，因为在论元等级上后者比前者的级别高，所以（21b）不成立。（21c）主事件“张三”和“李四”的凸显情形正好跟（21a）相反，（21a）成立，（21c）自然就不成立。那么（21d）为什么也被排除？（21d）主事件的“李四”虽然像（21a）一样比“张三”凸显，但是“李四”在（21d）的副事件中却不如“张三”凸显（也由于凸显颠倒），没有达到指派给被
 字句主语这个凸显主语的程度。最后看动词拷贝句：

（22）张三追李四追累了。

　　a．*
 ［张三A
 AMOVE李四F
 INTO累G
 ］主事件
 ＋［张三F
 追李四G
 ］副事件


　　b．［张三F
 MOVE INTO累G
 ］主事件
 ＋［张三F
 追李四G
 ］副事件


　　c．*
 ［李四A
 AMOVE张三F
 INTO累G
 ］主事件
 ＋［李四F
 追张三G
 ］副事件


　　d．*
 ［张三A
 AMOVE李四F
 INTO累G
 ］主事件
 ＋［李四F
 追张三G
 ］副事件


这是所谓的动词拷贝句，除（22c）不成立外，（22a）和（22d）也被排除，只有（22b）成立。（22a）和（22d）被排除跟论元等级上拷贝动词宾语的级别比把
 字宾语和一般宾语低有关。主事件“李四”的角色是F，相对G是个比较凸显的角色，应该指派给把
 字宾语或一般宾语，却指派给了凸显度很低的拷贝动词宾语，因此违背了规则4。（22b）成立是因为由副事件给宾语指派角色G，这个级别较低的G指派给拷贝动词的宾语正好合适。

以上用角色指派规则解释的四个句式的释义情况概括如下：

　　动宾句：张三追累了李四了。（a，b，d）

　　把字句：张三把李四追累了。（a，d）

　　被字句：李四被张三追累了。（a）

　　拷贝句：张三追李四追累了。（b）

6．概念结构的解释力

本文对“追累”的句法语义分析和得出的结论可以推广到汉语一般动结式的语法语义研究，特别是动结式的配价研究，可参看宋文辉（2003）。

　　（23）a．酒喝醉了老王了。　　老王喝醉了酒了。

　　　　　b．那瓶酒喝醉了老王了。*
 老王喝醉了那瓶酒了。

　　　　　c．故事听乐了孩子了。　　*
 孩子听乐了故事了。

　　　　　　小说看哭了妈妈了。　　*
 妈妈看哭了小说了。

（23a）出现的是光杆名词酒
 ，主宾语位置可以颠倒；（23b）出现的是名词短语那瓶酒
 ，主宾语位置不能颠倒。（23c）虽然也是光杆名词（故事
 和小说
 ），但是主宾语也不能颠倒。（见任鹰2001）解释如下：（23a）前后两句的概念结构不同，一个是致动事件，一个是自动事件。

　　酒喝醉了老王了。

　　［酒A
 AMOVE老王F
 INTO醉G
 ］主事件
 ＋［老王F
 喝酒G
 ］副事件


　　老王喝醉了酒了。

　　［老王F
 MOVE INTO醉G
 ］主事件
 ＋［老王F
 喝酒G
 ］副事件


前一句显然符合角色指派规则。后一句有一个论元要由副事件的G来指派，副事件的G应该是凸显度较低的G，“酒”作为一个无指的光杆名词符合这个条件，所以也成立。而定指的“那瓶酒”是个较凸显的G角色，不符合这个条件，所以（23b）的后一句不成立。（23c）的后一句为什么也不成立？道理是一样的。（23c）前后两句的概念结构如下：

　　故事听乐了孩子。

　　［故事A
 AMOVE孩子F
 INTO乐G
 ］主事件
 ＋［孩子F
 听故事G
 ］副事件


　　*
 孩子听乐了故事。

　　［孩子F
 MOVE INTO乐G
 ］主事件
 ＋［孩子F
 听故事G
 ］副事件


（23c）的动词听
 和看
 是心理动词，不同于喝
 这样的动作动词。动作动词是典型的动词，它的受事是典型的受事，而心理动词的受事不是典型的受事，带有施事性（参看沈家煊1999c:215），跟动作动词的受事相比是凸显度较低的G。凸显度较低的G不能指派给论元级别较高的一般宾语，只能指派给级别较低的拷贝动词的宾语，如孩子听故事听乐了
 。

概念结构除了包含概念成分的凸显情况，还包含概念成分结合松紧的情况，因此还能解释以下现象：

　　（24）a．张三递给李四一块西瓜。

　　　　　b．*
 张三切给李四一块西瓜。

　　［张三A
 AMOVE- 一块西瓜F
 -TO李四G
 ］主事件
 ＋［张三F
 递西瓜G
 ］副事件


　　［张三A
 AMOVE一块西瓜F
 TO李四G
 ］主事件
 ＋［张三F
 切西瓜G
 ］副事件


关于“给予”的“理想认知模型”告诉我们，动作“递”和动作“给”是同时发生的，而动作“切”和动作“给”是先后发生的。因此（24a）中AMOVE和TO两个概念结合紧密（用AMOVE--TO表示），而（24b）中这两个概念的结合松散。结合紧密的概念在显现形式上也应该结合紧密，结合松散的概念在显现形式上也应该结合松散。（参看沈家煊1999a）（24a）的递给
 符合这一原则，（24b）的切给
 不符合这一原则，必须说成张三切了块西瓜给李四
 才成。

7．解释和预测

最后要说一说解释和预测的区别。

　　（4）a．那首歌唱烦了李四了。

　　　　　b．*
 无休止的排练唱烦了李四了。

李文根据题元准则来预测（4b）不合格，因为主语无休止的排练
 没有从动词唱
 那儿获得题元。但是看以下句子：

　　（25）？歌剧团无休止的排练唱烦了李四了。

　　　　　无休止的练唱唱烦了李四了。

第一句加上限定语歌剧团
 ，句子可接受的程度比（4b）大大提高。第二句由排练
 改为练唱
 ，主语仍然没有从动词唱
 获得题元（*
 唱无休止的练唱
 ），但是句子成立。按我们前面的解释，（4b）不成立的原因是违背了概念结构成立的唯一条件，即副事件［李四唱歌］和主事件［无休止的排练AMOVE李四INTO烦］之间缺乏足够的联系。我们关于唱歌事件的“理想认知模型”告诉我们：那首歌一定是唱的，而排练不一定是唱歌；这样的认识已经“语法化”，即在语法上表现出来，唱那首歌
 合格而*
 唱排练
 不合格。排练不一定是唱歌，而练唱一定是唱歌，歌剧团的排练多半离不开唱歌，而这样的认识还没有“语法化”，*
 唱排练
 和*
 唱练唱
 都不合格。

　　（13）a．*
 教练跑累了李四了。

　　　　　b．训练员跑累了那匹马了。

我们关于“驱使跑”事件的“理想认知模型”告诉我们，马经常是人驱使跑的对象，而人不是。这样的认识已经“语法化”，即在语法上表现出来，有跑一跑那匹马
 而没有*
 跑一跑那个人
 的说法。（13a）不成立的原因也是因为副事件［李四跑］跟主事件［教练AMOVE李四INTO累］之间缺乏足够的联系。如果（13a）改说成训管员跑累了犯人了
 ，可接受的程度就大大提高，显然是因为犯人经常是驱使跑的对象，而这样的认识还没有“语法化”，不管是教练驱使运动员跑还是训管员驱使犯人跑，一般都不用*
 跑一跑那个人
 来表达。

总之，动结式的语法和语义是许许多多因素综合的结果，这些因素包括动词词项的特征，补词词项的特征，主语词项的特征，宾语词项的特征，以及它们之间的互相联系和互相限制。这些特征和联系限制的综合就是关于各种事件的“理想认知模型”，其具体内容光用句法上的论元结构和语义上的题元结构是无法涵盖的。

从概念结构出发虽然可以对动结式的语法和语义作出充分的解释，但是仍然无法作出完全的预测，原因在于，各种事件的概念结构，虽然有的已经“语法化”，但是有的还没有。对语法化的一般倾向我们可以作出预测，越是接近“理想认知模型”的具体事件，其概念结构越容易语法化，但是具体哪些概念结构会语法化，哪些概念结构不会，对此我们无法作出预测。再举前文提到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8）a．*
 艰苦的工作病倒了李四了。

　　　　　b．艰苦的工作累病了李四了。

　　（10）a．*
 这个小宝宝病倒了李四了。

　　　　　b．这个小宝宝累病了李四了。

按照李文（8a）和（8b）的对立是因为（8a）违背了题元准则，即艰苦的工作
 是累
 的题元但不是病
 的题元。我们用（10a）和（10b）的对立说明原因不在题元准则，因为小宝宝
 虽然不是累
 的题元，（10b）却合格。从概念结构考察，（8a）和（10a）不成立的原因仍然在于主事件和副事件缺乏足够的联系。关于艰苦工作（包括照看婴儿）的“理想认知模型”告诉我们，艰苦的工作使人累的可能性大大高于使人生病的可能性。这种认识在汉语里已经“语法化”，有这孩子真累人
 而没有*
 这孩子真病人
 的说法。
⑧

 在动词累
 和病
 是否具备使动用法这个问题上，我们能预测一种倾向：如果只能在两个动词中选择一个，那一定是选择累
 而不是病
 。但是认识上的区别是否一定在语法上加以区别，我们却无法预测。就上面的例子而言，艰苦的工作一定使人累，而照看婴儿不一定使人累，这种认识上的差别汉语语法并没加以区分，（8b）和（10b）都是合格的句子。对倾向性的预测叫做“弱预测”，对许多语法语义现象而言，我们只能做到“弱预测”。（沈家煊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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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注


①
 注意，累有使动用法，如张三这孩子真累人
 ，李文显然认为张三
 是累
 的使役角色，即使事，不是题元。


②
 说那场饥荒
 是时间状语缺乏依据。如果那场饥荒
 可以算时间状语，那么（3）中无休止的排练
 也可以算是时间状语。其实动词饿
 跟笑
 一样有使动用法，如我饿你三天试试
 。


③
 为了证明笑人
 的笑
 是及物的而烦人
 的烦
 是不及物的，Li（1995:263注5）用反证法证明如下：

a．那首歌唱烦了李四了。

b．*
 武术学伤了李四了。

他说，b不成立是因为补词一般不能是及物动词，伤
 是及物的（伤人
 ），李四
 是伤
 的宾语；而a成立，所以李四
 不可能是烦
 的宾语，烦
 是不及物的。然而事实是，烦
 和伤
 都有使成的及物用法（那首歌烦人
 ／武术伤人
 ），都能给李四
 指派役事角色。二者的差别其实在于李四
 能从烦
 获得题元，但不能从伤
 获得题元：

a．李四很烦。　李四烦那首歌。

b．*
 李四很伤。　*
 李四伤武术。

另外，有李四烦那首歌
 的说法，因此认为（4a）那首歌唱烦了李四了
 的主语未从补词获得题元的分析也不成立。


④
 至于（1d）（还有1a）有使成义，（1b）没有使成义，何文的解释是：客事具有［受役］的语义特征，这一特征是由动结式指派给客事的。（1d）李四
 的题元是［施事＜客事］，客事比施事凸显，［受役］特征得以显现，所以有使成义；而（1b）张三
 的题元是［施事＞客事］，施事比客事凸显，［受役］特征无法显现，所以没有使成义。然而这样的解释也必须以（1d）客事比施事凸显这一点得到合理解释为前提。由于上述的循环论证这个前提不成立，对有无使成义的解释也就失去了基础。


⑤
 主语、宾语、旁语的凸显等级已为大家所熟知，可参看Keenan &. Comrie（1977）。被动句的主语比主动句的主语凸显，证据之一是汉语里主动句的主语比宾语容易省略，而被
 字句的（被
 字）宾语比主语容易省略。把
 字引出的宾语不同于其他介词引出的宾语，要比一般宾语凸显，例如我把汤喝了
 是把汤都喝完了的意思，跟我喝了汤了
 不一样，说明把
 字宾语比一般宾语受动作影响的程度高；（可参看沈家煊2002）拷贝动词宾语最不凸显，因为它像个话题，支配它的动词往往可以省略，如说话说多了
 →话说多了
 。


⑥
 注意最后一种释义的概念结构是（1d）（致动事件）而不是（1d'）（自动事件）：

（1d'）［李四F
 MOVE INTO累G
 ］主事件
 ＋［李四F
 追张三G
 ］副事件


表达（1d'）的句子应是李四追累了张三了
 。


⑦
 这种凸显状况发生颠倒的情形在认知上并不少见，例如：

[image: alt]


这个图形一般凸显的是两个三角形（凸体），中间的空白是背景（衬体），但是改变注意的方式可以把凸体和衬体颠倒过来，凸显方形中间的空道，两个三角隐退为背景。另参看沈家煊（1999b）。


⑧
 比较英语“使人累”是无标记的tire，而“使人生病”是有标记的sicken。


语法研究的目标
*



——预测还是解释

提要　语法研究的目标，语法学家的任务，一般认为是要对一种语言中全部已有的合格句子作出解释，不仅如此，还要对这种语言中可能会有的合格句子作出预测。下面用三个实例说明，有许多语法现象，我们不可能按严格的规则作到完全的预测，但是也并非完全任意、无法预测的，而是介于两者之间，即受倾向性原则的支配。我们实际能作到的是对现象形成的动因作出充分的解释，或叫做“弱预测”。

1.“的”字结构的转指现象

修饰NP中心语的“的”字结构“VP的”，有的能用来转指NP中心语（严格地说是转指整个偏正结构），有的则不能，例如：

　　（1）开车的（人）　　*
 开车的（技术）

　　　　新买的（车）　　*
 说话的（声音）

　　　　裁纸的（刀）　　*
 到站的（时间）

　　　　他讲的（故事）　　*
 爆炸的（原因）

　　　　他给我的（信）　*
 打架的（事情）

朱德熙（1978）先将句子中与谓语动词联系的名词性成分划分为“潜在句法论元”和“非潜在句法论元”两类，然后提出句法成分的“提取”规则，目的是要解释和预测“的”字结构的这种转指现象。这样的规则可以归纳如下：

1）每个动词V有n个潜在句法论元（n为1至3个）；

2）“VP的”只能转指由“的”提取的潜在句法论元；

3）“VP的”转指的歧义指数p的计算公式为：

　p＝n－m。（m为“VP的”里显现的句法论元数，且m＜n）

（1）的右列不成立显然是因为违背规则2，括号里的名词不是动词的潜在句法论元。下面是这组规则做出解释和预测的其他一些例子：

　　（2）先咳嗽的是你。　　　　　　（n＝1，m＝0，p＝1）

　　　　反对的是他。　　　　　　　　（n＝2，m＝0，p＝2）

　　　　我反对的是他。　　　　　　　（n＝2，m＝1，p＝1）

　　　　我教他的是物理。　　　　　　（n＝3，m＝2，p＝1）

　　　　我教的是他／物理。　　　　　（n＝3，m＝1，p＝2）

然而，袁毓林（1994）指出，当“的”字结构包含“一价名词”时，上述规则不适用。例如：

　　（3）价格便宜的（毛料）

　　　　体形苗条的（姑娘）

　　　　折了腿儿的（桌子）

　　　　抽屉坏了的（衣柜）（以上n＝1，m＝1，但p＝1）

　　（4）儿子上大学的（家长）

　　　　爱人在农村的（战士）（以上n＝2，m＝2，但p＝1）

“价格”、“体形”、“抽屉”、“儿子”、“爱人”这类名词属于“一价名词”，它们会“激活”一个与之有依存关系、在语义上受它们支配的名词性成分（是这类名词的一个“配价”论元）。袁文用认知上“激活性扩散”（spreading activation）的概念来解释上述现象，但是仍然想通过规则来作出预测，因此他先对“一价名词”NPa
 作出明确的界定：

NPa
 →NPb


即NPa
 在语义上支配跟它有依存关系的名词NPb
 ，这种语义上的依存关系被界定为分属以下三类：亲属关系（儿子→家长，爱人→战士）；事物—属性关系（价格→毛料，体形→姑娘）；整体—部件关系（腿儿→桌子，抽屉→衣柜）。朱先生的解释和预测规则被修正如下：

1）每个动词V潜在的句法论元（1至3个）及其配价论元的总数为n；

2）“VP的”只能转指由“的”提取的潜在句法论元或它们的配价论元；

3）“VP的”转指的歧义指数p的计算公式为：p＝n－m。（m为“VP的”里显现的句法论元及其配价论元数，且m＜n）

引入“一价名词”的范畴后扩大了解释和预测的范围，包括“NP的”这类“的”字结构的转指情形：如果一个中心语名词属于一价名词，修饰语“NP的”中的NP是它的一个配价论元，那么“NP的”不能用来转指中心语。例如（5）的右列不成立，就是因为要转指的中心语是一价名词：

　　（5）小王的（书包）　　　*
 小王的（爸爸）

　　　　　塑料的（拖鞋）　　　*
 塑料的（弹性）

　　　　　兔子的（窝儿）　　　*
 兔子的（尾巴）

　　　　　爷爷的（拐棍）　　　*
 爷爷的（脾气）

但是，仍然有不少实例超出了解释和预测的范围，例如：

　　（6）你在技校都学会了哪些技术？——开车的，修车的，多着呢。

袁毓林（1995）指出，在有特殊语境或上下文的条件下“开车的”也能转指开车的技术。如果主张句法的自主独立，也许可以把这种需要特殊语境的情形排除出去，不把它们作为解释和预测的对象。但是我们还会遇到如下的实例：

　　（7）毒蛇咬的（伤口）不容易治好。

　　　　蚊子叮的（包）有点发红。

这样的句子不需要特殊的语境也完全合乎语法，然而“伤口”和“包”并不是动词“咬”和“叮”的潜在论元（“毒蛇咬伤口”和“蚊子叮包”虽然可以说，但不是毒蛇咬出一个伤口和蚊子叮出一个包的意思），而“毒蛇”和“蚊子”显然又不属于袁文界定的“一价名词”，按照上述规则，“毒蛇咬的”和“蚊子叮的”不能转指“伤口”和“包”。

又例如：

　　（8）玩的就是心跳。（王朔小说名）

　　　　花的就是舒心。

这里“玩的”转指玩的目的，“花的”转指花钱的目的，目的成分并不是动词“玩”和“花”的潜在论元，但是句子成立而且不需要特殊的语境，因为这样的句子已经半熟语化。又例如：

　　（9）两个人合住一间的（客房）

　　　　　九十块钱一桌的（酒席）

　　　　　百年难遇一次的（地震）

这里潜在论元已经都在“的”字结构里显现，而“客房”、“酒席”、“地震”等又不属于袁文界定的“一价名词”的配价，但是却可以成为转指的对象，从而也违背上述规则。总之，事实表明，用“分类加规则”的办法既做不到完全的预测也做不到完全的解释。

沈家煊（1999a）参照Lakoff（1987）把转指看作“转喻”（metonymy）这种一般的认知机制的一部分，认为“一价名词”的认知基础是“认知框架”。“伤口”虽然不是动词“咬”的一个配价论元，也不是名词“毒蛇”的一个配价论元，但是“毒蛇”和“伤口”两者同在“毒蛇咬而形成伤口”这样一个“动作—结果”认知框价内。（8）这种半熟语化的句子表明“玩”和“心跳”已经纳入“动作—意图”的认知框架内。至于（9）各例，涉及的是“复合认知框架”，由两个子框架构成，一个是“数量分配”（两人一间）的子框架，一个是“事物—数量”（客房一间）的子框架。我们提出的“转喻／转指的认知模型”如下：

1）在某个语境中，为了某种目的，需要指称一个“目标”概念B。

2）概念A指代B，A和B须同在一个“认知框架”内。

3）在同一“认知框架”内，A和B密切相关，由于A的激活，B（一般只有B）会被附带激活。

4）A要附带激活B，A在认知上的“显著度”必须高于B。

5）转喻的认知模型是A和B在某一“认知框架”内相关联的模型，这种关联可叫做从A到B的函数关系。

以“壶开了”为例，用壶（概念A）转喻／转指水（目标概念B），壶和水同在“容器—内容”这个认知框架内，两者密切相关，概念壶的激活会附带激活概念水。壶在认知上比水显著：壶是看得见的，水在里面看不见，水开时我们看到的是壶嘴直冒气、壶盖砰砰跳。可见的比不可见的显著，这是一般的认知规律。

引入“认知框架”和“概念显著度”后，进一步扩大了解释的范围，同时我们也指出，对“的”字结构转指中心语的现象我们虽然能作到充分的解释，但是只能作到不充分的预测。具体说，语境能影响概念的“显著度”，影响力的大小有一个总的倾向：两个概念的距离越近，一个对另一个的影响力就越大。看以下例子：（引自黄国营，1982:104）

　　（10）a．*
 我的眼睛大，她的
 不大。

　　　　　b．我的眼睛比她的
 大。

　　（11）a．*
 瑞宣的手很热，她的
 冰凉。

　　　　　b．瑞宣的手碰着了她的
 ，冰凉。

　　（12）a．*
 开车的时间变了，到站的
 也变了。

　　　　　b．到站的
 和开车的时间都变了。

a和b虽然都是比较对照，但是两个成分处在一个单句或一个短语中要比分处两个小句或两个短语的距离近（指实际距离和心理距离）。这里体现的是语言的“距离象似”（distance iconicity）原则。例如（10a）句里“我的”和“她的”分处两个小句，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力就较小；b句里“我的”和“她的”同处一个句子里，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力就大，结果是增加了后者“她的”的显著度。

　　（13）a．*
 我毁了他的生命，但他又毁了你的
 。

　　　　　b．我毁了他的生命，但他又毁了我的
 。

　　（14）a．*
 我知道你的弱点，我也知道他的
 。

　　　　　b．我知道你的弱点，你也知道我的
 。

互相作用的两个概念比不是互相作用的两个概念距离近。例如（13b）句，“他”和“我”互相毁了对方的生命，所以“他的”和“我的”的概念距离近，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力就大，结果是增强了“我的”的显著度。而a句不存在这样的互相作用。

　　（15）a．*
 老王的意见明天去，我的
 今天去。

　　　　　b．老王的意见你已经知道了，我的
 你也该听听。

概念上b句的“意见”和谓词“听／知道”之间的联系较紧密，而a句“意见”和谓语“明天去”的联系很松散。这里的规律是，概念A和概念B与概念C有相同性质的联系，这种联系越紧密，则A对B的影响力也越大。

因此，我们虽然不能绝对预测语境影响概念显著度的力度是否达到允许转指的程度，但是我们可以作出较弱的预测，即：对（10）-（15）诸例而言，如果a这样的句式允许转指，那么b这样的句式一定也允许转指，反之则不然。

“两个概念的距离越近，互相的作用力就越大。”这种认知定势在语法上体现出来（称作“语法化”），在现代汉语里就是（10）-（15）各例a和b句的对立。在各种不同的语言或方言里，在一种语言的不同发展阶段，或在不同的说话人身上，这种语法化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对此我们无法作出确切的预测。像（8）这种半熟语化的句式，它们具有一定的能产性（semi-productive），其成员通过类推而扩散开来，但仍受一定的限制，具体扩散到什么范围我们也无法作出确切的预测。“玩的就是心跳”和“花的就是舒心”似乎是仿照“图的就是发财”这种说法加以类推的产物，但是还不大能说或很少听说“吃的就是刺激”或“看的就是痛快”。

2．“偷”和“抢”的句法和语义

英语的一对近义动词steal和rob，一个用介词from引导偷的对象，一个用介词of引导抢的财物，如果倒过来就不合语法：

　　（16）Tom stole 50 dollars from Mary.

　　　　　*
 Tom robbed 50 dollars from Mary.

　　　　　*
 Tom stole Mary of 50 dollars.

　　　　　Tom robbed Mary of 50 dollars.

这种对立在汉语普通话里似乎不存在，动词“偷”和“抢”用双宾语句和用“从……那儿”引导偷抢对象，句子都合格，而光用介词“从”引导句子都不合格：

　　（17）张三偷了李四50块钱。　　　　张三抢了李四50块钱。

　　　　　张三从李四那儿偷了50块钱。　张三从李四那儿抢了50块钱。

　　　　　*
 张三从李四偷了50块钱。　　　*
 张三从李四抢了50块钱。

有的英语地域方言或个人方言跟（16）不同，呈现的是如下的“四缺一”格局：

　　（18）Tom stole 50 dollars from Mary.

　　　　　Tom robbed 50 dollars from Mary.

　　　　　*
 Tom stole Mary of 50 dollars.

　　　　　Tom robbed Mary of 50 dollars.

这种“四缺一”的格局在汉语普通话里也存在，例如：

　　（19）张三偷了50块钱。　　张三抢了50块钱。

　　　　　*
 张三偷了李四了。　　张三抢了李四了。

与（19）对应的英语句子倒不是“四缺一”的格局：

　　（20）They've stolen my watch.

　　　　　*
 They've robbed my watch.

　　　　　*
 They've stolen the boy.

　　　　　They've robbed the boy.

从形式上看，（16）—（18）的例子涉及的是两个宾语离动词的远近问题：是偷抢的对象充当近宾语还是偷抢的财物充当近宾语？（19）（20）的例子涉及的是两个宾语的隐现问题：是偷抢的对象可以隐而不现还是偷抢的财物可以隐而不现？如果认为“偷”和“抢”两个概念代表意义上的区别，那么，有时候意义A、B和形式甲、乙之间呈现的是“对应关系”，如（16）（20）和（17），有时候呈现的是“扭曲关系”，如（18）和（19）。两种关系图示如下：

[image: alt]


对应关系有两种情形，一种是意义A对应于形式甲，意义B对应于形式乙，例如（16）和（20）；另一种是意义A和B都对应于形式甲，都不对应于形式乙，例如（17），这种关系也可以称作“无对应关系”。扭曲关系是一种部分对应关系，意义A对应于形式甲，意义B既可以是形式甲也可以是形式乙；前者是一个意义对应于一个形式，后者是一个意义对应于两个形式（从形式出发看，是有一个形式对应于两个意义）。

沈家煊（2000）借鉴Goldberg（1995）用认知上的“概念凸显”对上述现象作出统一的解释，具体说就是：

　　　　　“偷”［偷窃者　遭偷者　失窃物］

　　　　　“抢”［抢劫者　遭抢者　被劫物］

“偷”和“抢”都联系三个概念上的角色，但它们凸显的情形不一样，黑体代表凸显的概念角色。对偷窃事件而言，失窃物是注意的中心，是凸显概念。一个人在公共汽车上被偷了钱包，人们首先问他丢了多少钱。对抢劫事件而言，遭抢者是注意的中心，是凸显概念。一个人在马路上遭到抢劫，人们首先关心的是他的人身安全。可以说“他偷走我一分钱”，但不大会说“他抢走我一分钱”，因为失去一分钱不像是遭抢者的重大损失，而“他抢走了我最后一分钱”就可以说了。

概念角色指派给句法成分主语、近宾语、远宾语的规律如下（偷窃者和抢劫者为施事，遭偷者和遭抢者为夺事，失窃物和被劫物为受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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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曾指出，依靠一个单向蕴涵式可以对角色的指派作出充分解释和弱预测，这个单向蕴涵式就是：

X[image: alt]
 Y

这个式子的含义是：“如果X为真，那么Y也为真，反之则不然。”（参看Croft 1990:3.2）就这里讨论的问题而言，这个式子表现为：

凸显角色[image: alt]
 非凸显角色

这个单向蕴涵式具体有两个含义：

含义1：一种语言的句子中，如果凸显角色可以作远宾语，那么非凸显角色也可以作远宾语，反之则不然。（或者：如果非凸显角色可以作近宾语，那么凸显角色也可以作近宾语，反之则不然。）认知上的理据是：近的东西比远的东西显著；两样东西挨得越近，关系就越密切。

不仅英语（16）没有违背这个蕴涵式，汉语（17）和英语方言（18）也没有违背这个蕴涵式，因为“反之则不然”是说“如果非凸显角色可以做远宾语，凸显角色不一定可以做远宾语”。这个蕴涵式排除的只是下面（21）或（22）这样的格局，即凸显角色可以作远宾语而非凸显角色却不能作远宾语：

　　（21）Tom stole Mary of 50 dollars.

　　　　　*
 Tom stole 50 dollars from Mary.

　　（22）Tom robbed 50 dollars from Mary.

　　　　　*
 Tom robbed Mary of 50 dollars.

而呈现这种格局的语言或方言，据我们所知不存在。

含义2：一种语言的句子中，如果凸显角色可以隐去，那么非凸显角色也可以隐去，反之则不然。（或者：如果非凸显角色必须显现，那么凸显角色也必须显现，反之则不然。）认知上的理据是：看得见的东西比看不见的显著。

不仅英语（20）没有违背这个蕴涵式，汉语（19）也没有违背这个蕴涵式，因为“反之则不然”是说“如果非凸显角色可以隐去，凸显角色不一定可以隐去”。这个蕴涵式意味着不能出现下面（23）或（24）这样的格局，即凸显角色可以隐去而非凸显角色却不能隐去：

　　（23）张三偷了李四了。　　　*
 张三抢了李四了。

　　（24）*
 张三偷了50块钱。　　　张三抢了50块钱。

而呈现这种格局的语言或方言，据我们所知也不存在。

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能对上述语法现象作到这种不完全的预测，而且只能作到这种“弱预测”。假定总是存在以下的对应关系：

　　　　　凸显角色
 　　　非凸显角色


　　　　　近宾语　　　　　远宾语

　　　　　不可隐去　　　可以隐去

概念角色如果是凸显的，在句法形式上总是充当近宾语，总是不可以隐去；概念角色如果是非凸显的，在句法形式上总是充当远宾语，总是可以隐去。这种形式和意义一一对应的关系是一种完全的“象似”关系（iconicity）：一种意义对应于一种形式。如果真是存在这样的象似关系，我们就可以达到“预测”的目标：有什么样的意义就有什么样的形式，有什么样的形式就有什么样的意义。

反过来，如果存在的全都是以下的“无对应关系”：

　　　　凸显角色
 　　　　　非凸显角色


　　　　近宾语　　　　　　近宾语

　　　　远宾语a　　　　　　远宾语a

　　　　*
 远宾语b　　　　　*
 远宾语b

这是上面例（17）呈现的格局（“远宾语a”是用“从……那儿”引导的，“远宾语b”是光用“从”引导的）。如果全都是这样的格局，我们根本无法作出任何预测。然而形式和意义之间既不全是前面那种一一对应的关系，也不全是后面这种毫无对应的关系，而往往是前面说明的那种扭曲关系。（赵元任1968／吕叔湘译，1979:11页）沈家煊（1999b）一文还说明，造成这种扭曲关系的原因之一是语言演变，即形式和意义演变的“不同步”：形式的演变滞后于意义的演变，形式发生演变之后旧有的意义还会部分保留。语言的演变永不停顿，形式和意义之间的扭曲对应就是常态。既然形式和意义之间往往是部分的、不完全的对应，那么我们也就能而且只能对语法现象作出部分的、不完全的预测。

3．动结式“追累”的句法和语义

　　（25）张三追累了李四了。

　　　a．张三追李四，李四累了（有使成义）

　　　b．张三追李四，张三累了（无使成义）

　　　c．*
 李四追张三，张三累了

　　　d．李四追张三，李四累了（有使成义）

这句话的释义，谁追谁，谁累，逻辑上有四种可能，但是实际只有三种成立，排除的是（25c）的释义。也就是说，句子（25）表达（25c）的意义时不合语法。（25a）还有使成义，张三“使得”李四累，（25d）也有使成义，张三“使得”李四追和累；（25b）没有使成义。

李亚非（Li, 1995）在“管辖与约束理论”（GB理论）的框架内试图用“分类加规则”的办法来解释和预测上述语法语义现象。

题元准则

　　每个论元都必须被指派题元。

题元指派规则（→表示“指派给”）

　　施事→主语

　　受事→宾语

使役角色指派规则

　　使事→主语

　　役事→宾语
①



使役角色指派条件

　　i．只有当主语不从补词接受题元时，主语才能接受动结式的使事角色；

　　ii．如果宾语至少从补词接受一个题元，宾语就能接受动结式的役事角色。

规则操作次序

　　使役角色的指派优先于题元角色的指派。

按照这些规则和条件，（25）的语法语义现象倒是得到了解释，但是只要把动结式的考察范围稍微扩大，问题就暴露出来。例如：

　　（26）a．*
 艰苦的工作病倒了李四了。

　　　　　b．艰苦的工作累病了李四了。

这两句都满足使役角色指派条件，（26a）不合格是因为违背“题元准则”，即主语未从动词“病”获得题元（“艰苦的工作很累”成立，“*
 艰苦的工作很病”不成立）。但是试将主语换成有生名词：

　　（27）a．*
 这小宝宝病倒了李四了。

　　　　　b．这小宝宝累病了李四了。

（27b）也违背题元准则（虽然“这小宝宝很累”成立，但是表达的不是27b的意思），句子却合格。如果转而把（27a）不合格归因于主语未从动词“病”获得使事角色，即（27b）“累”能给“小宝宝”指派使事（如“这小宝宝很累人”），而（27a）“病”不能（如“*
 这小宝宝很病人”），但这却与“使役角色指派条件”相矛盾，因为这两句的主语都符合使事角色指派条件。

（27a）和（27b）的对立表明词汇的“选择限制”（selectional restriction）在这儿起作用，题元指派对有生名词和无生名词作出了不同的选择：“工作很累人”也可以说成“工作很累”，而“小宝宝很累人”却不能说成“小宝宝很累”。其实还存在更加严格的词汇选择限制：

　　（28）a．*
 训练员跑累了李四了。

　　　　　b．训练员跑累了那匹马了。

“李四”和“那匹马”都是有生名词，但是生命度的高低不一样，受役使的程度不一样。对于这种细微的词汇选择限制，光用李文提出的那些规则、条件和准则是无法完全做出解释和预测的。

我们按照Talmy（2000）“认知语义学”的理论框架，从“概念结构”和“认知框架”出发，对“追累”这种动结式的句法和语义作出充分的解释，但仍然发现我们只能作到不充分的弱预测。（沈家煊2004）（28a）和（28b）的对立可以这样来解释：我们关于“驱使跑”事件的“认知框架”告诉我们，马经常是人驱使跑的对象，而人不是。这样的认识在现代汉语里已经“语法化”，即在语法上表现出来，有“跑一跑那匹马”而没有“跑一跑那个人”的说法。但是要指出的是，这种语法化是不充分的。如果（28a）改说成“训管员跑累了犯人了”，可接受的程度就大大提高，显然是因为我们认识到犯人经常是驱使跑的对象，而这样的认识还没有语法化，不管是教练驱使运动员跑还是训管员驱使犯人跑，一般都不说“跑一跑那个人”。再看以下的例子：

　　（29）a．那首歌唱烦了李四了。

　　　　　b．*
 无休止的排练唱烦了李四了。

　　　　　c．？
 歌剧团无休止的排练唱烦了李四了。

　　　　　d．无休止的练唱唱烦了李四了。

跟合格的（29a）对立的（29b），如果像（29c）那样加上限定语“歌剧团”，句子可接受的程度就大大提高，如果像（29d）那样将“排练”改为“练唱”，句子就完全合格了。这是因为我们关于排练事件的“认知框架”告诉我们：歌是要唱的，练唱是排练，而排练不一定是练唱，歌剧团的排练多半是练唱。这样的认识已经部分地语法化，即有一部分在语法上表现出来，“唱那首歌”成立而“唱排练”不成立，“那首歌”是“唱”的题元，“排练”不是。但是这样的认识也没有充分语法化，因为“唱排练”和“唱练唱”都不成立，“练唱”和“排练”一样不是“唱”的题元。

回到前面（26）和（27）那两对例子，关于艰苦工作（包括照看婴儿）造成后果的“认知框架”告诉我们，艰苦的工作使人累的可能性大大高于使人生病的可能性。这种认识在现代汉语里已经语法化，有“这个孩子真累人”而没有“*
 这个孩子真病人”的说法。在动词“累”和“病”具备使动用法这个问题上，如果只能在两个动词中选择一个，我们可以预测一定是选择“累”而不是“病”。（用单向蕴涵式来表达就是“累[image: alt]
 病”）但是认识上的区别是否一定在语法上加以区别，我们却无法预测。就那两对例子而言，艰苦的工作一定使人累，而照看婴儿不一定使人累，这种认识上的差别汉语语法并没加以区分，（26b）和（27b）都是合格的句子。总之，“概念结构”的语法化，对其一般的倾向我们可以作出预测，越是接近“认知框架”的具体事件，其概念结构越容易语法化，但是具体哪些概念结构会语法化，哪些概念结构不会，对此我们无法作出预测。这方面的详细论证还可参看宋文辉（2003）。

4．结语：探求规约背后的理据

有人会问，如果你不能对事情作出预测，那你又怎么能说你所从事的是科学呢？语言学家曾经决意要使语言学成为像物理学那么“科学”的学科，这意味着，所有的语言现象都可以用数学的方法作出预测。但是物理学并不是唯一的科学。达尔文不能预测物种在今后百万年中将如何演化，地质学家不能精确地预测下一次地震会发生在哪里，气象学家不能对一周以上的天气作出准确的预报，天文学家不能精确地预测哪一颗新星将会在哪一个方向出现，然而没有人否认他们所从事的是“科学”。能够预测固然很好，如果能作到的话。但是科学的实质在于解释，在于揭示大自然和人类社会最基本的运转机制。（参看Waldrop 1995，中译本356页）

语言学这门学科研究对象的性质决定了语言学和进化科学、地质学、气象学、天文学一样，能对事情作出充分的解释，但不能做到完全的预测。凡是复杂和开放的系统都无法作到充分的预测。语言是一个复杂系统，是许许多多方面和因素互相作用和综合的结果。这种情形有如千百个蛋白、脂肪和细胞核酸的相互化学作用组成了活细胞，几十亿万个相互关联的神经细胞连通成网络组成了大脑，成千上万个相互依存的个人组成了人类社会。例如，影响动结式句法和语义表现的因素包括动词词项的特征、补语词项的特征、主语词项的特征、宾语词项的特征等等，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选择、相互联系、相互限制。这些因素的综合结果要大于部分的相加之和（沈家煊，2003），因此动结式的句法和语义是无法从其组成成分即动词和补语的特征完全推导出来的。复杂系统永远也不可能达到均衡的状态，它总是处在不断展开、不断转变之中。如果这个系统确实达到了均衡状态或稳定状态，它就变成了一个死的系统。语言也是一个开放系统，处于不断的演变之中，语言的形式和意义之间因此是一种扭曲关系而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沈家煊1999b），概念和认识的“语法化”总归是一个程度问题。

对于语言现象我们虽然不能作到完全的预测，但是可以作到不完全的弱预测，这种预测往往可以用一个单向蕴涵式来表达，预测的是一种倾向性。作到弱预测，这本身已经是一件十分有意义有价值的工作。

我们的结论是，语法研究的目标介于解释和预测之间，那就是探求规约背后的理据。语法有规约（conventionalized）的一面，即不可完全预测的一面，但是这种规约又是有理可据的（motivated），受倾向性原则的支配。找出规约背后的理据并对规约作出充分的解释，这也就是作到了“弱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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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注


*
 　本文原是“国际中国语言学会”第12届年会（天津，2004）上的发言稿，发表前作了修改。


①
 　（25a）和（25d）都是“张三”为使事，“李四”为役事。


说“不过”

提要　语言意义的演变及相应的形式演变有一定的规律可循。文章以“不过”的多种意义和多种形式为例，着重说明两种最重要的演变类型语法化（实词虚化）和词汇化（词的组连变词），说明演变的动因是言谈的“省力原则”（包含“足量准则”和“不过量准则”），演变的机制是“语用推理”及推导义的“固化”。演变的规律表明意义和形式的结合是有一定理据的。

1．不过
 的形式和意义

本文以不过
 为例，说明“足量准则”和“不过量准则”的分工合作和互相制约是语法化（实词虚化）和词汇化（词的组连变词）
①

 的重要原因。同时，要说明的是意义和形式之间的结合不完全是任意的，而是有一定的理据可依。我们要讨论的不过
 的形式和意义限于以下四项，分别用下标数字表示：

[image: alt]


作一点说明。过
 的原始义是“经过”，如秦师将袭郑，过周北门
 （国语·周语中）。《说文》：“过，度也。从辵，呙声。”经过空间或时间的过
 又引申出“超过”的意思，如不过三月必死
 ；“通过”的意思，如三杯不过冈
 。
②

 “超过”是“从后面赶到前面的经过”，“通过”是“不受阻塞的经过”，这是两种最典型、最显著的经过，这种语义演变属于“词义缩小”，也是下文要说明的“不过量准则”作用的结果，本文不再详说。（参看吴晓菁2003:857—878）下面将说明上述四个不过
 之间的演化关系（用箭头表示）如下：

[image: alt]


2．“足量准则”和“不过量准则”

“省力原则”是言谈的一条重要原则，它包含两条互相制约的准则，即“足量准则”和“不过量准则”。说话人和听话人可以利用这两条准则分别传递和推导隐藏在字面背后的意义，称作“会话隐涵义”，简称“隐涵义”。（参看Grice 1975）

足量准则：（说话人为听话人省力着想）说的话要充足。在不过量的前提下，尽量多说些。利用这条准则，说话人在说出“P”时，传递“最多P”的隐涵义。例如，说出“老王有三个孩子”，传递“老王只有三个孩子”的隐涵义。这种隐涵义是否定性的（不多于P），推导这种隐涵义不需要有特定的背景知识。

不过量准则：（说话人为自己省力着想）只说必要说的话。在足量的前提下，不说过多的话。利用这条准则，说话人在说出“P”时，传递“不止P”的隐涵义。例如，说出“老王有三个孩子”，传递“老王有三个亲生孩子”的隐涵义。这种隐涵义是肯定性的（至少是P），推导这种隐涵义需要特定的背景知识（父母的孩子一般是亲生的）。（参看Horn 1984，Levinson 1995）

下面是利用这两条准则传递或推导（用→表示）隐涵义的其他例子：



	
“足量准则”的作用

	
“不过量准则”的作用




	我昨夜睡在一条船上。
	我昨天割破了一个手指头。



	→这条船不是我的船。
	→割破的是我的手指头。



	这座楼有十四层。
	我走进大楼，发现电梯坏了。



	→这座楼只有十四层。
	→电梯是这座大楼的电梯。



	张强和小丽洗了个澡。
	张强和小丽买了一台钢琴。



	→不是两人一起洗的。
	→是两人一起买的。




这两条准则互相制约，结果在意义和形式的匹配上达到一种平衡，在实际语言的使用中形成一种分工，那就是：一般的、常规的情形只需用简短的、无标记的词语来表达（不过量准则）；特殊的、非常规的情形需要用复杂的、有标记的词语来表达（足量准则）。例如，人不小心割破的一般就是自己的手指头，这是常规情形，因此，只需用简短的、无标记的形式我昨天割破了一个手指头
 来表达；如果用了复杂的、有标记的形式，如我昨天割破了我的那个手指头
 ，那反而会产生特殊的隐涵义，可能给人以我只有一个手指头的印象。我昨夜睡在我自己拥有的一条船上
 ，这种情形很特殊，要用复杂的、有标记的形式我昨夜睡在我的那条船上
 来表达；如果用的是简短的、无标记的形式我昨夜睡在一条船上
 ，别人就一定会理解为那条船不是我自己的船。“足量准则”会优先起作用，因为利用这条准则传递和推导隐涵义不需要特殊的背景知识；当“足量准则”的作用与“常识”发生矛盾时，“不过量准则”起主导作用。

这种分工的背后也是词语之间的“对立作用”（contrast）：如果语言中存在一个无标记词语（较简单、省力）而说话人却使用一个对应的有标记词语（较复杂、费力），听话人可以据此认为说话人要传递一个特殊的信息（即无标记词语不传递或不能传递的信息）。

以上说明的是“足量准则”和“不过量准则”在语言使用中的作用，下面要说明这两条准则在语言演变、特别是语义演变中的作用。词义扩大总是基于“不过量准则”，例如，江
 、河
 由专指长江、黄河变为泛指一般的江、河，这是因为江、河两个范畴的典型成员或显著成员就是长江、黄河。人们说起江、河，首先想到的是长江、黄河，长江、黄河也就由江
 、河
 二词的专指对象变成了无标记的所指对象。

词义缩小有两种情况，一种还是基于“不过量准则”，如谷
 由“百谷之总名”变为只指稻子的果实，原因也是稻谷是百谷中最典型、最显著的成员，谷
 一词原先的无标记所指就是稻谷。利用“不过量准则”的词义扩大和词义缩小，两者互成镜像关系。词义缩小的另一种情形是基于“足量准则”，例如，古汉语的动词杀
 （简短形式）既表示简单的“动作”概念（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
 ？），又表示复杂的“动作＋结果”概念（二桃杀三士
 ），后来在“足量准则”的作用下，动结式杀死
 （复杂形式）出现并且专表“动作＋结果”，杀
 的词义于是缩小为只表“动作”（二桃杀三士
 里的杀
 在现代汉语里必须说成杀死
 或杀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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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过
 1
 和不过
 2


这一部分主要说明不过
 1
 和不过
 2
 的差别。不过
 用在数量词语前，例如，不过10米
 ，它可以是一个词组（不
 ＋动词过
 ），意思是“不超过”（不过
 1
 ），也可以是一个词（范围副词），意思是“只是，仅仅”（不过
 2
 ）。两者的语义差别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过
 2
 比不过
 1
 的信息量大；二是不过
 2
 比不过
 1
 的意义虚灵。分别说明如下：

“仅仅”和“不超过”两个意思之间有逻辑上的衍推关系（entailment），这种衍推关系是单向的，即“仅仅”衍推“不超过”，反之则不然。如果“仅仅10米”为真，那么，“不超过10米”也为真；反之，“不超过10米”为真，“仅仅10米”不一定为真，可以是10米以内的其他长度。换言之，“不超过10米”不一定达到10米，而“仅仅10米”一定达到10米，这可以从下面两句的对立中看出：

　　（1）桥长不过
 1
 10米，还没到10米。

　　　　　*
 桥长不过
 2
 10米，还没到10米。

第二句前后语义矛盾，所以不成立。如果两个词语A和B，语义上A衍推B，即从A可以推知B，而从B不能推知A，我们就说A的信息量大于（more informative than）B。据此，白马
 的信息量大于马
 ，同样，不过
 2
 的信息量大于不过
 1
 。

“不超过”是个比较实在的空间概念，“仅仅”是个比较虚灵的非空间的概念。不过
 1
 一般只限定名物性词语，不过
 2
 还能限定表动作、状态的词语：

　　（2）不过
 1
 二年，君必无患。（《左传》）

　　　　信曰：“陛下不过
 2
 能将十万。”（《史记》）

　　　　公输子之意，不过
 2
 欲杀臣。（《墨子》）

此外，说“桥长不超过10米”，这是对桥的长度的客观表述，而说“桥长仅仅10米”则不仅是对桥的长度的表述，还带有说话人的主观态度，即觉得桥不够长或不算长。主观态度相对于客观事态是比较虚灵的东西。如果两个词语A和B，语义上A比B带有更多的主观性（包括说话人的视角、认识、情感等），我们就说A比B的意义虚灵。由此可见，意义的虚实和信息量的大小不是一回事，不能混为一谈。不过
 2
 的意义比不过
 1
 虚灵，但是，信息量比不过
 1
 大；不过
 1
 的意义比不过
 2
 实在，但是信息量比不过
 2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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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上，不过
 2
 是词，所以，中间不能插入任何成分，不过
 1
 是词组，所以，中间可以插入成分，如插入副词仅仅
 和一定
 ：

　　（3）不仅仅过10米，还过了15米。

　　　　　不一定过10米，也许只过了5米。

只有不过
 1
 可以说成没过
 （是对过了
 的否定），如没过10米
 。不过是
 里的不过
 一定是不过
 2
 ，如不过是10米
 。不过10米而已
 有两个意思，一个言少，一个言多：

　　（4）不过10米而已，还没到12米呢。（言少）

　　　　　不过10米而已，但已经过了8米。（言多）

言少时，不过
 和而已
 是同义重复，二者一起限定10米
 ，这个不过
 是不过
 2
 ；言多时，是不过10米
 受而已
 的限定，这个不过
 是不过
 1
 。

下面要着重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表达“不超过”的不过
 1
 是词组而表达“仅仅”的不过
 2
 是词？如果认为语言的形式和意义之间的结合是完全任意的、没有理据可言的，那就不应该提出这样的问题。提出这个问题的前提是相信形式和意义的结合不是或不完全是任意的。

要回答这个问题好像很简单：“不超过”是个组合概念，所以，用词组表达；而“仅仅”是个单一概念，所以，用词表达。仔细一想，这样的回答是不对的，我们完全可以说“仅仅”是一个比“不超过”更复杂的组合概念，即“达到而不超过”。如果“达到而不超过”可以认定为一个单一概念，那么“不超过”更可以认定为一个单一概念。

是不是信息量大的用词组表达，信息量小的用词表达？白马
 （词组）和马
 （词）倒是符合这样的解释，因为白马
 的信息量大于马
 ，但是，对不过
 1
 和不过
 2
 不适用。前面说过是“仅仅”衍推“不超过”而不是相反，因此，是不过
 2
 的信息量大于不过
 1
 。

那么，是不是意义实在的“不超过”用词组表达，意义虚灵的“仅仅”用词表达？这样解释的问题在于，意义实在的词（实词）是大量存在的。作者认为，合理的解释应取历时的观点考察词语的形义演变。词语的意义由实在而变得虚灵，这是语义自然演变的一般倾向，这一演变往往（但不一定）使词语的形式由复杂而变得简单。

4．为什么不过
 1
 不成词？

表“不超过”的不过
 1
 不成词，这是“足量准则”起作用的结果。先要从“不超过”和其他三个相关概念“超过、不到、达到”的逻辑关系说起，这四个概念的逻辑关系可以用“逻辑方阵”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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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线表示“反对关系”，左右二项不能同真，可以同假，例如：

　　（5）*
 超过了10米，但是不到10米。（不能同真）

　　　　　不超过10米，但是达到10米了。（可以同假）

对角线表示“矛盾关系”，对角二项不能同真，不能同假，例如：

　　（6）*
 超过了10米，但是不超过10米。（不能同真）

　　　　　*
 不超过10米，但是超过了10米。（不能同假）

竖线表示“级差关系”，上下二项可以同真，可以同假，例如：

　　（7）达到10米，而且超过了10米。（可以同真）

　　　　　不超过10米，而且不到10米。（可以同假）

用“级差”称呼这种关系是因为从语义上讲，上端项单向“衍推”下端项：（[image: alt]
 表示“衍推”）

A[image: alt]
 I　超过[image: alt]
 达到

E[image: alt]
 O　不到[image: alt]
 不超过

根据这两个衍推式可以建立两个量级，每个量级包含长短相似的两个词语，左项的信息量大于右项：

肯定量级：〈超过，达到〉

否定量级：〈不到，不过1
 〉

下面的例子进一步证明这两个量级的存在：

　　（8）不但达到10米，还超过10米。

　　　　　*
 不但超过10米，还达到10米。

　　（9）不但不过1
 10米，还不到10米。

　　　　　*
 不但不到10米，还不过1
 10米。

根据“足量准则”，说桥长达到10米
 而没有说桥长超过10米
 （达到
 和超过
 二项的长短相似），表明说话人不处于说桥长超过10米
 的地位，因为如果他处于这样的地位而不这么说，那就违背了“足量准则”。因此：

说出达到
 隐涵“～超过”（不过
 1
 ）

同样的道理得出：

说出不过
 1
 隐涵“～不到”（达到
 ）

这一规律可以概括表述如下：

如果存在一个由两项长短相似的词语组成的量级〈X，Y〉，其中X项的信息量大于Y项，根据适量准则，在会话中说出Y项，说话人就在传递“～X”这个隐涵义。

注意，这种隐涵义属于语用推理，语用推理在没有固化之前是可以消除的，例如：

　　（10）桥长达到10米，其实还超过10米。（隐涵义“不超过10米”被消除）

　　　　　桥长不过10米，其实还不到10米。（隐涵义“达到10米”被消除）

尽管这种隐涵义在特殊的语境中可以消除，但是，推导这种隐涵义并不需要特殊的语境，因此，这种隐涵义被称作“一般隐涵义”（Generalized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正是由于达到
 一词总是具有“不超过”这个“一般隐涵义”，所以“不超过”的意思不需要用一个词来表达，也就是不过
 1
 不需要成词。与不过
 1
 相对的不到
 至少有成词的倾向，例如，可以说10米不到
 和10米不到点儿
 （点儿
 类似于词缀），但没有10米不过
 和10米不过点儿
 的说法。这一现象具有普遍性，Horn（1984：11—42）解释了英语词汇中类似的空缺情形：some, all, none, not all四项构成一个逻辑方阵，前三项成词，最后一项不成词（*
 nall）。

[image: alt]


〈all, some〉构成一个肯定量级，说出some隐涵not all，所以，some的存在阻止*
 nall一词的产生。其他语言有同样的情形，如汉语由于有一些
 、有些
 、有的
 这样的词（相当some）存在，不都
 和不全
 （相当not all）都始终是词组而没有成词。而相对的全不
 （相当none）已经有成词的倾向，语感上全不去开会
 既可以是全
 ／不去开会
 ，也可以是全不
 ／去开会
 ，而不全去开会
 却只能是不
 ／全去开会
 。同类的例子还有英语的〈always, sometimes〉，*
 nalways（not always）不成词，汉语的〈总是、有时〉，不总
 不成词。以上规律可以概括为：

在词汇系统中，如果有四个长短相似的词语构成一个逻辑方阵，那么，根据肯定量级〈X，Y〉（其中X的信息量大于Y）和“足量准则”，Y的存在会阻止表达“～X”的形式成为一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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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为什么不过
 2
 成词？

表示“仅仅，只是”的不过
 2
 成词，这是“足量准则”和“不过量准则”同时起作用的结果。先秦文献中的不过
 大多是不过
 1
 ，主要限定数量名词，例如：

　　（11）不过二年，君必无患。（《左传》）

　　　　　周之王也，制礼，上物不过十二，以为天之大数也。（《左传》）

　　　　　若国亡不过十年，数之纪也。（《国语·周语上》）

　　　　　是故先王之制锤也，大不出钧，重不过石。（《国语·周语下》）

最后一句的不过
 与词组不出
 对举，因此，也是不过
 1
 。不过
 2
 用例也有，但不多，而且多与而已同现：

　　（12）其中开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而已矣。（《庄子·盗跖》）

到了汉代，不过
 2
 的用例就是大量的了，例如：

　　（13）除守徼亭鄣塞，见卒不过二十万而已矣。（《史记》）

　　　　　太子所以然者，不过以妾及奚齐之故。（《史记》）

　　　　　以七尺之细形，形中之微气，不过与一鼎之蒸火同。（《论衡》）

　　　　　然则见伏石射之，精诚倍故，不过入一寸，如何谓之没卫乎？（《论衡》）

作者认为不过
 2
 是从不过
 1
 变过来的：根据“足量准则”和否定量级〈不到，不过1
 〉，说话人说出不过
 1
 总是隐涵“～不到”（达到）的意思，“不超过”加上“达到”就等于“仅仅”。从不过
 1
 推导出“仅仅”的意思，也可以依据“不过量准则”，这种推导要凭借特定的语境或上下文，例如：

　　（14）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庄子·逍遥游》）

　　　　　他十七岁就结婚，一年后当爸爸不过十八岁。

在数量词语为一
 的情形里，或在第二句这样的上下文里，听话人就能从“不超过”推导出“只有”。不过，作者认为这里优先起作用的是“足量准则”，因为基于“不过量准则”的推理要依靠语境或上下文，而基于“足量准则”的推理不需要语境或上下文。

这个变化既是语义虚化的过程，又是词汇化的过程。词语的意思虚化后分布的范围扩大，使用的频率增高；而使用频率高的词语，为了省力，形式会变得短小。这与Zipt（1949）的“缩略法则”（Law of Abbreviation）一致，即词的长度与词的使用频率成反比，背后也是“不过量准则”在起作用，使用短小形式，已足够听话人推导出相关意思来。因此，根据“不过量准则”，词语意义的虚化往往引起形式的简化。

以上变化过程具体说明如下：

1．形式A（不过
 1
 ）跟意义A（不超过）有固定的联系。

2．形式A开始跟一种新的意义，意义B（仅仅），临时发生联系；意义B是根据“足量准则”或“不过量准则”推导出来的。

3．这样的推导反复进行的结果，推导的过程缩减，最后无需推导就可以直接得出意义B。

4．直接得出的意义B变为形式A的固有意义后，就可能反过来对形式A产生反作用，使它变为形式B。意义B比意义A虚灵，按“不过量准则”形式B（词）比形式A（词组）短小。

5．意义B（仅仅）跟形式B（不过
 2
 ）有了固定的联系。

这个演变过程可以图示如下（参看Hopper 1991）：

[image: alt]


这种推理是说话人根据言谈的原则“招引”听话人作出的推理（我不用多说啦，就请你自己来推导吧！），所以叫做“招请推理”（invited inference）。逻辑上这种推理既不是归纳推理也不是演绎推理，而是属于“回溯推理”（abduction），一种基于事理（常识）和事实的三段推理：

事理：如果桥长仅有10米，那么桥长不超过10米。

事实：说话人说的是桥长不过
 1
 10米
 。

推论：他很可能要表达“桥长仅有10米”的意思。“回溯推理”得出的结论不是一定为真，是“很可能”为真，所以是可以消除的。（参看沈家煊2003）

6．从不过
 1
 到不过
 3



不过
 3
 用在形容词后面，表示程度最高（《现代汉语词典》）。例如：

　　（15）大奶奶是个心性高强聪明不过的人。（《红楼梦》）

　　　　　范家老奶奶……是个和气不过的老人家。（《儒林外史》）

　　　　　他姓杨，为人忠直不过。（同上）

　　　　　东家是位高明不过的，请想想，可是“据实”两个字行得去？（《儿女英雄传》）

　　　　　这十三妹既是一位正气不过的侠女，你为何这等唐突他起来？（同上）


不过
 3
 不是一个独立的词，只能依附于形容词，不能重读，我们称之为“附着词”。跟不过
 2
 的语义比较，不过
 2
 是“言少”，而不过
 3
 是“言多”。说“泰山不过是一千来米”是主观上认为泰山低，说“泰山是座再高不过的山”是主观上认为泰山高。

表示程度高的不过
 3
 到明代才大量出现，且多用于负面意义的形容词后头，例如：

　　（16）我冷落不过，故此将就容纳了乞儿。（《金海陵纵欲亡身》）

　　　　　这雪娥气愤不过，正走到月娘房里告诉此事。（《金瓶梅》）

　　　　　气不过，兜裆又是两脚，早已哀哉断气身亡。（《金瓶梅》）

这种用法的特点是经常用来表原因，冷落不过是容纳乞儿的原因；气愤不过是去告诉的原因；气不过是再踢两脚的原因。南方方言里还经常有这样的用法，例如：

　　（17）为什么不进教室？——里面热不过。（吴语）


不过
 3
 原先是附着在动词后面，构成VP不过
 这样的动结式，其中VP都带有负面意义或被动意义，整个动结式有“不能忍受”、“忍受不了”的意义。明代小说中有大量的VP不过
 ，其中的VP大多是表示负面意义的，最常见的是：

　　（18）挨忍不过，忍耐不过，忍痛不过，忍气不过，受气不过，被逼不过，被缠不过，吃逼迫不过，熬刑不过，支撑不过

这个不过
 是从不过
 1
 “不通过”虚化而来的，加上动结式赋予的“可能”义，“通不过”虚化为“忍受不过去”。表示可能的动结式VP不过
 原先是个主谓结构，如透三句不过
 （古尊宿语录），表示结果没有实现，后来才重新分析为动结式，表示结果不可能实现。这一虚化也是“不过量准则”作用的结果：根据事理，听话人从“没有实现”可以推导出“不可能实现”这个信息量较高的意思来（“不可能实现”单向衍推“没有实现”）。
⑦

 意义虚化的结果使不过
 在形式上失去了独立词组的地位，成为动词后边的附着成分。（参看吕叔湘1944：132—144，蒋绍愚1995：191—194）

在（18）所列的词语里，不过
 既有“不通过”的意义，又有“程度最高”的意义，而“程度最高”的意义也是根据“不过量准则”和常识推导出来的隐涵义：“忍受不过去”的事情一定是负面程度极高的事情，例如，被逼不过
 ，“被逼”而到了“忍受不过去”，“被逼”的程度一定极高。同时代也发现一些负面形容词后加不过
 3
 表示程度高的例子：

　　（19）气不过，气愤不过，耐心不过，冷落不过

（19）和（18）之间的联系是很明显的，“形＋不过”是从“动＋不过”演变而来的：

　　（20）受气不过→气不过，气愤不过

　　　　　忍耐不过→耐心不过

　　　　　受冷落不过→冷落不过

只需说气不过
 就可以表达“受气不过”的意思，只需说耐心不过
 就可以表达“忍耐不过”的意思，只需说冷落不过
 就可以表达“受冷落不过”的意思，动作概念“忍受”在这里是一个可以根据“不过量准则”推导出来的缺省值（default value）。这时的不过
 ，“不通过”的意义已经消失，只保留“程度高”的意义。这种演变完全符合虚化的渐变性：

不通过→不通过／程度最高→程度最高

“不能忍受”往往是采取某种行动的原因，所以，这种“负面形容词＋不过
 3
 ”经常用来表原因。等到表程度最高的不过
 3
 完全形成之后，其分布就不再局限于负面形容词之后，还扩展到正面形容词之后，如聪明不过
 、忠直不过
 等等。

然而，由于有答案再清楚不过
 、这样最好不过
 这类再／最……不过
 格式的存在，我们猜测正面形容词之后的不过
 3
 还有另一个来源，但也是“不过量准则”作用的结果。这个来源是表示“不超过”的不过
 1
 ，演变的过程涉及“宾语的话题化”和“话题的主语化”，可举例说明如下：

　　（21）a．你再和气也不过范家老奶奶。

　　　　　b．你和气不过范家老奶奶。

　　　　　c．范家老奶奶，你和气不过她。

　　　　　d．范家老奶奶，和气不过她。

　　　　　e．范家老奶奶真是（再）和气不过。

a句里的不过
 是词组不过
 1
 ，主要意义是“不超过”，但出现在再……也
 的格式里已经有（和气）“程度最高”的意思。b句里的不过
 也可以分析为动结式的可能补语，范家老奶奶
 仍然是宾语。c句范家老奶奶
 前移充当话题，不过
 失去了后面的宾语，但还留下一个复指话题的代词她
 。d句是主语你
 省略。到了e句复指代词她
 消失，话题范家老奶奶
 已变为主语，不过
 1
 也就变成了不过
 3
 。从a句到e句，不过
 的“不超过”意义逐渐减弱，“程度最高”的意义逐渐增强，最后的e句就只有“程度最高”的意义了。这个演变中关键的一步是c到d，即主语你
 的省略，而主语之所以可以省略是因为它可以按“不过量准则”在上下文中推导出来。

上述两种演变不管是哪一种都是意义由实到虚的“虚化”过程，形式上则是由词组到词、由独立词到附着词的“紧缩”过程。

7．从不过
 2
 到不过
 4



不过
 4
 是个表示话语转折的连词，《现代汉语八百词》说它“补充、修正上文的意思”或“补充同上文相对立的意思”。不过
 4
 出现的时间比不过
 3
 更晚一些，见到的最早例子如下：

　　（22）我也没有长策。不过
 这种事情，其事已迫，不能计出万全的。（《老残游记》）

　　　　　隔壁这位傅子平虽然姓傅，何尝是浙江巡抚傅理堂的侄儿！不过
 说是傅某人的侄儿，人家格外相信些。（《官场现形记》）

　　　　　贵抚台做官实在清廉，我们佩服得很；不过
 ，贵省的官都穷到这步田地，我们存点不放心。（同上）

　　　　　这却也难怪你，父子天性，你岂还有漠然不动的理。不过
 ，来也无济于事。（《儿女英雄传》）


不过
 4
 是从表“仅仅、只”的不过
 2
 演变而来的，也是“不过量准则”作用的结果，具体涉及两种推导，“元语”推导和“不对称并列”推导。先说“元语”推导。语言的一个本质特性是能用来指称和描述语言自身，用来指称和描述语言的语言就叫做“元语”（metalanguage）。副词不过
 2
 不仅限制事物或行为的数量或范围，还能用来限制言语自身的数量或范围，例如：

　　（23）这回请讼师不过
 2
 面子账，用不着他替你着力。不过
 4
 总得上回把堂，好遮遮人家的耳目。（《官场现形记》）

前一个不过
 是不过
 2
 ，后接名词面子账
 ，限制的对象是事物，后一个不过
 是不过
 4
 ，后接小句总得上回把堂，好遮遮人家的耳目
 ，限制的对象是补充的话语。（23）全句的意思是：我告诉你，这回请讼师不过面子账，用不着他替你着力，我要补充的只有一句：总得上回把堂，好遮遮人家的耳目。当不过
 2
 出现在后续小句前时，听话人容易根据“不过量准则”推导出不过
 2
 不是一般的限制范围而是“限制补充话语的范围”这个信息量较高而又较虚灵的意思来，这种推导叫“元语”推导。不过
 的意义由限制事物的范围变为限制话语自身的范围，形式上相应地由副词变为连词，这种演变符合语义演变的一般倾向。（参看Traugott & Dasher 2002:95）

再说“不对称并列”推导。听话人往往能从两个并列的小句中读出（推导出）一些额外的意思，例如：

　　（24）他把钥匙插进去，汽车发动了。

　　（25）实验失败了，他没有灰心。

（24）可以推导出“插进钥匙在先、汽车发动在后”的意思，还可以进一步推导出“插进钥匙是因、汽车发动是果”的意思。（25）可以推导出“实验失败没有使他灰心”的使成意思来，还可以进一步推导出“虽然实验失败，但是他没有灰心”的转折意思来。为什么已经说了一个命题p“实验失败了”还要补充而且只补充一个命题q“他没有灰心”？说话人特别强调q是因为考虑到很可能有人推断或相信“非q”，即相信一个对立的命题“他灰心了”，因此，在p后补充并只补充q会生出转折的意思来。这些推导出来的意思都代表前后两个并列小句之间一些典型的不对称关系，这种推导因此叫做“不对称并列”（asymmetric conjunction）的推导，这种推导显然也是依据常识和“不过量准则”。类似的推导和演变出现在英语的only上，例如，He is only a child.（他还不过是个小孩。）→I should like to go, only that I'm not feeling well.（我想去，不过我不太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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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注


①
 “词汇化”（lexicalization）这个术语除了“用词来表达某个概念”这种共时上的意思外，在历时上还有两种意思，一是指词缀变为词，这种意义上的“词汇化”是与“实词虚化”或“语法化”（grammaticalization）对待而言的；另一种意思是指词的组连（指两个或多个词连接在一起的序列）变为词。词缀变词的现象十分罕见，而词的组连变词的现象十分普遍。因此，我们按后一种意思使用“词汇化”一词。


②
 《正韵》：“经过之过，平声；超过、过失之过，去声。”似可作为这种引申的佐证。


③
 “足量准则”也导致词义缩小，对此是有争议的。Kempson（1980）认为有这种情形，例如，英语词项dog的外延是“狗”，包括“母狗”在内，由于“足量准则”的作用，专用bitch来表示“母狗”，于是，dog可以只表“公狗”，如：It's not a bitch. It's a dog. Traugott持反对意见（参看Traugott & Dasher 2002:19,101）。她认为，凡是“自然的”语义演变都是“不过量准则”作用的结果，因为它导致一词多义的“多样化”状态，而“足量准则”阻遏语义演变，它导致的是一词一义的“标准化”状态。但是，英语dog和汉语杀
 的词义缩小也应是“自然的”语义演变，因此，还不能贸然否定“足量准则”对词义缩小的作用。


④
 传统语义学用semantic bleaching“语义淡化”指称实词虚化不够确切，虚化后词义的信息量可能增大，主观性成分也增强。


⑤
 逻辑方阵中A，E，I，O四项分别代表：全称肯定，全称否定，特称肯定，特称否定。


⑥
 这一规律只代表一种倾向，不是绝对的。可以
 —必须
 —不可
 —不必
 四项构成的逻辑方阵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这一规律，参看Traugott & Dasher（2000:102）。


⑦
 汉语史上有许多不X
 形式的词是词组不＋X
 变来的（参看董秀芳2002），值得注意的是词不X
 都有了“可能”义，例如，不免
 （不免除→免不了），不定
 （不说定→说不定），不料
 （没料到→料不到），不禁
 （不禁止→禁不住）。


也谈能性述补结构“V得C”和“V不C”的不对称

提要　本文先对汉语中表示可能的述补结构在肯定式和否定式上呈现的种种跨越时代的不对称现象加以描述，然后用语用原则（“不过量准则”）和语用推理（“回溯推理”）以及意义虚化引起形式简化的规律对这些不对称作出统一的解释。这种解释还适用于其他一些看上去不相关的不对称现象。

1．肯定式和否定式的不对称

现代汉语表示可能的述补结构（能性述补结构）如看得见
 ／看不见
 、走得出
 ／走不出
 、写得好
 ／写不好
 、够得着
 ／够不着
 ，其肯定式“V得C”和否定式“V不C”之间呈现出以下四个方面的不对称：

1）结构上的不对称

2）频率和分布的不对称

3）语法化程度的不对称

4）历史上形成早晚的不对称

分别说明如下

1.1　结构上的不对称

蒋绍愚（1995）指出肯定式V得C
 和否定式V不C
 在结构上呈现出不对称：汉语中的否定式一般是在肯定式的动词或形容词前加一个不
 或没
 ，但是这种能性述补结构的否定式不是V不得C
 ，而是用不
 取代肯定式中的得
 。

对于这种结构上的不对称，蒋先生根据吕叔湘（1944）的观点进一步指出，V不C
 并不是V得C
 对应的否定式V不得C
 省略得
 字的结果。V不C
 原来是主谓结构，是VC
 的否定式，表示结果没有实现（如呼之不来，挥之不去
 ），后来才重新分析为述补结构，表示结果不可能实现。V得C
 原来也是表结果实现的主谓结构，处于未然语境中时也发生重新分析，变为表结果可能实现的述补结构。由于能性述补结构V得C
 和V不C
 不是同一个来源，或者说V不C
 的来源跟V得C
 无关，所以它们就不对称。吴福祥（2002a）持同样观点。


V得C
 在未然语境中由“表实际的结果”变为“表悬想之可能”，这种重新分析同样发生在V得（O）
 上。蒋先生举了杨平（1989）两对极具说服力的例子：

　　（1）蒙世尊慈悲，救得
 阿娘火难之苦。（已然语境，表实现）

　　　　只今吃饭成火，吃水成火，如何救得
 阿娘火难之苦！（未然语境，表可能）

　　（2）其后启愿，遂乃得见，问其言教，遂兴兵却得
 父业。（已然语境，表实现）

　　　　昆仑山上有一太白星，若见此星，得其言教，必乃却得
 父业。（未然语境，表可能）

这样的观察和分析是正确的，也能解释为什么能性述补结构V得C
 的否定式不是V不得C
 而是V不C
 。
①

 为称述方便，下面把表结果实现的述补结构或主谓结构称做“结果式”，把能性述补结构称做“可能式”。以上的解释还遗留一个问题：与结果式V不C
 在结构上相对称的肯定式是VC
 ，为什么VC
 始终没有像V得C
 一样在未然语境中重新分析为可能式？虽然历史上和现代方言里也有VC
 在特定上下文用如可能式的例子（与V不C
 对举，如说到行不到
 ），但VC
 作为可能式的地位肯定没有确立。（魏培泉2002：注10；吴福祥2002a:35）其实说V得C
 和V不C
 在结构上不对称是指语法结构的不对称，在韵律结构上两者倒是对称的（都为三音节），而VC
 和V不C
 虽然在语法结构上对称，在韵律结构上并不对称。据此可以推测，V得C
 由结果式变为可能式不是完全与V不C
 无关的，除了V得C
 自身发生重新分析外，还因为它与V不C
 的韵律结构一致，是可能式V不C
 的类推，而这正是VC
 所缺乏的。

能性述补结构肯定式和否定式之间还有其他方面的不对称有待解释。

1.2　频率和分布的不对称

现代汉语里，能性述补结构否定式V不C
 的使用频率大大高于肯定式V得C
 。刘月华（1980）对100万字的统计结果如下：

肯定式V得C
 　24个

否定式V不C
 　1211个

比例相差十分悬殊。要表示结果可能实现，现代汉语多用能VC
 或可以VC
 ，而用不能VC
 来表结果不可能实现的情形极其少见。刘文对V得了
 ／V不了
 和V得
 ／V不得
 的频率统计也得出同样的结果：

肯定式　　V得了
 　　6个　　V得
 　25个

否定式　　V不了
 　　238个　　V不得
 　　179个

不仅现代汉语如此，历代汉语也是如此。据蒋绍愚（1995）和吴福祥（2002a）的考察，V不C
 和V得C
 使用频率上的不对称在唐诗和宋代汉语里同样存在。根据魏培泉（2002）提供的统计材料，我们将其中《元代杂剧》、《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平妖传》、《二拍》、《型世言》、《大明英烈传》、《红楼梦》等9种文献中肯定式与否定式的数字加合后得出：

肯定式V得C
 　198个

否定式V不C
 　2481个

其次，肯定式的分布很受限制。刘月华（1980）指出，现代汉语肯定式V得C
 大多用于反问。历代汉语也一样，我们对吴福祥（2002a）一文列出的近代能性述补结构的全部例子一一考察，发现肯定式（包括V得C
 和V得（O）
 ）只出现在两类句子中：未然句和对举句。未然句又叫非现实（irrealis）句，包括下面列出的（3）否定句、（4）疑问句、（5）假设句、（6）推测句等；（7）是对举句，即肯定式与否定式对举。（句末是吴文的例句编号）

　　（3）胡蝶被裹于其中，万计无由出得
 。（22）

　　　　　不曾反得成
 ，被何列、胡渊知他反的缘故，拿住杀了。（95）

　　（4）这铡刀不快，许多草几时切得了
 ？（75）

　　　　　只到这里，岂是提得起
 摩？（31）

　　（5）若有诵得
 ，若有忘者，当为开示。（21）

　　　　　寻得来
 时，肯将你位子让与么？（103）

　　（6）昆仑山上有一太白星，若见此星，得其言教，必乃却得
 父业。（69b）

　　（7）大庾岭头追得及
 ，为什么提不起？（67）

对举句中的肯定式都是对照否定式而言的，如例（7）表达的意思是：“追不及”的东西“提不起”还好说，为什么“追得及”的也“提不起”？正反问句（如提得起提不起
 ？）其实也是一种对举句。对举句中的肯定式可视为否定式的一种类推，就像见得
 是不见得
 的类推，介意
 是不介意
 的类推。
②

 吴文中有几例（被分析为可能式）像是反例，其实都不是：

　　（8）惊蛙跳得过
 ，斗雀袅若无。（28）

　　　　　松鹤认名呼得下
 ，沙蝉飞处听忧闻。（49）

　　　　　地脉尚能缩得短
 ，人年岂不展教长。（48）

前二例完全可以理解为结果式，跳得过
 ＝已跳过
 ，呼得下
 ＝已呼下
 ，可比较吴文中分析为结果式的暝鸟飞不到，野风吹得开
 （37），吹得开
 ＝已吹开
 。第三例其实是由前面的能
 字表达可能，不是缩得短
 本身表可能。

1.3　语法化程度的不对称

能性述补结构否定式V不C
 的“语法化”程度高于肯定式V得C
 ，这是指，V不C
 已经是一个比较固定的可能式，摆脱了对特定语境的依赖，而V得C
 还是一个不太固定的可能式，还要依赖特定的语境。

首先，正如吴福祥（2002a）所指出的，现代汉语中当补语C为形容词A时，肯定式V得A
 是个两歧结构，可以是可能式，也可以是结果式，而否定式V不A
 只能是可能式：

　　（9）这件衣服洗得干净，洗不干净？（可能式）

　　　　　这件衣服洗得干净，那件衣服洗得不干净。（结果式）

要表结果没有实现，不能说洗不干净
 ，要说洗得不干净
 。

如果有后续助词了
 ，肯定式既可以分析为V得A／了
 （可能式）又能分析为V得／A了
 （结果式），而否定式只能分析为V得C／了
 （可能式）：

　　（10）洗得干净了　洗得干净／了　洗得／干净了

　　　　　洗不干净了　洗不干净／了　　*
 洗不／干净了

其次，肯定式还能用来表状态的实现，否定式不能用来表状态的实现：

　　（11）洗得干净　　　　洗得干干净净的

　　　　　洗不干净　　　　*
 洗不干干净净的

要表达状态“干干净净的”没有实现，不能说洗不干干净净的
 ，要说没洗得干干净净的
 或洗得不干不净的
 。

在不同的方言里，能性述补结构否定式V不C
 的“语法化”程度不一样，普通话的程度似最高，一些南方方言程度较低，如福州话对应于普通话V不C
 的格式是V[image: alt]
 C
 ，如洗[image: alt]
 澈
 （洗不干净），但这个格式还能表示结果没有实现（洗得不干净）。（吴福祥2002b）但是我们还没有发现一种方言肯定式的语法化程度高于否定式。

1.4　历史上形成早晚的不对称

历史上能性述补结构否定式V不C
 的产生和“语法化”都要比肯定式V得C
 早得多，这一点各家都没有不一致的意见。据吴福祥（2002a），到了宋代，否定式V不C
 已基本上限于表可能，表实现的用例已极少见，而肯定式V得C
 还兼表可能和表实现。到元明时期，补语为形容词和趋向动词的V得C
 还兼表可能和表实现；到现代汉语，补语为形容词的V得C
 还兼表可能和表实现。

据蒋绍愚（1995），肯定式V得O
 和否定式VO不得
 之间也存在同样的不对称：VO不得
 在汉代已经出现，而V得O
 大约见于唐代，“大约在唐代以前，这种述补结构只有否定式，而没有肯定式”。

类似的不对称也出现在动词肯定式得
 和否定式不得
 上。也据蒋绍愚（1995），用在动词后的否定式不得
 很早（先秦）就虚化为表结果不可能实现，如靖郭君辞不得，三日而听
 （战国策），而得
 用在动词后表结果可能实现是很晚以后的事情，如蒙世尊慈悲，救得阿娘火难之苦
 （敦煌变文），而且多见于疑问句。

对于可能式V不C
 的语法化时间早于V得C
 ，吴福祥（2002a）有一个解释是结果式“V不C
 产生的时间本来就早于V得C
 ”。产生早的不一定就语法化早，这一点姑且不论，问题是为什么并不晚于V不C
 的VC
 没有变成可能式？结果式VC
 和V得C
 “意思没有多大区别”，例如教得霓裳一曲成
 和一曲霓裳初教成
 （蒋绍愚1995引）。

对于可能式V得O
 产生的时代远晚于VO不得
 ，蒋绍愚（1995）参照太田辰夫（1958）也有一个解释，表可能的不得
 很早（先秦）就可以置于动词后，所以VO不得
 产生早，而V得O
 中的得
 由动词虚化为表可能的助词需要时间。如果这一点成立，有待进一步回答的是，为什么先秦的时候不得
 在动词后已经虚化为表可能，而得
 在动词后只有用于疑问句才能表可能，如虽欲耕，得乎
 ？（孟子·滕文公上）。

现代汉语和历代汉语各种能性述补结构肯定式和否定式之间的上述四个方面的不对称不是偶然的孤立的现象，显然有某种内在的联系，应该有一个统一的解释。

2．语用逻辑

对于现代汉语V不C
 只用来表可能而V得C
 既能表可能又能表结果的不对称现象，蒋绍愚（1994:200）有一个猜测性的解释，说大概在于表结果的否定式和表可能的否定式之间“差别比较小”。他举例说，近代汉语拽不倒
 的意思可以是“没有拽倒”，也可以是“不能拽倒”，但不管哪种意思，说的是同一个事实“仍然立着”，而拽得倒
 就不同了，表结果时是事实上已不再立着，表可能时只是说能拽倒而事实上还立着。

蒋先生的这一猜测完全正确，而且我们认为这是对上述种种不对称作出统一解释的关键。下面我们对“差别大小”的说法从“语用逻辑”上作更确切的说明，先从“省力原则”说起。

2.1　省力原则

“省力原则”是言谈的一条重要语用原则，它包含两条互相制约的准则，即“足量准则”和“不过量准则”。说话人和听话人可以利用这两条准则分别传递和推导隐藏在字面背后的意义，称做“会话隐涵义（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简称“隐涵义。”

足量准则：（说话人为听话人省力着想）说的话要充足。在不过量的前提下，尽量多说些。利用这条准则，说话人在说出“P”时传递“最多P”的隐涵义。例如，说出“老王有三个孩子”，传递“老王只有三个孩子”的隐涵义。

不过量准则：（说话人为自己省力着想）只说必要说的话。在足量的前提下，不说过多的话。利用这条准则，说话人在说出“P”时传递“不止P”的隐涵义。例如，说出“老王有三个孩子”，传递“老王有三个亲生孩子”的隐涵义。（参看Horn 1984, Levinson 1995）

“足量准则”作用到极限，有多少种意义就有多少种形式；“不过量准则”作用到极限，各种意义全只用一种形式表达。语言是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取其中，形成有限的多义词和多义结构。（参看Levinson 2000）

“足量准则”和“不过量准则”在语言演变中都起作用，但主要是“不过量准则”起作用，因为它导致一词多义的“多样化”状态，而“足量准则”阻遏语义演变，它导致的是一词一义的“单一化”状态。Traugott & Dasher (2002:19, 101)甚至认为，凡是“自然的”语义演变（实词虚化就属于这种演变类型）都是“不过量准则”作用的结果。

2.2　“不可能实现”单向蕴涵“没有实现”

“A单向蕴涵B”的逻辑定义是“A为真则B也为真，反之则不然”。例如，“白马”单向蕴涵“马”，“老王有三个孩子”单向蕴涵“老王有孩子”。同样，“X不可能实现”单向蕴涵“X没有实现”，因为如果“X不可能实现”为真，那么“X没有实现”也为真；反之，“X没有实现”为真，“X不可能实现”不一定为真。而相对的肯定命题“X可能实现”并不单向蕴涵“X已经实现”（倒是“X已经实现”单向蕴涵“X可能实现”）。这可以从下面的问答中看出：

　　（12）——这件事办成了没有？

　　　　　——根本没有可能办成。（蕴涵“未办成”）

　　（13）——这件事办成了没有？

　　　　　——*
 完全有可能办成。（不蕴涵“办成了”）

如果两个词语A和B，语义上A单向蕴涵B，即从A可以推知B，而从B不能推知A，我们就说A的信息量大于（more informative than）B。

据此，白马
 的信息量大于马
 ，老王有三个孩子
 的信息量大于老王有孩子
 ，同样，近代汉语可能式拽不倒
 的信息量大于结果式拽不倒
 。

2.3“不可能实现”是“没有实现”的“回溯推理”

根据“不过量准则”，说出“结果没有实现”，听话人就很容易根据常识（“如果X不可能实现，那么X没有实现”）推导出“结果不可能实现”的隐涵义来，这叫做隐涵义的“可计算性”。相反，人们一般不会从“结果已然实现”推导出“结果可能实现”，这叫做蕴涵义的“不可计算性”。（Levinson 1983:117；沈家煊1990）正因为如此，表结果实现的V得C
 必须处于未然语境中才能得出“结果可能实现”的意思。换一种说法，“没有实现”常以“不可能实现”为原因（后者是前者的隐涵义），而“已经实现”一般不以“有可能实现”为原因（后者是前者的蕴涵义）。例如：

　　（14）——这件事怎么办成了？

　　　　　——因为没有可能办成。

　　（15）——这件事怎么办成了？

　　　　　——*
 因为有可能办成。

这种推理是说话人根据“不过量准则”而“招引”听话人作出的推理（我不用多说啦，就请你自己来推导吧！），所以叫做“招请推理”（invited inference）。逻辑上这种推理既不是归纳推理也不是演绎推理，而是属于“回溯推理”（abduction），一种基于事理和常识的推理，例如：

事理：如果碑楼不可能拽倒，那么碑楼没有拽倒。

事实：说话人说的是碑楼没有拽倒（结果式拽不倒
 ）。

推论：他很可能要表达碑楼不可能拽倒的意思（可能式拽不倒
 ）。

“回溯推理”得出的结论不是一定为真，是“很可能”为真，所以是可以在特定的上下文或语境中被消除的，“可消除性”是隐涵义区别于蕴涵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参看Levinson 1983:113；沈家煊1990）“回溯推理”的逻辑因此是一种“语用逻辑”。

汉语史上有大量不X
 形式的词是词组不＋X
 “词汇化”的结果（董秀芳2002），值得注意的是词组不＋X
 表示“没有实现”，而成词的不X
 都有了“不可能”义：

　　（16）不免　未免除→免不了

　　　　　不配　不相配→配不上

　　　　　不定　未说定→说不定

　　　　　不堪　未承受→承受不了（不堪一击）

　　　　　不料　未料到→料不到

　　　　　不支　未支持住→支持不住（体力不支）

　　　　　不禁　未禁止→禁不住

　　　　　不谓　未说→不能说（任务不谓不重）

可见，从“没有实现”推导出“不可能实现”是一般的语用逻辑在起作用，不限于述补结构。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现代汉语里能性述补结构的否定式使用频率高于肯定式，语法化程度高于肯定式，也能解释为什么历史上否定式的产生和语法化早于肯定式。这个解释就是：表结果的否定式本身就表示“结果没有实现”，而肯定式只有在未然的语境里（出现在“未然句”）才表示“结果没有实现”。魏培泉（2002：注10）在谈到V不得
 由结果式（来自V而不得
 ）变为可能式时说，“因为不得
 否定了V实现的可能性，用于未然环境就很容易成为能性式。”这个表述不准确，结果式V不得
 否定的不是“V实现的可能性”而是“V的实现”，“V未实现”为真，“V不可能实现”不一定为真，而否定V的实现就是V的未然。准确的表述应该是：结果式V不得
 否定了V的实现，因此很容易根据“不过量准则”和“回溯推理”成为可能式。如前1.1节所述，肯定的结果式重新分析为可能式除了需要未然的语境，还可能受其他制约，如韵律的制约，即须与否定式保持韵律结构的一致（这正是结果式VC
 没有成为可能式的原因）。从这个角度看，肯定的可能式是先有的否定可能式的类推。

从“没有实现”到“不可能实现”的语用推理也能解释如下的不对称：

　　（17）洗得干净　　洗不干净

　　　　　长得漂亮　　*
 长不漂亮

现代汉语里洗得干净
 既能表“干净”性状的实现，又能表这种性状可能实现，而长得漂亮
 一般只能表“漂亮”性状的实现，不能表可能实现。洗不干净
 只能表性状不可能实现，而长不漂亮
 一般不能说，除非设想一定的语境（如正谈论遗传原因）才可强制理解为性状不可能实现。这里除了涉及肯定式和否定式之间的不对称，还涉及洗得干净
 和长得漂亮
 之间的差异。当补语分别为性质形容词和状态形容词时，这种不对称更加明显：

　　（18）染得红／煮得烂／洗得干净

　　　　　染得通红／煮得稀烂／洗得干干净净

　　　　　染不红／煮不烂／洗不干净

　　　　　*
 染不通红／*
 煮不稀烂／*
 洗不干干净净

一、三行的补语是性质形容词，二、四行的补语是状态形容词。长不漂亮
 要有一定的语境才能成立，而染不通红
 等在任何语境里都不成立。（18）的不对称好解释：通红
 、稀烂
 、干干净净
 这些状态形容词本身就不能用不
 来否定，比较：不红
 ／
*
 不通红
 ，不烂
 ／*
 不稀烂
 ，不干净
 ／
*
 不干干净净
 ，这也是近代汉语中如下的状态补语结构始终没有（在未然语境中）重新分析为可能式的原因：

　　（19）铁叉叉得血汪汪（《敦煌变文集》）

　　　　　父娘啼得泪汪汪（同上）

　　　　　如何天生得恁地狠（《朱子语类辑略》）

　　　　　瘦得浑似削（《古本董解元西厢记》）

　　　　　每日洗刷刨的干干净净地（《朴通事》）

（17）干净
 和漂亮
 的不对称可以这样解释：干净
 偏向性质形容词一边，漂亮
 偏向状态形容词一边，虽然漂亮
 也可以用不
 来否定。（沈家煊1997）在述补结构里，性质补语（如干净
 ）主要牵涉有没有“实现”的问题，而状态补语（如漂亮
 ）主要牵涉是不是“存在”的问题。然而，说起“可能性”一般说的是“实现”的可能性，不大说“存在”的可能性。《现代汉语词典》对可能
 一词的释义就是“表示可以实现”。实现是个“成没成”的问题，而存在是个“有没有”的问题。我们说成得了
 、成不了
 ，但不说有得了
 、有不了。
 
③

 明天天能晴吗？
 这个句子一般是问“晴”的性状能不能实现（变晴）而不是问“晴”的性状能不能存在。最典型、最常见、最早产生的能性述补结构如聚不得
 、学不成
 、说不到
 、寐不著
 等，其中的补语动词得
 、成
 、到
 、著
 等都与“成不成”有直接的联系。这是因为说“没成”容易，说“无”难，而说“不可能有”就更难。比如，我们可以根据观察结果放心地说火星上冰没有化成水
 ，也容易进而推导出“火星上冰化不成水”。但是说火星上没有水
 要小心，进一步推导说火星上不可能有水
 就更要小心。同样，要判断衣服没有变干净较为容易，因为有洗前洗后的比较，而要判断一个女孩长得不漂亮就比较难，因为主要凭主观印象，要进一步推导出不可能长得漂亮就更难，除非是在谈论遗传因素。
④



3．意义虚化和形式的简化

3.1　“不可能实现”的意义比“没有实现”虚灵

“结果不可能实现”是个比“结果没有实现”更虚灵的概念，前者是主观的推测，后者是客观的表述。这里不要将意义的虚实和信息量的大小相混淆，“不可能实现”的意义比“没有实现”虚灵，但是信息量如前2.2节所述要比“没有实现”大。
⑤

 由“结果没有实现”演变为“结果不可能实现”，这是一个语义虚化的过程，也就是“主观化”（subjectivisation）的过程。“虚化”是个较为含混的概念，而“主观化”有比较明确的定义，即指主观性（subjectivity）从无到有或程度加深的过程。所谓“主观性”是指说话人在表述一个命题时同时对这个命题表明自己的认识、态度或情感。（沈家煊2001）例如，可能式石碑拽不倒
 是说话人表明自己认为结果式石碑拽不倒
 表达的命题与实际世界不很一致。

3.2　意义的虚化会引起形式的简化

意义的虚化不一定引起形式的简化，但是很可能引起形式的简化，使长大形式变为短小形式，或使独立形式变为附着形式。意义虚化在前，形式简化在后，这是语言演变的一般规律。词语的意思虚化后分布的范围扩大，使用的频率增高；而使用频率高的词语，为了省力，形式会变得短小。这与Zipt（1949）的“缩略法则”（Law of Abbreviation）一致，即词的长度与词例的使用频率成反比，背后也是“不过量准则”在起作用：使用短小形式，已足够听话人推导出相关意思来。

我们认为，现代汉语能性述补结构的否定式V不CO
 主要是从近代汉语表结果没有实现的否定式VO不C
 变化而来的，具体说是不C
 的前移或O的后移。以V不得O
 和VO不得
 为例，这个演变过程可以图示如下：（参看Hopper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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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汉语VO不得
 的意义由“结果没有实现”虚化为“不可能实现”，开始的时候虚化义“不可能实现”是根据常识和“不过量准则”推导出来的，反复这样推导的结果使得推导的过程缩减，最后无需推导就可以直接得出虚化义，当这个虚化义最终固定下来之后会对原来的形式产生反作用，使原来的形式缩减，也就是使不得
 由位于O后而相对独立的形式变为附着在V后面的黏附形式。（由于意义虚化对形式的反作用不一定发生，所以用带箭头的虚线表示。）伴随的还有语音的弱化，VO不得
 的得
 必定重读，而V不得O
 的得
 不必重读。杨平（1990）指出元代起有较多的V得C
 和V得O
 中的得
 （依附于V）写做的
 ，反映了得
 语音形式的弱化。

仔细分析近代汉语表可能的VO不得
 ，会发现其中的不得
 还多少带有独立性，有些例子分析为表结果没有实现的主谓结构或连谓结构也未尝不可，例如：

　　（20）今壹受诏如此，且令妾摇手不得。

　　　　　我救汝不得也。

　　　　　心里著两件物不得。

　　　　　叟自啖一枣，大如拳，谓樵者曰：“子食此枣不得。”


摇手不得
 常用来作为可能式的典型例子，其实在得
 由“获得”虚化为“达成”（或“实现”）义之后，VO不得
 仍然是一个歧义结构，摇手不得
 可以理解为可能式，也可以理解为结果式，V不得O
 才成为专用的可能式，如摇不得手
 。（魏培泉2002:10）摇手不得
 跟学书不成
 非常接近，不得
 和不成
 一样表示“没有达成”。有的文献中甚至有不成
 和不得
 混用的，如《歧路灯》中喜的了不成
 ／喜的了不得
 ，哭的了不成
 ／哭的了不的
 。（魏培泉2002：注23引）学书不成
 可以分析为主谓结构，那么摇手不得
 也可以分析为主谓结构，至少可以说不得
 还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一旦不得
 附着到动词之后失去独立性，摇不得手
 就只能分析为述补结构了。又例如：

　　（21）做不得经纪，投远亲不著。（警世通言，转引自魏文）


投远亲不著
 还可以理解为结果式，而做不得经纪
 就只能理解为可能式了。V不得O
 中的不得
 因为依附于V，很容易使V不得
 变成一个熟语，例如说不得
 、定不得
 、由不得
 、巴不得
 、少不得
 等。（魏培泉2002:21）

蒋绍愚（1994:197）认为现代汉语能性述补结构V不得O
 的来源是根据V得O
 类推而成。这一解释会遇到两个困难，一是涉及宾语和补语位置变化的还有一般的V不CO
 和VO不C
 ，而V不CO
 不可能是从VCO
 类推而成，因为VCO
 只是在特定的语境里才表可能，从来没有固化成可能式。第二个困难就是魏培泉（2002）详细说明的名词和代词的不对称效应：VO不得
 中的O可以是名词也可以是代词，而V不得O
 中的O基本限于名词，代词极少；名词O在不得
 后最早的例子是在变文，而代词O在不得
 后最早的例子见于《朱子语类》。这种不对称同样存在于V不CO
 和VO不C
 。如果说V不得O
 是根据V得O
 类推而成，那么就不应该有上述名词和代词的不对称效应，V得O
 里的O并不限于名词。因此更合理的解释是VO不得
 中的不得
 前移并依附于V或者是O后移到不得
 后，形成V不得O
 。O后移的动因如魏文所述是凸显信息负载量大的焦点，代词不是焦点所以不容易后移，不得
 前移的动因已如上所述，这两个动因不矛盾而且是一致的，都是“动词吸引”（verbal attraction）这一规律的反映，也就是负载重要信息的动词核心倾向于将负载次要信息的成分吸引过来（Heine & Reh 1984:51）。可能式V不CO
 的形式与V不得O
 的形成是类同和并行的，也是从VO不C
 变来的。

另根据魏培泉（2002）和吴福祥（2002b），可能式V不CO
 在宋元时期先在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流行，然后逐渐往南扩散而影响到南方的方言。在可能式V不CO
 的语法化程度较低的南方方言里，仍然存在VO不C
 的格式，而这些残存的VO不C
 的格式中的O也以代词为主，有的方言（吴语上海话）还必须是代词。（魏培泉2002：注22）

名词和代词的不对称效应在其他语言中不乏其例，例如英语（Quirk，et al.1985:1154）：

(22) She switched the light on.→

　　She switched on the light.

　　She switched it on.→

　　*
 She switched on it.

　　They moved the furniture out.→

　　They moved out the furniture.

　　They moved them out.→

　　*
 They moved out them.

　　（非焦点而依附性强的it和them不能后移）

　　She switched the light on and off.→

　　She switched on and off the light.

　　They moved the furniture out of the house.→

　　*
 The moved out of the house the furniture.

　　（焦点而独立性强的on and off和out of the house不能前移）

这种不对称显然也是“动词吸引”（verbal attraction）这一规律的作用。

因此，还是吕叔湘（1944）的意见对，不得
 和不C
 的位置越过宾语O“皆表示其依附动词之趋势之增盛，亦即其虚词化之程度之加深也”。
⑥



4．类似的情形

“不过量准则”和“回溯推理”引起语义虚化和形式简化，这种演化动因和演化机制还可以解释其他类似的肯定／否定不对称现象。例如，考察情态动词能
 的甲、乙两种意义：

甲义：主客观条件容许，可能。例如他能说法语
 ，天冷能滑冰
 。

乙义：许可，准许。例如你不能打人
 ，老九不能走
 。


能
 表乙义限于否定式，肯定式你能打人
 和老九能走
 不表达“许可、准许”的意思，要表达这个意思必须用可以
 ，如你可以打人
 ，和老九可以走
 。有时候对乙义的肯定用能
 ，那是在能
 与只
 、才
 等有否定含义的副词同现的特殊条件下，或者是与否定式对举：

（23）按“老规矩”，丈夫打老婆，老婆只能挨几下躲开。（＝不能还手）

　　　直到拜天地才能见面。（＝此前不能见面）

　　　为什么我不能打人，他能？


能
 本来是表“可能”，为什么只有它的否定式不能
 可用来表“不许可”，而肯定式能
 不能用来表“许可”？这一不对称也是“不过量准则”和“回溯推理”作用的结果。解释如下：说“不可能做某事”，常以“不许可做某事”为理由，这是基于这样的常识或事理：如果不被许可做某事，就不可能做某事。例如：

　　（24）甲：这件事我做不了。

　　　　　乙：为什么呀？

　　　　　甲：他不许我做。

相反，“可能做某事”一般不以“许可做某事”为理由，除非有特殊的语境：

　　（25）甲：这件事我能做。

　　　　　乙：为什么呀？

　　　　　甲：？
 他允许我做。

“不许可做某事”单向蕴涵“不可能做某事”，因为“不许可做某事”为真，“不可能做某事”也为真，反之不然。按照信息量大小的定义，“不许可做某事”的信息量大于“不可能做某事”。从“不可能”一般可以推导出“不许可”义，这也是“不过量准则”和“回溯推理”作用的结果。（参看王伟1998）这个例子中能
 的虚化或主观化还没有引起形式的简化，而下面一个例子能
 的虚化和主观化就已经引起形式的简化：

　　（26）敏，昨天老师讲了啥，能
 把贵人笔记借我一阅！

这句里的能
 除了表示这句话是个请求之外没有其他作用，它甚至可以用“请”字来替代。能
 由表示“能力”虚化为“请求”的标志也是基于常识或事理的“回溯推理”：如要请求对方做一件事，为了避免遭到拒绝这一不如意的结果，最好先问一问对方有没有能力做这件事，因为对方如果要拒绝的话，最好的理由是他没有能力做这件事。例如，有人跟你借钱，如果你不想借给他，最好的借口是说你自己也不宽裕，即没有能力借给他。按照这种请求事理，就可以从“询问对方有没有能力做一件事”推导出“请求对方做这件事”的隐涵义来。这个隐涵义逐渐固化后对原来的形式已经产生反作用，这个能
 字已经不再能重读，只能出现在句首，也没有句末相呼应的疑问助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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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注


①
 有一个细节问题需要澄清一下。太田辰夫（1958）指出能性述补结构V得（O）
 中得
 的意义经过“获得→实现→可能”的演变过程，并且进一步推测这一演变首先发生在取义动词（捕
 、捉
 、买
 ），然后才扩散到非取义动词（卖
 、除
 ）。这个推测是有道理的，因为表“可能”的得
 来自表“获得”的得
 ，而“获得”的得
 又和取义动词联系紧密，首先出现在取义动词后。杨平（1989）也观察到，“唐以前多数的V得（O）
 还是得
 用在取义动词后面的，得
 用在非取义动词后面的还很少。”然而，杨平说她所收集的实际材料却表明，可能式V得（O）
 最早不是出现在取义动词，而是出现在非取义动词。其实杨平的真实意思是，“得
 出现在非取义动词后”才是判断述补结构真正确立的标准，因为取义动词后面的得
 总不免带有获得的意义，V得（O）
 还可以分析为主谓结构。这就是说，当V为取义动词时V得（O）
 是一个两歧结构。


②
 还有一种对答句，可以看做特殊的对举句，其中的肯定式是针对疑问的答语，例如下面二例（杨平1989引）中的爬得
 和念得
 ：

“这孩子几个月也？”“九个月了。”……“会爬么？”“爬得。
 ”

相公问：“汝念得多小（少）卷数？”远公对曰：“贱奴念得
 一部十二卷，昨夜总念过。”


③
 虽然能说可能有
 、不可能有
 ，但这近乎主观估测，而述补结构表达的“可能”都与实现的具体条件有关，纯粹是说话人估测的“可能”不能用述补结构表达，如不能说*他每天都在家，我想今天也出不去
 （要说我想今天也不可能出去
 ）。


④
 现代汉语述补结构V得C
 ，补语C为形容词时，如舂得细
 ，既是可能式又是结果式，当C为动词时，如学得成
 ，只是可能式。对此蒋绍愚（1995）和吴福祥（2002a）都认为是因为：学得成
 和舂得细
 虽然都是带得
 字的组合式状态补语结构，但是学得成
 偏重于表结果，和结果补语学成
 意义非常接近；而舂得细
 偏重于表状态，和结果补语舂细
 意义有区别；既然已有学成
 来表结果，学得成
 就变成只表可能。这样解释的问题在于学成
 和舂细
 也有类似的意义区别，学成
 偏向于表结果，而舂细
 偏向于表状态，虽然两者的名称都是“黏合式结果补语”。舂得细
 和舂细
 之间的意义区别并不比学得成
 和学成
 之间的意义区别大，如下面一例中的打听得实
 如说成打听实
 意义没有什么区别：

鲁智深打听得实了，就松林里少歇，智深对林冲道：“兄弟，此去沧州不远了，前路都有人家，别无僻静去处，洒家已打听实了。俺如今和你分手，异日再得相见。”（《水浒传》，七回）

C为动词和形容词的不对称似也宜采用我们这里的解释，即动词主要与“实现”有关，形容词主要与“存在”有关。


⑤
 传统语义学用semantic bleaching“语义淡化”指称实词虚化不够确切，虚化后词义的信息量可能增大，主观性成分也增强。


⑥
 朱德熙（1982）作直接成分切分时将V得C
 的结果式二分为V得／C
 ，将可能式三分为V／得／C
 ，似乎不支持我们的观点。其实将可能式三分主要是因为得
 “既不属前也不属后”，并不说明得
 依附于V的程度较低。事实上可能式V和得
 之间、得
 和C之间黏合的程度都很高，例如：表结果的举得高
 可以在高
 前插入很
 ，而表可能的举得高
 不行，举得很高
 只能是结果式，这说明得
 和高
 之间的黏合程度很高；结果式的正反问是举得高不高
 ，而可能式的正反问是举得高举不高
 ，举
 必须重复，这说明举
 和不
 ／得
 的黏合程度很高。


英文提要

Cognition and Chinese Grammar

Abstracts

Boundedness and Unboundedness

The distinction of bounded and unbounded objects in human cognition is manifested in language, and particularly in the functions of the numeral-classifier construction in various grammatical structures in Mandarin Chinese. The boundedness/unboundedness distinction exists not only in the domain of space, in entities represented by nouns, but also in the domain of time, in actions and events represented by verbs.In addition, Mandarin adjectives, which are divided into two morphologically marked categories, represent this distinction in the domain of property of entities and actions. This distinction, which is parallel in nouns, verbs and adjectives, not only explains a lot of interesting grammatical phenomena in Mandarin but also ha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to the general theory of word class.





A Metonymic Model of Conversion from Modification to Reference of the Mandarin de-Construction

It presents a cognitive approach to the well-known and much disputed phenomenon of conversion from modification to reference of the Mandarin de-construction. It is claimed that this conversion is in essence a kind of "grammatical metonymy" in the sense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To explicate the constraints on the conversion the author sets up a cognitive model of metonymy, in which conceptual frame and prominence are two important notions. Being able to accommodate the effects of context on the conversion, this model proves to be more adequate in generalization and explanation of data.





Sentences with Zai 在 and Gei给in Mandarin Chinese

Focusing on the syntactic and semantic parallel between sentences with zai (be at) and sentences with gei (give),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the viewpoint that a construction is not equivalent to the simple addition of word categories in a sequence. Each construction is a "gestalt" formation which must be viewed as an integral whole. Only by explicating the meaning expressed by the construction as a whole can we explain in a general way many grammatical phenomena not explainable by the traditional way of dividing word categories and sub-categories. Both in general perception and in sentence comprehension people follow the same basic cognitive principles, such as the Principle of Sequence, the Principle of Containing, the Principle of Proximity, and the Principle of Quantity.





Remarks on Tou偷and Qiang抢

Taking the two verbs tou (steal) and qiang (rob) and their equivalents in English and Korean as examples, this paper claims that for adequate explanation of syntactic structures, we should, in addition to describing the semantic roles of the NPs connected with the predicate verb, also describe the prominent status of these roles. It is also claimed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aning and form in language is neither totally arbitrary nor completely predictable, but is a kind of "motivated convention" which can be fully explained.





Valency and Sentence Patterns

Problems long existed in current valency theories are examined according to three evaluation criteria of grammar—generalization, simplicity, and consistency,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wo common sentence patterns in Mandarin Chinese. To solve the problems a new approach which combines bottom-up and topdown analyses is suggested: the number and type of arguments of a sentence be determined by the sentence pattern as a whole, and the meaning of the predicate verb be described with 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s.





"N de V" as a Reference Point Construction in Mandarin Chinese

This paper addresses the conditions for the grammaticality of the possessive construction in the form of "N de V" in Mandarin Chinese. The conditions are based on the four semantic relations that may hold between N the possessor and nominalized V the possessee. Following a Cognitive Grammar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as a reference point construction, it is claimed that, serving as a reference point in establishing mental contact with the target, the possessor N must have a high degree of prominence, which is further defined as a combination of two factors, "informativity" and "accessibility".





Two Constructions with Hai 还 in Mandarin Chinese

This paper discusses in detail two sentence patterns with the additive adverb hai in Mandarin Chinese, following Charles Fillmore and Paul Kay's scalar model on even in English. The function of hai is metalinguistic and subjective in the sense that it adds a more informative proposition to an existing proposition that the speaker considers not informative enough in the context. The syntactic and semantic differences between hai and several similar additive adverbs like geng（更）, you（又）, ye（也）, and zai（再）can thus be explained appropriately.





Can the Disposal Construction be Disposed of?—On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Ba-Sentence in Mandarin Chinese

This paper expounds that the grammatical meaning of the ba-sentence, in comparison with the ordinary VO-sentence, is "Subjective Disposal", that is, the speaker believes that the subject of the sentence has done something unfavorable to the object.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ba-sentence is manifested in three interrelated aspects——speaker's emotion, speaker's perspective, and epistemic modality. A series of recognized features of the disposal construction, which are not unproblematic individually, can now be explained in a unified way.





Compound Sentences and the Three Domains of Acting, Knowing, and Uttering

Following Eve Sweetser's division of content, epistemic modality and speech acts in study of English compound sentence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semantic relations in Chinese compound sentences. The three conceptual domains are re-termed as acting（行）, knowing（知）, and uttering（言）, representing three common notions in Chinese philosophy. It is proved that this division is also useful in explicating the semantic relations within various types of compound sentences in Mandarin Chinese in a general and systematic way. Lack of this distinction in previous studies led to many problems, which are clarified one by one in this paper. Emphases are laid on the explication of the knowing and the uttering domains.





Further Remarks on Boundedness and Unboundedness

As a continuation of the previous paper "Boundedness and Unboundedness", this paper emphasizes the viewpoint that the distinction of boundedness and unboundedness should be discussed within a certain "cognitive domain" or at a certain linguistic level. It is further clarified that this distinction is mainly a conceptual one and i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our construal of the world, which is determined by observing perspectives. Further evidences, particularly, the function correspondence between verbs and adjectives, are provided to support the "Boundedness Correspondence Principle". The paper also points out several issues for further study.





The Syntax and Semantics of Zhuilei 追累

This paper claims that the syntactic and seman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s like zhuilei (chase-tired) in Chinese cannot be fully explained by argument structures and thematic structures, because the total meaning of a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 cannot be derived from the meaning of the verb plus the meaning of the complement, and selectional restrictions of lexical items may als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A better solution is proposed based on the conceptual structures in the framework of L.Talmy's Cognitive Semantics. This case study also demonstrates that we can reach the goal of adequate explanation but not full prediction in the study of certain syntactic and semantic phenomena.





The Goal of Grammatical Studies: Prediction or Explanation?

Is the goal of grammatical studies to provide not only an adequate explanation but also a full prediction of all the grammatical sentences in a language? Based on three case studies of Mandarin Chinese, we hold that many grammatical facts are not fully predictable according to a set of rules. However, they are also not totally arbitrary or unpredictable, but are governed by tendentious principles. The task of the grammarians is therefore to provide an adequate explanation of the motivation behind well-formed sentences. This goal of studies might be called "weak prediction".





Remarks on Buguo 不过

This paper discusses buguo in Mandarin Chinese as a verbal phrase meaning "not surpass", as an adverb meaning "only", as a post-adjective clitic denoting highest degree, and as an adversative conjunction. The evolution of buguo in meaning and form involves both grammticalization and lexicalization, two most important meaning-form changes. Our analyses lead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motivation behind the change is the universal Principle of Least Effort, and the mechanism of the change often involves an inferring process of a pragmatic nature and a process of fossilization of the inferred meaning. It is also claimed that the regularity of change is connected with the motivated combination of meaning and form in language.





The Asymmetry between Positive and Negative Potentiality Constructions in Chinese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s various of asymmetries between positive and negative potentiality constructions both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and in its history, we provide in this paper a unified explanation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Informativeness in conversation. The pragmatic inference of abduction and the process of subjectivisation in meaning followed by form reduction are also discussed in detail. This explanation is also applicable to other seemingly unrelated facts of asymmetry in the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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